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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之父”饶家驹与他的上海难民区

苏智良
1



饶家驹（1878—1946），原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出生于法国桑特市。1894年入耶稣会，后在英、比修道，获硕士学位。1913年，饶家驹到上海传教。他到上海不久，就“拿起筷子来吃饭，读中国书，讲中国话，跑到乡下去，和民众打成一片”
2

 。他在徐家汇学习中文，同时任徐汇公学监学，教授法文和化学。是年，在协助学生制烟火时不慎引起爆炸，失去右臂。
3

 但是，后来的上海人宁可相信他的手臂是一战时被德军炮火炸断的。
4

 1914年至1934年间，他在虹口圣心堂管理外侨，包括日本教徒；期间，兼任公济医院理事会主席、天主教所办各外侨子弟学校童子军指导员，还兼任驻沪法军和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军衔中校；并担任大上海建设委员会委员。饶家驹在上海共度过二十七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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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饶家驹先生肖像（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饶家驹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因喜好体育锻炼而体格健壮，颇具男子汉气质。同事回忆，他自信、爽朗，具有贵族气派。学生回忆，他平易近人，是名出色的教师。
5

 饶家驹有很高的语言天赋，除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之外，能操一口漂亮的普通话，能说上海方言，以及流利的日语。语言天赋使得他能在不同的国家族群中穿梭与交流。

饶家驹“从性情方面说，他是一位宅心忠厚，和易近人，长于筹划，勇于执行，极有决心的人”。
6

 悲天悯人的胸怀使他与慈善十分有缘，很早就积极投身义捐慈善。1920年上海华洋义赈会成立时，饶家驹即参与其事，与朱葆三、王一亭、袁履登、宋汉章等精诚合作。1922年，他投身援助安徽赈灾
7

 ，次年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三等嘉禾章。
8

 因此到1926年时，饶家驹已担任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成为上海滩著名的慈善人士。
9

 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他曾在上海闸北保护妇女儿童并因此而闻名。1929年豫陕甘爆发灾情，他发放赈款万元
10

 ；1931年长江水灾期间，他曾在上海组织捐款
11

 ；1935年黄河泛滥时，饶家驹“躬亲赴徐视察灾情”，然后递交报告，组织救灾
12

 ；他在报纸上刊登启示，“特吁求仁人善士，或慷慨解囊，或捐助药品，以赈垂亡，功德无量”
13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曾组织妇孺从闸北战区撤离。“十四年以来，成千上万在上海的外国人目睹了卑微者的所有恐惧和所有苦难，而那些卑微者本身与战争毫不相关。”
14

 长期的敏锐观察和亲身体验，饶家驹可能已有建立难民区的最初设想。


一　南市难民区的缘起


1937年“八·一三”战役爆发后，规模日益扩大，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从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的民众，也有国际难民如来自德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难民等。百万难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image: ]
图2　通往法租界的关闭的大门入口。图中左下角仍可看到部分大门。左边标志性的建筑是一家当铺（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8月13日起，租界与华界之间数十处铁栅门由巡捕军警驻守，严控开放的数量与频率。9月，进出租界已需要通行证。难民涌入租界最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以公共租界121万人和法租界47万人来接收70万甚至更多的外来者
15

 ，已然超出租界环境的可承受范围。租界人满为患，华界与租界相接的边缘也挤满了数量惊人的难民，他们被屏蔽在租界的铁门之外，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而在华界的南市，由于部分居民迁入租界，腾出大批空屋，且有不少公共场所可资利用，这使得收容难民有了可能。


1.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成立


1937年8月18日，上海国际救济会成立，该会由上海华洋义赈会发起，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与饶家驹是主要发起人。会长由奥尔和屈文六担任，常务委员有饶家驹等七名外国人和王一亭等八名中国人。委员会下设七个组，饶家驹兼任救济组副主任。

9月18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在国际饭店举行会议，由前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颜惠庆任会议主席，与会的中外人士纷纷向颜表示，“亟望有一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之组成”。于是，会上当即成立了执行委员会，来负责成立国际红十字会的相关事宜。
16

 委员中外籍人士占多数，其中，博兰德时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钟思为前总办，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美国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等多重考虑，转而积极推动援华救济事业。9月24日，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章程。

10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设办事处于静安寺路国际饭店及河南路中国华洋义赈会总会，以中外合作的方式举办人道救济事业。中国政府后来将政府筹集的救济款也交其发放，以示支持。

10月4日，难民救济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以饶家驹为主席，李规庸、蒉延芳、牛惠生夫人、赵朴初等22人为委员。会议确定四条规定：一、上海国际红会不拟直接自办或管理任何收容所；二、上海国际红会拟设法使收容所之状况、管理及费用均标准化；三、上海国际红会拟于诸已成立之善团不胜负担时，予以援助；四、给予诸善团之援助将采取物质或劳务之方式，直接提供于各收容所，而不以现金补助金之方式。
17

 还分设视察组、房舍组、衣服组、运输组、食粮管理组、难民工作组、职业介绍组，各司其职，具体施行。

难民救济委员会还由委员长颜惠庆、宣传征募主任施肇基呈请中国财政部拨款，之后宣传征募委员会亦积极展开各类征募活动，如成立“三元救命会”、发动“一角救难运动”、推行红十字募捐周、广发征募启事等。


2.难民区的筹建


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上海战争将长期化，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这一想法得到了各慈善团体赞同和支持。而中国政府由于忙于抗战及执政能力所限，并没有整体计划。10月26日，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之后
18

 ，饶家驹就建议中日两方军政当局在南市建立难民安全区。

11月2日，饶家驹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他认为，该区“不受任何形式之攻击，不设武装军队军事机关，亦不作武装的敌对活动之行为”
19

 。饶家驹以“上海国际会”的名义，起草了英文协议。俞鸿钧市长回复：“关于通过你们签订的协议，让南市没有任何形式军事行动和军事设施，因而也不受日本军事攻击。为此，我荣幸地向你们确认。今天我和饶家驹神父又签署了一份协议：只要该协议有效，两个原有的军事设施决不会被使用。有关各方都理解并同意，这两个军事设施的存在不会被视为违反该协议。”
20

 次日，俞鸿钧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书上签字，同时在文件上签名的还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

然后，饶家驹与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11月5日，饶家驹与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两次交换英文信件，信末盖有总领事章。第一封信告知，日本陆军、海军同意不进攻该区域。饶家驹以国际红十字会难民问题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回信，委员会地址是他居住的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伯多禄堂。冈本季正当天又写了第二封信，补充告知日本军方的两点意见：第一，附近发生军事冲突时，可能会殃及该区域；第二，一旦华军被逐出附近地区，日军将接管该区域。
21

 饶家驹回复同意，但他没有向中方透露第二封信的内容。

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并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前提。5日，中方提出四项原则：1.不与日方洽商；2.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之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3.外邦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邦武装保卫，至该区域之治安，则由我方警察负责；4.不订任何协定。凡不违反上述原则，我当局当予考虑。
22



11月6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答复饶家驹：“同意该区域（难民区）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之进攻，也不在该区域内进行军事活动或敌对武力行为。”
23



11月8日，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议定在南市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旗帜，旗帜上有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中、英文名称。第二天下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筑防御工事，南市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工作人员左臂戴袖章，袖章的四周为白底，中间有红色圆圈中套一个红十字，旁辍中英文的“国际救济会”字样。这一天，上海市政府发布布告：“据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划出难民区，以为战区难民，暂时寄托之所……业已呈中央核准照办在案，兹准于本月9日中午十二时起实行。”当天，俞鸿钧签发第一号往来难民区的通行证。

9日，日本大使馆武官原田熊吉发出了给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佛兰德的同意“支那难民收容所”南界敷设铁丝网的证书。


证明书


美国人　公共租界官员　佛兰德（毛笔字）

以上为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在城内北部（方浜路以北）建立中国难民收容所，为此在方浜路设立铁丝网，以防止中国暴民、便衣队侵入。这一设施已获得日本方面准许。特此证明。

请予以适当保护。

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

日本帝国大使馆

陆军武官、陆军少将　原田熊吉

（武官之印）

难民区从筹备到设立的这一过程，尚有不少疑问，值得深入探讨。第一，协商的主体不清楚。俞鸿钧认为，3日所签文件发生在他个人与上海国际会代表饶家驹之间。在冈本看来，这是中国官方承诺南市非军事化的书面保证。他与饶家驹5日的通信，是日本官方与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之间的正式通函。

第二，中日双方没有直接签订协议，也没有发表声明。中日双方各自发表的声明，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设立一个供非战斗人员居住的区域；二是战前、战中的非军事化。中日在该区域权属问题上，意见对立。饶家驹作为不愿当面协商的交战双方的中介，分别与双方达成了非正式的协议。

第三，该区域的性质不明。饶家驹曾指出，“该区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并非中立区域。盖既非中立、亦非一区域也、且不能称为非军备地，至于筹商此举，确非为法人利益起见，亦非为保全南市中教会之产业，鄙人不知其地是否有教会之产业焉。此纯粹为非战斗员之安全区。因日本与中国双方为人道起见，皆愿保护非战斗员，此举始克告成。鄙人深知此种办法，乃属创见。”
24

 中方称此区域为“难民区”，日方称“支那难民收容所”，最后用了一个模糊的“饶家驹区”。

第四，该区域的权属不明。中日双方都宣称由自己掌控、管理，并都防范法租界将其扩充为掌控区。

饶家驹淡化了某些敏感而无意义的争端，多方交涉，最终促成了难民区建立，这充分体现了饶家驹的智慧、技巧与坚韧。华军退出了该区域，没有启用两个军事设施；日方没有轰炸难民区，日军占领南市后纵火多日，但没有在难民区纵火。

南市难民区于11月9日正式成立，其位置为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方浜路被带刺的铁丝网围着），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区内治安由中国派出200名警察负责，他们携带手枪、木棍来维护秩序和安全。

1937年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第一天，饶家驹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官员的陪同下视察，先辟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各学校、教堂为收容所，当即收容两万余难民，此后陆续增加，最多时难民区内约有130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10万。

南市难民区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成员包括三个法国人，两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挪威人以及两租界的代表，还有名誉会计G.Findlay Andrews。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分九个分区
25

 ，每区设区长一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11月15日，委员会建立了办事处，由饶家驹负责。
26



也就在这一天，安全区的控制权交到了日本军队手中。饶家驹请法租界一名法国警官带领十多名无国籍白俄巡捕值勤，他们仅佩带手枪和木棍。难民们自己组成保安团，以维持秩序。而日本军队则会不时来视察巡逻。一旦发现有抗日可疑行为，即戒严封锁，挨户搜捕。为充实力量，饶家驹从华洋义赈会、嘉丰纱厂等抽调职员协助工作。


二　南市难民区运作


难民区内，“该区内所有教会及学校等公共机关一概皆改为难民收容所作收容难民之用”。
27

 主要的难民营所设在教堂、城隍庙、庵堂、清真寺、学校、公所和饭店，如万竹小学（露香园路242号）、旦华小学（大境路，今上海实验小学）、沉香阁、小世界（福佑路234号）、福佑路清真寺（福佑路378号）、梧桐路老天主堂、青莲庵、梨园公会（方浜中路593号）、珠玉业公会（侯家路26号，今老凤祥）等。还有一些商店及空置的民居也收容了一些难民，如城隍庙大新照相馆收容了75人，孙裕兴扇庄收容40人，白衣街73号收容40人，障川路35号收容70人，晏海路21及30号收容150人，露香园路62及64号收容120人，九亩地各里弄内收容约3 000人。尤其是城隍庙（le Temple de la Miséricorde）在安全区开放后的几天里，充满了成千上万惊慌失措、从战争的猎杀中逃脱出来的人们。望着这些难民，饶家驹说，“这个寺庙终于成了真正的城隍庙”。难民区内总共有九个发放免费大米中心，城隍庙是其中之一。难民区每天为6万名难民提供每日所必需的食物。

1937年12月1日起发起募捐运动周，饶家驹亲自到静安寺路美国妇女俱乐部演讲，呼吁踊跃捐输、共襄善举。
28

 饶家驹有着娴熟的外交技巧，他依托于法租界的庇护，也由于发达的国际媒体的监督，上海南市难民区内并未出现难民被日军杀戮的情况；饶家驹不但从国府募集到了70万元赈灾款，得到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专用于南市难民区的4万元拨款；而且从日本方面得到了2万日元的支持（11月14、16日）。法租界曾发行慈善奖券，90%的收入拨给了难民区。为给南市难民区募捐，1938年5月，饶家驹忧心忡忡地飞赴美国、加拿大。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向饶家驹承诺价值7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美国将本该处理的小麦运到中国，捐给国际红十字会，慷慨地交给饶家驹支配。从美国到中国的免费运输是由美国红十字会所提供的。是年底，饶家驹访问重庆，“对难民救济事宜，晋谒我中枢各当局，有所接洽、结果甚为圆满”。
29

 1939年底，由于欧战的原因，这些运送的货物不幸被中断。总计，饶家驹在美国发起的“一碗饭运动”，加上美国政府的援助，大约募集到100万美元，在加拿大募集到70万美元。
30



上海各界纷纷慷慨解囊。伶界曾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媒体报道：“各界热心人士纷纷输赠，极为踊跃。本市白克路修德里全体房客特集资捐购大饼光饼等各数万只，送托该会代送，其热忱殊为可嘉。其他各方面，输送棉衣棉被及食粮物品者，不下一万余件，均由该会派员于午后送至指定地点散发难民。”
31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定期给各收容所发放现金。以杜月笙为会长的上海地方协会也捐助了巨款。冬季来临前，上海市商会和徐寄庼发动全市的棉花店捐献棉花，布店捐献布匹。圣心小学集中15台缝纫机，昼夜加班，赶制出15 000套棉衣裤。
32

 法租界为救济难民发行慈善奖券，每期所得十分之九拨南市难民区。到1939年3月底，已有5 152个人或团体慷慨捐输，金额达到3 129 926.74元。
33

 国际社会的评价是：“令人敬佩的上海，这座以其无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
34



民以食为天。难民区内建立了票证系统，所有贫困难民都享有获得口粮的权利。票券由营所所长或家庭户主在中心处天天发放。难民们沿着寺庙蜿蜒的庭院排成长达近百米的队伍。分发者坐在桌子边；票券被一一盖章和打孔，米从敞开着的袋子里被舀出倒入难民者带来的容器中。当时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城隍庙大殿给居民和难民分发大米，开始时每人一天能领到6两米（旧制16两为1斤）；上海市兴圣街毛绒业同仁救济会在积善寺发馒头，一周发一次，每人每次能领两个馒头；九曲桥上也有社会团体发馒头，难民们就沿着九曲桥排队；而在老西门关帝庙，每天早上有一个社会团体分发小麦和大米熬成的粥。难民区外的难民也有节食捐献者，如“三·一三难民贩卖团”绝食一天，节资6元，购大饼600余只送难民区。

1938年1月起，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需供给155处难民收容所12.9万余难民之口粮。到4月接受援助者达到17万人。为了购买大米，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议决，“拨款五万元，分赴泰县、温州等处，采办食米六千石，办理平粜，以供各收容所及市民之购求”。又向暹罗订购大量白米，先后运到两千余吨，“照进价售于各善团，以供收容所难民之食”。修女们每天还会分发一千份小麦面包。这种面包，让小孩子们热烈期盼着。一位法国修女，从篮底拿出最后一部分，用蹩脚的英语说：“这篮子应该是，怎么解释呢，没有结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们与难民家庭的个人交往比她们的工作更为令人动容：她们看到，访问的过程中，有些孤儿的父亲一个接一个地去世，母亲随后也跟着她们丈夫的脚步而去。

饶家驹还特设残老院。九亩地阜春街设立了一个残老院，将各收容所内之无家属孤苦无依之残废老叟收容于该院，并委顾利生为院长、王子卿为副院长，共计130余人，年龄均为60岁以上者，其中80余岁者亦有十余人。平素区内难民，每人每日发给食米六两，此残老院中之待遇则为每日晨夕发给稀饭二次、中午供给午饭一次，生活已较普通难民为优。“兹悉昨日上午饶家驹神父及主任顾纶为抚慰此等残老难民精神起见，特偕同各组重要职员前往视察一过并逐一加以慰问，同时闻主任等对于该院设施颇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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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难民区内设有三座难民医院，还专设一座产妇医院
36

 以及一座灾童医院。最初，难民们的脚气病严重，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担任难民给养后，不仅脚气病人日渐减少，麻疹也得到有效控制。“脚气病自二十七年正月后渐见减少，此种现象与膳食改良有关——膳食中加黄豆、整麦与（或）蚕（扁）豆Broad Bean，盖斯时全体难民之膳食问题，有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负责处理也。”

难民区的负责人等还要尽可能地维持公共卫生，察觉任何传染病信号，因为暴发传染病对这个区域来说是最恐怖的灾难，所以，不同慈善组织和监察委员会组织调配力量共同合作。比如，世界红十字会承担医疗健康责任，国家儿童福利协会负责管理被丢弃的孩子。

难民区的医疗工作得到了来自国际红十字会和圣方济会修道院的强有力支持。修道院为修女提供通行证。一开始，南市有三家综合性医院。自从当局限制他们的医疗活动后，医院数量减少到一家，除了一些小型的专科医院。总院坐落在一个大型中国式崭新建筑内，里面有它自己的水井，当主人刚入住时，就被迫放弃了。因此，该处是完全干净的，它们都配有雕刻精美的黑木桌，现在则铺有帆布罩和摆放诊所所需的配件。医院由南市监察委员会提供保护，为妇女和男人提供大约四十张床铺。修女在入夜前离开。三家医院的中国人会通宵管理。综合医院有一家诊所，设备完善，针对门诊病人。每天大概提供三百个门诊；另外，免费并系统地分发鳕鱼肝油。

为了难民区的安全，饶家驹不断地与日方进行交涉。1937年11月12日，日军在难民区周边武装巡行，以表示占据。所幸安全区一直处在监察委员会的控制下。然而，难民们因几个日本士兵的到来而陷入不安。在解释情况之后，日本士兵平静地离开了。“日军每日两次巡视区域内之街道……日军经过时，居民俱避居不出。”
37



日方虽然表面上承认南市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实际上从未放弃对这个区域的觊觎。1937年11月12日中午，新北门障川路（今丽水路）窜出三十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起太阳旗，用刺刀驱散周围难民；下午又开来两辆轻型坦克，在民国路（今人民路）巡行，14名步兵尾随，恣意查抄行人，一时人心惶惶。后经饶家驹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

到1939年，难民区进入更为艰难的岁月。9月13日起，由于日军对上海的经济封锁，加之物价上涨，难民口粮由每日6两减为3两。10月1日起，居民停发口粮，饶家驹等对其中不能维持生活的4 700人，另设三个收容所安置。

饶家驹每天都出现在安全区内，这样能够安定难民们的心。在难民区里，饶神父有很高的威望。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摩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

南市难民区几乎被孤立了，于是商品只能在区域内部流通，难民区变成了孤岛社区。为了鼓励商店开放，监委会做出很多努力。最终，几乎所有可买卖的商品都陈列在最宽敞的马路上；这些店铺不单单只卖吃的，而且展示陶瓷制成的饰品、铜制品、物美价廉的刺绣以及字画卷轴。

当然，难民区也有管理不善之处。如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民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后从其家中搜出赈米若干、赈衣百套及绸布棉被百余条。又如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1 000包，其中数百包搀入稗子、砂石。此外，难民区内还经常发生吸毒、赌博、酗酒、斗殴等违规事件。惩罚犯法难民的举措是游街及做苦工，“偷窃罪罚三日至二十日之苦工，此为最重之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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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区内的教育也在实施之中。难民教育委员会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博士主持，委员有叶梁露、朱谢文秋、美国人芦爱德博士等。难民区在梧桐路老天主堂等处设七所难童学校，招收两千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得到教育的难童约有三万人。学校除教授难童文化外，还注重品德教育，培养他们“自助·品格·责任·节俭·互助·勇敢·公益·诚实”
39

 的精神。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问诊处十二处，并在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区内还设立了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两百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办起一个刺绣与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执教，收难民妇女为徒。

1939年九十月间，由于日军在上海实行经济封锁，严格管制米、棉、煤等物资，加之物价飞涨，难民区经费日渐枯竭，供给越来越困难，于是不得不降低供应标准；同时动员有工作能力的难民自谋出路，并疏散部分人员回乡。此时，区内尚有难民19 209人，收容所88个。

中国共产党与饶家驹也有合作。在饶家驹创办的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内就有中共的支部，主要成员有陈方舟、沈涛、魏瑞英、潘达（大成）等。饶家驹为收容所主任，陈志皋为副主任，黄慕兰为总干事，姚潜修、潘达为副总干事。其中潘达是震旦大学的学生，也是饶家驹的学生，精通法语，与饶家驹精诚合作。
40

 因经费困难和物资奇缺，难民区从1938年起疏散难民。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慈联会以“疏散回乡”的名义，由饶家驹弄到两批通行证，输送部分青年难民投奔新四军。撤离时，饶家驹要求谨慎从事，不在码头开欢送会。
41

 上海难民中，有1 200余名青年被输送到皖南新四军，2 000余人被输送到上海市郊和苏南、苏中抗日游击区，从而大大增强了新四军的力量。
42

 关于难民区内的难民人数，1937年11月16日时，“约有二十万人之谱”
43

 。11月18日根据中华慈幼协会调查，难民区内收容所118个，“收容难民88 000余人，住户要求面包救济已登记者38 000余人，未登记者60 000余人，尚未收容、餐风露宿之难民约3 000余人，难民总数不下200 000人”。
44

 《申报》11月19日发文《难民区内已收容难民廿万》，即最高时曾收容难民达二十万余人。区内难民给养由西人柏韵士主持，除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调拨经费外，各善团都参与供养，“计每日分两次发给干粮，第一次在上午九时，第二次在下午二时，足资难民果腹。”
45

 1938年11月，前后收容难民约三十万人。
46

 直到1940年1月，区内难民仍有四万人。
47

 5月降至两万人。所以，在南市难民区中得到庇护的难民总数应该超过三十万人。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当他黯然告别相处了二十六年的中国老百姓后，南市难民区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至此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

在难民区存在的九百六十三天里，饶家驹成为仁慈的第三方代表、道义的代表，同时也是中日交战双方的监督力量，赢得了难民的赞誉。饶家驹离开上海后，《申报》报道：“难民是世界上最富于同情心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在艰难困苦中最需要的是旁人的同情和安慰。饶氏这几年来的工作，可称仁至义尽，难胞岂能无动于衷？他们预备为饶氏铸立一座铜像，以资永远纪念，所以星期六的上午，一人手持一砖，先举行一个庄严的铜像奠基典礼。他们又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需改饶家桥，以志去思。”
48

 饶家驹取道香港返法后，“上海难民拳拳为念。据香港传来消息，饶神父即将买舟重返上海服务”。
49



各方对饶家驹义举有着崇高的嘉许。中国方面，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潘公展等先后给饶家驹感谢信和奖状。法国方面，1938年2月12日，通过驻华大使颁发了最高荣誉勋章。英、美驻军均给他感谢信。1938年4月9日，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司令H.E.Yatnell致信感谢。19日，英国驻华司令、陆军少将A.D.Telfer-Smollett写信感谢，预言他创造的成功案例将被后人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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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为感谢饶家驹在建立难民区保护平民方面的贡献，蒋介石特意致饶家驹一封专函，代表中国政府和民众向饶家驹先生致以最诚挚之谢忱（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日本方面，在上海已基本掌控的前提下，也不得不赞扬饶家驹的人道主义举动，于1937年11月13日写信给他，赞扬他“在日军的全面合作下”，拯救了中国难民。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12月18日写感谢信，颂扬饶家驹“这项本着彻底献身精神所达成的人道事业”。


三　饶家驹难民救助实践的推广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饶家驹积极参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

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国人士仿效南市难民区，在南京设立安全区。而拉贝、华群、马吉等人在创建南京安全区时，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本方面进行联系。日军拒绝设立安全区的意图也是先告知饶家驹的。日方明确，只要保证中国军队不进入该区域，就可以成立。

饶家驹等认为，这个经受过考验的实践（南市难民区）已经拯救了中国很多非战斗人员（这是在我们受到极其缺乏经验和极大当地阻碍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我们有个合理的想法，这个方法能够同样地应用到其他环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8年9月，汉口成立难民区，饶家驹发挥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日高等多次讨论，形成备忘录。然后赴重庆游说宋美龄，向中方争取到大笔救济基金。同时也与美、英、法国代表会商。汉口难民区成立时，饶家驹担任委员会临时主席，接管了汉口特别行政区。日军没有轰炸难民区。

同年10月24日，经中日双方同意，成立广州难民区委员会，在广州四周设立五个救援中心以保护平民。

饶家驹回到法国后，继续从事难民救助。“到（倒）忙煞了一位和平使者，东奔西跑，他已经是六十七岁须发皓然的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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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饶家驹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1946年9月13日，因患白血病在柏林去世，终年仅六十八岁。

在国际人道法方面，尽管有1907年10月18日海牙第四公约、1927年7月25日日内瓦公约，但没有保护平民安全的条款。1929年，法国医生乔治·保罗建议在战时为平民和生病、受伤的士兵设立安全区。法国政府敦促国际联盟给予支持，但国联商议后称大多数国家认为这不切合实际，不会被交战国接受。

之后瑞士人亨利·乔治发起的日内瓦国际协会继续努力，他们将饶家驹区的案例作为珍贵的证词，证明这些理念的可实践性。1937年11月起，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驻华代表卡拉姆多次参观南市难民区。他提议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召开一次外交会议，以饶家驹区为案例，讨论保护战时平民问题。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饶家驹区被视为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

1948年，第17届国际红十字会大会通过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草案”。

1949年8月12日，63个国家的代表制定了日内瓦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共有159条正文和3个附件。公约内对处于冲突一方权力下的敌方平民应施以保护和人道待遇等的条款，保证了战争当中平民的基本权利。

饶家驹的贡献：交战双方达成的协议要求安全区的平民不得参加敌对行动，不得从事带有军事性质的工作（在饶家驹安全区寻求避难的平民也要遵守这条规定）。而且，不得进攻安全区，相反，安全区要受到交战双方的保护和尊重。（与饶家驹安全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建立安全区的一方必须接受承认安全区的国家所要求组织的特别委员会的管制。特别委员会驻扎在安全区，必须对其行使视察职责给予各种便利（这条曾是饶家驹安全区生效的前提条件：当日军占领了整个南市地区的时候，它仍旧允许饶家驹的监管委员会继续工作）。如果特别委员会发现违反双方协议的事实，它可以规定期限纠正，如果超过期限，委员会可以宣布它自身不再受安全区协议的约束（此项规定也见于饶家驹在上海与中日双方谈判所达成的最早协议）。这些明显的相似点无可置疑地表明，饶家驹安全区为日内瓦第四公约中的重要概念和依据提供了原初的范例和启发。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主要内容包括：处于冲突一方权力下的敌方平民应受到保护和人道待遇，包括准予安全离境，保障未被遣返的平民的基本权利等；禁止破坏不设防的城镇、乡村；禁止杀害、胁迫、虐待和驱逐和平居民；禁止采取使被保护人遭受身体痛苦或消灭的措施，包括谋杀、酷刑、体刑、残伤肢体及非为治疗所必需的医学或科学实验等；和平居民的人身、家庭、荣誉、财产、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一切情况下均应予以尊重，无论何时，被保护人均需受人道待遇，并应受保护，特别是使其免受一切暴行或暴行的威胁及侮辱与公众好奇心的烦扰；占领国不得强迫被保护人在其武装或辅助部队服务；禁止集体惩罚和扣押人质等。公约要求各缔约国有义务搜捕被指控犯有或指使他人犯有严重破坏条约行为的人员，并送交法庭审判。

第四公约的评注对“上海模式”作了具体说明和介绍：（1）只能这样说，第15条是一定数量的实际经验积累的结果……1937年中日战争期间，一个中立区也在上海建立起来。（2）它被称为饶家驹安全区，是为了纪念成立这个安全区的人。

1977年，两个日内瓦第四公约的附加议定书生效，旨在补充和澄清1949年的公约。新的公约删除与修订了第四公约第15条评注中所举的四个成功案例中的两个，从而更凸显出上海难民区案例的珍贵。另外，在第一附件议定书的第四部“平民居民”、第一编“防止敌对行动影响的一般保护”、第五章“受特殊保护的地方和地带”评注的注释中，再次提及“饶家驹安全区”的案例。

饶家驹的一生，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他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向难民提供救济这个问题是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
51

 饶家驹的“博爱主义”、“慈善行为”、奉献精神、慈悲情怀的高尚人格，超越了国家、种族、宗教与党派，他的名言是“我将为不幸的人，尽最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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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言行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评价亨利·杜南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贡献时所指出的：“红十字会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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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家驹堪称是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

被时人赞为“难民之父”、“人道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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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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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饶家驹，以他的独创、坚韧、才华、责任心创立的战时平民救护的“上海模式”——饶家驹区，成为战时平民救助史上的光辉典范；这个“上海模式”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以及法国、德国，并推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饶家驹热爱中国，他“旅华甚久，以中国为第二故乡，爱中国之热诚，不亚于华人之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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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家驹表示，“要以中国为家，尽力为中国工作，死后即埋葬在中国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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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是法国人，但从发愿来中国传教起，就变成中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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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在华最后岁月，“饶家驹”改名为“饶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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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位挽救过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在中国却一直默默无闻。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倡议在南市难民区旧址（今黄浦区人民路方浜中路内）设立纪念性铭牌和塑像。


第一部分　饶家驹与南市难民区考略

上海安全区

阮玛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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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白华山译

我的论文是关于上海安全区的，它是由一位杰出的耶稣会士构想并建立起来的。他的全名叫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中文名字叫饶家驹。他1878年3月15日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桑特市。
61

 尽管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20世纪，但就像我所说的那样，他采取的是一个生活在21世纪中的人那样的全球视野。直到六十八年前，他于1946年9月10日在德国柏林逝世之前，他一直是创意领导方面的先驱。他的一生努力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安全区，在战时这个安全区拯救了50多万人，其中8万人是儿童，但饶神父的故事却鲜为人知。他的生平与遗产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和敬重。


一　在中国的服务


自1913年来到中国，饶家驹就成为一名神甫、教授以及他所遇到并生活于其间的中国人的庇护者。他在上海东北部的教区工作，既为大量的日本侨民服务，也为葡萄牙社区的侨民服务，当然也为众多的中国人服务。在上海这个大的通商口岸，他赢得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领导人的尊重，无论他们是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日本人，法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在造成14万中国人死亡的1931年至1932年间的江淮大洪水期间，他在救灾委员会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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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江苏、安徽、河南等省指导救灾活动。当后来战争危机出现时，他就能动用他在赈灾期间所结下的众多的与官方的关系去完成他的重要使命：为他教区的中国居民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战争难民提供保护。似乎其职务还不具有足够的挑战性，因此他还找时间在著名的震旦大学教授语言和文学课程。他在汉语、日语、英语和法语方面的语言技能是其人道主义工作取得成就的关键因素。

饶家驹神父的行为经常不被他在上海的教会领导所理解。一位著名的教会官员把他描述为“认可正统，却也喜欢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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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特立独行受到教会谴责的一个例子是，他丧失了自己的右臂。当时的情况是，为了为每年一度的庆祝圣母玛利亚诞辰的活动做准备，他正在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里向兴高采烈的年轻学生展示如何制作鞭炮的方法。不幸的是，在这次上课期间，混合物爆炸，夺取了他的右臂。学生们伤得不太严重，从那以后，饶家驹成为众所周知的“上海独臂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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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38年2月12日，法国驻华大使向饶家驹颁发了最高荣誉勋章。图为饶家驹戴着勋章（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对于他的受伤，大主教并没有表示同情，在一些官方的教会记录中，备注中说饶家驹神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他的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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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教会官员看来，他最令人不安的行为是采取行动营救因日军侵略而逃难的中国人。在1930年代，他不断重复这些独立的营救难民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他的行动与教会领导相沟通。


二　日本进攻上海，1932年与1937年


日本1932年初对上海的进攻清晰而生动地展现出因飞机轰炸人口密集的上海华界地区而造成的伤亡景象。对上海的空中轰炸所造成的恐怖杀戮引起了饶神父的关注，从而让他采取行动。他独自成立了一支救援队赶赴轰炸区域，并安排了一次短暂的休战，这次行动救了两千名平民的命。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从这一大屠戮中产生了如何在今后处理类似的恐怖事件的想法。

后来，在1937年8月，日本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上海。
65

 这是抗日战争中争夺最为激烈的战斗之一，它造成中国军队30万人的伤亡。上海的北部地区——闸北和虹口，要么在起火燃烧，要么成了一片瓦砾。这位勇敢无畏的上海独臂神父忧心如焚，在松井石根这位侵华日军陆军大将、未来的“南京大屠杀”的指挥官与俞鸿钧这位负责管理华界的上海市市长之间，促成了一场持续数昼夜的谈判。他持续不懈的努力让双方达成了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即双方都认可在法租界的边界地区设立一个中立的安全区。他是怎样成就这一非凡壮举的呢？

饶家驹神父并不是强迫交战双方对话以最终达成一个正式的协议，相反，作为中间人，他达成了一份不怎么明确却更能让人接受的协议。他向松井石根将军提出了一个通常任意杀戮和轰炸平民的替代方案。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通过承认他为保护战争难民而设立的安全区的存在从而把这些悲苦无告的中国人的照料与衣食留给他来处理呢？通过改变协议的条款，从同意到最终承认安全区的存在，这一术语的变化让交战双方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形势。他们开始认可一种新的更能为人接受的解决方案与结果。因而，通过洞悉双方对危险局势的看法，饶家驹，作为虹口日本侨民区多年的邻居与中立的第三方，他有信心说服双方，让他们相信，新的安全区中将不会有军事存在，它将仅仅收留中国平民。

经过漫长的协商谈判，饶家驹神父最终确信交战双方与国际委员会签署了一个协议，协议使得交战双方都承认上海安全区的存在，却又避免了让中方与日方签署遭受唾骂的正式协议。他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即谈判的结果无论是日本军方、日本政府还是中国军方、中国政府都表示支持。通过他精明的谈判风格与巧妙的措辞，饶家驹把交战双方带到一起，从而能够推进他为中国难民建立安全区这一受到青睐的计划。

日方领导人很快意识到由他方收留和救助中国潮水般的难民的可能性。松井石根将军与日本第三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长谷川清除了分别承认中立区的存在外，两人甚至还各自捐出一万日元来资助安全区的运作。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饶家驹的善举，为表示敬意，给他颁发玉质勋章，并捐献五万元以资助他的难民工作。


三　建立上海安全区


饶家驹神父再一次施展他的创造性的领导才华，开始了艰难的为新安全区办事处组织和配备人员的过程。作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副主席及其下属的难民委员会的主席，他把华界控制的北部区域即南市划作安全区的地点。饶家驹领导了一个主持工作的委员会——南市监察委员会，它的成员来自多个国家，包括三名法国人、两名英国人、一名挪威人、一名美国人。安全区一旦建立，有25万多名中国人进入这一狭小的区域。激烈的战斗在安全区周围继续发生着，但安全区却没有遭受炮弹或空中轰炸的袭击，这表明难民救助工作的成功。

后来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领导人复制了上海模式的理念，但不幸的是，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他们的努力没有奏效。基于上海模式的更多安全区后来出现在武汉、杭州、漳州、深圳、吴江等地，它们取得程度不等的成功。


四　中国人担任上海安全区的工作人员


新成立的难民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规定由中国人来担任工作人员，因而它体现出对管辖这片区域及其人口的中国主权的尊重。饶家驹希望难民能够得到同在租界里避难的难民一样的保护。办事处总部设在救火会大楼，在那里，饶家驹神父形成了下面的计划：他把安全区分成九个分区，每一个分区由难民自己选出来的中国人担任领导。安全区的运作具有民主的特色，选举出来的每一个区的区长管理着十一个部，这些部也由中国方面的领导来配备工作人员。所有这些选出来的官员要负责下面各种各样的工作：住宿、物资、食物、水、纪律、卫生、医疗、教育、总体活动、遣返、簿记、登记以及盘点库存。为了能够顺利地履行这些重要的职责，安全区行政部门对那些选出来要做各部门领导的男男女女在管理技能和技巧方面进行培训。

总之，这些选出来的领导们要对安置在该安全区内诸如公共建筑、学校、寺庙、教堂之类设施内的104个难民营负责。国际红十字会和救世军在衣物和食物分发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一所老房子被改造成了医院，分别为男人和妇女儿童各增加了40个床位。由圣心修女会的志愿者来提供服务。

安全区行政部门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建立了一所学校，并根据年龄把它适当地分成不同的班级。除了读、写、基础算数等常规项目外，教学还包括一些实际培训活动：编织，基本医疗服务，物流，卫生，小组游戏，以及音乐。安全区领导人看得很远，他们希望学生们在安全区学习了这些重要技能之后，一旦安全区关闭，难民返回家乡，课上学到的这些技能就能派上用场。

华界市政当局及其属下的中国警察监督安全区并在狭窄的街道上巡逻。中国警察除了通常警务活动所需的左轮手枪、警棍等器具外，不带其他任何武器。一小队受过军事训练的白俄罗斯人，本身就是“十月革命”后来到上海的难民，他们支持和帮助训练中国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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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非同寻常的安全区警力是上海饶家驹安全区运作具有多国特征的又一个明证，它的参与者团结一致，决心为中国的战争难民提供庇护。


五　上海安全区的开放


上海安全区是为中国平民提供避难的地方，在七十七年前的今天，即1937年11月9日正式开放。它位于上海南部的南市地区，包括上海老城厢的北部。出席安全区开幕典礼的有中国方面的重要官员，有来自租界的官员，以及其他来自上海大的社区的知名人士。一条严厉的布告宣称，安全区内禁止出现武装部队、军事设施和武装冲突。一名在开幕现场的当地记者在中国报纸上做了如下报道：

饶家驹安全区收容的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的人口。尽管人口数量不断变动，但整个1938年，它还是为30多万难民提供了救济和安全。它设有一个难民委员会，在沦陷的上海中圈出的这一小块领地上自觉承担了市政局的职能。难民委员会肩负重任，包括每天为超过10万名难民提供食物以及水、电等公用设施。安全区是自治的，它有自己的“市议会”。饶家驹神父是和蔼可亲的市长。它的财政预算分为四类：食物，衣服，医院和医疗，以及其他。它有自己的警察，并设立了能够实施刑罚的刑事法庭。上海

城隍庙大佛的塑像上方刻有“海隅保障”这四个醒目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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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安全区的纪律是新成立的刑事法庭的工作，它有一个有趣的方法来对大量难民施加控制。由纪律委员会处理的破坏安全区规章制度的行为，常常包括抢劫这样的轻微罪行。饶家驹神父并没有把抢劫者关进安全区的临时监狱，而是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标明其罪行的牌子，在安全区游街三天以警戒他人。显然，通过羞辱来施加惩罚对维持安全区内的和平与礼仪起到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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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维持治安，安全区的另一事务是调停在那些紧张时刻难民之间经常爆发的争吵。


六　安全区的社会构成


安全区的难民来自很多地方，有着各种各样的背景。同文化艺术相关的进步分子，来自各种各样的男性或女性救国团体。其他人则同救世军一起工作。在安全区内一起工作的是政治上来自不同党派的成员，一些是中国共产党员，一些则是国民党员，其他一些则是三青团团员。所有这些党派在安全区内都很活跃，它们都与主持工作的总括机构——上海国际救济会有着联系。共产党仍旧作为一个地下党在活动着，但在安全区，据估计有30名共产党员组成了一个党支部，他们把发展更多的党员作为活动重点。这个党支部帮助新四军在难民中招募士兵，一些难民被送到延安根据地去服务。


七　为上海安全区筹款


饶家驹神父从公共租界那里为安全区寻求财政援助的路被堵塞，因为工部局的官员们正试图处理成千上万的涌入公共租界寻求避难的战争难民。据估计，有9万名难民挤入公共租界，到1937年11月，位于公共租界的142座难民营收容了9.1万名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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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官员对饶家驹表现出不满，声称他建立安全区救助难民的工作太政治化。

饶家驹神父并没有因此泄气，并决定去海外筹款。不过最初，这位传教士中的政治家在武汉与蒋介石主席和蒋介石夫人会晤时成功地募集到一笔善款，这笔从中国政府那儿获得的25万元将用于安全区的活动。接下来，他在香港与政府官员会晤，募集到更多的钱款。进一步往海外去，他通过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面来筹集善款。给上海安全区最终带来实际资助的最富成效的筹款活动发生在美国。他的募捐活动开始达到顶峰是在1938年5月26日与罗斯福总统的见面，罗斯福总统聆听了饶家驹关于安全区以及上海难民悲惨情状的讲述，饶家驹的所见所闻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饶家驹从美国政府官员那儿获知，罗斯福总统已经批准了74万美元，这笔款项将正式转送上海用于安全区的活动。


八　用以资助安全区的美国人的小笔捐款


这笔款项是饶家驹广泛的美国之行期间筹集到的。作为一位带着法国贝雷帽的魅力十足的绅士，饶家驹神父的募捐活动包括组织一次晚会，晚会上不仅有来自当地中国餐馆的食物，而且有杂耍，跳舞，受人欢迎的舞龙，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纽约的唐人街上举行的。饶家驹神父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募捐的机会，他反复强调在将来“中国市场将对那些帮助中国减轻痛苦的国家敞开”，从而将他的募捐活动诉诸美国人的自身利益。后来，他又在美国全国两千座教堂与社区中心发起了“一碗饭”晚会活动，这样做的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填满中国人的饭碗”。饶神父显著的成功一方面缘于他讲述安全区故事的技巧和能力，另一方面缘于美国公众通常的慷慨大方，即便是在随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生活困窘岁月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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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款项都直接用于安全区的需要，并且由美国政府正式授权美国驻上海领事转送，就像美国总统罗斯福所承诺的那样。回溯以往，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资助上海安全区的运作方面起到了公认的顶顶重要的作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都没有资格说它们对上海安全区进行了基本的重要捐献。


九　返回欧洲


饶家驹神父返回上海，准备继续进行他在安全区的工作。他对上海安全区的奉献一直持续到1940年，那时他的耶稣会会长命令他返回法国。在中国度过二十七年之后，1940年6月16日，在官员和朋友的欢送下，他离开上海。返回法国时，巴黎被围困，他再次遭到其耶稣会同事的抵制。他倡导建立巴黎安全区来救助因德军入侵而面临无家可归的平民们，他的这一宏伟计划遭到其耶稣会同事的讥讽，他们把他描述为类似当代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但是，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听说了他在上海具有创新性的救济难民的工作，同时饶神父新近在巴黎开展的富有成效的难民救助工作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教皇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教皇在1945年任命饶神父为罗马教廷驻柏林特使，他负责监管涌进柏林这座被围困的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里的数百万背井离乡者的救助和遣返工作。对饶家驹神父来说，他在巴黎面临的形势肯定让他回想起他在遭受战争破坏的上海的经历。

饶家驹神父在柏林履行新职时不知疲倦的努力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体检之后，他的医生做出病情危重诊断书，诊断他得了晚期白血病。饶神父被要求保存体力，于是他就同意住进医院接受治疗和观察。他在位于柏林赖尼肯多夫区的法国军事医院休养，仰慕他的法国同事围着他。在一次分享一瓶上好的法国香槟酒的团聚中，饶家驹神父享受到了同事、伙伴带给他的快乐。他喝了一些盛在他的小药杯中的香槟酒。这是与他最后的告别。次日，即1946年9月10日，饶家驹神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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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饶家驹先生去世时的照片（姜玉春先生提供）




十　在柏林举行的饶家驹神父的葬礼


参加葬礼的有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来自柏林耶稣会社区以及其他的教会官员，还有当地和外国的显要人物，他们来向饶家驹神父致敬。饶家驹神父被安葬于柏林市Landesegener Friedhof Heiligensee的法国区。

最后，作为历史上最早的为战时非战斗人员设立成功的中立区的例子，饶家驹安全区及其创立者在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中得到确认。今天，在最后结束我的发言之际，我相信在一个充斥着逃难受苦的难民的世界里，我们应当从上海独臂神父和他创办的上海安全区中吸取经验教训。今天，我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纪念饶家驹神父的生平和遗产！


THE SHANGHAI SAFE ZONE

Marcia R. Ristaino

My presentation today concerns the Shanghai Safe Zone envisioned and founded by a remarkable Jesuit. His full name, Father 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 became Rao Jiaju in China.He was born in the southwestern French city, Saintes, in the 19th
 century, on March 15，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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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lived most of his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 but, as I will explain, adopted the global mindset of one living in the 21st
 century.He was a pioneer in creative leadership until he died 68 years ago on September 10 in 1949 in Berlin, Germany.This is a little known story of his lifetime struggle to set up the first successful safe zone in history during wartime, rescuing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Chinese, 80 000 of them children.His life and legacy need our careful attention and respect.


1.Service in China


Arriving in China in 1913，Father Jacquinot became pastor, professor and protector of the Chinese he met and among whom he lived. Working in his parish in northeastern Shanghai, he served a large Japanese population, the resident Portuguese community, and of course, the many resident Chinese.In the great treaty-port of Shanghai, he won the respect of lea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nd French Concession powers—the British, Americans, Dutch, Japanese, French and others.He served in key positions on relief commissions during the massive flooding of China's great river systems in 1931 and 1932，during which 140 000 Chinese per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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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directed famine relief activities in Jiangsu, Anhui and Henan provinces.When later crises occurred, he could draw upon the many official relationships he acquired during this disaster relief work to realize his primary mission: organizing protection for his Chinese parishioners and the thousands of Chinese war refugees.As if his duties were not challenging enough, he somehow found time to tea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the famous Aurora University.His language skills in Chinese, Japanese, English and French were key to his achievements in humanitarian work.

Father Jacquinot was often not appreciated by his church leaders in Shanghai. A leading church official described him as ready to"recognize the orthodoxy, but favoring the heterod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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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example of his independent behavior condemned by the church involved the loss of his right arm.This happened when, in preparation for a popular local celebration, he showed his delighted young students how to make fireworks in the school chemistry lab.Sadly, during the lesson, the mixture exploded, taking off his right arm.The students escaped serious injury, but thereafter, Jacquinot became known to many as "the one-armed priest of Shanghai."

The Archbishop allowed no sympathy for his wounds and in some official church records；the notes say that Father Jacquinot"lost his arm in World Wa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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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his most disturbing behavior in the view of church officials involved his readiness to initiate immediate action to aid and rescue Chinese fleeing from invading Japanese forces.He repeated those independent rescue missions during the 1930s, without first taking time to coordinate his actions with his church superiors.


2.Japanese Attack Shanghai，1932 and 1937


The Japanese attack on Shanghai in early 1932 displayed with graphic clarity the death and mayhem caused by aerial bombing over the tightly populated Chinese sectors of Shanghai. The horrific slaughters from the Shanghai air raids were not lost on Father Jacquinot and called him to action.He independently organized a rescue party to enter the bombed out areas and to arrange a brief truce, action which saved the lives of 2 000 civilian.But most importantly, he took away from the widespread carnage ideas about how to deal with similar horrific events likely to occur in the future.

Later, in August 1937，the Japanese attacked Chinese Shanghai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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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one of the most strongly contested battles in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osting 300 000 dead and wounded Chinese forces.The northern region, Zhabei and parts of Hongkou, were either on fire or reduced to rubble.Alarmed, the courageous one-armed priest of Shanghai initiated a series of day and night negotiations between General Matsui Iwane, the invading Japanese general and future commander of the"Nanjing Massacre"，and the Chinese Mayor, Yu Hongjun, in charge of the large Chinese administered sectors of the city. His determined struggle to pull both sides into a peaceful solution paid off by winning recognition by each party for a neutral safe zone to exist on the border of the French Concession.How did he achieve this remarkable feat?

Father Jacquinot, rather than trying to force the dialog between the warring parties to conclude with a formal agreement, brokered a somewhat less conclusive, but more palatable arrangement. He offered the invading general an alternative plan to the usual indiscriminate killing and bombing.He posited the question: why not leave the care and feeding of the thousands of desperate Chinese to him by acknowledging the existence of his safe zone for war refugees? By changing the terms of the bargain, from agreeing to, to acknowledging the existence of a zone, this change in terminology made it possible for both sides to view the situation in a different way.They began to recognize a new and more palatable solution and outcome.By thus unlocking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dangerous situation, Jacquinot, as a long time neighbor of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Hongkou, and a neutral third party, could persuade with credibility that the new safe zone would contain no military presence, but be limited to housing only non-combatant Chinese.

Father Jacquinot, through lengthy negotiation sessions, finally convinced both parties to enter into an arrangem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e which allowed each side to acknowledge the existence of a Shanghai Safe Zone, but spared the Chinese side of a damning charge of having entered into a formal agreement with the Japanese. He was able to present the situation as having the support of both the Japanese military and civilian authorities, as well as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By this astute negotiating style and terminology, Jacquinot succeeded in bringing both sides together, and could advance his favored plan for a safe area of refuge for Chinese refugees.

The Japanese leaders quickly recognized the potential of having the torrent of Chinese refugees contained and supported by others. General Matsui and Admiral Hasegawa, Commander of the Japanese Third Fleet, in addition to each acknowledg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neutral zone, each even contributed 10 000 yen to support the operation of the new Safe Zone.Showing it respe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cognizing Jacquiot's special services, bestowed on him the "Gold Plaque of China" and contributed 50 000 yuan to support his refugee work.


3.Establishing the Shanghai Safe Zone


Again exercising his creative leadership, Father Jacquinot began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organizing and staffing the new Zone offices. As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and head of its Refugee Committee, he set aside the northern portion of the Chinese controlled area, Nashi to serve as the location for the protective zone.Jacquinot headed the presiding committee, the Nanshi Supervisory Committee, a multinational body including three French members, two English, one Norwegian and one American.Once established, the new zone welcomed more than 250 000 Chinese entrances into the small zone area.

Demonstrating the success of these refugee efforts, as the intense warfare continued around the Zone area, the Zone is never hit by shells or aerial bombing.

Leaders of an International Zone established later in Nanjing copied ideas from the Shanghai model, but unfortunately their efforts failed under the ferocious Japanese attack. More Zones based on the Shanghai model formed later in Wuhan, Hangzhou, Zhangzhou, Shen Zhen and Wuchang with various measures of success.


4.Chinese Staff the Shanghai Safe Zone


A key characteristic of the new refugee Zone was that it was intended to be staffed by Chinese, thus showing respect for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he population and area. Jacquinot wanted the refugees to have the same protection offered to refugees housed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From his headquarters in the Fire Brigade Building, Father Jacquinot developed the following plan: he divided the zone area into nine districts, each one led by Chinese leaders elected by the refugees themselves.Operating under the flavor of democracy, each of these elected district officials presided over eleven sections, also staffed by Chinese section heads.All of these elected officials had responsibilities for work at each level in the following: housing, supplies, food, water, discipline, sanitation, medical attention, education, general activities, repatriation, book keeping, registration and inventory work.To work successfully in carrying out thes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the Zone administration provided training in management skills and techniques, especially to the men and women who were to serve as section heads.

Altogether, these elected zone leaders cared for 104 refugee scamp-like facilities set up in public buildings, schools, temples, and churches situated in the new Jacquinot Zone.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Committee and the Salvation Army provided essential help managing food and clothing donations.An old house was turned into a hospital, adding 40 beds for men and 40 for women and children.It was run by willing staff provided by the Convent of the Sacred Heart.

One of the key achievements of the Zone administration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hool, divided into appropriate age-level classes.The school even included a popular musical band which helped occupy the children, and performed at Zonefestivities.In addition to the regular program in reading, writing, and basic math, instruction included practical training in such activities as weaving, basic medical services and functions, logistics, sanitation, group games, and musical activities.Looking ahead, Zone leaders hoped that learning these key skills in the Zone might enable the students to put these lessons to good use once the Zone closed and the Zone refugees returned to their home areas.

The Chinese civil administration and its Chinese police force supervised the zone and patrolled its narrow streets. Chinese police carried no arms other than service revolvers and items like batons, needed for the usual police business.A small unit of White Russians with military training, themselves refugees in Shanghai from aft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supported and helped train the Chinese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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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unusual Zone police force was another example of the multi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workings of the Jacquinot Zone in Shanghai, whose participants are united by their determination to provide refuge to the Chinese war refugees.


5.The Shanghai Safe Zone opens


The Shanghai Safe Zone, a place of safety for the Chinese civilian population, opened officially on November 9，1937，77 years ago today. It wa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or Nanshi area of greater Shanghai, including the northern portion of the old Chinese city.The Zone's opening ceremonies included key Chinese officials, officials from the foreign concessions, and others well known in the larger Shanghai community.A stern notice declared that the Zone area was to be kept free from the presence of armed forces, military establishments, and acts of armed hostility.A local reporter on the scene for the occasion of the opening reported in the Chinese press as follows:

The Jacquinot Zone serviced as many people as a fair-sized city.Its population fluctuated in size, but over the entire course of 1938，it provided relief and security to more than 300 000 people.It did so with a Refugee Committee that set itself up as the municipal council of a borough chopped out of an occupied city.Its heavy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d feeding more than 100 000 refugees every day, and providing public utilities such as water and electricity.The Zone was self-governing, with its own"town council.”Father Jacquinot was its genial mayor.Its budget was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food；clothing；hospital and medical；and miscellaneous.It had its own police force and created a criminal court that allotted punishments.The city temple had inscribed on it the poignant phrase "Under Protection of Heaven's Mercy". placed over the figure of a big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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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 in the zone was the job of the new criminal court, which had an interesting method for exercising control over the massive refugee population. An infraction of the Zone rules, handled by the Discipline Committee, often involved petty crimes by looters.Instead of incarcerating them in the Zone's makeshift jail, Father Jacquinot had them paraded around the Zone for three days, with signs around their necks saying what they had done, to set an example to others.This punishment by shaming apparently had the desired results for maintaining the peace and civility that existed in the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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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ll another service that added to the peaceful operation of the Zone involved the mediation of the frequent quarrels that emerged between refugees during these stressful times.


6.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Zone


Refugees in the Zone came from many locations and diverse backgrounds. There were progressives associated with the arts and culture and from the various male or female National Salvation Societies.Others worked with the Salvation Army.Operating together within the Zone were politically diverse members such as tho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me from the Guomindang, and others of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Youth League.All were active in the Zone and associated with the presiding umbrella body,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scue Society.The Communists still operated as an underground party, but in the Zone, the estimated 30 members organized as a Party Branch and focused on recruiting more members.This Party branch helped supply volunteer soldiers to the New Fourth Army and some were sent to serve in the Yan'an Base Area.


7.Funding the Shanghai Safe Zone


Father Jacquinot was denied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new Shanghai Zone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whose leaders were trying to cope with the thousands of war refugees, hoping to find safety by slipping into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One estimate is that 90 000 refugees were pressing to enter the settlements, which by November 1937 did house 142 refugee camps housing 91 thousan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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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 these conditions, church officials registered their displeasure with Jacquinot, saying he was becoming too political in his refugee work setting up safe zones.

Undaunted, Father Jacquinot decided to go abroad to raise funds. But first, this missionary statesman had a successful fund raising meeting in Wuhan with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and Madame Chiang Kai-shek, receiving from the government 250 000 yuan for use in the Zone.Next, he met with officials in Hong Kong, raising still more funds.Going further abroad, he extended his fund raising by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Hirota Koki of Japan.His most productive fundraising, which led eventually to the actual funding of the Shanghai Safe Zone, took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His campaign started at the top with a meeting that took place on May 26，1938 with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Roosevelt listened to Jacquinot's account of the Zone and the desperate refugee situation in Shanghai.He was sufficiently impressed by what he heard and also learned from his government officials that Roosevelt set in motion the process for a grant of$740 000 to be officially transferred to Shanghai for use in the safe zones.


8.Small American Contributions Fund the Safe Zone


This grant came from the money Jacquinot raised during his extensive American visit. A gentleman and a charmer in his French beret, Father Jacquinot's fundraising included organizing an evening of entertainment, which included food from local Chinese restaurants, jugglers, dancers, and a popular dragon dance, all held in the large Chinese section of New York City.Not wanting to miss any opportunity, Father Jacquinot made a plea to American self-interest by stressing that in the future, "the Chinese market will go to those nations that help to alleviate suffering in China." Later, he instigated "bowl-or-rice" parties at 2 000 churches and community center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o "fill the rice bowls of China," as he put it.His remarkable success was a result of his own skill and ability to tell the Zone story combined with the common generosity of the Americanpublic, even during those lean years following the severe American economic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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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the proceeds were directed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Safe Zone and officially authorized for transfer by the US Government to the US Consulate in Shanghai, just as President Roosevelt promised.In retrospect, it is credib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recognized for having the primary role in funding the Shanghai Safe Zone's operation.No other country, not France nor Britain, can claim that basic and seminal contribution.


9.Back in Europe


Father Jacquinot arrived back in Shanghai ready to continue his work in the new Shanghai Safe Zone. His devotion to the Safe Zone continued until 1940 when his Jesuit superiors ordered him back to France.After spending twenty-seven years in China, he departed Shanghai on June 16，1940，following a warm send off by officials and friends.Arriving in France, with Paris under siege, he was again resisted by his Jesuits colleagues.They described him as being like a modern-day Don Quijote, with his grandiose plans, especially when he advocated establishing a Paris Safe Zone to care for civilians homeless in the face of the German invasion.However, Pope Pious XII, hearing about his innovative Shanghai refugee work, and impressed by his recent and effective wartime refugee work operating out of Paris, showed a different response.The Pope appointed Father Jacquinot in 1945 as the Vatican's representative in Berlin to oversee the care and repatriation of more than one million displaced persons cut adrift by the war, and crowding into the beleaguered war-torn city.For Father Jacquinot, the situation he faced in Paris must have brought back memories of his experiences in war-torn Shanghai.

Father Jacquinot's tireless efforts in performing his new duties in Berlin took a heavy toll on his health. Reviewing his health, his doctors issued the grave report that he suffered from an advanced stage of leukemia.Ordered to conserve his strength, he agreed to enter the hospital for treatment and observation.Resting in the French military hospital at Reinickendorf, surrounded by his admiring French colleagues, Father Jacquinot was able to enjoy their company in a reunion that included a bottle of good French champagne.He sipped some from his small medicine cup.It was his last farewell.On the following day, September 10，1946，he passed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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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ather Jacquinot's Funeral in Berlin


The funeral that followed brought together officials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the Berlin Jesuit community, other church officials, and local and foreign dignitaries, who came to pay their respects to Father Jacquinot. He was buried in the French Sector of the Landesegener Friedhof Heiligensee in Berlin.

Finally, the Jacquinot Safe Zone and its founder received proper recognition in the 1949 Geneva Conventions as the earliest example in history of a successful neutral zone for non-combatants in wartime.And in concluding my remarks today, I believe that in a world replete with fleeing and suffering refugees, there are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the one-armed priest from Shanghai and his Shanghai Safe Zone.Today, we can celebrate the life and legacy of Father 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


上海南市难民区述略

罗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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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区难民的处置，是战争所派生的一个问题。

“八·一三”淞沪战争时，在上海南市曾划出特定区域，专收容、安置难民，称南市难民区。其材料零碎支离，散见于当时报刊及档案之中，连一些专著如王叔达《八·一三抗战史》、张秉辉《抗战与救济事业》亦无叙及。笔者尝埋首辑录，犹有挂漏之感。现粗略整理成文，不过取保存史料之义。


一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区逐渐扩大到昆山、嘉定、太仓等县，以及日机的狂轰滥炸，民众成批家破业毁，流为难民。据调查，到10月初，上海附近的难民，不下130万人。（《立报》，1937年10月1日）难民们以为租界安全，纷纷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立报》，1937年8月31日），每天冻馁而死者竟超过一百之数。（《战时日报》，1937年12月1日）又据当时的市卫生局统计，谓“市内儿童死亡率，每日达二百名左右”（《立报》，1937年10月7日）。因此，在沪各方，“都认为最严重最紧要的问题，是怎样解决遭受战祸的无数同胞的生计。”（《救亡日报》，1937年9月9日）当时，南市与租界不同，有它的特殊性。浦东难民多经南市逃入租界。但南市属中国管辖地界，与毗邻之法租界有铁栅铁门相隔。由于8月12日、15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相继宣布戒严，关闭铁门，大批难民遂被困在南市，他们集结于法华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等候租界铁门打开。同时南市既为中国地界，便遭到日机的直接轰炸。如8月28日，十二架日机飞往南火车站，投掷了八枚炸弹，轰炸候车外逃之难民，炸得血肉狼藉，死伤者达七八百人，断肢残骸，触目皆是。故南市的难民问题尤为严重。这是一。然则南市居民至11月初，十之八九已避入租界，故区内市观冷落异常，驻留者多为集结于民国路上欲入租界之难民；更兼公共场所甚多，且已出空，均可为收容难民之用，不如租界之人满。当时估计城隍庙、沉香阁、老天主堂、青莲庵、鲁班殿、黄酒公所、织造公会、豆麦公所、煤炭公所、梨园公会、豆米业小学、万竹小学、敦化小学、珠玉市场等都可收容难民，全部开放足以容纳十万。这是二。11月初，谢晋元团自四行储蓄会仓库撤出后，闸北沦陷，上海战区战事自宝山、虹口、闸北移到南市，上述二特点就更突出了。于是，有南市难民区之筹划。

南市难民区之发起团体为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简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乃战前原有之慈善团体，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建立于战时。1937年10月24日，为共谋募集巨款，救济伤兵、难民，由颜惠庆、施肇基等发起，中国红十字会集合在沪中外知名人士组织国际委员会，办事处在河南路（今河南中路）505号。颜惠庆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颜当时又是上海国际救济会名誉主席、国际问题研究会理事长、红十字医院院长。委员会副主席有饶家驹，普兰特（当时报纸又译作普兰德、普赖德、柏兰脱、派兰德）。普兰特当时又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国际联合遣送难民委员会主席。总干事由华洋义赈会总干事贝克博士担任。

[image: ]
图6　1937年8月28日，日军轰炸上海南火车站，六七百名平民伤亡。图为当时报刊对此事的报道（施海根先生提供）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专门从事接受和管理用于难民的经费，并监督三个分支机构的难民救济事务。这三个分支机构是：一、上海国际救济会；二、救世军，负责人莫里斯准将；三、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

最初之发起人即饶家驹。饶为法国天主教神甫，人称饶神甫，震旦大学教授，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组主任，并兼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是年五十八岁，自1914年到中国，至1937年，已整整二十三年，致力于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曾遍苏、皖、豫、冀、黔、鄂、浙等省，参与当地救灾事。“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曾冒险出入战区，救济伤兵、难民，在闸北弹伤右臂而锯去。“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在震旦大学学生争取下，发起组织上海国际救济会。他创办了不少难民收容所，并自任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主任（该所所长为中共党员潘达即潘大成）。1938年10月，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成立，饶又任该会名誉副理事长。饶家驹热心中国慈善救济事业，离法来华时，曾发誓愿，“要以中国作我的家，尽力为中国工作，并且死后即埋葬在中国国土上”。故被称为“中国难民之友”（《立报》，1937年9月28日），“人道的战士”（《救亡日报》，1937年11月18日）。

饶家驹最初设想在战区遍设“难民安全区”。他认为，中日战争将长期进行，要应付长期的战局，非常需要设立“难民安全区”。办法是征得中日双方同意，在凡日军侵犯到的战区一律划出一部分区域，为战区难民居住之处，双方确保其安全。当国际红十字会总会代表华特维尔抵沪调查救护情形时，饶家驹曾与他晤谈数次，华特维尔对设立“安全区计划”表示十分同意。及11月初，上海只剩南市战区，遂由饶家驹发起，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同上海各慈善团体、中外人士共谋。饶家驹建议在南市划出一区域，专以解决战区难民的居留问题。与会者一致以为战区扩大，难民众多，租界内无法悉数收容，对饶氏建议极表赞同，并推饶家驹拟定具体办法。饶家驹代表英、法、美各国驻沪领事和各慈善团体，立即奔波活动，分别陈说中日双方，筹建南市难民区。

11月3日，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发表声明，称：“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为安插本市战区难民事，曾由法教士饶神父向本人建议，指定城内某一小区为收容难民之处。此纯系友邦人士热心人道之举动，颇甚钦佩，故已允予考虑。”（《立报》，1937年11月4日）饶家驹同时向日方要求，对难民区勿施攻击。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南市难民区的建议，“日方对此，”亦“原则赞同”（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编行《中国的抗战》第一集，第94页）。11月5日下午5时，饶家驹再进谒中日双方，知正式获准，遂公开宣布：“划南市北部为难民区之建议已获中日双方之同意。”（同前注）11月6日晨，饶家驹召集各教会代表，讨论具体进行办法，以便大量难民早日得有安全之所。11月8日，上海市政府特发布告，说：“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在本市沪南区划出难民区，以为战区难民暂时寄托之所，”“已经呈奉中央核准照办在案；兹准于本有九日中午十二时起实行。”（《立报》，1937年11月9日）同时，饶家驹即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教堂，召集有关各方开谈话会，报告办理经过和圆满结果。与会各慈善团体均甚满意，南市难民区筹建阶段遂告结束。

筹建过程中，首先碰到的是难民区的性质，其内涵即是主权的归属。当时这个主权归属又直接表现为警权（治安权）。

南市难民区是难民救济性质，不是变相的租界。也就是说，不是行政特区，仅是难民收容特区。

在饶家驹向上海市政府商陈之初，上海市政府就明确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原则，提出：“（一）不与日方洽商。（二）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之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三）外邦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邦武装保卫，该区治安一由我方警察负责。（四）不订任何协定。”并称不违反上述原则，才予考虑。（《立报》，1937年11月5日）11月8日之上海市政府布告再次强调声明：南市难民区“系国际难民救济性质，绝不损害我方丝毫领土主权，所有该区域内治安维持，仍由我方派警察负责”。

中国政府此种立场为国际间所承认。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等各慈善团体声明南市难民区“乃国际间一种难民救济性质，绝不损害领土警权，治安秩序仍由中方派员负责”（《战时日报》，1937年11月9日）。饶家驹在11月6日专就南市难民区的性质发表声明，说：“将南市一部分划为平民安全地带，并非为设立‘中立区域’。盖既非‘中立’，亦非‘区域’，亦无所谓不驻军地带。且此项建议亦非因法国方面利益而设置，乃系单纯的非战斗员之安全区域。”（《立报》，1937年11月7日）所谓中立区，乃指8月18日英国驻沪代理总领事所提出方案中之“中立区”。该“中立区方案”提议在上海四周划中立地带，中日军队共同退出此地带。法国表示赞同。英国政府将此建议送达日本政府。设立中立区，固然是企图阻遏日本侵入上海，然而也取消了中国保卫自己领土的权利，其意实是保护各国在沪的权益。后因日方极力反对，中国政府虽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但也提出保留自卫权的先决条件，因而没有结果。盖难民区筹议中，外间纷有南市辟中立区之讹传，故饶家驹发此声明以为辟谣。设立中立区有损中国主权，南市难民区不是中立区，也就是确认中国对难民区的主权。唯其主权仍属中国，才有1938年间饶家驹赴汉口、重庆，向中国政府报告办理南市难民区经过之举。

当饶家驹建议之初，难民区尚无确定区域。至11月4日，才大致确定在南市旧城厢北区。其初，拟定：北至法华民国路，南至方浜路（今方浜中路），东至安仁街，西至民国路方浜桥。此后，又经商陈，稍加扩大，确定区域为旧城厢三分之一，南以方浜路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建立南市难民区的实际工作，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监督下，由国际救济会负责进行。

上海国际救济会成立于1937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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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红十字总会、世界红十字会、中国佛教会、上海华洋义赈会等慈善团体组织。会长或称主席奥尔（各国驻沪领袖领事）、屈文六，常务委员饶家驹、柏韵士（红字会委员）。办事处在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123号青年会大楼312号。国际救济会创办，管理六个收容所，其中两个所有中共组织。

筹建阶段，国际救济会已制就旗帜十余面，旗帜上有中文、英文的国际救济会会名，中间是大红十字。11月8日下午4时许，国际救济会派员在议定的南市难民区四周路口树立旗帜，以资识别，避免日机前往轰炸。11月9日下午，开始在方浜路与该路衔接之各路口构筑防御工事（靠民国路各路口前已筑有工事）。至此，南市难民区正式划定。

南市难民区划定后，在方浜路西端之南阳桥可通往法租界；东端至小东门直达黄浦江边，浦东难民可由此处登岸；沿方浜路有三路开放，由此可入难民区。

区内治安，由中国派出警察二百名，各携有手枪、木棍维持。

下午2时，国际救济会中西委员屈文六、饶家驹、柏韵士等十余人，由国民党市党部民运科，非常时期救济委员会分会（市救济分会）总干事毛云陪同，在区内巡视一周，咸称满意。南市难民区即告正式建立，开始收容难民。


二


据海关档案资料《“八·一三”时期上海各区难民收容所和难民数目比较表》，南市难民区有收容所130余处，收容难民七万多。大略说，“八·一三”战争期间，南市难民区的收容所和所收容的难民数时有增减，而130余所与十万余则为曾到达的最高数。

筹建时议定，区内难民事宜由英法各国及教会方面共同推定人员，组织委员会处理。此委员会名曰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委员会全由外籍人士组成，主席饶家驹，委员有工部局的普兰特，公董局方面的雅斯帕尔（法租界公益慈善会会长，时报又译作谢士柏），还有麦克乃登（又译作麦那登、麦克诺登），百部（又作白蒲），安得烈（名誉司库），贝仑特。委员会不是行政机构，为慈善团体性质，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监督下从事各项救济事宜；其下设具体办事机构——南市难民区总办事处，地址初设在安仁街南市北区救火会，后移外滩现中山东二路21—23号。

总办事处设主任（初为潘志杰、后为顾纶）、副主任，又设难民、居民、警卫、卫生、给养各组，各组设干事。难民区又划分为九小区，设区长一人，负责管理小区内难民与住户事宜，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区长对总办事处负责。

在难民区初建及收容阶段，国际救济会、慈联会、市救济分会、红十字会、济生会、公教协进会、中华慈幼协会以及各同乡会、南市难民区商联会等上海各慈善团体都曾派员参加收容，输送赈物等救济工作。如区内所有卫生工作，均由红十字会主持办理；城隍庙内的临时医院，由中国红十字会担任诊治；掩埋尸体，由普善山庄负责；中华医学会则在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并成立问诊处十二所，等等，兹不例举。大约1937年底后，区内难民管理已受南市伪组织“大道市政府”、“南市自治委员会”（1938年7月1日为伪组织“上海市政督办公署”接收）的节制，各慈善团体不再参加难区工作；只有国际救济会每月派驶汽车一辆，将各界指定捐济难民区的物品，送到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交卸，取回收据，但其他任何职员亦均不轻入该区。

难民给养亦以1937年底分为前后二期。除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调拨所募集的经费外，前期，各有关慈善团体亦都供应给养，但国际救济会是主要筹建团体，也是主要供给团体。至后期，一切难民事宜均由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各慈善团体不再直接提供给养。1938年10月间，中外各慈善团体鉴于捐款来源缺乏。联合一致，组织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推虞洽卿为理事长出面主持统筹沪市整个募集救济办法，故救济协会提供部分经费。

给养来源，大致来自三方面。

一是沪市各机关、团体的捐助。据报载，当难民区成立之初，各界捐献踊跃异常，并即有各团体、商店、住户为难民区募捐集款购物，承诺供应。

二是中国政府拨款津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一成立，“中国财政部（就）拨款一百万元，充作基金。”（《中国的抗战》第一集，第85页）以后续有拨款，如1938年5月9日拨款五万元给法租界公董局为救济费用，其中三万元分配给上海国际红十字会。1938年11月间，孔样熙拨款五万元给饶家驹，并说明其中四万元为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专用。（《孔祥熙致饶家驹电报》，引见法租界公董局档案第347—348号电报《法驻汉口总领事科兰致电法驻华大使纳吉阿》，袁馄田、章涌麟译《有关上海“八·一三”事件遣送难民与难民救济资料选译》未刊本，第33页）

三是来自国际团体与人士捐助。法租界专为救济难民发行法商救济难民慈善奖券，由救济金支配委员会每期例以十分之九拨南市难民区，“充该区一个月救济费用”（《申报》，1939年3月3日）。1938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函请美国红十字会向美国人民募捐一百万美元以救济中国战区难民。1月28日，美国红十字会宣布，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及美驻沪总领事高斯，已被指定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和名誉副会长，以处理美人捐赠中国战区难民的一百万救济金。1938年秋，饶家驹亦曾赴美与加拿大募捐，返回后去汉口向中国政府报告募捐成功，谓美国红十字会初捐美国美金七万五千元，继捐五万元。（《文汇报》，1938年10月10日）

因此，固然难民区难民生活十分艰苦，每日每人不过食米六两，但尚能使给养“源源接济，尚无中断之虞”（《文汇报》，1938年7月11日），至结束前，犹得“照常维持，绝无问题”（《申报》，1940年2月11日）。


三


尽管南市难民区筹建时，约定任何方面不得加以破坏，但南市一沦陷，日军就违背诺言，冲扰难民区。

还在11月11日，侵沪日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就公然对外报记者声称，“渠已成为上海之真正主人，倘因军事上之需要，渠可以在公共租界及华界采取任何自由处置。”（《中国的抗战》第一集，第100页）实际上，这等于宣布原约无效。果然，12日午后就有日军冲入难民区，向难民区中国警察开枪。10时25分，新开门障川街窜出30多名日兵，占据沙包，插上太阳旗，用枪刺驱散周围难民。1时15分，这股日兵分成几队，东向占据新开河沙包，西向占据老北门的工事。2时20分，中国武装已全部退出南市，新北门又蹿出两辆小型坦克，西向循民国路巡行一周，14名步兵尾随坦克，耀武扬威，抄查行人。后经饶家驹交涉力拒，日军才没有越过民国路。

南市沦陷，中国警察不得已退出，区内秩序一度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派外籍警士负责维持，又经饶家驹协商由留居区商户自动组织商团担任警卫。但不久，日军即借口在难民区外巡逻时被人打伤，不顾国际救济会的多方声辩，公然“开进了难民区”，无理搜查，并“驻扎起来”（维秀《在难民区两个月——一个从南市来的难民自白》，《文汇报》创刊号，1938年l月25日）。汉奸组织“大道市政府”、“南京自治会”乘机尾随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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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日本士兵和英国士兵在交界处站岗，中间以铁丝网相隔（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至1938年初，南市无形开放，中无通行证亦可往来。这时难民区内有所谓“大道市政府”的一百多名流动警察维持，他们都手执木棍，任意殴打难民，仗势作恶。伪“南京自治会民生部”并向区内商店、摊贩征收捐税。伪组织还将难民与居民分作红区、黄区。1938年5月分为二十一区，每区设区长一人，办事员六七人，区间人员不许交往；留住难民的区域被缩为小世界、青莲庵、庙前救火会、豫园、内园、珠玉业公所、露香园等七处。此时难民区“出入口仅有二处，一在南端淘沙场口，一在北端陈安市桥。每处派有伪警二名、日兵一名驻守，出入者除出示证据外，并严加搜查。若数人同行，彼此交谈，日兵即加侮辱与非难”（《文汇报》，1938年5月27日）。

其时，日伪势力与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多有冲突发生。如1938年12月3日，日驻军曾派工兵将难民区总办事处与租界联络的电话线剪断，后经饶家驹向日本总领事馆日军部据理力争，才复由日工兵修好。

1940年7月3日，司库雅斯帕尔受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委托，写信给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正式通知委员会已于1940年6月30日停止活动，善后事务由雅斯帕尔等三人负责。南市难民区至此宣告结束。

南市难民区的建立有明显的人道主义性质，慈善救济事业的内涵就是人道主义；饶家驹之提议亦出自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和感情，他曾说：“宗教的救人，是不分界限的。”（《战时日报》，1937年11月28日）在筹建过程中，他明确声明：“该区域之设立，系由于中日双方对于保护非战斗员之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立报》，1937年11月7日）俞鸿钧声明中也谓：“此纯系友邦人士热心人道之举动。”至于国际间的慈善团体和人士的捐赠更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当时，人们的认识也是如此。《立报》记者特写称，高悬国际救济会的红十字会旗帜，乃“表明为人道计”（1937年11月10日）。即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亦发特稿，以“人道的战士”赞饶家驹。这些事实说明，（特别在战时）人道主义具有极广泛的社会性、共通性，是一个较他口号更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口号，甚至连侵略国也不敢贸然公开反对。同时，人道主义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南市难民区所救济的是被侵略国中国的难民，而不是侵略国日本军民。侵略者尽管口头上不反对人道主义，但为了“军事上之需要”，照样“采取任何自由处置”。所谓“军事上之需要”，就是侵略需要；所谓“自由处置”，就是不惜违约，冲入难民区，任意杀掠，践踏人道。日本侵略军这种践踏人道的行为，教育人们：“彻底的维护人道，只有集体制裁侵略者。”（《立报》，1937年11月10日）

南市难民区的主权问题，实际也是被侵略被占领国的领土主权问题。上海市政府多次强调中国对南市难民区的主权；此后，从法理上说，难区的主权也仍属于中国。1938年秋，饶家驹去汉口、重庆晋谒中国政府，报告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办理南市难民区的经过，即说明南市监察委员会其时虽已受敌伪节制，但难民区的难民救济性质仍未变，主持团体与国际人士犹以难民区主权属于中国。然尽管如此，却阻止不了敌伪势力对难民区的破坏与渗透、侵入，以致警权落于人手。这说明，被侵略被占领国，弱国，不可能真正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要维护也维护不了。事实上，由外籍人士来提议、协商在中国的领土开辟所谓难民“安全区”，这本身就是主权受损的一个最好说明。而最后，“所谓难民安全区，终于不能安全。”（《立报》，1937年11月12日）国土沦丧，有何主权可言？还不是一句空话。

就国内团体人士而言，参加南市难民区救济工作和募捐的，有国民党的市救济分会，也有共产党实际领导的慈联会，有难民、工人，也有资产阶级团体如南市难民区商联会。总之，各界各阶层都有。他们都是出于关心同胞，出于爱国热忱，自愿捐助的。这说明，一般的人都是爱国意识高于阶级意识；在民族矛盾尖锐、民族存亡关头时，尤其如此；说明爱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因为爱国主义“有长期的历史传统，在社会舆论、社会心理上有深厚的根基，因而可以和比较易于为各种不同出身、不同社会经历，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不同思想觉悟的广大范围的社会成员所接受、所理解。爱国主义，这是一面具有最大号召力的旗帜”。（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1983年7月2日）


饶家驹与上海国际救济会和南市难民区

邵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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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八·一三”抗战到上海“孤岛”时期，主持难民救济工作的有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中国济生会、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碯字会、黄十字会、中华慈幼会、宁波同乡会、浦东同乡会、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上海国际救济会、华洋义赈会等约十四个团体。
86

 而法国天主教神父饶家驹担任要职的华洋义赈会、国际救济会、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是其中的佼佼者，国际救济会共建立了60个难民营，收容了5万难民，而饶家驹建议设立并主持的南市安全区更是在红十字会的旗下保护了20万中国难民。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论著主要有美国学者阮玛霞著、白华山译的《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
87

 ，罗义俊的《上海南市难民区述略》
88

 以及张化的《饶家驹与南市安全区》
89

 ，无论在资料的挖掘还是在学理的探讨上均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一


1937年8月5日，华洋义赈会邀中国红十字总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碯字会、中国济生会、中华公教进行会等六团体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议决成立上海国际救济总会。前一日，饶家驹等五人被华洋义赈会董事会推出与各慈善团体接洽，共谋救济战区难民事宜。
90

 8月13日，上海国际救济会正式成立。
91

 推选奥尔（J.R.J.N.Aall）
92

 、屈映光为会长，饶家驹、柏韵士（H.Barents）、钟思（J.R.Jones）、傅立德（J.Fredet）、马瑞山（Brigadier Berie Morris）、王一亭、宋汉章、陆干臣、刘湛恩等十八人为常委。总办事处设八仙桥青年会。基本团体会员有华洋义赈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佛教会、中国济生会、中华公教进行会、世界红碯字会。
93



饶家驹，1878年3月15日出生在法国桑特市，天主教神父、华洋义赈会会长，后被誉为“中国难民之友”。1913年，他被耶稣会巴黎教区派往中国上海传教，先是在徐家汇语言学校接受全日制的汉语培训，饶家驹这个中国名字就是在他完成汉语培训后起的。1914年，他在徐汇公学任教时，有一次配制烟花时不慎发生火药爆炸，右手不幸炸断，从此成为“独臂神父”。
94

 从1914—1934年，他一直是虹口圣心堂的教区神父。另外，1913—1921年他又在上海法租界内耶稣会开办的震旦大学工作。饶家驹还在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中担任随军神父。1937年“八·一三”事变第三天，即8月15日，他就在震旦大学校园里建立了上海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大约7 000名难民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运转资金由上海银行家俱乐部与上海银行公会提供。饶家驹任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主任，在难民所开办的头两个月天天来，后来忙于南市安全区的谈判与组织工作，就把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实际工作交给了所长潘大成。
95

 到8月21日，国际救济会共建立了60个难民营，收容了5万难民。

8月24日，饶家驹等人在《申报》刊出《上海国际救济会启事》：

此次沪战又发，严重情形远过于“一·二八”，被灾民众室破家亡，流离凄惨，不堪入目。同人等目击心伤，爰由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红十字会总会、世界红碯字会、公教进行会、中国济生会、上海青年会、中国佛教会、上海华洋义赈会等组织，本设所收容，并谋遣送。惟战祸蔓延，战区广阔，难民众多，需款孔亟，敬求中外大善士本饥溺之怀，礼好生之德，仁浆义粟，惠助源源，同人等谨当竭尽所能，为诸公造福。迫切祈求，伏维公鉴。

上海国际救济会会长：奥尔　屈文六

常务委员：饶家驹　柏韵士　王一亭　宋汉章　钟思　傅立德　李规庸　陆干臣

经济组正主任：宋汉章　副主任：钟思　陆伯鸿

总务组正主任：李规庸　副主任：陆干臣　欧永康

救济组正主任：马瑞山　副主任：饶家驹　柏韵士

收款处　霞飞路六百二十四号中国银行、八仙桥上海青年会楼上三百十二号

本会办事处　八仙桥青年会楼上三百十二号
96



8月26日的《救亡日报》也刊登了这则启示。

国际救济会在上海法租界设立了两个难民收容所。9月17日，《救亡日报》发表通讯《国际救济会收容所》报道：“抗战爆发，上海的第一个急须解决的问题是收容难民。收容难民的，有上海市救济会、仁济堂等团体，接着国际间人士也成立了一个国际救济会，设收容所于马斯南路与吕宋路两处。记者曾经到马斯南路的一个收容所里去参观过，那是在震旦大学后面的一个大操场上，横直地搭着八个芦席棚。走进去，便是职员的办公室，一张长条桌边坐满了二十几个男男女女的办事员，工作紧张，仿佛在开圆桌会议。……在第三号棚里，……棚里空气很新鲜，大概住有两百个人，地下铺着木板，湿气并不能上升，难民就睡在地下，分排着两边，中间留着一条走道。物件都另堆在一边。因此现（显）得很整洁。难民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谈笑自若，并不显得痛苦的样子。……三号难民棚与四、五、六、七号棚，相隔十几步模样，小道上生满青草，两三个壮丁，把路上的龌龊向两边扫。”“三号棚的旁边，是厨房间，几个壮丁正在忙着伙食的问题，一大竹篮的肉，放在一边”，难民每隔三天便有一块肉吃。管理先生便告诉记者，“这里有难民一千八百多人，每人每月的伙食费，预定的是四元，但是现在有多下来的，所以每隔三天难民们便有一块肉吃了！”走过了厨房，便是理发处与洗澡间，有两个难民在那儿剃头，剃头匠也是其中的难民，洗澡间里哗啦哗啦的水声响着，“这些难民每人每隔一天，就得洗澡一次。”看来，无论是难民伙食还是日常卫生都是可以的。

10月下旬，闸北防地变更“沪西北一带难民，纷纷于炮火下逃生，势如潮涌”。至27日，“沪西铁路以外，难民麇集至四五万人，均纷纷欲入租界”，饶神父会同潘公展、杜月笙等各界人士“分别电谓两租界工部局加以援助，公共租界工部局立即商知静安寺路捕房侦探长惠司托，准许难民入境。……英国防军亦竭力援助，当经救出三万余人”。
97

 次日国际救济会派救世军会同上海市救济会、慈联会等合理营救。国际救济会用向公共租界工部局借来的四五辆车将一万难民运到小沙渡路所设的收容场所。
98

 由于小沙渡路第四收容所一时来不及赶建草棚，国际救济会救济组织主任“饶家驹借给大篷帐二顶，暂作避雨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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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饶神甫在震旦大学接受华东社记者采访时说：“沪战开始，国际难民收容所即尽力收容难民，以徐家汇一处为论，每餐即需供给七千人，南洋大学近亦收容三千人。现复新建收容所三处，一可容难民五千，一可容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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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所长潘大成是中共秘密推荐的，办事干练，负责管理收容组织、教育卫生，井井有条。必要的时候，重大问题由懂法文的潘大成直接找饶家驹汇报请示，或到总干事黄定慧家去汇报，由黄向国际救济总会交涉办理。1937年11月，该所成立地下党支部，前后共约有五十个党员。第一所党支部还派人打入第二所工作。难民所工作快要结束时，还建立了第一、第二所临时联合党小组。中共地下党员在难民所工作时完全是义务的，生活艰苦，“开始每天有一餐午饭供应，其他什么都没有”。直到1938年夏，才向国际救济委员会争取到每人每月津贴十二元。饶家驹曾对记者说：“救济的事业是很广泛的，我们对天灾人祸固然要救济，但是目前有许多穷苦的学生，没有能力求学，以求深造。这许多极有希望的青年，应当是未来希望的种子，我们要尽量的来救济这些失学青年，使他们获得深造，这才是创造未来的无穷的收获。”
101

 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该所在组织难民参加劳动生产、对难民进行语文、算术与急救常识等基础知识的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国际救济会教育组负责人陈鹤琴的支持下，该所办了一至六年级小学、一年级的中学、无线电通讯训练班。该所地下党支部还以遣送难民回乡为名，把有的难民输送到浙东、苏北打游击，一部分从上海出发经过温州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争取国际救济会发给每人五元的路费。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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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上海国际救济会由国际人士组建，这是负责人法籍神甫饶家驹与难民收容所工作人员合影（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1939年12月，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结束，第二难民收容所结束更晚。1940年4月16日，《申报》刊出《国际救济会完成任务》一文，宣称：“上海国际救济会，为沪各领袖善团及中外人士于沪战时组织，其时沪郊炮火连天，难民逃生无路，该会既系国际组织，出入虹口，抢救最力。嗣国军西撤，南市难民，亦多由该会营救，而赞助难民区之成立，尤著劳绩，经先后设立大规模收容所六处，主持收容遣散难民，总计不下二十万人。……兹以上海难民，由难民救济协会统筹收容。目前收容人数，较前大见减少，认为任务已告一段落，刻正备于本月底办理结束，惟国际救济会之名义，或仍将保留。”


二


1937年9月，饶家驹提出了设立南市难民区的建议，并为之进行了紧张的谈判与组织工作。当时西方人士迫切关注的是，一旦中国军队扛不住日军的压力，人口稠密的南市区将会变成一个令人恐怖的新战场。一般人最初的构想是建立带有战时气息的非军事区，但饶家驹对安全区的设定与众不同，它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无政治或宗教色彩的。10月2日，为协调救济工作和处理上海的紧急情况，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成立，总部设在国际饭店，颜惠庆任委员长，饶家驹任副委员长兼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施肇基等九人为会员。
103

 10月23日，中国守军从闸北总撤退之后，饶家驹就要求中日两方军政当局，划分南市一个区域作难民安全区。11月5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致函饶家驹：“现在我非常高兴地向您证实，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饶家驹]的人道关怀和他所提供保证，以及确保将有专门警察保卫的上述安全区，任何对其地位的侵犯将保证予以立刻报告，所有这些使日本的海陆军受到强烈的触动，他们答应不会再进攻上述安全区，只要它们如所保证的那样仍是……一个专门为平民设立的地区，完全杜绝任何军事行动或武装的敌对行为。”
104



11月6日，国际红十字救济难民委员会主席饶神父发表南市辟一安全区计划的文告称，“连日报纸对于中日当局与鄙人及日本当局与鄙人筹商在南市辟一安全区，以供中国非战斗人民居住计划，载有数文，致引起错误之印象，今似宜加以解释而纠正之。并藉以防免或消除因此而起之任何疑惧。该区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并非中立区域，盖既非中立，亦非一区域也，且不能称为非军备地。至于筹商此举，确非为法人利益起见，亦非为保全南市中教会之产业，鄙人不知其地是否有教会之产业焉。此纯粹为非战斗之安全区。因日本与中国双方为人道起见，皆愿保护非战斗员，此举始克告成。鄙人深知此种办法，仍属创见，且望如欧洲等处，亦能仿行，为益匪浅，谅不河汉余言焉。”
105

 上海《泰晤士报》评论说，“此举发起者，为国际红十字会，而饶神甫奔走最力，虽幕后进行，已阅多日，但直至三日前，始公布其性质。该区南以方浜路为界，其他三面皆以法租界为界，将不做任何军事活动，而能容纳巨数中国难民。”
106

 笔者的理解，“日本与中国双方为人道起见，皆愿保护非战斗员”一语是饶家驹专门说给日本人听的，是给日本人同意成立南市安全区预留一个体面的台阶。11月6日，饶神甫在震旦大学接受华东社记者采访时透露：“闸北华军撤退，难民又形增加，连日天气转寒，不加收容，将如何了结，以此本人遂首先向华方要求划一难民区于沪南，华方业已明白，始再与日方接洽。日方现亦明白，一二日内，一切均可妥绪，嗣后该区居民，可避免一切战争之危险。如该区有空隙地位，而租界方面难民众多，无法继续容纳者，则可设法收容于该处。”
107



中国政府方面则表示，“沪南向无驻军，该区域亦仅名义上称为难民区，并无任何组织，主权等等一切归我，故无所谓何日开始也。”
108

 11月8日，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以沪南区南至方浜路、东西北至民国路之区域划为难民区，宣称“此系国际间一种难民救济性质，绝不损害我方丝毫领土主权”
109

 。

但饶家驹作为第三国神职人员，有意将中日双方关于安全区区域的权属问题模糊化，并将其搁置。11月9日下午5点，南市难民区正式对外开放。难民区东端小东门，西端方浜桥，约占旧城厢三分之一的面积，安全区的边界插上了红十字会的旗帜。
110



11月11日那天，南市“难民区的四面，大火在燃烧”，上海法租界“南阳桥铁门只开放了一次，立刻大批难民拥进了租界。但不到五分钟，铁门依然闭上”。
111

 当天深夜，国军撤离南市，开始全面退却。至此，上海华界全部沦陷，租界形同“孤岛”。南市数万难民向北迁避，被法租界警务当局阻止。华、法交界的南阳桥、老北门铁门紧闭，致使民国路一带五六万难民露宿街头。城内及方浜路北难民区，水电供给断绝，十余万难民数十小时无食，饿死孩童多名。国际救济会的任务是设法把难民移入租界，并赶紧把水和食粮送进难民区去。“因为刚成立不满二十四小时的南市难民区，既容不下这二十万人，且四十八小时来，南市的自来水管已断绝了，食粮也早已告罄了。”
112



11月12日，国际救济会邀集各慈善团体向法租界公董局交涉开放铁门，未获同意，当局只是将老北门铁门开启一角，由慈联会送入面包、光饼三四万只。而南市难民两万人断炊，六七万人仅有数日口粮。

南市沦陷后，中国警察不得已而撤出原先驻守的安全区。饶神父马上“商由留居区内之商民，自动组织商团，自任警卫之责。至于自来水亦经请日军签发派司，以便派工前往修理，此不仅解决区内居民之饮料，且以扑灭炮火余烬也”。粮食物品，“于每晨八时下午二时半，运往该区散给”。
113



11月16日，《申报》报道，“南市难民区自天主教饶神甫发起组设以来已及一周，以成立之初……煞费苦心，嗣经尽力筹划，分段支配给养，与法租界当局接洽供给用水后，秩序较定，徒以人数太多，估计约有二十万人之谱。”11月15日，国际救济会南市难民区办事处成立，择定北区救火会为办公处，由该会委员饶家驹、柏韵士、安得烈、麦那登、白蒲、耶斯派、派兰德会同各教友及干事等，常用主持各项救济事宜，办事员八人，已入内专司领导散放合养等事宜。救济会实行分段供应给养，在区内设立临时医院及产妇医院。
114



16日当天，各慈善团体视察南市难民区并慰劳饶神甫，各团体代表“谒见饶神甫后，即代表该区二十万难民，首致慰劳之意”。饶神父“谦逊不遑，并谓本人道立场，事属分所应为”，接着向代表们“述及难民区之给养、清洁、医药三大问题，均已有办法”。食品给养，由西人柏韵士负责主持，并由贾、步、傅、管等四神父，会同各善团襄助施放；区内难民卫生，由中国济生会、红碯字会等各善团，分区担任清洁事宜；区内治安，由各神甫会同救火会及救火员维持，并由法当局每晚派中西侦查员若干人，在区内巡逻，以防小窃。饶神父称：“日昨小东门发生大火延烧，殊有波及难民区方浜路之势，幸经饶氏商经法租界救火会，用极长皮带，与租界自来水接通灌救，卒获保全。惟某方指定之警戒线，希各勿自由行动。”在难民区内，“难民情态，极呈安逸，……如大饼店、酱园、香烛店、成衣铺、皮匠、木匠，各皆视若无事，安心工作”。饶神父最后“再三叮咛，希望热心人士，勿再在铁栅内抛掷食物，盖此举殊足引起难民之纷扰，易致触及某方警戒线，使难民蹈危险也”。
115

 不久，饶神父“鉴于区内难民患病甚伙，且污物遍地，人口众多，设不迅予清除，影响难民健康极大，特通知国际救济会从速设法清除”。11月18日，国际救济会会同华洋义赈会、红碯字会等六慈善团体实施大规模的清洁运动。
116



到11月中旬，饶家驹安全区为25万名难民提供了住所，其中大多数难民是从南市其他地方蜂拥而来的。
117

 难民区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住满了人，一个9平方英尺的房间要住8—10人。学校的校舍和同业公会的会所也变成了难民的住所。难民委员会对难民区的环境自我评估如下：“在一片杂乱拥挤而又阴暗的房屋里，他们挤在狭小的房间内，一家人住在一起，除了地上的被褥其他东西一无所有。每个房间里通常还住着一个病人，有时是两个；房间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换过空气了。”
118

 不过南市难民区的卫生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1938年6月，一个来访的视察团指出，虽然安全区阴冷拥挤，但那里一直没有出现传染病。
119



11月30日，经国际救济会及南市难民区商联会交涉，法租界公董局允将留居租界内无法生活之居民送入南市难民区。当时全市难民约38.4万人，设难民收容所310所，其中南市难民区118所，20万人（包括靠救济维生的住户及露宿街头者）；法租界40所，9.4万人；公共租界152所，9万人。难民中有三分之一无棉衣被，饥寒致死者日均50人左右。国际救济会正推行每日一角捐，以资救助。
120



12月11日下午，日军称日哨兵遭枪击，在南市难民区宣布戒严，大肆搜捕，拘捕三名中国教员。事发后国际委员会“诸委员显允保守缄默，询以情形，皆以问饶神甫为答”。
121

 经饶神父的交涉，12日清晨，日军“已完全撤退，一切情况，恢复常态，……主持人饶神父与各办事员，现仍在该区内办理各项事宜”。
122

 18日，经过饶家驹与日军中校冈喜郎的多日谈判，终于达成一项协议，南市安全区继续由难民委员会管理，“日本在治安方面给予全面合作并协助进行管理”
123

 。

饶家驹在主持南市难民安全区工作时，十分注意中外记者的采访。1937年11月17日晚8点，他接受了《救亡日报》记者的采访，与之交谈了20分钟，内容涉及对救济事业的看法、对中国抗战的意见以及关于南市难民安全区的救济工作和计划。饶家驹说：“中国有时偶然发生不幸的事件，如天灾、人祸，往往比其他国家来得严重，这也是因为地势的关系。譬如长江、黄河流域，经过几千里之长，遇到洪水泛滥的时候，因此常常几千里都遭受水灾，这是因为中国幅员大，所以蒙受的灾难也较世界上其他国家来得大。”“我现在担任中国的救济事业，认为非常荣幸快活。在中国的慈善团体很多，……如华洋义赈会、国际救济会等，这各种的救济工作，都是希望帮助中国度过这苦难的关头，祸患的时代。这在我们担任救济事业的人，是觉得非常高兴的。”至于南市难民安全区，“现在已安置有十几万人，我可以担保他们的安全。现在关于管理组织方面，已渐渐地具体化了，水电的安置，日内就可以实现。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一定按照我们预定的计划做去”。“最后我的希望是：只有忍耐，最后的目的一定会达到的。”
124

 11月18日，《救亡日报》刊登《人道的战士饶神父访问记》，介绍饶神父“是法国人，崇信天主教，到中国已经约三十年了，一向努力慈善事业，现在担任华洋义赈会的会长，中国红十字会救济部的主任、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主席”，是“我们永不能忘记的一位中国的友人”。

11月20日，《救亡日报》发表《难民区一周记》称，“踏进南市难民区，内心笼罩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发面包的人来了，是国际救济会发的，大一担，小一担，据说每人每餐两只，每天非发二十万只不可。”“从民国路那头，走来了一长串难民们，大约有一千人之多，……这群难民都是从浦东逃出来的，他们在浦东已经饿了四天四夜，躲在白莲泾美商大来码头上的堆栈中，昨天（19日），才由南市难民区当局，设法将他们救了出来。”又据11月27日《申报》报道，“自嘉应轮运到西贡米后，……南市难民区方面，亦经饶神甫购得一千六百包，刻正准备锅子燃料，大约二三日内亦可开锅煮饭。”
125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14日报道说，“八·一三”抗战后，“拥挤在整个民国路上的难民与车轮，虽然等候了几天几夜，租界当局因为要保卫租界治安，始终不让进铁门来。幸好新设难民区，虽然那时那里既无电水，又无食粮，倒还可以躲一躲炮火。”

上海抗战编辑社1938年3月出版的《沦亡区域同胞的惨状》第一辑说，“沪南市难民区，收容难民三万余，及贫苦居民十万余。自敌军开入南市后，百般破坏，办事人员，横遭殴辱拘捕，并押去壮丁五千余，为敌军服苦役。敌军近又在难民区外设警戒区，将难民区三面包围，致区内难民，益为惶恐，前途殊为可虑。”
126



1938年12月下旬《新华日报》发表闵廉《在沦陷的上海》一文，更是宣称上海“是敌寇的势力范围，过去由法国天主教的饶神父所领导的难民区，早已被日本军队冲得粉碎。拉的拉，杀的杀，奸淫的奸淫，难民区简直早已成为人间活地狱”。不过《新华日报》同时又说，进上海难民所，有人会发面包或馍馍给他们。“随着抗战的坚持，难民所的组织也有了显著的进步。……目前，每个收容所，已能保证每天有两餐干饭，和少许的菜蔬。”自然，这也包括饶家驹主持的南市安全区。

必须指出的是，饶家驹在接待记者采访时总是实事求是。一方面，他要宣传南市安全区，他对法国人克洛德·里维埃谈起南市安全区：“日本人无权进入这里，此处飘扬的是法国国旗和红十字会的旗帜。”
127

 另一方面，他也对外国记者透露南市安全区的困难与窘境。他曾在一口烧开的粥锅旁对外国记者说：“他们（难民）应该得到更多一些，但我们能给的只有这么多了。”“每一个难民的花费如此之少，但作为整体需求是相当大的。”
128

 他告诉外国记者爱德娜·里·布克说：“一美元就能为一个中国人提供一个月的廉价食物和医疗服务。如果再多一点，就能让一个农民有足够的种子和农具，让他在他的小农场上再次耕耘收获。”
129

 1937年12月1日，为了救助上海难民，协助各医院救护事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发起红十字募捐周。饶神父在是日中午的聚餐会上发表了演讲。当晚在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举行的红十字募捐周开幕礼上，饶神父又报告了南市难民区的情况。
130



上海市内外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连续报道大大提高了南市安全区及其主办者饶家驹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步舆论增加饶家驹继续前行、做好善事的勇气与信心。

1938年5月至8月，饶家驹专程去美国、加拿大为南市难民区筹款。这次海外募款之行得到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资助，并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秘书施肇基的儿子陪同。1938年5月24日，他在拜访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霍恩贝克时强调：“由于战争的延长，中国的难民问题必然会继续存在，保证他们基本生存的任务十分艰巨，需要作出加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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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6日，饶家驹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后者批准了70万美元的中国救济计划。
132

 中央社26日华盛顿电称，饶神父在会见罗斯福后，“向报界发表谈话，吁请救济中国难民”。
133

 在美期间，饶家驹宣称，南市安全区“是平民在战时得到保护的范例，它经过了战争的考验。这是一场东方式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一个安全的角落，不接收战俘，伤员常常在战场上结束生命。如果这一范例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有效，它也有希望在其他环境下发挥作用”。
134

 他在美国发起的“一碗饭运动”一个月下来，连同美国1 600个城市举行跳舞会之结果，“已募得100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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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经实地考察过南市安全区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卡拉姆（L.P.Calame）提议，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认为南市的案例证明了“安全区”这一理念的可行性。

1940年6月，大约还有1.5万名难民留在安全区中。这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耶稣会巴黎教会之命，乘船离开上海回国。从30日开始，难民委员会以大多数难民已被遣送回原籍，或已经在南市安家落户，或不再需要救助为由，不再继续收留难民，安全区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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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饶家驹以及南市安全区之所以获得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南市安全区是在饶家驹的主导下，由多方因素合力造成的。

1.中外各方的支持。中国方面。1937年11月17日，饶神父对外宣布：“国民政府已由宋子文手收捐助五万元，以充南市难民区工作经费。”
137

 1938年3月，饶家驹应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电邀，飞抵汉口，受到盛情款待。3月9日，蒋介石给饶家驹神父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在信中附了一张蒋本人的签名照以及他的献词。感谢信说：“淞沪沦陷，我同胞锋镝余生，重遭荼毒，蔽无片瓦，储无斗粮，饥寒待毙者二十余万。乃荷贵神父及难民救济委员会诸同仁抱己饥己溺之怀，施解衣推食之仁，奔走勤劳，迄今不懈。中正……代表全民族致最诚挚之谢忱。”
138

 在汉口期间，临时国民政府承诺给他25万元用于救济工作，钱款将由财政部转付。
139

 后来，饶家驹还收到中国政府发给的玉质勋章，表彰他为中国大众所做出的服务和人道主义工作。1938年5月，为配合饶家驹海外筹款，颜惠庆博士专门写了介绍信，信中称饶家驹是一名“传教士中的政治家”，“给人印象深刻，他身材高大，身躯瘦弱，……一双敏锐而又和善的眼睛总是能给那些受伤病和贫苦困扰的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
140



英国方面。1937年8月17日，英国率先提出上海地区中立化建议，法、美赞同，但遭日本政府拒绝。9月初，已有50万中国难民涌进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为此成立了“难民调查委员会”，汇报事态发展与提供建议。由于担心外国资产可能会在混乱的环境中遭到大量破坏，租界中的绝大多数团体都认定有必要建立一个难民工作委员会来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10月上旬，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法租界公董局联合设立难民问题顾问委员会，商讨两租界内难民问题，均无意接收其他各团体正在进行的救助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有法国传教士饶家驹设立南市安全区，分解了难民问题的巨大压力，英美方面自然求之不得。英国驻军司令陆军少将特尔弗斯莫利特（A.D.Telfer-Smollett）1938年4月19日致信饶家驹：“在10月，当我在南市的饶家驹安全区参观时……我看到数以千计的难民……在您的指导下正得到照料。您出色的工作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您向全世界展示了在战时，安全区对非军事人员的意义。我相信，您树立的优秀榜样将被后人所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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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方面。美国旗舰“奥古斯塔”（Augusta）号的海军上将颜尔露（H.E, Yarnell）1938年4月9日致函饶神父：“一个20万多人有吃有住的中立区在您的指导下建立起来，您的这一成就将被后人看作是最伟大的救济工作的案例之一而被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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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方面。1937年12月，在上海法租界难民营有40个，收留难民2.59万人。
143

 在此之前，包括上海法租界在内侨界领袖一直在“设法在他们享有特权的，而确实也过于拥挤的外国租界之外找一个地方来安置难民”。
144

 11月17日，法国外长德尔博在国民议会演说时称，在上海“这个宏伟的外国人在华权益的中心城市中”，同时存在着公共租界“和拥有五十多万居民的法租界，它的秩序和繁荣昌盛赢得了所有游览者的羡慕”。他强调：“要在一切可能范围内恢复和保全我国侨民和在我们管辖下的居民的权益。”
145

 饶神父创建南市安全区后，大大分流了与之接壤的法租界的难民，缓解了法租界当局面临的巨大道德压力，大受法国侨民的欢迎。法租界当局也乐意帮助饶神父维持南市难民区的秩序，自国军撤出南市后，南市城厢北半区难民区“致遭宵小闯入窃盗。现虽经难民区中之商店出面组织设立临时商团，可尚未筹备就竣，而窃风仍炽。嗣经……饶神甫请求法租界警务处饬派大批法捕、俄捕、华捕、便衣往该区中缉捕”
146

 。由一名法国警官带领十多名无国籍白俄巡捕值勤。

[image: ]
图9　美国旗舰“奥古斯塔”号的海军上将颜尔露1938年4月9日致饶神父的英文信件（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1938年3月28日，法国驻华大使那齐雅专门在“法国总会”设午宴招待饶家驹神父和饶家驹救济委员会的成员。饶家驹神父在宴会上告诉来宾，如果没有同事的支持，没有法国当局的援手，没有军队首脑给予的合作，没有红十字会的帮助，他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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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月，饶家驹在美国大使詹森举办的、有中国红十字会主席颜惠庆参加的午宴上，赞扬了上海法租界当局在维持南市难民区秩序方面的功劳。
148

 法国驻华大使那齐雅在1938年4月30日给饶家驹的信中说：“那些一直以来鼓舞着您去努力的人，目睹您凭着坚定的耐心和顽强的斗志与可怕的战争展开搏斗，饶家驹安全区由此得以形成。由于您的努力，十万多条无辜的生命在法租界的边境地区得救了……作为一名基督徒，一名神甫，一名法国人，您让人钦佩的安全区计划是十分值得称赞的。”
149

 饶家驹因为他在上海的工作得到了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那齐雅大使说，饶家驹完成的是一项“极为卓著的工作或行动，为法国增光添彩”。
150

 经常与饶家驹交换看法的法国海军总司令比戈中将称赞饶家驹同日本人之间漫长而又艰苦的谈判说：“饶家驹神父发现了一个基本准则，它不仅在上海是有用的，而且对南京、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在他的‘协约’中，没有输家，没有对手，没有旁观者，中国和日本，租界和人类赢得全部，各方都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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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南市安全区也是日本权衡利害后的产物。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国际舆论对日本极为不利。因此日本当时的外交政策是尽量不与第三国发生纠纷，避免导致干涉，对于上海租界暂时不去触动。11月初，在上海战场稳操胜券的情况下，日本为了在国际上树立“人道主义形象”，实现其侵略利益最大化，顺水推舟同意设立“中立”的难民区，不愿为此事与在上海有重大利益的列强再起纷争。1938年3月9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信饶家驹称：“感谢你完全不顾自身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中日当局之间所进行的勇敢无畏的斡旋。在我军驱逐中国军队之际，您在南市建立起一座难民区，从而让大约10万名和平无辜的中国居民免遭厄运。我特别想向您转达大和民族对您秉持着彻底的服务精神和牺牲精神所完成的人道主义工作的钦佩和敬重之情。我真诚地祝福您身体健康，并希望您继续进行造福世人的行动。恳请您接受我对您最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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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日本在上海的《大陆新报》报社颁给饶家驹1 000日元奖金和一个银质牌匾，以表彰他的人道主义工作。

2.良好的团队运作。1937年11月，《大陆报》报道称，南市非战斗员安全区，“委员会中有濮兰特氏、安德鲁氏、麦克那登氏、巴波德氏、迦斯巴氏、巴伦资氏”。
153

 11月19日，《申报》报道：“南市难民区，自经国际救济会成立办事处以来，一切情形日趋良好，兹为便利工作起见，已将该区划分为三部，由柏韵士、安得烈、麦那登、白蒲耶斯派、兰德等五外籍委员，分区担任各项事务。饶神父则总管区内各项问题，现区内收容难民已达二十万人之谱。”
154

 南市安全区由南市监督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多个国家，其中有三名法国人、两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挪威人，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主席由饶家驹神父自己担任；副主席麦克诺登准将，来自上海工部局和英商公会；名誉司库安献令；还有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巴布德；法租界公用事业司库贾斯帕；中国工程学会的前会长柏韵士少校；美商公会会长、上海工部局董事普兰德。监督委员会的代表性“确保饶家驹在同中日双方，当然还有和西方列强交涉时，得到有力的支持”。
155

 南市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是脚踏实地的，1937年11月，为了缓解难民们的紧张情绪并让他们振作精神，委员们坚持每天去安全区实地探望一次。

3.自身的丰富实践经验。1927年3月22日，饶家驹冒着枪林弹雨，前往上海北站附近圣家修女院，去营救困在那里的千余名修女与儿童。他利用激烈巷战的间隙，带领惊慌失措的修女与儿童走出闸北交战区，经公共租界进入南市的圣约瑟夫孤儿院避难。
156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为营救闸北难民，饶家驹与万国商团的贝泐少校在2月11日主动与日本海军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和华军当局商定次日停战四小时，“以便准许他们进入闸北，协助许多平民从战区撤退”
157

 。2月12日上午8点到12点，饶家驹一行利用停火时间，营救了两千多名中国平民，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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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杰出的语言交流能力。曾经采访过饶家驹的记者徐迟称，他是“一个身子修长、白色长髯飘荡的法国神父。……在一个日本人的面前，饶神父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在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他说得好国语和上海白。他对英国人说英文，对法国人说本国话。便是他，果敢的挑起了二十万难民的安全的重担子”。
159

 美国学者阮玛霞认为，饶家驹“他的语言才能对他在危机中进行的谈判至关重要，他能够充分理解讨论的背景和内容，懂得哪些话应该说，哪些话需要瞒”。
160

 毫无疑问，饶神父杰出的语言交流能力是其超强的协调交际能力的一部分。

5.强烈的宗教救世道义与人道主义精神。饶家驹曾对中国记者说：“天主对待人类是一律平等的，中国目前遭受很大的祸患，也许是天主对中国将付更大的厚望，因为人类往往从极大的祸患中种下幸福的种子。受苦愈大，种福也愈大，现在中国虽经历无比的苦难，但大家不要灰心，现在的祸虽大，将来的希望也是很大的。”“同时，慈善事业是人道的一种使命，人道昌盛，慈善必愈加发达；慈善事业愈加发达，则人道愈加昌盛。这两者是互相因果的。”
161

 在美国，他进一步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向难民提供救济这个问题是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
162

 饶神父热爱中国，他说：“中国的幅员很广大，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倘若是中国兴盛起来，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到中国来干慈善事业，更觉得令人兴奋愉快。因为中国是最博得人同情的民族，现在中国所遭遇的苦难很多，所以很容易获得人的同情。”
163

 这位七旬老人每天上午5时就起身去工作，常常忙到晚上8点以后才就寝。

任何一种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宗教，均有超种族、非营利的特性，有自我标榜并有信徒加以实践的“劝善戒恶”的言行。在欧洲天主教历史上，举办收养孤儿孤老、救济穷人、看顾病人等慈善事业来宣扬“公义”、“博爱”的不乏其人。近代来华的多数天主教传教士，从小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他们立志为宗教献身一般是出于宗教虔诚。来到上海的不少耶稣会传教士是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的，他们为举办一些进步事业而付出的真诚动机与艰辛努力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而饶家驹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1946年9月10日，饶神父在德国西柏林逝世，享年六十八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对于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华、滥杀无辜平民百姓的黑暗年代中帮助过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外国友人，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当然，宗教离不开政治，饶神父在主办南市难民区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但是这些缺点与其拯救的二十万生灵相比毕竟是瑕不掩瑜，功大于过的。


城隍庙与邑庙难民区

施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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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隍庙自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由金山神庙改建以来，虽历经修建、扩建和重建，但庙址始终未变。抗日战争初期，因城隍庙一带划为难民区，故城隍庙及周边地区未受日军炮火轰炸，得以保全。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大举进攻，淞沪战争爆发。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上海及邻近地区数十万人流离失所。8月22日凌晨，日军多架飞机在十六铺以南沿江地区投下巨型炸弹数枚；8月28日下午2时许，日军轰炸机六架，又飞至上海南火车站上空（今瞿溪路120弄一带）投下20多枚炸弹，正在候车的平民，当场“被炸毙者约在250人以上，伤者倍之”，“伤心惨目，凄绝人寰”。从此，南市形势顿时紧张起来。为避战火，大批市民纷纷逃往租界及外地。法租界与华界南市仅有一条民国路（法租界当局称为法华民国路，即今人民路）相隔，路的东、北、西均为法租界，故只要跨过民国路就进入了法租界，可以不受日军炮火的攻击。大批难民逃难进入租界，使租界内的难民收容所人满为患，难民最多时达70万。大批难民露宿街头，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逾百人，儿童每日死亡约200人。租界当局害怕影响社会治安，也怕日军寻衅，乘机进入租界。于是，法租界当局把全部界路装上了铁栅门，架设铁丝网，增加军警，站岗放哨，阻止难民进入租界。那时，从小东门、新北门、老北门到老西门方浜路的整条民国路上，挤满了风吹雨打、受冻挨饿的难民，急待救济。

当时，南市公共场所甚多，加之居民大量涌入法租界，留下大片空房。法国天主教神父、华洋义赈会会长饶家驹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

饶家驹神父1913年来华。第二年，他被调至虹口南浔路天主堂管理外侨教友（包括日侨），并任法国驻沪陆海军和公共租界“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又任上海国际救济会负责人，故与各国驻沪领事及法租界、公共租界的当局接触频繁。饶神父曾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吁请中日双方停火四小时，以撤出闸北、虹口两战区内的伤兵和难民，结果获得成功，故在上海和国际上很有名气。

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邑庙难民区，并以不损害领土主权为前提，提出四项原则：（一）不与日方洽商；（二）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三）外邦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邦武装警卫，该区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四）不订任何协议，凡不违反上述原则，中方予以考虑。同时，饶家驹又向日方提出，对难民区勿施攻击。5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答复：“同意该区域（难民区）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之进攻，也不在该区域内进行军事活动或敌对武力行为。”经过饶家驹的斡旋，得到中、日及租界三方当局同意，上海市政府于11月8日发告示：“中国红十字会向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建议在本市沪南区划出难民区，以为战时难民暂时寄托之所……本府以事关救济难民，为维护人道起见，业经呈奉中央核准照办在案。兹准于本月九日中午十二时起实行。”下午4时，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在议定南市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旗帜，旗帜上有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中、英文名称。9日下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筑防御工事（沿民国路各路口原已有工事）。至此，邑庙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

邑庙难民区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委员会下设总办事处，驻南市北区救火会内，年底移驻租界。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分九个分区。第一区为：丹凤路东，福佑路南，民国路西，方浜路北；第二区为：安仁街东，民国路南，丹凤路西，梧桐路北；第三区为：障川路（今丽水路）、旧校场东，民国路南，安仁街西，方浜路北；第四区为：潘家街、侯家浜（今侯家路）东，民国路南，障川路、旧校场路西，方浜路北；第五区为：晏海路（今河南南路）东，民国路南，侯家浜西，方浜路北；第六区为：狮子街、旧仓街东，民国路南，晏海路西，方浜路北；第七区为：露香园路东，民国路南，狮子街西，方浜路北；第八区为：青莲街东，民国路南，露香园路西，方浜路北；第九区为：民国路东、南，青莲街西，方浜路北。每区设区长一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年底以后，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名义上仍受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领导，实际上已受制于“伪大道市政府”“南市自治委员会”。

社会各界和国外组织踊跃以实物、钱款捐助难民区。上海不少机关、团体承诺供应给养一周或一旬；上海伶界曾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区外难民也有节食捐献者。市救济分会第一收容所难民节食29袋面粉捐助；“三·一三难民贩卖团”绝食一天，节资6元，购大饼600余只送难民区。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曾拨款5万元给饶家驹，并说明其中4万元专用于邑庙难民区。法租界为救济难民发行慈善奖券，每期以十分之九拨邑庙难民区。美国红十字会捐赠中国战区难民100万美元，有部分拨予邑庙难民区。此外，日本军方为装扮门面，曾由陆军和海军司令部出面，分别捐赠1万元。

11月9日，邑庙难民区建立第一天，先辟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各学校、教堂为收容所，当即收容2万余难民。10日夜间起，战争推进至南市南部，难民往北奔逃，不断涌入难民区，各收容所人数迅速增加。据11月28日统计，难民区内有118个收容所，8.8万难民。以后原坐卧在民国路的难民也陆续被劝导入难民区，区内难民数超过10万。难民生活十分艰苦，但尚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初期每日上午9时和下午2时发放粥。以后根据登记人数改发大米，每人每日一罐（约6市两），由户主凭卡领取，同时每人每月发生活费1.95元，后因物价上涨，每月发10元左右。对区内居民按户口限量供应平价米，每包售价16元。入冬，监察委员会将各慈善团体募集的大批棉衣、棉被分发给难民。难民区在梧桐路老天主堂处设七所难童学校，招收2 000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另在九亩地阜春街设残老院，收残废老人130余人。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问诊处12处，并在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区内还设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200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办一刺绣与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执教，收难民妇女为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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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被日军炸毁的沿街商店（施海根先生提供）



因环境和卫生条件恶劣，每天病死的难民就有四五十人之多。城隍庙西园的环龙桥旁堆满了装有尸体的薄皮棺材。虽有普善山庄负责掩埋尸体，但一时难以处理干净，腐烂的厩汗流入荷花池，连放生的鱼、龟也被毒死。

难民区时有管理不善之处。如，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名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后家中搜出赈米若干、赈衣百套及绸布棉被百余条。又如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1 000包，其中数百包掺入稗子、砂石。此外，区内还经常发生吸毒、赌博、酗酒、斗殴等违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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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战争时期，豫园内装有死尸的薄皮棺材堆积在棚子内，一眼望不到头（汪志星先生提供）



日方虽然表面上承认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实际上从未放弃对这个区域的觊觎。11月5日，冈本宣称，“一旦中国军队被逐出其周围地区，日本陆海军右膏占领此地区。”12日中午，新北门障川街蹿出30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太阳旗，用枪刺驱散周围难民。下午又开出两辆轻型坦克，西向巡行民国路，14名步兵尾随，恣意查抄行人。后经饶家驹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不久，日军又以在难民区外巡逻时被人打伤为由，不顾国际救济会申辩，强行开进难民区搜查。翌年底，日军曾将难民区总办事处通租界电话线剪断，后经饶家驹据理力争，才由工兵接通。为加强对难民区的控制，日军和伪大道市政府将难民和居民居住区域分为红、黄区，后又分为二十一区，区与区之间人员不准来往。同时将难民居住的区域缩小至小世界、青莲庵、庙前救火会、豫园、内园、珠玉业公所、露香园七处。难民区出入口仅剩淘沙场和陈士安桥两处，分别由日兵和伪警把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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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侵华日军在上海街头炫耀武力（施海根先生提供）



由于日军在上海进行经济封锁，对米、棉、煤等物资实行严格管制，加之物价飞涨，难民区的经费日渐枯竭，供给越来越困难，不得已降低供应标准。1939年9月13日起，难民口粮由每日6两减为3两。10月1日起，居民停发口粮，对其中不能维持生活的4 700人，另设三个收容所安置。同时动员有工作能力的难民自谋出路，并疏散部分人员回乡。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慈联会以“疏散回乡”的名义，由饶家驹弄到两批通行证，输送难民中部分青年投奔新四军。此时，区内尚有难民19 209人，收容所88个。

1940年，欧洲战场吃紧。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之命于6月16日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邑庙难民区缺乏主持人，只能宣告结束。6月24日《申报》报道，难民区代理常务理事发表公告：“查本会办理救济中国难民工作，瞬间三载，每年施放粮款，为数甚巨。现为经费枯涸，无法继续，经饶常委员在离沪之前，曾开会决议，定于六月二十日停止给养。”“所有口粮，展至月底为止，并准每名给予一个月之恩粮，作为遣散之资。”同时又称，邑庙难民区遣散难民问题，除老弱者由新普育堂继续给养，已全部解决。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至此，邑庙难民区不复存在。


饶家驹：四小时停战协定和南市难民区

王伟
165



本文拟采用以往研究中较少使用的史料，如《中国红十字会月刊》、《国际劳工通讯》以及天主教中文刊物《圣教杂志》、《善导月报》、《天主公教白话报》、《真光杂志》、《公教进行》、《公教月刊》等期刊文章，简略考察饶家驹在“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的难民救济工作，叙述四小时停战协定和南市难民区的各方面情况。由于饶家驹是天主教神父，中国红十字会是南市难民区的主导机构，所以本文有意凸显中国红十字会和天主教色彩。


一　“一·二八”事变中的四小时停战协定


饶家驹，法国人，耶稣会会士。1913年到上海传教，担任徐汇公学教师。1914年到1934年，在虹口天主堂管理外侨。1934年，担任震旦大学教授。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和十九路军在闸北及吴淞一带展开激烈的战斗，惨死于日军枪炮和飞机下的中国居民不计其数。在战线一带尚有许多老百姓来不及逃离，或者无处可逃，或者受伤、害病无法可逃的，陷入了炮火之中，饿死者也时有所闻，而救护人员却无法进入。

饶家驹神父，“曾往前线视察，经过闸北战事区域，见在被炮火洞穿之空屋中尚存有小孩十余口，团聚号哭，惨不忍闻。该神父惄焉悯之”。
166

 为了挽救这些老百姓的生命，饶家驹请求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约翰向中、日双方军事当局接洽，要求交战双方在闸北部分区域停火四个小时，以救出难民。1932年2月11日，“下午1时半，英总领事壁约翰偕同万国义勇团司令部皮而少校，徇虹口天主堂饶司铎之请，特赴市政府面谒吴市长，请通知我方军事当局于12日上午8时起至12时止，于闸北宝山路、宝兴路、虬江路一带，双方暂时停止攻击四小时，由皮而少校督率救护团体前往战区，设法救护该区域内灾民。我方军事当局即允许。英领等并与日方亦同样商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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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会集红十字会、仁爱会以及中外救护人员，并卡车、搬场汽车等，一一准备完好，迨十二日上午九点钟起，即开始工作，计四小时救出难民约三千人，并妥为安插。”
168



救护团由上海万国商团、红十字会、天主教仁爱会及其他中外救护人员组成。1932年2月12日晨，救护团在北四川路上海大戏院集合。饶家驹也到场，并请仁爱会法籍修女25人一同救护。西报记者到有多人。上海万国商团选派中西团员12人，由皮而司令率领，随带大号卡车四辆，作救护队先锋。商团团员为避免误会，一律身穿便服臂箍红十字证章。二马路红十字会与红十字会方面派大汽车八辆。救护路线为进虬江路后分二路前进，一路由虬江路朝西经宝通路、宝山路、宝兴路一带，直至青云路止。另一路由虬江路直至宝通路、中兴路，再绕至青云路。遇有难民，用救护车迁出。

“不久日方指派一军官来接洽，开放虬江路之筑门，导引救护团到日军最前线。救护团抵达前线后，8点正，将红十字旗帜展开竖起。将吴铁城市长通知前线军士的公函递给我方前线军官。不一刻，接洽妥当，救护工作开始。团员与姆姆等临时分为二队，分向虬江路南北前进。此时红十字会之救护车亦已开到闸北战地，灾民纷纷跃起，或由闸北登车，或越铁路，经宝山路、界路，由克能海路而入租界。克能海路口之铁栅因沙袋堆塞，不易启开，团员乃将路角烟纸店之店门卸去，由店堂内出入，霎门限为穿，来者如鲫。此时外界路上之商店有后门可进租界者，均自动开门接客，大行方便。灾民中无一男子，老老小小均为女流之辈。最后百余人，由姆姆率领走虬江路，经日军防线，往乘带来之四卡车。车抵老靶子路时，团员等离开战地，向铁门内入租界，沿界路一带立刻缠绕铁丝网，工作完毕，正12点。休战四小时内，救出闸北战区难民约有七八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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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出难民的次日，即1932年2月13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发出特字第十二号公函，向饶家驹的“慈善为怀”致敬，感谢他挽救难民的义举。天主教人士认为，“此事不光饶司铎个人的荣誉，实在也是我公教慈善精神的一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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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市难民区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南市难民区之所以能够建立，主要在于饶家驹的倡议和奔走。


（一）南市难民区的创办


淞沪抗战爆发后，虹口、闸北、沪西、浦东、南市以及吴淞、宝山、大场、罗店、广福一带先后成为战区，当地居民纷纷向租界逃亡。“至上海租界避难者已达百余万人，虽经各善团分别收容遣送，其流浪街头里巷者，为数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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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军队退到沪西作战后，沪西周家桥、北新泾一带居民迫于战火，也群往租界逃命。租界内难民情况十分严峻，“租界难民，益形拥挤；收容所数寡地隘，更无法安插，遂致成群结队，徘徊穷途；兼以无衣缺食，号寒啼饥，若不设法救济，行将尽填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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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与中外救济团体及慈善界人士合作，组织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从事难民伤兵的收容救护工作。饶家驹担任该会下设的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

为了救助逃到租界的难民，“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同人不忍坐视，特发起就南市划出一部为安全地带，开作伟大难民区，以便尽量收容。公推该会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饶家驹神父主持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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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家驹向各方奔走接洽，获得了各方的同情。饶家驹通过英、法、美等国驻沪外交当局，向上海市政府建议设立难民区。上海市政府接到建议后几度商讨此事，认为在不损主权原则下，为了人道和非战斗平民，这个建议尚属可行。在派要员赴南市视察并调查难民情况后，上海市政府深感设立难民区之必要，当即请示南京国民政府，奉令核准照办。饶家驹也通过英、法、美等国驻沪外交当局，向日军当局提出不要攻击难民区，获得了日方的应允。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人士也承诺将南市的空闲教堂用作难民收容所。

1937年11月5日，“谈判成功，中日双方皆已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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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前后半个月的努力，难民区的倡议终于实现。上海市政府正式发文给上海戒严司令部，转饬所属警团一体遵照办理。还核发特别许可证，供工作人员入区视察及服务。1937年11月8日，上海市政府出示布告，宣告南市难民区自11月9日中午12点起正式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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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左图：拥挤的人流

中图：难民区的边界被如图所示的旗帜标志

右图：饶家驹——孩子之友（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南市难民区管理委员会也发表声明书，说明南市难民区的性质。在各项手续办妥后，上海国际委员会前往南市难民区，在该区域四周悬挂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旗帜。

南市难民区成立后，先选择区内公共场所，如豫园、城隍庙、面粉交易所、天主堂、小世界、万竹小学等设立难民收容所，假使不够再使用私人房屋。所有给养等项，规定由各原办善团负责料理。南市难民区“现正设法将滞留难民区以外之难民，悉数运至区内安顿，而难民中尚有孕妇及患病者，刻正设法救济”。
175

 上海各救济团体及同乡会，纷纷来到南市难民区觅取房屋，开始移送及收容大批难民。逃往租界的区内居民，听说成立了难民区也相率返家。

南市难民区刚刚成立，就遭遇了一次严峻的考验。1937年11月6日，日军攻陷金山，沪西、浦东的我国军队不得不向后方撤退，战线因而扩大，同时日军进攻南市，当地居民被迫向租界逃命。数十万难民冲到了法租界边界，法租界当局将界门锁闭，不允许难民进入法租界，难民留滞在民国路一带，无食品、无饮水、无住宿，在寒冷的天气里熬守着。日军进攻南市也造成南市难民区粮食无法输入，水源断绝，难民区内的居民和难民也纷纷群集到民国路，“麇集华法交界路口，以待租界慈善人士之援救；见有以大饼馒头掷入接济者，则舍命争抢，互相践踏，种种悲情苦景，令人惨目伤心！”
176

 饶家驹痛惜万状，极力和法租界当局沟通，法租界当局最终同意“开放老北门铁栅一扇，俾便运输给养，并由法租界接入大号自来水龙头三具，放置新开河、老北门及方浜路，饮料问题于（予）以解决”。
177

 群集在民国路上的难民，大多数也被劝入收容所安顿，留在街头的难民已不多。


（二）南市难民区的性质


在设立南市难民区的交涉中，中国政府和日军当局都有不同程度的疑虑。对中国政府来说，需要确认难民区不会成为又一个租界，不会损害中国主权。对日军当局来说，也需要确认难民区不会成为又一个租界，不会妨碍日军攻占上海。为了打消双方疑虑和澄清新闻报道，1937年11月5日，饶家驹发表声明书。声明书指出，南市难民区的设立纯粹出于人道动机，南市难民区不是“中立区”、“特殊区域”，也不是“非武装区域”，而是“一非战斗员所居住之平安区域，中、日双方因人道上的原因，皆愿为保护非战斗员”。
178

 “不受任何形式之攻击，不设武装军队及军事机关，亦不作武装的敌对行为，在中国民事行政权之下，由中国警察维持治安，所携武器以警用盒子炮或手枪为限。”
179

 南市难民区绝不损害中国主权，声明书中还说，设立难民区是一次创举，希望今后其他各地不要援以为例。难民区悬挂中国红十字会及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会旗。


（三）南市难民区的范围


关于难民区范围，最初本划定安仁街以西，后来经过各界磋商，认为范围太小，于是决定扩大至小北门以西。
180

 最终划定的四至范围有以下几种说法：

1937年11月8日，上海市政府的布告中说，南市难民区“在本市沪南区，南至方浜路，东西北至民国路之区域，划为难民区”。
181



1937年11月5日，南市难民区管理委员会的声明书中指出，南市难民区为“南市城厢南至方浜路，西、东、北至法租界之区域”。
182



1937年，中国红十字会官方刊物上指出，南市难民区为“民国路以南，方浜路以北，方浜东、西”。
183



以上三种说法应该都对。因为民国路就是华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地段，而方浜的东西也是华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地段。整个南市难民区包括城隍庙、豫园等处，面积约占旧城址三分之一。


（四）南市难民区的管理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经过连日商讨，紧锣密鼓地制定南市难民区办理办法，终于在1937年11月8日早晨，“一切办法，均已商妥”
184

 ，决定自11月9日起实施。

按照约定，南市难民区管理委员会“在此区域内享有行使视察权”。
185

 南市难民区成立办事处，设于安仁街北区救火会楼上，办事处由饶家驹、柏韵士等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的六名外籍委员负责主持。饶家驹为南市难民区事实上的最高长官，他“在此安全区域内，一身兼司法官与行政长官。饶铎之一言一行，即为区内人民之法律”。
186



难民区成立之初，对难民区事务分工如下：1.清洁卫生，由中国济生会、中国红十字会等担任；2.食品给养，由柏韵士主管，并有天主教会4名神父会同各善团发放；3.治安秩序，由各神父会同救火会员负责日间巡逻，由法租界当局派中、西警探会同区内住户商号所组成的临时商团负责夜间警卫；4.医药治疗，由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医学会办理；5.难童收养，由中华慈幼协会办理；6.收殓埋葬，由普善山庄担任。此外，推定陈鹤琴、叶梁露、朱谢文秋及美国教育家芦爱德博士等为教育委员，筹办难童教育。

南市难民区将“该区内所有教会及学校等公共机关一概皆改为难民收容所作收容难民之用”。
187

 据1937年11月18日《新闻报》报道，据中华慈幼协会调查，“难民区内共有大小收容所118所，收容难民88 000余人，住户要求面包救济已登记者38 000余人，未登记者60 000余人，尚未收容、餐风露宿之难民3 000余人，难民总数不下200 000人。”
188

 其中一岁至四岁的难童有3万余人，四岁至十四岁的难童约有5万人。三分之一的难民还没有棉衣棉被。冻死、饿死的平均每天50人左右，成人、儿童各半。
189

 截至1937年11月22日，难民区已“收容难民二十余万人，经中外各善团及慈善界同人之努力合作，秩序已臻井然，莠民盗窃之徒亦经肃清”。
190



起初，为了管理上方便，上海国际救济会将南市难民区划分为四个区。1937年11月26日，为了管理更加严密，南市难民区办事处又开会决定，将南市难民区重新划分为九个区。
191

 每区安排俄国籍警察两人，中国保卫团团员若干，维持治安。对犯法难民的惩罚措施是游街及罚做苦工，“偷窃罪罚三日至二十日之苦工，此为最重之惩罚”。
192

 1938年1月，南市难民区住25万人，据估计，每日施食的难民数在10万左右。


（五）医疗卫生消防方面


据1937年11月27日统计，南市难民区“由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医学会会同主持之临时难民医院，计有万竹小学、流通图书馆及侯家浜叶宅等三处”。
193

 产科医院有得意楼、安仁街、中比游艺会三所，由上海国际委员会聘请产科医生及天主堂修女一起办理。“所有孕妇经各产妇医院接生，已达一百余人。患病者经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医学会、天主堂姆姆等竭力诊治，为数已渐减少。”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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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九曲桥畔的得意楼



南市难民区成立不久，即经“国际救济会会同各慈善团，举办大规模清洁运动后，秩序整洁良好”。
195

 平时难民区内各街道每两天打扫一次，难民区还要求各收容所随时注意清洁。

据1938年1月24日报道，南市难民区医院已增加到4所，另设施诊所12处。又新增了“洗浴池二处，以便居民、难民得有沐浴机会，难民隔一日发给浴券一次，每次三百六十张”
196

 。

由于日军进攻南市，“南市除难民区外，经连日大火焚烧后，已成一片焦土。被毁民房达4万幢。断墙颓垣，伤心惨目”。
197

 在法租界公董局的赞助下，南市难民区的消防工作比较完密。不仅有一批业务熟练的救火员，也有完备的救火车及水龙等消防设备。另外还有大批巡捕分段巡逻维持秩序，侦察火情。1937年12月初，鉴于南市大火并没有延烧到难民区，火势变得微弱，南市难民区为便利住户饮用热水，遂“在九区内先恢复老虎灶二十四处，燃料则由难民区办事处供给，约每日二吨之量”。
198




（六）南市难民区的经费


“难民每日分发五角米票，初由中国各慈善会负责筹募，现则改由国际红十字会负责矣。”
199

 由于难民人数极多，南市难民区经费开支巨大，“每月救济经费须30万元”。
200

 1937年底，由于天气严寒，难民区的难民死亡率随之增加，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衣服股连日运送4万余件棉衣棉裤到难民区，仍然不够分配，只好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帮助。

1938年3月，饶家驹到武汉，曾领得中央政府津贴15万元，中央政府“并允以后每月津贴10万元”。
201

 但是尚有巨额的缺口，因此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公推副委员长饶家驹赴美国募捐。1938年5月2日，饶家驹启程赴美。5月26日，饶家驹在法国驻美大使的陪同下赴白宫谒见罗斯福总统，面陈上海难民区情形，罗斯福总统表示难民区成绩颇为良好。饶家驹“经在全美各大城市举行‘一碗饭’运动，备受热烈应响，成绩至为美满”。
202

 8月1日，返回上海。


（七）南市难民区的解散


1940年6月，饶家驹离开上海返回法国，南市难民区“一则以主持乏人，再则以区内经费奇窘”
203

 ，被迫于1940年6月底解散。难民区内的难民全部遣散，难民区办事处及各收容所职员数百人则给资遣散。

饶家驹倡导设立南市难民区的义举获得了很高的荣誉。1937年11月21日，航僧在《中国红十字会月刊》发文感佩，包括天主教神父饶家驹在内的“欧美友邦人士，竭其热忱毅力，呼吁奔走，出劫后余生于水火之中；盖文明程度高者，其博爱互助精神富也”。
204



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月刊》曾经刊载过一篇记者对饶家驹的采访报道。饶家驹当时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救济部主任、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每天凌晨5点就起身去工作。在饶家驹看来，“慈善事业是人道的一种使命，人道昌盛，慈善必更加发达，慈善事业愈加发达，则人道愈加昌盛，这两者是互相因果的”。
205

 或许是由于曾经担任过徐汇公学教师
206

 ，饶家驹特别关心对穷苦学生的救济，他说：“救济的事业是很广泛的。我们对天灾人祸固然要救济，但是目前有许多穷苦的学生，没有能力求学，以求深造。这许多极有希望青年，应当是未来希望的种子，我们要尽量地来救济这些失学青年，使他们获得深造，这才是创造未来的无穷的收获。”
207



饶家驹还关心中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1936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为了推动郊区新式贫民村建设，特聘请饶家驹为建设顾问。饶家驹认为中国自然灾害严重，遭遇的人祸也很大。即便如此，中国一旦昌盛起来，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因为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


战时上海南市难民区

江文君
208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的爆发标志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化。淞沪抗战前后，法国天主教会的饶神父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冒着危险，无私无畏地帮助中国难民，设立上海南市难民区，保护了许多难民的安全。

早在战争爆发前，1932年有过惨痛经历的上海市民中就已有人开始向南边租界迁移。到“八·一三”事件爆发，战事日趋激烈，虹口、闸北成了中、日军队恶战的战场，流离失所的难民，无论贫富，扶老携幼，大批涌向苏州河南岸的租界。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尤其是那几座跨越苏州河的桥梁上，密集的人流蜂拥南迁。

白渡桥上的人，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澎湃地寻求出路。那时，地上婴儿的哭声，行走迟缓的老弱男女的哀叹声，被压在地下的呼救音，呼儿唤女的悲啼音，这一切的声音，震动天地，惨澈心脾。又因人心慌乱，亟望逃出战区，所以人如蜂拥，难民为了逃生，衣箱也抛了，被褥也丢了，满路尽是遗弃物，把宽阔的马路，弄得隘狭难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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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战争初期，南市的道路上挤满了拖家带口的难民，人、车、行李混杂在一处（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他们纷纷逃离即将变为战场的苏州河北岸，往南避入租界，或穿越租界进入南市——上海的老城厢，并从那里继续往南，逃向郊区。租界当局起先害怕难民闹事，影响社会治安，于是在沿街路口设置栅栏，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铁门自8月13日起关闭管制，每天晚上10时至次日清晨5时还实行宵禁。不过实际上很难做到整日绝对封闭，例如难民可以用渡河的办法，迂回曲折地进入租界内；法租界先是采用上下午各开两次的办法，如8月14日上午10时半，在法租界与南市交接的各个要口，铁栅门上的小铁门（边门）都打开，让难民进入。到下午3时，又将东新桥街、八里桥街等处的大铁门也打开，让界外的难民、来往车辆通过。法租界除将一些主要地方的铁门关闭外，其余的边门则照旧常开。而当租界内的无数难民收容所、慈善机关等到界外去接收大批难民进租界时，租界的当局都让它们的车辆、人员顺利出入，如此这般的大撤退持续了数天，战区附近的人口差不多已全部撤空，剩下没走的也被日本人强令驱散。

战前上海的人口，包括租界里的居民在内，超过了300万。在战争刚爆发时，有些市民以为这次战争也会和1932年一样很快就结束。因为在上海有国际租界，大家都以为日本人绝不会不顾国际舆论，对租界进行攻击。尤其是在1939年5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英国舰队在上海登陆以保护租界中的各国侨民，并阻止日本人染指租界。这些行动都似乎给予难民足够的信心——列强能够保护他们。

据保守估计，来到上海租界的难民共有70万人。战争爆发的当天，就有6万人涌入租界，还有一部分难民预备离开上海。8月28日，12架日机轰炸了上海南站，投弹8枚，炸死的难民在200人以上。以至于“没有头的人，断了手足的人满眼就是，一个个都躺在地上”。
209

 翌日，《字林西报》便对这一惨案进行报道，所用标题“二百名难民在南站死于空袭——日本轰炸机使南市成为废墟、陈尸满地——中国方面否认该地区有任何军事力量”令人触目惊心。抗战初期的难民工作就在轰炸声、难民的哭喊声以及租界附近的炮火声中展开了。

在租界接纳大量难民的同时，另一些难民则涌入南市老城区，使那里的人口一下子猛增了许多。到10月初，中国军队因为连连失利被迫撤出沪北，日军随即跨过苏州河，进占沪西郊区，这样一来，中国军队的实际控制区就只剩沪东、沪南了。由于租界自身空间狭小，条件有限，租界当局无力接纳更多的难民。当时租界人口约100万，要接待70万以上涌入的难民，这是两个租界现有房屋和环境所难以承受的。许多难民缺衣少食，处境极为凄惨，病饿而死的难民一天达数十人，最终到了各收容所和整个租界人满为患的地步。

眼见许多难民被租界当局拒之门外，濒临绝境，由上海天主教会的法国籍神父饶家驹牵头，提出一项倡议
210

 ：靠近法租界的南市留有大量空房，既然租界无法容纳，不如利用这些地方来安顿难民。在南市老城厢一带划出一块中立区，中日双方都不在此交战，让大约25万中国人进去避难。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租界当局的首肯。当然，这项倡议真正实行起来并非易事，必须由一个中间人士在交战的中日军事当局之间居间斡旋。11月4日，饶神父对外公布用两天时间设立中立区的计划。中国方面欣然同意由饶神父牵头组建这一避难场所，并强调声明，南市难民区“系国际间一种难民救济性质，绝不损害我方丝毫领土主权，所有该区域内治安维持，仍由我方派警负责”。到了6日，日本方面也表示同意。

[image: ]
图16　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前排右二为饶家驹（上海档案馆提供）



以饶神父为首，由旅沪外侨组成的南市难民安全区监察委员会就此宣告成立。该委员会成员是五名来自四个国家的外侨，包括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普兰德和英军麦克奈顿准将，委员会下设三个部门具体负责卫生、供给和治安。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拥挤区域，委员会要做的事情真是千头万绪，一时几乎无从着手。不少难民在进入难民区时早已是一贫如洗；必须尽快向删飞提供棉衣以便御寒过冬，但是战争还在上海继续，所有对外交通被中断，而且物价还在持续上涨，这就使得委员会原打算在冬季来临前向难民们分发冬衣御寒的想法几近泡汤。结果在难民安全区正式开放前夕，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围绕紧闭的法租界大门周围，希望租界当局打开大门，放他们进去避难，因为他们实在对安全区能否保障他们的安全没有信心。

11月8日下午，负责建立南市难民区的上海国际救济会派人在早先议定的南市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事先制就的红十字旗帜，以资识别，避免日机前往轰炸。9日中午，“饶神父计划”开始正式运行，9日下午，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口构筑防御工事（靠民国路、各路口前已筑有工事）。至此，南市难民区正式划定。该区域在方浜路西端的南阳桥可通法租界，东端至小东门直达黄浦江边，浦东难民可由此登岸。沿方浜路有三路开放，可以进入难民区，南界至方浜路，横穿整个老城厢；北界至民国路（今人民路），形成一个半月形地带，面积为老城厢的三分之一。

按约定，安全区归中国地方政府管辖，而事实上所有事项都尽量由那些维持地方治安的太平绅士出面调停处理，以避免给日本人造成口实。200名中国警察随身佩带手枪与警棍上岗维持治安。11月9日下午，上海国际救济会中西委员10余人，由国民党市党部民运科、非常时期救济委员会分会总干事毛云陪同，在区内巡视一周，大家都表示满意，南市难民区即正式成立，开始收容难民。国民政府当即拨款15万元作为启动经费。

安全区建立的第一天，区内的城隍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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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园、小世界，以及各中、小学校和教堂被充作收容所，大批浦东及沪西、沪南的难民蜂拥而至，原避居租界收容所如护国寺收容所的难民也有部分移入，各慈善团体还劝导聚集民国路铁门外的难民人区，总数达2万多人。以后难民不断涌入，各个收容点人数不断增加，以至于区内一个9平方米的房间要容纳八九个人，居住条件十分艰苦。

11月9日下午，四架日机轰炸南市达一小时半，难民区内有数处发生火灾，死伤甚众。除了空中轰炸，日军又到处纵火，前后整整烧了五天。南市的大部分建筑被毁。经过“八·一三”浩劫的南市，多年后仍是一片凄惨景象。南市当时的民族工商业企业数量占上海全市的三分之一，受此打击，一蹶不振。轰炸前，约6万南市居民逃入法租界。下午5时起，难民区开放，容纳南市外逃居民。10日夜起，战争推进到南市城厢南部，难民区顿时陷入无人管理的地步，缺粮，缺水，缺电，陷入混乱，难民们往北奔逃。又重新集结于民国路上。但法租界的铁门紧闭，于是浦东及南市战区的难民只得继续滞留在难民区，而且区内难民越聚越多。到11月12日下午2时，中国军队全部退出南市向西撤退，这样一来租界成了“孤岛”，难民区处在日军四面包围之中，收容工作一度被迫陷于停顿。

自11月11日起，饶家驹亲自前往南市天主教堂主持难民区救济事务，当夜9时，饶家驹中流弹受轻伤，但他不为危险所惧，向报界公开表示：“誓与难民区共存亡”，并“力拒日本军队开入难民区”。11月15日，南市难民区办事处建立，区内秩序开始趋向良好，又开始正常的难民收容工作。为了便于管理，南市难民区分为九个分区。天主教徒、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伯鸿又与法租界当局商洽开放铁门办法，法租界当局同意开放老北门铁门。于是原先流入法租界的部分南市安全区居民、商户陆续返回，流落租界街头的难民也多由此而入，区内人数与收容的难民与日增多。平时，这一区域的水电由南市自来水及电力公司供应。到了13日，由于战事逼近邻近地区，水电供应被迫停止，成千上万的难民处于缺水断电的困难境地之中。后经饶神父亲自和法租界当局交涉，改由法租界向安全区提供水电。虽说安全区是在监委会控制下，但是日军巡逻队时常来此巡逻，甚至在区内捕人、开枪，造成伤亡。日军甚至曾将南市难民区总办事处与租界联系的电话线剪断，后饶家驹向日本总领事馆及日军据理力争，才由日工兵修好。有一天，突然有几个日本兵闯入安全区，引起了相当大的一阵骚动。经监委会的再三劝说，日本兵才撤走。这件事让大家开始担心起来，不知今后还会发生些什么。

11月15日，安全区改由日本军方控制，但监委会仍继续管理其内部事务，为不断涌入的难民提供救助服务。日军巡逻队只是偶尔到区内巡视一番，并没有在此派驻常驻军队的打算。区内的自治规章由安全区内的居民自己制定，警察则在难民们中挑选产生，他们佩带左轮手枪与警棍，照旧维持区内秩序。国际红十字会希望与日本方面继续合作一段时期，日本方面则根本没有提供急救物资用以照料区内的25万难民。所以他们默许以饶神父为首的监委会，继续履行职责。11月18日后，原沿民国路一带坐卧的难民，经国际救济会派员劝导，也多数移入难民区收容，区内收容的难民超过10万人，难民收容所共有104所。当时南市难民区有收容所130余所，收容难民7万多人。

困扰着监委会的还有食宿等生计问题。在日军接管安全区前夕，日本方面已开始限制从法租界运送粮食至区内，所以只有极少量粮食能够流入安全区内。有几个中国慈善组织发起赈济活动，向富有的市民募集资金，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来关心、支持难民工作，来为安全区里的难民们采购粮食。这些慈善组织用募来的钱每日发粥两次，分别在上下午各一次，每天向区内提供4万只面包和馒头，充作难民们的救命粮，解决难民的饥饿问题。但这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只要法租界紧闭的大门还对着民国路，成千上万的难民仍希望它有朝一日能向其开放。极少数有钱的难民隔着路障，将钱递向站在法租界那边的人们，向那些人乞求卖给自己食物。

难民比以前更多，箱笼被褥，木器家具，千车万担，绵延数里，呼号啼哭，惨不可言。民国路上塞满了三四天没有滴水进口的奄奄待毙的男女老幼。那几天又下着雨，就只在雨中淋。法租界的铁门关得很紧，法国兵和安南兵守卫着门里的铁丝网，不许难民越雷池一步。铁门突然开了，饥饿的人们，不，已经失去了人类意识的疯狂的饥饿之群，如黄河决口向着租界里潮涌而来，他们忘记了已经三天没有饮食，凭他们疲惫不堪的躯壳，冲！冲！向着租界里冲！残忍的木棍在“人”的手中使劲地挥动，在另一种人类的头脑上沉重的打着，打着，不绝地打着！脑壳碎了，鲜血在流！前面的人跌下地去，后面的，哪里顾到，尽是在他的身上踏过去，踏过去：冲！冲！向着租界里冲！（铁门里）几个声势汹汹的巡捕把守住，非要有通行证才可进去……天空中出现了一架日机……于是起了个重大的纷乱和骚动，后面的人尽力向前拥。男的叫，女的哭，夹杂着被挤倒在地上的孩子的被践踏的惨叫声。但是，他们继续互相拥挤，谁也不能从这堆人群里，救出那被挤倒的孩子。假如蹲下来，就有遭到同那孩子一样的命运。有一家前门在民国路，后门在法租界的烟纸店的主人，看不过店门外的同胞的那种惨状，开前门放进了一些人，法租界当局要按人处罚他一百元。结果，他牺牲了那铺子。有一家茶叶店的主人，因为有三千元的现钞留在南市店里，待去拿了要回进租界，已经来不及。他饿了三天，出十块钱买不到一杯水。最后出了几百决钱才由一家法租界的居民，把他用绳索吊上楼。到租界，他已经半死了。

尽管如此，在上海的中外人士还是尽最大努力支持监委会的工作，难民需要的衣服、被褥及食品的求援，都能得到上海各界的热烈响应，并能及时供给。甚至区外难民也节食捐献，如市救济分会第一收容所就曾节食29袋面粉，捐送难民区。除此以外，难民区还获得了大量国际援助。1938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请美国红十字会向美国人民募捐100万美元来救济中国战区难民。美国红十字会还指定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及美驻沪总领事高斯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名誉会长和名誉副会长，以处理美国人捐赠中国战区难民的10万美元救济金。1938年夏，饶家驹曾赴美国及加拿大募捐，返回中国后向中国政府报告，谓美国红十字会初捐7.5万美元，继捐5万美元。此外，中国政府亦有资金资助，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一成立，“中国财政部（就）拨款一百万元，充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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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续有拨款，如1938年5月9日拨款5万元给法租界公董局为救济费用，其中3万元分配给上海国际红十字会。1938年11月间，孔样熙拨款5万元给饶家驹，并说明其中4万元为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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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位难民在日军形式上接管安全区初期还可以得到及时救济，难民一天可以领到足量的面包与馒头，但却没有大米，随后才改为每人每天发给米粮6两。当时委员会与法租界米商订有协议，每日需要大米100包，但是就连这个也必须向日本宪兵队申请输入证。茶水供应也少得可怜，缺水已成为安全区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战争期间因安全区内供水主渠道被阻断，安全区的主要水源只有民国路上法租界一侧的三只大号消防水龙头，临时供应难民饮水，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难民穿过马路，以获取这唯一水源，成千上万的难民只依靠一个水源，必然导致纷争迭起，最后委员会只好将水龙头全部迁至安全区一侧，才算解决问题。由雇用的苦力们将水装进煤油罐里，运至老城厢内出售。不久自来水厂修复，很快南市就重新恢复了供水。

在南市的学校、寺庙里还设了些较大规模的难民营，最著名的首推城隍庙。在安全区刚开放的几天里，那些刚刚逃离战争威胁的难民们挤满了城隍庙，此时的城隍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成了赈济米发放中心之一，这样的中心在区内还有八个，每天按计划向6万难民发放大米，每人每天可以领到约1磅口粮。安全区还实行票证制度，难民每人每天可领取一份口粮，每月可以得到10元的生活费。难民营的负责人或一家之主每天带着专有票证到寺庙里排队领粮食，排起的长队绕着寺庙转了足足一圈，有100米长。

发放的过程是这样的，桌子后面坐着由难民充任的粮食分发员，票证依次被盖戳、签注，大米则从一袋袋的米袋里舀出，再盛入难民们的米袋。监委会成员则站在那里从旁监督，偶尔他也会将手伸进难民的米袋里拨弄一番，检查一下米商送来的米是否足量，质量是否合格，因为在战乱的环境中，这些米商作假的手段是很黑的。到了后来，监委会能向这些可怜的难民提供的唯一食物就只有大米这一种了。

安全区里的难民生活尽管十分困苦，但与栖息在两个国际租界里的难民相比，他们还是颇为幸运的。国内外来此采访报道的记者对安全区难民的第一印象是生活在老城厢里的人们完全不受管束，优哉游哉。街道上挤满了面色红润、活蹦乱跳的人们。这是栖息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里的难民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出入难民营须登记，有些难民营为了难民的安全起见还禁止外出。公共租界里的难民绝大多数已一贫如洗，靠国际红十字会提供的大米、豆类、干咸菜维持生命。不久，通往浦东的轮渡又重新开放了，尽管安全与否还尚未可知，不少难民还是纷纷离开南市回到农村的家中。商人们从浦东带来蔬菜、水果、肉类及大米，他们很乐意在南市出售，因为在那里市面很兴旺。小街上堆满了食品，商会千方百计地鼓励店铺开业，用来收取租金。几乎每样商品都散布在南市最宽的人行道上出售，这些东西差不多被抢购一空。

1937年底南京失陷，这时能遣返的难民已被大批遣返，南市难民区也是如此，上海地区的难民工作逐渐从以收容为主转为以管理为主。区内食物、家具均较租界为廉，因此，其他地方的难民及居民绕道浦东或徐家汇进入难民区者络绎不绝。据《文汇报》报道，1938年11月募捐棉衣时统计，给养难民4万人。同时，难民区自成立至1938年11月的一年间，所收容的难民不下30万人。然而，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饶神父被召回巴黎主持战时救济工作，他于1940年离开中国，难民区缺少了主持人，1940年7月3日，司库雅斯帕尔受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委托，写信给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正式通知委员会已于1940年6月30日停止活动，善后事务由雅斯帕尔等三人负责。南市难民区至此宣告结束。它的使命终于在1940年6月30日这一天宣告结束，但一直到1941年，最后的两千多难民才被迁出难民区。

然而上海难民区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上海难民工作的结束。与此同时，大量犹太难民又从大洋彼岸涌入了这座城市。


不能忘却的上海“拉贝”——浅说饶家驹及上海“南市难民区”

汪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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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盛夏的一天，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朱敏彦教授给我打来电话，请我帮忙接待一下来自德国海德堡约翰·拉贝交流中心驻华办事处负责人、饶家驹—拉贝友好协会会长姜玉春先生；并帮他查找一下有关饶家驹及上海“南市难民区”的相关图照与史料。虽在黄浦区方志办工作已数年，我却未听说过有饶家驹这么一个人和“南市难民区”的事。至此，我打开了《南市区志》，并循着志书提供的线索，经历了一次读志了解饶家驹及“南市难民区”历史的学习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认识了一批老方志干部，找到了一批历史史料，包括图片及视频资料，初步了解并掌握了饶家驹及“南市难民区”历史的一些片断，感到很有意义，在这里写出来以飨读者，与大家一起回望那段历史。


一


饶家驹及“南市难民区”的情况介绍早在中国报刊史料上就有记载，1997年，正式列入了具有权威性的官方编纂的上海市《南市区志》。而《南市区志》内关于饶家驹及“南市难民区”这一章节的作者景智宇先生对我介绍说，这一章节内容主要源于当年上海报刊杂志上的相关报道及相关史料。

饶家驹，全名很长（Robert Charles Joseph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3月15日生于法国洛林地区，1946年9月10日死于德国西柏林，字轶才，父亲是著名工程师，母亲为美国籍，1913年来华传教，曾在圣心堂管理外侨教徒，并担任法国驻沪陆海军与公共租界“万国商团”随军神父（具中校军衔）、上海天主教所办各外侨子弟学校童子军指导员。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各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饶家驹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出入战区救护伤兵难民。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后，饶家驹受各方委托，在复旦大学操场、徐家汇等地建立了6所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5万多人次。饶家驹鉴于鹄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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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法租界与南市交界的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的大量难民，于是提出了设立南市难民区（亦称饶家驹安全区）的建议。经过他奔走，得到英、美、法等国驻沪外交当局支持，最后取得中日交战双方的同意，南市难民区11月9日正式成立。成立当天就收容难民2万多人，最多曾有收容所130余所，收容难民10万人以上。难民区由以饶家驹（当时任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负责人）为首的外籍人组成监督委员会负责管理。为拓宽经费来源，饶家驹于翌年5月赴美在白宫会晤罗斯福总统，获资助约70万美元。在美期间，饶家驹利用一切机会走访政界和社会要人，四处募捐。美国红十字会响应而发起“一碗饭运动”。饶家驹还在旅美华侨中发动募捐，并去加拿大开展此项活动。“南市难民区”直到1940年6月30日始告结束。

饶家驹在华生活二十七年，曾多次从事难民救济，1931年的长江洪水他也参与其中。


二


《南市区志》专记篇中明确记载“南市难民区”从建立到撤销的简要始末。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大举进攻，淞沪战争爆发。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掠抢。上海及邻近地区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为避战火，难民纷纷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人满为患，难民最多时达70万。大批难民露宿街头，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逾百人，儿童每日死亡约200人。租界当局恐难民滋事，也惧日军寻衅趁机进入租界，便在法租界与华界交界口安装铁栅门，架设铁丝网，以阻止难民大量涌入。于是，无数难民被困南市，集结于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缺衣少食，处境悲惨。

当时，南市公共场所甚多，加之居民大量涌入法租界，留下大片空房。法国天主教神甫、华洋义赈会会长饶家驹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并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前提，提出四项原则：（一）不与日方洽商；（二）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三）外邦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邦武装警卫，该区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四）不订任何协议，凡不违反上述原则，中方予以考虑。同时，饶家驹又向日方提出，对难民区勿施攻击。5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答复：“同意该区域（难民区）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之进攻，也不在该区域内进行军事活动或敌对武力行为。”经过饶家驹的斡旋，得到中、日及租界三方当局同意，上海市政府于11月8日发告示：“中国红十字会向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在本市沪南区划出难民区，以为战时难民暂时寄托之所……本府以事关救济难民，为维护人道起见，业经呈奉中央核准照办在案。兹准于本月九日中午十二时起实行。”下午4时，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在议定“南市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旗帜，旗帜上有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中、英文名称。9日下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筑防御工事（沿民国路各路口原已有工事）。至此，“南市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

“南市难民区”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委员会下设总办事处，驻南市北区救火会内，年底移驻租界。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分九个分区。第一区为：丹凤路东，福佑路南，民国路西，方浜路北；第二区为：安仁街东，民国路南，丹凤路西，梧桐路北；第三区为：障川路（今丽水路）、旧校场路东，民国路南，安仁街西，方浜路北；第四区为：潘家街、侯家浜（今侯家路）东，民国路南，障川路、旧校场路西，方浜路北；第五区为：晏海路（今河南南路）东，民国路南，侯家浜西，方浜路北；第六区为：狮子街、旧仓街东，民国路南，晏海路西，方浜路北；第七区为：露香园路东，民国路南，狮子街西，方浜路北；第八区为：青莲街东，民国路南，露香园路西，方浜路北；第九区为：民国路东、南，青莲街西，方浜路北。每区设区长一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年底以后，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名义上仍受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领导，实际上已受制于伪大道市政府“南市自治委员会”。

社会各界和国外组织踊跃以实物、钱款捐助难民区。上海不少机关、团体承诺供应给养一周或一旬；上海伶界曾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区外难民也有节食捐献者。市救济分会第一收容所难民节食29袋面粉捐助；“三·一三难民贩卖团”绝食一天，节资6元，购大饼600余只送难民区。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曾拨款5万元给饶家驹，并说明其中4万元专用于“南市难民区”。法租界为救济难民发行慈善奖券，每期以十分之九拨“南市难民区”。美国红十字会捐赠中国战区难民100万美元，有部分拨予“南市难民区”。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第一天，先辟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各学校、教堂为收容所，当即收容2万余难民。10日夜间起，战争推进至南市南部，难民往北奔逃，不断涌入难民区，各收容所人数迅速增加。据11月28日统计，难民区内有118个收容所，8.8万难民。以后原坐卧在民国路的难民也陆续被劝导入难民区，区内难民数超过10万。难民生活十分艰苦，但尚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初期，每日上午9时和下午2时发放粥。以后根据登记人数改发大米，每人每日一罐（约6市两），由户主凭卡领取，同时每人每月发生活费1.95元，后因物价上涨，每月发10元左右。对区内居民按户口限量供应平价米，每包售价16元。入冬，监察委员会将各慈善团体募集的大批棉衣棉被分发给难民。难民区在梧桐路老天主堂处设七所难童学校，招收2 000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另在九亩地阜春街设残老院，收残废老人130余人。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问诊处12处，并在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普善山庄负责掩埋尸体。区内还设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200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办一刺绣与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执教，收难民妇女为徒。

难民区时有管理不善之处。如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名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后家中搜出赈米若干，赈衣百套及绸布棉被百余条。又如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1 000包，其中数百包搀入稗子、砂石。此外，区内还经常发生吸毒、赌博、酗酒、斗殴等违规事件。

日方虽然表面上承认“南市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实际上从未放弃对这个区域的觊觎。11月5日，冈本宣称，“一旦中国军队被逐出其周围地区，日本陆海军有意占领此地区。”12日中午，新北门障川街窜出30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太阳旗，用枪刺驱散周围难民。下午又开出两辆轻型坦克，西向巡行民国路。14名步兵尾随，恣意查抄行人。后经饶家驹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不久，日军又以在难民区外巡逻时被人打伤为由，不顾国际救济会申辩，强行开进难民区搜查。翌年底，日军曾将难民区总办事处通租界电话线剪断，后经饶家驹据理力争，才由工兵接通。为加强对难民区的控制，日军和伪大道市政府将难民和居民居住区域分为红、黄区，后又分为二十一区，区与区之间人员不准来往。同时将难民居住的区域缩小至小世界、青莲庵、庙前救火会、豫园、内园、珠玉业公所、露香园七处。难民区出入口仅剩淘沙场和陈市安桥两处，分别由日兵和伪警把守。

由于日军在上海进行经济封锁，对米、棉、煤等物资实行严格管制，加之物价飞涨，难民区的经费日渐枯竭，供给越来越困难，不得已降低供应标准。1939年9月13日起，难民口粮由每日6两减为3两。10月1日起，居民停发口粮，对其中不能维持生活的4 700人，另设三个收容所安置。同时，动员有工作能力的难民自谋出路，并疏散部分人员回乡。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慈联会以“疏散回乡”的名义，由饶家驹弄到两批通行证，输送难民中部分青年投奔新四军。此时，区内尚有难民19 209人，收容所88个。

1940年，欧洲战场吃紧。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之命于6月16日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南市难民区”缺乏主持人，只能宣告结束。6月24日《申报》报道，难民区代理常务理事发表公告：“查本办办理救济中国难民工作，瞬间三载，每年施放粮款，为数甚巨。现为经费枯涸，无法继续，经饶常委员在离沪之前，曾开会决议，定于六月二十日停止给养。”“所有口粮，展至月底为止，并准每名给予一个月之恩粮，作为遣散之资。”同时又称，“南市难民区”遣散难民问题，除老弱者由新普育堂继续给养，已全部解决。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6月30日已停止活动。至此，“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


三


“南市难民区”的创办比南京国际安全区还早了十几天，而由德国人约翰·拉贝所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方联系的，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拉贝还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日后成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三方铁证。

可以说，“南市难民区”不仅是南京安全区的参照样板，同时饶家驹也亲自参与了南京安全区的创建。此后，“南市难民区”的模式又在抗战期间的武汉、杭州、广州、福州等地，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复制和模仿。

在二战结束后的1949年修订《日内瓦公约》时，以上海“南市难民区”为样板，创建了日内瓦第四公约，即关于战时平民保护的条款，饶家驹的名字被两次写入其中。这是一项殊荣，只可惜饶家驹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而且二战后修订的《日内瓦公约》中也以这个“南市难民区”为例，有着很大的史料价值，而目前国内关注的人还不多。

“南市难民区”开创了这样一种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保护交战双方伤员和战俘，也要保护战区的平民。这是一个首创，在当时填补了空白，因为此前的《日内瓦公约》并没有相关战时平民保护的条款。也就是说，中国抗战期间的上海“南市难民区”模式，后来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如今已广泛实施于世界各地的难民区、难民营等。

1938年，饶家驹的事迹就已为人知，当年的美国《时代》杂志也有报道。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被世人遗忘，如今已没有多少人记得他。


四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关注历史、了解历史，饶家驹及“南市难民区”的历史情况同样也不例外，现在有许多人在关注和研究。

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拉贝日记》，其中就有12处提到饶家驹（译作雅坎诺），详述了饶家驹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日本方面的联系，其中最后一处是1938年1月27日，拉贝对饶家驹称赞道：“据上海电台的消息，法国政府授予雅坎诺神父‘荣誉骑士’封号。我们在这里一起经历了很多，委员会的15名成员尽了最大的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雅坎诺先生做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成绩，封他为荣誉骑士，他当之无愧。”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历史学家阮玛霞女士（Marcia R.Ristaino）在上海调查二战时期犹太难民的历史时，意外得知饶家驹的故事后，产生兴趣，随后在法国、日本等地大量寻访史料，写成并出版了《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一书，并在2011年被白华山翻译成中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此著，翔实叙述了关于饶家驹在上海的历史；还介绍了1940年6月饶家驹离开上海启程返回法国后的传奇故事。饶家驹离开上海启程返回法国时说，我的祖国正在遭受着战争，我要回去帮助我的同胞们。这一年5月，纳粹德国进攻法国，饶家驹想创建一个类似上海“南市难民区”模式的“巴黎安全区”，却不曾想到纳粹德国6月就攻陷巴黎，法国很快战败投降，饶家驹的“巴黎安全区”设想没来得及实现。

然而随着战局发展，德国1945年战败投降，国内一片焦土，饶家驹反而作为罗马教廷的首席代表，被派往柏林，主持救济德国难民的工作。1946年，他因病死于西柏林的法国占领区，享年六十八岁，当时的柏林大主教、法国占领军司令以及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等在Frohnau教堂出席了他的葬礼。饶家驹去世后，遗骸并没有运回其家乡，而是就近安葬于西柏林的法国占领区墓地。


五


2013年3月，姜玉春先生来到柏林收集饶家驹史料，在当地历史学家Pegler的帮助下，找到了饶家驹的墓地。2013年6月初，姜玉春先生陪同专程赶来柏林的美国作者阮玛霞女士拜访饶家驹墓地以及举行葬礼的教堂等地；此后又与墓地管理处及柏林Reinickendorf区政府达成协议，为饶家驹墓地捐献墓志铭牌。

2013年8月，当姜玉春先生与我说起他有捐献墓志铭牌并在玉石的墓志铭上用中文写上“仁者爱人”四个字（玉石与汉字都是承载中国文化的载体，仁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用于描绘跨国际的人道主义者饶家驹正合适）的想法后，我认为作为一名后生有这种想法是一件好事；在我的脑子里，立刻就想到了上海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教授，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余秋雨教授的许多作品是跨国界的，具有国际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余秋雨教授对约翰·拉贝和饶家驹其人其事都有很深的了解，他对“仁者爱人”也有很好的解释。于是我提议请余秋雨教授为饶家驹墓地纪念碑镶嵌玉片题写“仁者爱人”这四个字，经联系，没过几天，余秋雨教授亲笔题写的“仁者爱人”并有落款的书法作品就展现在我们面前。2013年9月1日，余秋雨教授的题字刊登在德国首份华人半月刊《华商报》第344期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刻有“仁者爱人”四个大字的饶家驹墓碑镶嵌玉片制作完成。9月5日，姜玉春先生带着玉片前往柏林，我到方浜路为其送行。送行时，我为他们拍的照片刊登在2013年9月15日的《华商报》第345期上。报上，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将此次查找到的资料和相关情况写成新闻稿，其中明确指出：得到了“上海黄浦区方志办毫无保留的支持”。此事在许多报刊和网站上刊载。

2013年9月10日，柏林饶家驹墓地纪念碑揭幕仪式举行。据姜玉春先生介绍：到场中、德、法、美等四国嘉宾60余人；主要嘉宾有：德国外交部代表、德法荷比卢跨境合作机构主管Markus Klinger先生，柏林（罗曼·罗兰）德意志—法兰西国际关系协会主席、八十岁高龄的Gerhard Kapito先生，柏林盟军历史协会常务副主席Joachim Szymanski先生，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副主任王彦军先生，全德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刘淑芳女士，柏林华人基督教会代表徐立牧师，来自法国饶家驹家乡的民间代表、摄影师Sebastien Cassen先生，柏林Frohnau当地历史学家Klaus Pegler先生，德国犹太外交官乔治·罗森嫡孙弗里德里希·罗森先生，德国前柏林基督教社团副团长、曾促成《拉贝日记》公之于众的Gerd Decke先生，柏林市Reinickendorf区政府代表、园林局长Ruediger Zech先生，区政府教育及文化局长Katrin Schultze-Berndt女士，柏林天主教耶稣会代表，克里斯托弗·索尔先生，法国驻德国大使馆领事参赞Georges Guiblet先生，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代表顾正雄先生，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历史学家《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一书的作者阮玛霞女士等。


六


2013年9月10日，上海历史学会由熊月之会长签发，为柏林饶家驹墓地纪念碑揭幕仪式发去一封贺信，贺信写道：

尊敬的柏林Reinickendorf区政府，尊敬的法国及中国大使馆代表，尊敬的饶家驹—拉贝友好协会，尊敬的法国桑特市代表，尊敬的美国作家阮玛霞女士，尊敬的各位与会人员，以及所有关注饶家驹的各国媒体和友好人士们：值此柏林新发现法国神父饶家驹的墓地并举行历史纪念铭牌捐赠揭幕仪式之际，上海历史学会在此谨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饶家驹与拉贝两人比肩而立，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也都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人道主义者之一。饶家驹同拉贝一样，都已超越了地方历史及民族历史的局限：拉贝已经超越了南京的范围，不仅是南京的朋友，更是中国的朋友，同时也是中德友谊的代表。同样，饶家驹的故事不仅是上海地方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抗战史的一部分；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一部分，更是世界人道主义救援历史的一部分：他的名字因其1937年在上海的人道行为而被写入“日内瓦第四公约”，他既是当今世界战时平民保护及人道主义救援的先驱，也是成功的样板和范例。

作为一个非凡的人道主义者，他的故事还不仅局限在上海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1938年，他在汉口设立的安全区也成功保护了4万中国难民；令人钦佩的还不仅这些：1945年，作为法国人的饶家驹又前往柏林，去救济过去的敌国——德国的难民，并最终长眠于柏林。可以毫不吝啬地说：法国神父饶家驹完全是一位不分种族的、跨国际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行为将与红十字会及《日内瓦公约》一样不朽！

遗憾的是，由于二战及后来冷战等原因，饶家驹和拉贝一样，都被世人遗忘了很多年。庆幸的是，美国历史学家阮玛霞女士以其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广泛调查并写出了《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一书；我们上海的历史学家白华山先生将此书翻译成了中文；海德堡约翰·拉贝交流中心驻华办事处的姜玉春先生携带此书赴柏林寻访饶家驹史迹时，在柏林历史学家Klaus Pegler的帮助下重新发现了饶家驹的墓地，使得这位被埋没了六十多年的人道主义者重新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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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柏林饶家驹墓地旁的纪念碑，上面有上海学者余秋雨先生题写的“仁者爱人”，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一生（姜玉春先生提供）



正是由于这么多人的热心努力，才有了今天这个纪念饶家驹的盛会！因此，我们上海历史学会在此既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也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饶家驹与拉贝这两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都长眠于柏林，这也是柏林这座城市的骄傲！

贺信最后还提到，中法建交迎来50周年，会举行一系列的友好纪念活动，而饶家驹显然也非常适合成为中法友谊的代表。如果在上海举行有关饶家驹的学术讨论会或者其他相关纪念活动的话，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上海历史学会愿意作为东道主欢迎大家。让我们携起手来，为纪念饶家驹这位跨越国界的友人、传播其不朽的人道主义事迹、促进人类世界的和平与友谊，共同努力！

在文庙举办的一次学术活动中，我与熊月之教授聊起此贺信及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之事时，这位著作等身、资深的上海历史学家再次表达了贺信中所描述的对饶家驹的心情。

要补充说的是，我们在查找当年日本侵略者入侵上海在黄浦区（南市区、卢湾区）境内犯下滔天罪行的史料的基础上，在上海音像资料馆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下，2014年9月18日，在他们馆藏的视频资料中找到了涉及黄浦区（南市区、卢湾区）的珍贵视频资料。其中，有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区境内南京路、外滩、江南造船厂等处，所造成的惨不忍睹的场景；有大量难民在生活中挣扎的镜头。值得一提的是，找到了与饶家驹及上海“南市难民区”相关的视频资料，有好几个视频片段。这些资料不可多得，非常珍贵。


从租界的难民举措看饶家驹难民区的成立

牟振宇
216



难民问题是二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理应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淞沪会战中在上海南市地区成立的饶家驹难民区，它是二战中成功解救难民的典范。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红十字会、会馆同乡组织以及中国当局的难民救济政策出发，来理解二战时期上海难民问题。
217

 美国学者阮玛霞关于饶家驹难民区的研究
218

 ，则是为数较少的从外国人角度切入剖析这一问题的，史料详尽，研究最为透彻。其研究表明，饶家驹难民区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饶家驹长期积累的丰富的战时救济难民经验，尤其是他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营救难民的经验，以及由此确立的崇高威望。这一观点在学术界颇为普遍，饶家驹被视为上海难民的救世主。当然，饶家驹对于该难民区的成立功不可没，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还有不少疑点特别值得研究：饶家驹难民区的提议是在11月3日提出的，到11月6日获得中日双方同意，这一时间距离战争结束仅有六天时间。在中日双方忙于交战时，为何双方很快答应将这一地区作为安全区。以往学界对这一问题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饶家驹安全区的成立，脱离不了当时的大环境，同样摆脱不了租界当局和各组织的救济工作基础，这些也许是理解这一历史疑案的重要方面。本文尝试从租界当局与救济组织处理难民问题的角度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租界内的难民营


淞沪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的东区和北区先后沦为战场，只有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符合难民营选址的首要条件——安全。尽管租界当局在租界边界建造了用于防御的铁门和铁网墙，但面对从战火中逃出的难民，租界当局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容忍了难民的涌入。即使封闭更为严密的法租界，通过定时开启铁门，并在租界西部等地区留有未设铁门的缺口，让难民进入。巴黎外交部档案馆所藏法租界警务处报告中有一张图片（如下图），反映的是在法国和越南巡捕的监督下，中国难民穿过白来蒙尼马浪路口的铁门，涌入法租界的场景。
219

 截至8月30日，进入法租界的难民数约为40万，公共租界肯定不少于此数，因此涌入两个租界的难民数应该在70万至100万之间。
220

 9月28日，日本海军上将米内光政（Mitsumass Yonai）在东京向日本内阁的报告中指出：上海战事的发展，已造成超过64万名饥饿的中国难民，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寻求庇护。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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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八·一三”战事爆发后，大批中国难民穿过白来蒙尼马浪路（今马当路）的铁门进入法租界（“Virtual Shanghai”，（http: //www.virtualshanghai.net/Photos/Images？ID=57））



8月13日，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就在《北华捷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面对数以万计涌入租界的难民潮，中国当局做什么去了？每天，我们都会看到很多携带婴幼儿或儿童的妇女，在人行道上用包裹建了临时的帐篷，还有一些人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向何处去。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来管理难民问题？”
222

 她指出，难民之所以流落街头的一个原因在于，租界内的房东故意抬高房租，对于涌入租界的难民而言，除了极少数的有钱者可租住在公寓和楼房里，大部分为赤贫的百姓，只能留宿街头。

面对迫在眉睫的难民问题，包括租界当局在内的社会各界，立即行动起来。8月18日，由上海联合救济会、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十字会、中国天主教会、中国慈善机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国佛学会、中外妇女救济委员会等联合组织了一个国际救济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专门负责租界内的难民问题，其中饶家驹神父任该委员会委员，并负责该委员会的财政和救济工作。
223

 租界当局也不敢有丝毫马虎，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协调救济委员会（Committee of Co-ordination），负责租界的营救和撤离难民事务。另，10月13日，两租界当局还任命了一个难民调查委员会（Refugee Survey Committee），职责是为两个租界当局提出一些建议，协调两租界工作，特别是针对迫在眉睫的问题，提出可行的紧急应对措施。
224



除成立此两委员会之外，公董局和工部局其他市政部门，或多或少均参与了难民问题，特别是公共卫生和消防部门，贡献最大。以法租界为例，自上海开战以来，法租界卫生部门的官员们为了营救难民和各医院受伤的士兵，已经付出了双倍的努力。他们通过每天的努力将可能发展为传染病的所有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此外，各部门官员十分关心难民营的卫生状况，每天对所有厕所进行一次认真严格的检查和清理，另外一些官员则尽量清除成堆的垃圾。其中一位官员Palud先生认为，法租界居民没有理由因为难民集中起来而担心。
225



表1　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两租界内的难民营与难民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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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初期，租界当局与社会各界齐心协力，使得难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建造难民营，无疑是当时解决难民问题最有成效的举措之一。笔者根据《北华捷报》的记载，对8月13日至11月12日两租界建造的难民营及其容纳的难民数进行统计，见表1。由此可见，难民营的数量呈逐步上升的趋势，最高时为128个，人数最多为64 189人。相对于当时的条件，这个成绩值得称赞。尽管如此，这个数字显然与涌入租界的难民人口相距甚远。日本海军上将米内光政在9月28日向内阁的报告中也指出，在涌入租界的70万难民中，仅有6万人被接收到难民营，其他大部分难民生活在极其悲惨的状态下。
226

 以下三方面原因是迫使从事难民工作的租界当局及其他组织者，希望能将难民尽快撤离租界的。

首先，难民营开销大，经济负担沉重。由于维持难民营的资金主要靠救济机构以及社会的捐献，两租界当局则选择了逃避的方式。由于金额少且不稳定，资金主要用于为难民接种疫苗、医疗以及其他各卫生工作，还有遣返难民回乡，留在营地的每人每个月的伙食费，仅为4.5美元。
227

 9月9日，工部局公共卫生部门的一位负责难民问题的长官R.C.Robertson医生对各难民营进行调查并撰写了报告，他指出，除了条件最好的女子学校难民营房间被打扫干净外，其余各难民营的条件十分有限，每人仅有一个床的空间，空气状况极为糟糕，光线阴暗，通风性差。该报告还指出，经过对在六个营中挑选出来的难民临床观察看，绝大多数难民营养不良。此外，他还指出，肠胃疾病是影响难民的主要疾病，在接受医疗的难民病人中，“志贺氏菌的杆状痢疾已经相当普遍”。
228

 工部局10月16日公告显示，在公共租界的难民营奶和鱼肝油十分匮乏，在123个难民营中，有4名婴儿因缺乏食物死亡。
229



表2　8月30日—10月1日上海霍乱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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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北华捷报》，10月6日。



其次，与难民伴随而生的流行病和霍乱问题，是租界市民最致命的威胁。9月29日，公共租界的卫生部门（health authorities）称，目前流行的霍乱达到了最高点。8月30日以前，并未发现霍乱报道。8月30日，第一个霍乱病例在位于爱多亚路和敏体尼荫路拐角的大世界难民营被发现，另一个病例是从南岛西门附近带入。据公共租界官方统计，8月30日至10月1日，共有957名病例，199人死亡。此外，截至10月1日，在公共租界各医院中，确认和疑似病例共2 098人。
230

 尽管有各方努力，但霍乱仍呈蔓延趋势。10月10日，仅公共租界就有超过3 000人死亡。
231

 1937年9月22日，《北华捷报》刊登了一幅署名为Sapajou先生绘制的漫画（如下图），反映了战争与霍乱正在上海全城肆虐横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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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战争与霍乱正在上海全城肆虐横行（《北华捷报》1937年9月22日）



最后，这点也颇为关键，由于人口拥挤，两租界内真正可用于难民营的空闲土地并不多。事实上，由于租界内的土地为私人所有，除了如公董局大楼等市政机构用地、道路等基础设施、绿地公园等公共设施用地外，真正可用于建造难民营的土地并不多。学校、废弃的剧院、寺庙、教堂最有可能成为难民营的重要选址。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很多学校用作了难民营，如女子学校（Girl School）、交通大学、同济大学、震旦大学等机构均接收过大量的难民。比如，9月15日，在震旦大学露天扎营的难民数有2 300名
232

 ；11月1日，由于日本对徐家汇及其以西以南地区轰炸，超过2 000名中国难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从上海外围的农村涌入位于海格路上的交通大学，在校园里安置帐篷。
233

 除了学校，一切可利用的公共场所，比如剧院和娱乐场所均可被利用，公共租界最大的营地借用了位于南京路和虞洽卿路拐角的新世界娱乐场所（“New World”Amusement resort）。9月1日，该营地有1万人。
234

 9月9日，增为1.4万人。
235

 公共租界的第二大难民营，位于西区的新闸路，主要借用了那里的一座中国寺庙，还有与之比邻的外国房屋。
236

 1937年9月10日，《北华捷报》刊登了一幅照片，标题为“老剧院焕发新光彩：Embassy戏剧院用作了难民营：舞台上演了真正的人类戏剧”。图注指出，9月10日，位于静安寺路曾经闻名于世的夏令配克大戏院（Embassy Theatre），经过几年的废弃，部分已坍塌，现在正上演着它最后的悲剧——以乞丐命名的歌剧，正成为一座人口拥挤的难民营。

从难民营的分布来看，法租界难民营主要集中在罗家湾地区、贝当路、祁齐路和西爱咸斯路等。比如，在罗家湾地区的难民营，由饶家驹神甫负责，贝当路和祁齐路由Salvation Army管理，以及Tifeng路由中国Y.M.C.A负责。而公共租界的难民营主要集中于西区，这些位置均为两租界中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较低的地区。但当人满为患时，即使这些密度相对低的地区，在租界内寻找一块建造营地的闲地仍是十分困难的。在1938年5月25日工部局会议上，针对董事会提出在西区愚园路、凯旋路和惇信路之间修建一座难民劳动生产营的问题，西区越界协会予以反对。该协会曾提出在法国防卫区内建造该营地，但觉得并不合适。工部局各处也曾寻找其他地点，均遭失败。麦道南先生，对其他较少有异议但是无法利用的地皮不满意，并特别提及新加坡路—槟榔路地区，总董答复说：“要寻找一块劳动生产营主办人所要求的大面积地皮是很困难的。”米基尔先生说：“考虑到租界内人口拥挤，是否在租界范围以外另找一块合适的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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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要讨论。

综上所述，对于两租界而言，仅靠建造营地来解决难民问题，并不是一项有效办法。9月1日，负责难民营的一位管理员称，当营地的人口超过6万时，已到达可接受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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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与难民营同时并存的另一项难民措施，遣返难民回乡政策，相对而言更为有效。


二　遣返难民回乡


在战争爆发后不久，撤离和遣返难民的行动已经开始了，不过租界当局首先且主要负责其外国侨民的遣返。据《北华捷报》报道，8月22日，270名英国侨民登上了满载英侨即将要离开上海的船只。超过1 000名法国及他国侨民乘Aramis号离开了上海，而2 200名日本人在Nagasaki Maru号离开上海回日本；8月24日，约有150名美国人乘坐President Pierce号撤离上海，开往马尼拉。在沪英国人中有1 008名星期六离开上海去了香港；美国侨民，有500名妇女和儿童在战争的最初两天也离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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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战争开始至8月26日，估计有18 000名外国侨民撤离上海，其中包括1万名返回日本和韩国的日本侨民。
240



而撤离中国难民回乡的工作几乎同时进行，但主要是由中国船只负责的。8月22日，超过2 000名中国难民，乘坐Shin Fu号，一艘为英国人所有的船只，返回了浙江老家，而满载难民的另外一些船只也加入了这项工作。8月23日，Shi Fu号运载了2 000名难民；Hsin Peking号运载超过1 200人，还将组织船队再运载5 000—6 000名难民。此外，ss.Ning Shing of the San Peh S.S.Company，正将上海超剩余的人口运往宁波！这些撤离的船队正在法国巡捕的监护下离开法租界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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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月14日起，上海市政救济委员会和其他救济组织，正将大部分难民遣返回乡，尽管涌入法租界的难民有40万，但很快被撤离上海的人数抵消了。其中，3.5万难民通过船或火车去了苏州和杭州；通过汽船去了宁波，人数为3万左右；还有通过开往上海以西内地的船只，去了湖州和无锡，而另一些则被运到了海盐、绍兴、宜兴、云南和其他地方。还有一部分人正乘船从苏州河离开，每天八九百人不等，尽管苏州河有租界的防御铁门，不一定每天都开，但仍有2万人通过这种方式离开了上海。乘坐火车撤离的难民不计其数。根据Li Ting An医生的一份报告，似乎每天至少4 500人，虽然不能给出确切数字，但30万是很有可能的，包括那些准备自付路费的难民。相关部门已做出安排，每天下午有两班火车从上海南站出发，将难民运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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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大约有1 600名难民乘坐ss.Woo Yueh去了通州，大约有1 000人乘坐Tsinan号去了Kwangtung，1 750名难民离开Jessfield火车站，通过上海—南京，上海—杭州—宁波铁路线撤离上海，其他难民通过陆路返回上海西部和西南部的乡村。因返乡难民颇多，各航船公司曾一度被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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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5日，战争造成的三批新难民共计5 400人，被上海救济委员会从上海撤离，各自被遣送苏州、无锡和嘉兴。
244



9月9日，工部局公共卫生部门R.C.Robertson医生的报道显示，通过水陆两种交通方式，持续将难民遣返还乡，这有效地缓解了难民问题。同时，他也指出，目前主要撤离的是条件较好的难民，留下大批的数量众多的难民无法遣返。
245

 无法遣返的原因，除了毫无经济支付能力外，也有可能是无亲无故，无乡可返。因此，一位年长者Mr.Feng Ping-nan，给救济难民委员会慷慨捐赠了1 500美金后，并提出不少建议，其中不少为各组织所关注。他在信件中提出几点建议：第一，系统化管理，阻止传染病；第二，对难民姓名、年龄、职业、出生地和经济实力进行登记，监督他们，并将他们遣返回乡；第三，将难民分为三类：一类是可以承受所有的交通费用，一类是只能支付部分的费用，还有一类是完全没有支付能力；第四，确认他们是否有亲戚或朋友来接收他们返乡，他们自己返乡时是否有办法照顾自己；第五，处于战争区又不能返乡者，需另外登记，并要求他们工作，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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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份，从杨树浦赶来的难民，以及紧随其后源源不断的难民潮，撤离上海的人数很快被新进的难民人口抵消了。随着淞沪战事在空间范围上不但扩大，特别是日本在杭州湾登陆，上海以西的嘉定、杭州等城镇均遭战火。涌入上海的难民从上海更远的周边地区赶来。9月28日，东京，日本海军上将米内光政指出：大约有50万来自偏僻地区的难民涌入租界。他还指出，来自嘉定地区的就达2万人之多。
247

 相对于前期的难民，这部分难民的家乡多殃及战火，因此一旦进入难民营就很难遣返。11月，日本从杭州湾登陆，开始从西、南向上海进攻。9月9日，日本在松江袭击了一辆满载难民的火车，导致300人死亡，主要是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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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日，日本袭击了上海至杭州的铁路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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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路线受阻，使遣返工作愈加困难。

10月30日以后，更多来自偏远地区的难民潮从西区涌入公共租界，公共租界的救济委员会不得不照料4 000—6 000名在公共租界留宿街头或街垒的难民。
250

 难民营的数量在10月29日有128个，相比10月17日新增三个，难民的数量10月31日为64 189人，而17日为56 196人。新增建的三个难民营，一个靠近延平路，为工厂的建筑，另外两个在临时搭建帐篷里。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租界当局和各救济组织处理难民问题时遇见了新的挑战。在此情况下，租界当局和其他的救济组织不得不另寻他径来安置难民。


三　界外寻找安全区


界内的难民已经饱和，对于远道而来的难民，如果在界外寻找一个面积较广的地区作为中立保护区，是缓解租界内难民问题的另一种有效方案。实际上，战争伊始，就有人提出在租界外围建立一个中立区的想法了。1937年8月13日，在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的会议上，一位T.C.Wang先生提议，在虹口与相邻的华区（adjoining Chinese territory）之间建立一个中立区，实际上就是难民保护区：“该区由一个中立军队，或是英美军队，或是中日军队，允许他们进入这个区。毫无疑问，这个提议中国当局自然接受，因为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区域，并非为了创建一个新的租界。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军队的唯一目的是保护日本侨民及其财产的话，他们从其工作角度对于这种非罪恶性的中立区也会抱有同情，我认为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这项计划呢。中立的军方处理这种繁重的任务可能困难重重，但相对于外国人在上海，其利益在这次战争中可能遭受的损失而言——即使苏州河以南的地区未被殃及，租界当局将会发现，执行这项任务是值得的。”
251

 但由于战火不断从东向西推进，这项计划被证实是不切实的。

饶家驹安全区应运而生。11月3日，伦敦BBC广播电台对上海成立一个非武装的区域的提议最先做了报道。该报道指出，提议的非武装区位于上海的南面和西面边界，包括南岛地区。但遗憾的是，该项提议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反对。11月4日，《北华捷报》继续关注此事，该报指出，关于在南岛建立一个中立区的提议正在谈判，一个第三方的委员会，扮演中日双方的中介人。而《字林西报》称，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1月5日，南岛安全区的计划仍悬在线上，中立区的计划并没有完全被战争双方接受，虽然中方同意了该避难所计划。Mr.O.K.Yui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

这项提议，已经由该委员会提及，单纯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仍在考虑中，并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同样的要求已经向日本当局提起，为了他们的目的。

为对其发言进行补充，Mr.Yui说道，他应该说清楚，在中国当局基于他的考虑而提出的建议，并不是同一个人道主义目的。他说：“这项提议由国际委员会发起，任何的讨论已经于委员会单独进行了讨论。并没有任何问题，与日本方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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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说，在一些地区，难民计划已经被提及作为一个“中立”计划，中立的术语在这个问题中单纯而简单地理解为把一个地区作为非武装区庇护所，这一点受到中日双方的同意。

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表达了日本一方的意见，“在南岛的一部分地区建立中立区正在慢慢地具体化。”他说，这个所谓的“慈善第三方”提议的计划，将中国老城的北面，也就是方浜路以北，作为期待的中立区。日本官方强调，这个第三方并不是一个权力方，仅仅是一个“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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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总体上同意该项计划，但建议该区限制在更小的范围内，排除东部地区，这样可以建立一个“pocket area”，日本官方估计建立这样一个区域并不希望“它很容易地”导致另外一个“丢失了军队的案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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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方面则完全支持该项计划，因为南岛地区存在不少法方的利益：许多法国同胞仍在南岛，包括20个安贫小姊妹会修女，董家渡教堂和董家渡水厂的员工以及Kiousin码头的工人。法国的军队正驻扎在董家渡和kiousin码头之间，为了保护法国侨胞及其财产，如果南岛作为一个中立区，显然成为法租界南界安全的一道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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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该区的界定，饶家驹神父做了具体的声明：

在南岛的这片区域，是一块为市民提供安全的地方，并不是一个“中立区”，因为它既不中立，也不是一个区域，将它称之为解除武装区也不准确，当然，这既不是为了法国利益也不是为了保护南岛的教会财产，我并不清楚在这个区域里有多少教会财产。它应该称为一个简单而纯粹的非武装安全区。它已成为可能，因为中日双方均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渴望保护这一非战斗区。我完全清楚，这样一种计划是独创的，在这里表达一种希望将是自负而无意的，即它将有可能被其他地方，比如欧洲所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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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一位日本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称，“目前在南岛的事务状况十分令人满意。”尽管日本在11月12日已控制了南岛，包括为了难民的这一特殊保留区，但该中立区仍交由以饶家驹神父为首的委员会管理。上海地区日本军队的总司令，日本松井石根将军捐献给饶家驹神甫10 000元。

饶家驹安全区成立后，立即发挥了其规模大的优势，至11月24日，该区为25万中国难民提供了庇护，包括食物、住宿和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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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9日，该安全区新增加了4 000名来自浦东的中国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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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12月12日，居住在该区的中国难民达30万左右，为两个租界难民营总数的几倍之多，从而有效缓解了租界难民问题的压力。但该区域却经常受到日本的控制和干预，日本人并不反对安全区内的难民返回家乡，只要不参与抗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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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租界的难民问题，租界当局与各难民救济组织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建造难民营、疏散遣返难民和界外寻找安全区。这说明饶家驹安全区的成立，只是难民三部曲中的一部，即在前两种方法受阻时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项步骤。在难民营救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群体所扮演的角色颇令人玩味，特别是以西方列强为主体的租界当局。目前学界对于租界当局对待中国难民的态度，以负面和反面的为多，比如有学者指出，租界当局，特别是法租界，通过设置铁网和铁门，使难民无法顺利进入租界避难，这是促成饶家驹难民区成立的主要原因。
260

 但本文的研究表明，租界当局对战争期间造成的中国难民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处理，从而避免了中国难民大规模死亡，这一善举是值得称赞的。但也不可否认，两租界当局都选择了尽量逃避承担难民问题的态度，特别在财政上未给予难民救济足够的支持。从《北华捷报》9月22日评论员文章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给予了理解和同情，摘译如下：

为支持各项慈善活动的求助齐头并进。显然，一种理想主义的安排要求，尝试采取一些集中力量的策略以预防重复，消除浪费，并给予公众必要的信心，他们的同情心正在被完全支持和拥护。这在平时的上海无疑是天方夜谭。现在那么多的困难如何克服。这仍然寄希望于精力充沛的组织者将获得他们表现出来的应受的支持，通过履行他们认为必要的联络，这样他们将会有效地避免各种弊端。本报特别推荐公众注意这些求助，并将它们放在相应的栏目里。它们是由一些有责任心的公民发起的，并且他们指出，这些求助确实紧急。这些非官方努力的迹象间接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工部局放在一个怎样的位置？这个机构在极其可怕国际战争的阴影下，正遭受着管理一座超150万居民的沉重负担。在其职责范畴之内，不得不应对外交和市政事务，幸运的是，它受到公众对其判决和才能所表达的显著信心的支持。因已经出现的严重问题而导致的焦虑，时不时地令人们去追问该机构是否有处理这些问题的权力。幸运的是，涵盖工部局职责法律内容的土地章程，既是弹性的，也是刚性的，既是全面广泛的，也是过时的。人们相信，工部局并不担忧它关于当前紧急事件的处理能力。显然，在其特殊的位置，他并不能预见各种不测，因此它几乎不能在其市政管理中加重负担，并将其置于耗尽其能的危险境地。这看起来，似乎它与时俱进。只要它从事的各种事情是为了公共租界的利益，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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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处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来理解这个问题，也许会与上述的评论人有同感。对于饶家驹神父难民区的成立，同样需要从整体上来理解，任何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都不利于把握历史的真相。


南市难民区相关地点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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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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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入上海，淞沪战争爆发。为躲避战火，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几十万居民纷纷涌入租界。由于难民数量庞大，租界内很快人满为患，加之租界当局为避免事端，以铁栅栏、铁丝网阻隔难民进入，大量难民集中于靠近法租界的民国路一带。这些难民拖家带口，露宿街头，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挣扎。为救助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苦难民众，来自法国的饶家驹神父设法向中日双方交涉，说服中日双方同意划定一片区域供难民居住，并保证在此区域内双方避免作战，使区内的难民免受战火的侵袭。由于当时南市靠近租界，且区域内的空置房屋及公共场所较多，饶神父最终选定南市民国路（今人民路）与方浜路（今方浜中路）间的区域为难民区，称为南市难民区。鉴于饶家驹神父在建立和管理难民区方面的突出贡献，南市难民区又被称为饶家驹难民区。

南市难民区建立后，此区域内先后建立了一百多处难民收容所，并设立了难民医院、产妇医院、灾童医院、残老院、难童学校、难民工厂等。为方便管理，难民区还被划分为九个区域，每区设区长一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为便于难民工作的开展，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红碯字会及国际救济会在南市难民区内设办事处，以便就近处理各项事宜。兹将难民区重要的地点分述于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　难民收容所


南市难民区建立之初，仍有许多难民拥挤在靠近法租界的民国路上，风餐露宿，十分可怜。据《申报》报道，南市难民区设立一周后，“民国路上仍有不少难胞昼夜鹄候拯援。天寒日暮，饥寒交迫，老弱妇孺徘徊踯躅，或伫立街头，形同木鸡，或奄奄一息，席地而坐。租界热心人士，隔栏对望，莫由援手，相对茫然，情景凄绝。”
264

 为使难胞能有容身之所，难民区内的学校、公会公所、娱乐场所、宗教场所、商店以及空置的民居大量对难民开放，以求解决难民的居住问题。


（一）学校


战争爆发后，学生们无法正常上课，学校空置出来，正好可以供难民使用。据当时《申报》报道，万竹小学、旦华小学等学校被开放为难民收容所，供难民居住生活。

1.万竹小学

1937年11月16日，《申报》上刊载了《二十万难民仍处水深火热中老弱妇孺悲苦万状根木救济不容再缓》一文，文中提到“万竹小学收容五千余人，以该校校舍宽广，尚可续收三四千人”，由此可知，当时万竹小学是一处重要的难民聚居点。当时万竹小学内还设有流通图书馆及难民临时医院。

据上海的地方志记载，万竹小学创办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1930年建成新校舍，1949年改邑庙区中心小学，1956年更名为上海市实验小学，地址在露香园路242号。
265

 今露香园路242号仍挂着上海市实验小学的名字，原建筑历经八十余年仍保存完好，但没有被使用。其外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书“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万竹小学堂　上海市南市区人民政府二〇〇〇年五月公布　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局二〇一三年十月立”。

2.旦华小学

1937年12月7日，《申报》上刊载了《中国红会沪分会救护工作概况》，据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报告，“饶神甫指定旦华小学原址，由该会负责创设一收容所，以便安插露处民国路一带被难同胞，该会接受之后，即全体动员，在蒋监事茂駎领导之下，经三昼夜之埋头苦干，始先将旦华收容所整理就绪，得免于紊乱，现共收容难民七百余名。”
266



旦华小学的地址，据《申报》1932年1月21日一则《征求校舍》启示：“兹需校舍一座，约可容二百人，有意租让者请于三日内每日上午驾临老北门内九亩地大境路十五号市立旦华小学与虞君面洽可也。”
267

 可知，旦华小学位于大境路15号，而今大境路15号为上海市实验小学。
268




（二）娱乐及宗教场所


南市区内有大量的娱乐及宗教场所，如豫园、小世界、城隍庙、沉香阁、老天主堂、回教堂、青莲庵等。这些地方空间比较大，比较适合收容难民。因此，南市难民区建立的第二天，豫园、小世界、城隍庙等就已经被开辟为收容所了。
269



1.豫园

豫园位于今黄浦区境内，东临安仁街，北至福佑路，西、南与城隍庙、豫园商城相接。豫园原是明朝四川布政使潘允端为其父潘恩所建的私园，并以“愉悦老亲”之意命名为“豫园”。豫园在历史上几次被毁，又几次被重建。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后，豫园内挤满了难民，连路上走廊、九曲桥上都收容着难民。
270

 《上海名园志》对此事也有载：“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豫园被划入‘南市难民区’，难民大量涌入，搭屋建棚。肉庄业公所所驻香雪堂遭日寇炸毁，剩下一片空地。”
271



2.小世界

小世界位于福佑路234号。据《南市区志》载，1918年，沪人在福佑路西侧建劝业场，不久毁于大火，后由李姓商人重建成钢筋水泥的三层游乐场，因规模比大世界小，故起名“小世界”。
272

 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第一天，小世界就收容了一千二百名难民。
273

 之后为方便难民生活，小世界对面还设了老虎灶，供应难民热水。
274

 小世界今仍矗立在福佑路上，建筑保存完好，但今后将做什么用途现在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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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保存完好的小世界，当年是重要的难民收容所（陈斌摄）



3.城隍庙

城隍庙位于今方浜中路249号。据《上海名建筑志》载，城隍庙原为金山神庙，祀汉博陆侯霍光。明永乐年间，知县张守约增祀上海城隍神秦裕伯，将金山神庙改建为城隍庙。
275

 《申报》1937年11月16日报道：“该会（指国际救济会）鉴于难民十余万，给养浩繁，亟应统筹支配，除即日与各善团商洽外，并已先行确定在城隍庙内及群益楼、老君殿等万余名，及面粉交易所二千名，暂由该会照常供应……”由此可知，当时的城隍庙内收容了大量的难民。有难民回忆，“当时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城隍庙大殿给居民和难民分发大米，开始时每人一天能领到6两米（旧制16两为1斤）。”
276



4.沉香阁

沉香阁又称慈云禅寺，位于沉香阁路29号。本是豫园园主潘允端供奉沉香木观音像的家祠，清嘉庆年间由上海道及知县集资重建，更名为“慈云禅寺”。
277

 《申报》1937年11月18日报道了国际救济会调查难民区内难民确数，查得“沉香阁六〇〇人”，由此可见沉香阁当时收容了大量难民。今沉香阁为一处重要的佛教场所。

5.福佑路回教堂

福佑路回教堂位于福佑路378号，又称福佑路清真寺。该寺始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曾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和三十一年（1905年）两次扩建，1935年改建成五开间三层临街建筑楼。该寺自光绪三十一年至20世纪50年代一直是伊斯兰教团体务本堂、上海清真董事会的所在地。
278

 《申报》1937年11月10日报道：“昨日收容之难民数，……福佑路侯家浜之回教堂、城隍庙、豫园、沉香阁、杂粮公会、面粉交易所、珠玉公会等，均分别安插。”由此可知，福佑路回教堂当时被开放为难民收容所。今福佑路回教堂仍是伊斯兰教徒做礼拜的重要场所。

6.梧桐路老天主堂

梧桐路老天主堂位于梧桐路137号，又称敬一堂，明崇祯十三年潘国光改建世春堂而成。董家渡堂建成后，教内习称此堂为老天主堂。为中国庙宇式建筑，雕梁画栋。
279

 《申报》1937年11月18日报道了国际救济会调查难民区内难民确数一事，其中提到：“除连日已志报端者约近十万外，昨复经该会查得……老天主堂四五〇人。”
280

 由此可知，老天主堂在当时收容了不少难民。如今，老天主堂的建筑仍存在一部分，梧桐路137号的一部分新建建筑被用作老人活动中心。

7.青莲庵

据《上海宗教志》载，青莲庵位于青莲街37号。明隆庆六年（1572年），僧启峰在原顾姓露香园青莲座遗址上改建。潘允端为之题书额。清乾隆年间（1736—1795），僧法恒筑楼曰“不染”。嘉庆六年，僧南亭劝募，得陈元锦捐助，建造后殿，辟地疏泉，频加修治。咸丰十年，遭兵燹，损毁殆半。住持清华、僧见如募资修葺，重塑佛像。解放初期，僧人古镫曾任住持。
281

 《申报》1937年11月16日《二十万难民仍处水深火热中老弱妇孺悲苦万状根木救济不容再缓》一文中提到：“关于救济收容及散发给养等工作已较易进行，现城隍庙庙内、路上走廊、九曲桥、紫竹厅、老君殿、头门、二楼、三楼等八处，与面粉交易所、青莲庵收容难民约有万二百八十人。”
282

 因此，青莲庵在当时也收容了大量的难民。但可惜的是，现在青莲庵已经堙没。查上海1937年的老地图
283

 ，仍可看到“青莲精舍”的名称，且占地面积广大。


（三）公会公所


上海开埠后，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各行业为维护自身利益，纷纷设立行业会所。清末豫园败落，城内各行业集议修复，议定豫园由出资修得者使用，出资各行业公所落户豫园。
284

 南市难民区成立后，不少行业公所也纷纷开放，收容了不少难民。据当时的《申报》报道，豆米业公会、酱业公会、铁业公所、杂粮公会、珠玉业公会、梨园公会、糖业公会、黄酒公所、典当业同业公会等开放为收容所，供难民居住生活。

1.豆米业公会

据《申报》1937年11月10日《南市难民区实现昨日开始收容四周屋顶悬红十字旗市警察武装维持治安委员会发表声明》：“昨日收容之难民数，计……豆米业公会四百名。”
285

 可知豆米业公会也是一个重要的难民收容所。

豆米业公会成立于1928年9月27日，由豆业萃秀堂公所与米业仁谷公所联合组织而成，以萃秀堂为总事务所。
286

 又据《申报》1937年11月16日《二十万难民仍处水深火热中老弱妇孺悲苦万状根木救济不容再缓》一文中提到：“小世界、萃秀堂、乐意楼、内园、酱业公会等约近万名，暂由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给养。”
287

 可知萃秀堂确实为一处难民聚居点。现在萃秀堂在豫园内。

2.酱业公所

据《申报》1937年11月16日《二十万难民仍处水深火热中老弱妇孺悲苦万状根木救济不容再缓》一文中提到：“小世界、萃秀堂、乐意楼、内园、酱业公会等约近万名，暂由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给养。”酱业公所当时也收容了不少难民。

查《南市区志》，酱业公所在福佑路上。
288

 又据《申报》1935年3月1日《厨房业组织工会》一文中称：“筹备会地址在城内福佑路第一一七号酱业公所内。”
289

 酱业公所在福佑路117号。据上海1937年的地图，福佑路117号为上海市酱业职业公会。现在福佑路117号因为古城公园的建设，已经不复存在了。

3.铁业公所

据《申报》1937年11月26日《浦东同乡会收容被难同乡详纪》一文记载，“计……城隍庙铁业公所、一五零人”
290

 ，说明铁业公所也被作为难民收容所。

查《南市区志》，铁业公所设在城隍庙老君殿。
291

 《申报》1937年11月16日的《二十万难民仍处水深火热中老弱妇孺悲苦万状根木救济不容再缓》一文称：“现城隍庙庙内、路上走廊、九曲桥、紫竹厅、老君殿、头门、二楼、三楼等八处，与面粉交易所青莲庵收容难民约有万二百八十人。”
292

 由此可知，铁业公所老君殿在当时确为一处难民收容所。老君殿现在豫园内。

4.杂粮公会

据《申报》1937年11月26日《浦东同乡会收容被难同乡详纪》一文记载，“计新北门杂粮公会二八二人”，说明杂粮公会为当时的一个难民收容点。

杂粮公会全称为“上海市华商杂粮油饼同业公会”，成立于1917年，由叶惠钧担任会长，其会址据上海1937年的地图显示，为民国路373、377号。民国路今为人民路，其中377号为一座主体为白色的西洋式建筑。《新民晚报》2014年5月16日A29版一篇名为《老城厢的记忆》一文中提到：“新北门人民路安仁街口，有幢颇有气派的西洋建筑，与安仁街密密麻麻低矮破旧的木制房形成很大反差。以前不知其来历，后来查史料才知道，这是建于1917年的上海华商杂粮油饼业同业公会大楼，不知为何没有列入优秀历史建筑名录。”这幢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再加上它曾庇护了几百名甚至更多的难民，理应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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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保存至今的杂粮公会建筑（陈斌摄）



5.珠玉业公会

据《申报》1937年11月26日《浦东同乡会收容被难同乡详纪》一文记载，“计……珠玉业公会一〇六人”，可知珠玉业公会也为收容难民尽了一份力。

据《南市区志》载，珠玉业公所位于侯家路26号，始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83年），名仰止堂，二层砖木结构，有大殿、议事厅、客舍等建筑，是珠宝玉器业设市贸易之所。
293

 上海1937年的地图上也显示侯家路26号为上海市珠玉商业公会。今侯家路26号为老凤祥银楼。

6.梨园公会

《申报》1937年11月18日报道了国际救济会调查难民区内难民准确人数一事，其中提到“除连日已志报端者约近十万外，昨复经该会查得梨园公会一四〇人”
294

 。所以梨园公所也曾作为难民收容所。

据《南市区志》记载，梨园公会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地址在方浜中路上。
295

 据上海1937年的地图显示，梨园公所位于方浜中路593号。今方浜中路593号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书“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梨园公所　上海市南市区人民政府二〇〇〇年五月公布　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局二〇一三年十月立”。

7.糖业公会

《申报》1937年11月18日报道了国际救济会调查难民区内难民准确人数一事，其中提到“除连日已志报端者约近十万外，昨复经该会查得……糖业公会三〇〇人”
296

 ，在所有收容难民的公所里算是收容难民比较多的。

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记载，道光元年（1821年），南市糖业公所在点春堂成立，由闽籍糖商组成。1930年南市糖业公所改组为上海市糖业同业公会。
297

 其堂内开办了一所糖业小学。关于糖业同业公会的成立，《申报》上也有报道。《申报》1930年5月6日《糖业同业公会改组成立》一文称：“本埠前点春堂糖业公会自奉商整会令改组为上海特别市糖业同业公会后，先将章程修正又于昨日午后三时在该会所开成立会……”
298

 1933年，糖业同业公会与海味业同业公会因点春堂产权引起争执
299

 ，后糖业同业公会、糖业小学、海味业公会都在点春堂内办公。由上海1937年的地图可看出，点春堂面积比较大，这也可以解释糖业公所何以收容了比较多的难民。点春堂现在豫园内。

8.黄酒公所

据《申报》1937年11月26日《浦东同乡会收容被难同乡详纪》一文记载，“计……城隍庙黄酒公所一五零人”，可知黄酒公所也是一处重要的收容难民的场所。

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记载，宣统年间（1909—1911），酒业公所改为土黄酒公所。1925年，土黄酒公所改为酱油商民协会。
300

 据《南市区志》载，酒业公所地址在豫园点春堂耳房
301

 ，但不知进驻豫园的确切年份。这里有个问题，《申报》中除了上述引文中出现过“黄酒公所”外，再也找不到其他有关黄酒公所的记录。笔者在1937年的地图上也没有找到“黄酒公所”的字样。黄酒公所是否就是点春堂耳房的酒业公所？这个问题迄今为止，笔者还未找到更多关于它的资料，所以还得请同业公会的专家来解答。

9.面粉交易所

据《申报》1937年11月16日的《二十万难民仍处水深火热中老弱妇孺悲苦万状根木救济不容再缓》一文，当时的面粉交易所收容了两千名难民。
302



上海面粉交易所由原上海机制面粉公会改组而成，1920年3月1日正式开业，所址在机制面粉公会内（人民路261号厚德大楼），交易物品为机制面粉和麸皮。
303

 厚德大楼原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五层办公大楼，后又加盖了一层，2002年3月因建古城公园而被拆。

10.典当业同业公会

《申报》1937年11月18日报道了典业设城区收容所一事，兹全文收录于下：

本埠典当业同业公会鉴于南市难民处于水深水热之中，为数尚属不少，除有流离及伤亡外，几有数日不得一饱。现在尚有集处民国路一带者，风餐露宿，情殊可悯，租界民众及团体方面虽有接济，尚未足用。该公会特在难民区内吴家蘘三十九号成立收容所，以惠灾黎，并捐助国币一千四百十六元六角六分，送往国际救济会，俾资救济。
304



前面所述的几个同业公会的难民收容所因没有更多资料，无法判断是其为自觉设立还是难民区的负责人指定设立；而典当业设收容所由上文可看出，其自觉设立的成分较多。《申报》1931年4月13日《同业公会消息》中报道了典当业同业公会举行成立大会的消息：“本市典当业公所，自遵照工商局同业公会法，筹备改组为‘典当业同业公会’以来，迄将月余，兹已手续完竣，于本月十日下午二时，在老北门吴家蘘三十九号该会会所内举行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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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典当业同业公会成立于1931年，会址在吴家蘘三十九号，这与1937年上海的地图也完全对应。今吴家巷39号为民居。


（四）商店及空置的民居


淞沪战争爆发后，由于南市地区离法租界较近，不少居民及商店店主便舍弃房屋店铺，进入租界，留下来的房子也就成了难民聚集的地方。据《申报》载，当时城隍庙大新照相馆收容了75人
306

 ，孙裕兴扇庄收容了40人，白衣街73号收容了40人，障川路35号收容了70人，晏海路21及30号收容了150人，露香园路62及64号收容了120人，九亩地各里弄内收容了约3 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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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大新照相馆位于文昌路1号2楼，今仍坐落在此址，接待四方来客。孙裕兴扇庄在《申报》及地方志中均未找到具体地址，在1937年的老地图中寻找也未有收获。白衣街是一条很短的小巷子，在1937年的上海地图上并没有73号。障川路今为丽水路，门牌号码已有所不同。晏海路今为河南南路，门牌号已与旧时不同。据新旧地图的比照来看，这两处的原建筑现都已不存在了。露香园路62及64号现已被拆除，盖成现代化建筑。九亩地各里弄现大部分已拆除，只有少部分保存下来。

除上述所述收容所外，据《申报》报道，大境路上有一私人设立的收容所，名“福顺收容所”，收容了300余名难民，其内设备及给养尚称完善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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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1939年，人们发现此所所长任希彭克扣所内难民粮食，奸淫妇女，将难妇供异种人蹂躏，而其子无恶不作，偷盗难民区内居民的家具以及死尸的棺木殓衣。饶神父调查认定情况属实后，通知警察局南市分局会同日本宪兵，将任希彭父子拘捕收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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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申报》1937年11月29日报道，难民区内收容所当时共有104所
310

 ，由于难民不断涌入，后续开办的收容所应高于此数目，但由于有些难民所并未见诸报端，有些难民所本身为豫园、城隍庙内的建筑，所以这一百多所难民所要一一考证出来比较困难，上述所列只是其中一部分，供大家参考。


二　难民区内的管理及服务机构



（一）办事处


1.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办事处

南市难民区由以饶家驹神父为首的外籍人士组成监督委员会，负责管理难民区内各项事宜，由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委员会下设办事处，其办公地址在南市北区救火会。查1937年的上海老地图，南市北区救火会位于方浜路235号，东临安仁街。据《申报》1937年11月17日报道，救火会建筑为三层，饶神父办公室即在三楼，底楼和二楼为职员办公处及食品储存处。
311

 委员会总办事处的重要职员有：总办事处主席潘志杰、副主任蒋志清，难民组盛少鸣，居民组江钊武，警卫组戴昌龄，卫生组金庆霖，给养组徐洪康。
312

 现南市北区救火会建筑已不存。

2.红碯字会办事处

在难民区的运作过程中，各慈善团体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给难民分发衣食药品、帮助设立收容所等。据当时的《申报》报道，红碯字会的办事处在得意楼，专发附近20处收容所难民的食粮。
313

 得意楼原在豫园九曲桥东北部的平地上，现已不存在。

3.国际救济会办事处

国际救济会成立于1937年8月13日，是由上海华洋义赈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青年会、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济生会、中国佛教会、中华佛教进行会、世界红碯字会等慈善团体联合设立的以救济灾民为主旨的团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国际救济会的办事处在旦华小学，专发附近各收容所难民的食粮。
314

 旦华小学位于大境路15号，今为上海市实验小学。


（二）难民区的内部分区


为方便难民区的管理，难民区内部又被划分为九个区。第一区为：丹凤路东，福佑路南，民国路（今人民路）西，方浜路（今方浜中路）北；第二区为：安仁街东，民国路南，丹凤路西，梧桐路北；第三区为：障川路（今丽水路）、旧校场路东，民国路南，安仁街西，方浜路北；第四区为：潘家街、侯家浜（今侯家路）东，民国路南，障川路、旧校场路西，方浜路北；第五区为：晏海路（今河南南路）东，民国路南，侯家浜西，方浜路北；第六区为：狮子街、旧仓街东，民国路南，晏海路西，方浜路北；第七区为：露香园路东，民国路南，狮子街西，方浜路北；第八区为：青莲街东，民国路南，露香园路西，方浜路北；第九区为：民国路东、南，青莲街西，方浜路北。
315

 这九区每区由办事处派区长一人，由住户与难民中挑选若干人、负责管理区内清洁给养等事宜。这九区区长分别为：第一区区长江钊武、第二区区长盛少鸣、第三区区长薛丽生、第四区区长戴昌龄、第五区区长蒋志清、第六区区长金庆霖、第七区区长任希彭、第八区区长金庆霖
316

 、第九区区长金文修。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等各股，分别处理各项工作。
317




（三）难民医院


为方便难民就医，难民区内开设了难民医院、产妇医院及灾童医院，尽量满足难民各方面的医药需求。

1.难民医院

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军的轰炸以及长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许多难民生病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只能听天由命。为了救助这些生病的难民，难民区内开设了临时医院，义务为难民诊治。南市难民区成立仅半个多月，区内就已成立了三所临时医院，分别位于“万竹小学内、侯家浜路某宅、流通图书馆内”，且“患病者经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医学会、天主堂姆姆等竭力诊治，为数已渐减少”
318

 。

这三所难民区内的临时医院，除确定万竹小学位于露香园路242号外，其余两处无法确定具体地址。侯家浜路今为侯家路，南北向连接福佑路与方浜中路，这条路上民宅很多，无法确定具体为哪一幢。南市难民区的流通图书馆由于资料缺乏，也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

除这三所临时医院外，另有世恩难民医院闻南市伤民极多，亟待救治，故将难民区安仁街25号自置房产，设第三分院。
319

 今安仁街25号因古城公园的建设而被拆除。

2.产妇医院

为了解决难民区内产妇的生产问题，难民区内也开设了产妇医院，义务为产妇接生。据《申报》1937年11月19日报道，难民区的流通图书馆内设有产妇医院，由天主教堂主办。又有《申报》1937年11月27日报道：

南市难民区、自经国际救济会会同各慈善团、举办大规模清洁运动后、秩序益臻良好。……产妇医院亦设三所、（一）得意楼内、（二）安仁街、（三）中比游艺会。所有孕妇□
320

 各产妇医院接生、已达一百余人……
321



难民区内的三所产妇医院，得意楼位于九曲桥堍，现已不存在。得意楼同时还是红碯字会的办事处。安仁街今仍名安仁街，与侯家路平行，也是南北向连接福佑路与方浜中路，此条路上的民宅也有许多。中比游艺会由于资料缺乏，也无法判定其具体地址。

除了上述三所产妇医院外，据《申报》1940年1月1日一篇对饶神父的采访记录，难民区内还有家慈安产科医院义务为难民中产妇接生。
322

 查《南市区志》，慈安产科医院位于邑庙区晏海路178号（今河南南路246号），由比利时的海尔波创办于1937年11月，原为私立医院，后改为公有。1955年12月接办为邑庙区产院，1960年易名南市区第二产院，1962年9月被并入第一产院（黄家路163号），改名南市区产院，1972年全迁云南芒市。
323

 由上述资料可知，这家医院是在南市难民区建立后不久成立的，由这家医院接生的婴儿应该不少。今河南南路246号已经建为上海市实验小学的教室，只有一些老居民还依稀记得此处曾有一个产妇医院。

3.灾童医院

儿童由于其体质条件与成人有异，生病后更需特别照顾。为了照顾生病的灾童，中华慈幼协会在安仁街9号设立了一所灾童医院。
324

 今安仁街9号因古城公园的建设而被拆除。

除了难民区内设立的一些医院，难民区还和区外的一些医院合作，将患重病的难民送入区外的医院救治。当时特约收治难民的医院计有广仁医院、同仁医院、公济医院、仁济医院、宝隆医院、时疫医院、中华麻风院、难民肺病疗养院等，其他收治难民的医院还有北河南路市商会女病院、沪西徐家汇虹桥路男病院、老靶子路（今武进路）527号第十九难民收容所内的诊疗所、九江路456号的世恩难民医院、南京路慈安里23—27号的世恩难民医院第二分院、劳勃生路111号（今长寿路）的难民产妇医院等。
325

 由于其已超出南市难民区的范围，且限于篇幅，此处只略计一下，不再做详细考证。


（四）残老院


当时的难民区内还专门为年老的难民设立了一所残老院，《申报》对此事也有报道：

南市难民区主持人饶神父前因鉴于区内贫苦无告之年老残废难民虽优予收容，但生活甚惨，绝非敬老恤寡之道，乃特于九亩地阜春街组设残老院，将各收容所内之并无家属孤苦无依之残废老叟收容该院，并委顾利生为院长、王子卿为副院长。全体残老共计一百三十余人，均为年龄六十岁以上者，其中八十余岁者亦有述十余人。平素区内难民每人每日发给食米六两，此残老院中之待遇则为每日晨夕发给稀饭二次、中午供给午饭一次，生活已较普通难民为优。兹悉昨日上午，饶家驹神父及主任顾纶为抚慰此等残老难民精神起见，特偕同各组重要职员前往视察一过，并逐一加以慰问。同时闻主任等对于该院设施颇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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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神父心系孤苦的残老，专门为他们创办残老院，并向其提供较优的待遇，还经常去慰问他们。饶神父的善心，由此可见一斑。可惜的是，阜春街现在也在拆除中，倘再过些时日，其旧貌估计再也难以看到了。


（五）难童学校


为解决区内难童的教育问题，难民区内开设了难童学校，招收难民儿童入学。据《申报》1937年12月10日报道，旦华小学内“现又举办难童教育班，在旦华内另辟教室，首批难童百余名，业已开始上课，系采用商务等教科书为教本”
327

 。从时间上来看，旦华小学内的难童学校可能是难民区内开办最早的难童学校了。

梧桐路老天主堂内也设有七所难童学校，招收了2 000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
328

 梧桐路老天主堂位于梧桐路137号，其具体情况前文已经叙述过了，此处不再赘述。

据阮玛霞《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一书，安全区里许多地方都有难民学校，如寺庙、教堂、公会公所、学校和公共建筑。难民学校的条件因地而异。最简陋的难民学校，学生可能会坐在地上、粗糙的长凳上或是由委员会提供的铁皮饼干筒上。比如一个学校，晚上是宿舍白天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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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难民工厂


为了使难民在脱离难民生活区后能够自立（饶神父强调说，难民需要学习一些实用的技能，一旦形势稳定下来，他们凭此就能找到工作
330

 ），同时也为了避免难民在难民收容所里养成好吃懒做的坏习惯，难民区内开设了诸如编筐、结草绳、做纸花、编草鞋、做鞋、裁缝、刺绣等手工艺课
331

 ，还设立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200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办一刺绣与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执教，收难民妇女为徒。
332

 1939年，难民区内又新办了绣花工厂和毛巾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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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为了维持难民区内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难民区内设立收容所，为难民提供衣食以及居住之所；为方便难民就医，设立了难民医院、产妇医院及灾童医院；为赡养区内孤苦老人，设立残老院；为区内儿童教育着想，设立难童学校；为教给难民谋生技能，设立难民工厂；为方便难民区内管理及救济工作，将难民区划区分治并将办事处设于难民区内，与难民同甘共苦。南市难民区自1937年11月9日创办至1940年6月结束，之所以能够坚持两年多时间，与饶神父的辛勤努力、社会各界的大力援助以及区内的完善管理是分不开的。当时《申报》上称饶神父的善举为一件“伟业”
334

 ，笔者以为，这是恰如其分的。


第二部分　饶家驹与救助难民的团体、个人、活动

茅屋济济教多士——上海抗战时期陈鹤琴与难民教育考略

陈一心
335



我祖籍浙江上虞。1932年6月，我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陈鹤琴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儿童教育专家。当时，我们全家是个幸福的大家庭，有父母和七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六。

早在1928年9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华人教育处，父亲为该处处长，负责管理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教育。任职期间，他先后创办了工部局东区、北区、西区等六所小学（均附设幼儿园），一所女子中学，使华人儿童获得较多的受教育机会；并在工人区开设职工夜校和简易小学，在上海和华东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

今天，我向各位讲述我父亲在抗战爆发担任上海难民收容所和难民教育委员会负责人之际，利用他的声望和合法身份，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推进难民教育的史事，以及与饶家驹神甫的合作和友谊。

我演讲的题目《茅屋济济教多士》，是取自赵朴初先生的一首诗，这首诗简洁而精炼地概括了父亲陈鹤琴在上海“孤岛”时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亲自编写教材，开办难民教育学校，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设法营救进步人士等历史功绩。全诗是这样的——

艰难风雨忆畴昔，茅屋济济教多士。

汉语拉丁新发硎，抗战图强增利器。

口碑载颂满人寰，手泽长垂富巨篇。

万里寻馨发兰桂，应无遗憾到重泉。

一九八三年奉题鹤琴先生文集　赵朴初（矜印）

这首诗的大意是：

回忆过去那艰难的岁月，他在茅屋里教难民读书识字。

他所推广的新文字，使我们的抗战斗争如同增添了武器。

他的事迹在人民的口碑中传颂，他的著作永远留存在民间。

他的历史功绩像兰桂吐着芬芳，呵，他在九泉也是没有遗憾的呀！

下面，我分四个部分，来论述上海抗战时期陈鹤琴与难民教育。


一　艰难风雨忆畴昔——难民教育的大背景略述


1937年抗战爆发，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接连出动了百余架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闸北、南市火车站和大量工厂、民房被毁，数以千计的居民被炸死，熊熊大火延绵数里，满天红光，硝烟滚滚。那时候我还年幼，只有六岁。记得我们站在住家楼房（兆丰公园对面愚园路）的阳台上，亲眼目睹日机野蛮的大轰炸。机翼上涂有太阳旗的日机，疯狂地轮番向地面俯冲，隆隆的轰炸声震撼着大地，也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自十月二七日战区移至沪西，平昔乡村，顿成战场，难民汇集于沪西法华交界，不下数万人，扶老携幼，形色仓皇，手提肩挑，啼泣载道，厥状殊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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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数十万难民进入租界，他们露宿街头，生活无着，无家可归。在上海各慈善团体的努力和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成立大批难民收容所和难民教育机构。我父亲先后担任上海国际接济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组负责人和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开展难民教育和难童教育。

据当年《立报》所载，1937年10月初的一份统计数字，上海难民不下130万人，涌入租界的最高峰时达七十万人次，情状甚惨。

父亲在其《上海的难民教育》
337

 一文中，颇为详明地记载了当时上海百姓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在这苦难中所获教育的片断：

在我们偌大的城市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世界上任何城市所没有的。在中国或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有三十万市民这样多的人口，分隔在许多草棚里过着避难的日子。这些草棚中，有些是很大的，几乎像市镇的样子。有一天，我自己去参观交通大学，在那里我看见整千整万的人们，年老和年青的，男性的和女性的，疾病的和健康的，都挤在一起，据说有一万七千人齐集在那里，其中有一千多人集合在一个大礼堂，用心开始练习功课，这景象使我大大地感动了。在这世界上，儿童到处都是一个样的。这班儿童虽是受到灾害和凄惨地贫困，但是他们仍是很快乐可爱。在那天，我看见儿童们无疑的显示那童年时代的快乐的精神，表现一百多儿童在早晨运动，他们似乎在享受清新的晨光和健身的运动。

但是有些草棚的情形实在是很悲惨的。三天前我去看一个草棚，有两百多难民，也是青年的和老年的，疾病的和健康的，都挤在一个小小黑暗的场所。我很感觉上海城市里难民教育的重要。在租界中，包括南市安全区在内，总共有三十万难民之多。

赵朴初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正是在那样的大背景下，当时的一些教育家，如知名人士陈鹤琴、刘湛恩等人，和一些同情我国的外国人士也主动来支持我们的难民收容工作。“陈鹤琴当时负责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他大力支持在收容所推行新文字运动。胶州收容所几个教员被日寇指名要求租界当局逮捕引渡，巡捕房把他们扣留了。我们通过陈鹤琴的关系，把他们保释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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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查阅到一份珍贵的档案史料，即1938年刊布的《上海国际救灾会六个月工作报告》，档案自民国廿六年八月十三日（1937年8月13日）起，至廿七年二月十五日（1938年2月15日）止，刊布会址：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三楼。内容包括成立经过，工作概况，难民教育，难民医院等八章。其为中英文合刊，序言由上海领事团首席领事、挪威驻沪总领事、上海国际救济会会长奥尔撰写。该报告第五章“难民教育”中，明确提出：“本会教育工作属于本会行政之一部分，设置一教育组主持之，请由陈鹤琴先生为主任，办理所属六收容所之难民教育事宜，并请定视导员一人，专司教育视导工作。办事员一人，专司购办保管分发教育用品之职。关于行政方面，由主任召集各所教育负责人员共同商讨解决，每两星期开会一次。本会所属六所教育，因环境及组织而异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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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历史档案中，还有一幅“上海国际救济会组织系统”示意图，从图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在上海创办了南市难民区的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负责人饶家驹，与担任难民教育组（又称难民教育委员会，实则是同一组织名称）主任的陈鹤琴，是同属一个“组织系统”，即上海国际救济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两个人其实还是真正的同事与国际友人的关系！（见图22）

[image: ]
图22　上海国际救济会组织及行政系统图表（1938年，奥尔撰序、编辑出版的《上海国际救济会六个月工作报告》）



当时，国际救济会陈鹤琴和饶家驹神甫合作，在震旦大学操场上的大棚难民营内，还设有一所难童的“国际中学”，约一百名学生分设两个班，陈鹤琴担任名誉校长。关于这所国际中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院顾问、《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一书作者阮玛霞女士所提供的影像资料中，曾有过鲜活而生动的纪录：银幕上，我们看到学生在分班之后，排着整齐的队伍，井然有序地走进教室学习。在另外一个片断中，我们看到难民乐团的学生们在练习鼓乐，他们一个个神情专注，训练有素。这些乐团的学生年龄都是在十二三岁之间。

针对当时的抗战形势，教师在难民教育中，还教难童唱抗日歌曲。如当时的《申报》副刊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难民教育了我”，作者冈沙，里面生动叙述了一些难童学唱《大刀进行曲》的细节。

此外，笔者又在上图的文献史料中了解到，由陈鹤琴领导的难民教育组还配置了难民乐团
340

 ，并常常派难民乐团到饶家驹神甫南市创办的南市难民区和其他区的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救亡演出。如《战事画报》刊载的关于难民乐团演出的新闻报道，就曾经出现过14次。据图片显示，难民乐团1937年3月7日在南市难民区演出时，饶家驹神甫还亲自参加观看，并与演员们合影。又如，同年3月19日的《战事画报》，在刊载难民乐团演出新闻图片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上海国际救济会主办难民之乐团：南市难民区成立，国际救济委员会之职员于各收容所之屋顶张悬红会旗帜以示区别。”

按，此处述及的“张悬红会旗帜”，表明难民乐团是属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所辖的一个演出团体，而陈鹤琴在当时担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教育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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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笔者在新发现的史料中了解到，饶家驹神甫不但在南市难民区对难民进行营救和赈济，还在沪西区救出了一万二千余名难民。《上海国际救济会六个月工作报告》“沪西区难民之营救”一章中述其经过云：

经本会竭力商得租界当局同意，由本会委员（饶）家驹，柏歆士，马瑞山，白克礼诸君，向工部局借得卡车五辆，及万国商团篷车六辆，驰往沪西一带营救，计救出难民一万二千余人。本会乃添设第四收容所于小沙渡路，第五收容所于交通大学，第六收容所于海密路钱业小学。当时交通大学收容所，因误传驻有华军，日方疑加轰炸，一时形势严重，数万生灵，岌岌可危。虽事属传闻，然关系重大，经本会饶家驹君向日方声明并无驻军，并请法当局派军警四十名守卫，始得保全。饶家驹君见义勇为之精神，实堪钦敬。


二　茅屋济济教多士——难民教育的诸种实践


“茅屋济济教多士”，赵朴初这句诗的内容，说的是抗战时期，陈鹤琴在上海开展难民教育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在一张张大芦席棚里，难民们团团围坐着，他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父亲在当年的《红十字会月刊》上写道：“整千整万的人们，年老和年青（轻）的，男性的和女性的，疾病的和健康的，都挤在一起，据说有一万七千人齐集在那里，其中有一千多人集合在一个大礼堂，用心开始练习功课。”

关于父亲在抗战时期开展难民教育的初衷，是基于国家的前途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正如他在1938年发表的《上海的难民教育》一文结语中所疾呼的——

最后我必须声明，现在难民的情形实在是为难民服务和谋幸福的良好机会。在人口密集的收容所里，整千整万的难民预备受教育。有了教育，这些儿童将长成为国家有用的公民。有了教育，各收容所的难民会变成有益于社会的人们。我们难道可以仅仅为他们预备充足的食物、衣服、住所，而让他们闲居终日，无所事事吗？要是那样，他们一离开了收容所，对于社会将有何等的危险！

我们想法给他们受些教育，受些简易的职业训练和公民的训导，使他们离开了收容所，可以从事社会上健全的活动，这难道不是很必需的吗？任何民主的国家，如果有一大部份人口在贫穷和无知中度日，决没有安全和繁荣的希望。所以难民的教育问题实在是一个当前的机会和迫切的挑战。

1938年初，父亲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简称慈联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任副主任，赵朴初、陈望道、陈选善、韦悫任委员，朱启銮为教育组组长，并聘请朱启銮、周克、丁瑜、杨昌镛、吴宝龄等五人组成巡视组，指导各收容所难民教育，扩大了难民教育的合法权利。他们在难民收容所的儿童和成人男女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和抗日教育。

对于难民教育的组织及编制，各所学级编制亦因各所环境与设施，略有出入。就大体而言，儿童教育班之学级编制，依照小学六年制组织，在第五所中会设幼稚班。成人教育则根据程度及性别分班，如成人班、妇女班。然而，有的难民收容所因环境关系，用分棚编制，每一棚为一单位，采用个别教学法，不分年级。其他特殊训练，如新文字班、刺绣班，则另行分班。上课地点各所均有特定地点，或在固定教室内，或借用礼堂划为数教室，或就棚内划一部分地作教室之用。关于行政方面，各所均有教育组之设置，并请定负责人员负责筹划该所教育事宜。

各所教师均由社会热心青年义务担任，救济会略给津贴，分每月8元、6元、4元、3元不等，以教师的资历与服务时间为标准。国际救济会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谨依据《上海国际救济会年报，1937—1938》史料，述之如次——

1.儿童教育：各收容所入学学生共有1 758人，分为51个班；同时添设幼稚园8个班，有儿童240多人。

2.成人教育：教育组按照学龄规定，把17岁至45岁定为成人教育期。到1938年8月，难民所内共有720多人接受了教育。成人依据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以及性别等共分成了25个班。

3.创设难民中学。救济会所属的收容所内，有初中程度的学生一共100多名，因各难民所无初中班设立，这些学生均无力升学。鉴于此，教育组在第一难民收容所内设立难民中学。一切书籍及教育用品，均由教育组供给。所有教员，都是社会上热心义务教育者担任。难民中学章程明确规定，各难民所中的优秀学生将来可以升入该校，这就为难民儿童的继续教育与失学青年的继续学习提供了可能。

4.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学生的课外组织有壁报出版社，通俗演讲，劳动服务队，卫生运动队，时事报告队，体育队，歌咏队，成人班则组织职业服务团，妇女班组织家事训练班。同时，教育组还随时派演讲员到各所演讲，并派人说书及放映电影，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学生的课外娱乐活动。

总之，这些教育活动，使得难民中的儿童没有因为战火丧失受教育的机会，而一些成年人在经过扫盲教育与技术培训后，在战争结束后也更有能力适应新的生活。

教学方法大体均用班级教学法，各级编定日课表，按时上课，时间自上午8时起至下午4时止，各所教学时间，每节自30分钟至40分钟不等，成人班亦有在晚间上课者。编制方面有采用复式教学及间时二部制。其他如某些难民的文化接受程度较低，则由教师训练成人或儿童为小先生，再由小先生教其他儿童及成人，此外则由教师担任。每一教师专任者每日任课4小时，每周任课24小时为原则，半日服务之教师每日以任课2小时，每周以任课12小时为原则，不及规定时间者为兼任教师。

苏智良教授通过查阅史料和实地考察提供了一个实证：难民区在梧桐路老天主堂处设七所难童学校，招收了2 000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得到教育的难童约有3万人。除教授难童文化外，难童学校还注重品德教育，培养他们“自助、品格、责任、节俭、互助、勇敢、公益、诚实”的精神。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问诊处12处，并在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区内还设立了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200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办起一个刺绣与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执教，收难民妇女为徒。

除了文化知识学习外，还举办生产自救和技术培训，在十六个收容所内组织了十一种生产活动，如印刷、制袜、缝纫、编织、儿童玩具、木器等，这对节约救济经费，改善难民生活也起了积极作用。

又，据潘光教授《饶家驹神甫与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难民收容工作》所述，其父潘大成与饶家驹有师生之谊，潘大成谈及这一史实：“国际一所和其他难民所十分重视难民教育工作。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担任国际救济会教育组负责人，教育界、文化界、慈善界名流刘湛恩、陈选善、赵朴初、姚惠泉、何清儒、韦捧丹（韦悫）、陈望道、陆高谊等也积极支持、参加难民教育工作。”据家父等亲历者回忆，难民教育分三个层次进行：儿童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在儿童教育方面，由于各难民收容所没有教室和桌椅，也缺少经费，陈鹤琴便以自己的声望募集经费，借附近小学教室上课，使儿童得以在较好的环境里学习。在成人教育方面，陈鹤琴组织难民积极参加职业训练，方式包括课堂指导、讲课、体育锻炼、看电影和讲故事，尤其注重自身能力和卫生习惯的培养；很多难民所还成立了男、女班，免费放映与教育和卫生相关的电影。在职业教育方面，不少收容所组织妇女刺绣，生产工艺品，并组织青壮年参与制造和推销工作，还有难民所办起了玩具工厂和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技工和专业人员。饶家驹神父对国际一所和其他所的难民教育工作大力支持、积极参与，陈鹤琴则一直亲自主持和指导上述各项工作。

以下数帧图片就是当年难民教育付诸实践的场景。


三　汉语拉丁新发硎——在难民教育中推广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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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难民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街头向人力车夫传播文化知识，宣传抗日道理（陈一心先生提供）



“汉语拉丁新发硎”，这句诗讲的是陈鹤琴在难民教育中推广拉丁化新文字活动。什么是拉丁化新文字活动呢？它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在群众中推行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所以一般简称“新文字”。这是一个在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拼音文字方案。它的一些特点被吸收在汉语拼音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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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棚船也是课堂，这是船民在教师的辅导下进行扫除文盲的读书活动（陈一心先生提供）



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的推行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4年8月“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夜。以上海、北平、广州、闽南等地为中心，高潮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前后。第二阶段，从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以上海、武汉、广州、香港和延安等地为中心，高潮是1938年上海难民教育时期的新文字实验。

学术界一般认为，抗战前支持这个运动最积极的是鲁迅，还有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抗战初期，教育家陈鹤琴和语文学家陈望道组织和领导了上海的新文字工作。据赵朴初先生回忆：“当时的一些教育家，如知名人士刘湛恩、陈鹤琴等人和一些同情我国的外国人士也主动来支持我们的难民收容工作。陈鹤琴先生当时负责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他大力支持在收容所推行新文字运动。胶州收容所几个教员被日寇指名要求租界当局逮捕引渡，巡捕房把他们扣留了。我们通过陈鹤琴的关系，把他们保释出来。”

在《陈鹤琴全集》第六卷之目录中，还专门有两篇列出，即“汉字拉丁化”和“新文字与难民教育”。抗日战争初期，在陈鹤琴组织和领导之下，上海举办了很多难民新文字班，成为全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中心。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广泛建立“新文字学会分会”、“新文字小组”，积极开办新文字讲习班、研究班、学习班、训练班等约150期。培训了一批新文字师资和宣传骨干。

有资料显示，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等人在40所难民收容所、3万难民中进行扫盲实验，取得显著成绩。教育家陈鹤琴大力支持这一工作。他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活动，热情宣传和推广新文字，难民称颂他是“孤岛上文盲大众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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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新文字运动中，陈鹤琴亲自编写拉丁化新文字《民众课本》2册，《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肯》等中外历史名人故事15册，并翻译小说等。通过这些教材，我们可以感觉到旧时代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

倪海曙先生撰文述及当时的情景，他说：“为了在难民收容所开展大规模教学实验拉丁化新文字教育，（陈鹤琴）先生亲自设计了一种徽章，这种徽章是圆形的，中间画有一把象征开启知识之门的钥匙，徽章上有‘扫除文盲’四个汉字，周围有一圈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的话语：‘我能　看书　写字’。读书识字的难胞们学会拉丁化新文字后，就奖励他一枚这样的徽章。1938年6月，难民教育股发布由（陈鹤琴）先生起草的《收容所新文字教育草案》，并且举行各收容所的第一次新文字总考试。难民教育股出版的难民教育刊物《民众常识》，也用四分之一篇幅辟了一个《新文字专栏》，供学习新文字的难胞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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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图为陈鹤琴设计的徽章，用来奖励难胞们学习新文字，在他们学成结业时颁给（陈一心先生提供）




四　抗战图强增利器——以难民教育推动抗日救亡活动


前已述及，陈鹤琴讲到开展难民教育的一个宗旨：“是为难民服务和谋幸福的良好机会。在人口密集的收容所里，整千整万的难民预备受教育。有了教育，这些儿童将长成为国家有用的公民。有了教育，各收容所的难民会变成有益于社会的人们。”他又指出：“我们想法给他们受些教育，受些简易的职业训练和公民的训导，使他们离开了收容所，可以从事社会上健全的活动。”

难民教育委员会在章程里规定，除受儿童教育成人教育之普通教育外，各所尚有其他教育活动，如新文字研究班、查经班、小先生训练班、刺绣班、编织班、戏剧班等活动，并因各所事务上之需要，训练服务人员，如医务、警务、妇女家事训练等，以资助理各收容所日常事务。

笔者查阅了相关史料，抗战时期上海的难民教育不仅注重教育和培养难民的谋生本领，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在中共地下组织推动下，由陈鹤琴为首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在全市各区办起11所夜校，吸收工人、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夜校共办5期，有5 000名学生参加，这是一支活跃在“孤岛”上的文化战斗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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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潘大成《关于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工作》
344

 一文亦云，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该所在组织难民参加劳动生产，对难民进行语文、算术与急救常识等基础知识的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国际救济会教育组负责人陈鹤琴的支持下，该所办了一至六年级小学、一年级中学、无线电通讯训练班。该所地下党支部还以遣送难民回乡为名，把有的难民输送到浙东、苏北打游击，一部分从上海出发经过温州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争取国际救济会发给每人5元的路费。

据时任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副组长的杨昌镛先生文章说，1938年上半年，中共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交与他一个任务：短期内在难童中挑选学员，筹办一个无线电报务人员训练班。杨昌镛即和难委党团领导朱启銮相商，由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掩护，征得难委领导成员丁瑜及吴宝龄二位收容所主任的支持，于1938年7月在宁波路川康实业银行内筹办了“电训班”，人数约50人。名义上是培养难童一技之长，谋取生活出路，其实是中共革命根据地培养难童一技之长，为中共革命根据地培养服务人员。电训班由于要求特殊，并未与后来的慈联中学合并，但编制是纳入慈联中学的。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训练，第一批15名能够熟练掌握收发报技术的学员，由刘少文、吴成方陆续送往新四军工作。嗣后又紧接着举办了第二期，“八办”派了电讯专家李绳铭担任技术教员，学员的技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前后两期训练班共培养约50余名学员，其中有38人被送往新四军工作。

当时陈鹤琴还办了报童班。抗战爆发后，陈鹤琴发起组织“儿童保育会”，被推选为理事长。办报童学校，聘朱泽甫为校长。报童仍住在收容所，他们在街头卖报认识街头许多苦孩子，组织起来，进行学习。1938年春，报童学校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办起来。从外滩到静安寺，从杨树浦到曹家渡，因地制宜，分点设校。报童学校学生一部分后来也转入了慈联中学，之后，有一些参加了新四军。

杨昌镛回忆说：“赵朴初与陈鹤琴商量后，决定在慈联会下属各难民收容所挑选难童办一所难童职业中学，取名慈联职业中学，赵朴初派我和朱启銮筹备，我们就在无线电报备训练班的基础上进行筹建；由朱启銮介绍，经赵朴初同意，请许德良同志担任了慈联职业中学校长，程光明任教务主任，黄大智担任训育主任（后由范志淹兼任）。我当时以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名义直接参加该中学的日常工作。该中学学生由各难民收容所推荐，经考试合格入学，先后入学学生有两三百人，原来神州夜校校长是许德良，教务主任是程光明，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慈联中学成立，并将神州夜校的部分师生也带进慈联职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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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父亲陈鹤琴及一大批爱国志士积极从事上述大量抗日救亡活动，遭到日寇和汪伪之忌恨，由此被列入暗杀名单。当时汪伪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设立“76号特工总部”，专门从事对抗日进步人士的暗杀活动。1938年4月7日晨8时半，父亲的挚友、难民教育委员会副主席、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携子出门，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口公共汽车站候车去圆明园路学校时，突遭日伪收买的暴徒狙击，当即牺牲，年仅四十三岁。

父亲获知这一噩耗，十分悲痛。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在《救灾会刊》上发表了一份悼词，我将这份悼词的内容抄录如下：


志悼


本会难民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刘湛恩博士，于四月七日上午八时半，惨遭狙击，重伤殒命，噩耗传来，同深惊悼！除致唁刘君家属，并派员协助治丧外特志本刊，用表悲思。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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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湛恩先生被汪伪特务暗杀之后，激起上海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义愤，同时纷纷向刘氏遗孀伸出援手，捐钱捐物，刘夫人痛悼之余，复能善体遗志，承讣告亲友，将赙仪分助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当时的报道内容是这样的：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鸣谢启事


敬启者：本会难民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刘湛恩博士，惨遭狙击，重伤谢世：刘夫人痛悼之余，复能善体遗志，承讣告亲友，将赙仪分助本会，俾充救济；急公忘私，良深钦佩！除登报纸奉扬仁风外，兹先将四月十九日前经收数额，详细披露，籍囊微信并鸣谢忱。

日寇和汪伪的猖狂杀戮，并没有吓倒正义的人们。正如上海国际接济会会长、上海领事团首席领事奥尔先生所言：“战事未已，灾况日增，本会既以救济为己任，自当承其愚钝以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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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打开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英文档案，其中的汪伪黑名单情报及汪伪特务1939年11月13日闯入陈鹤琴寓所（上海胶州路300弄17号）行刺的情报赫然在目，于是童年时代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又在脑海涌现——

汪伪特务先暗杀了著名教育家、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接着传出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的消息。父亲为了躲避敌人的跟踪，他蓄起胡须，化装成商人的打扮，继续从事抗日进步活动。1939年10月26日，他得到中共地下党和工部局警务处通知，立即秘密离沪去宁波隐蔽。1939年11月13日晚，汪伪特务持枪闯入我们家寓所，企图行刺暗杀我父亲。当时，我们家寓所在上海胶州路300弄17号，是一座小花园洋房，周围环境较清静。13日晚7时半左右，正好我们全家（母亲和兄弟姐妹）吃好晚饭时，突然有人敲门，一开门就冲进来三个男人，全部头戴西服帽，身着深黑色长大衣，每人手里都拿着手枪，为首的一个长着斜白眼，他把我们赶到厨房间，凶狠地叫嚷：“陈鹤琴在哪里？”并用手枪对着我们，母亲和我们说：“不知道。”其他两人就手持手枪上楼对每间房间搜查，搜查无结果。为首的一个就用手枪柄将挂在客厅里父亲的大幅照片的玻璃打碎，将照片取下带走，然后在家门口用手枪连续打了三枪，三个特务才离开。我们亲爱的父亲，由于事先得到中共地下党的通知，及时转移，才幸免于难。第二天清晨，我们在家门口大理石的地板上拣到了三颗手枪子弹壳，我把它保存起来。我心里默默地想，这是日本鬼子和汪伪特务妄图杀害我父亲的铁的罪证，我要永记心头。

父亲逝世于1982年，他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如今我自己也已步入耄耋之年。但是，父亲在抗战时期对难民教育所表现出的种种往事，如今回忆起来，依然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恍惚如隔昨日！这些已成遥远的往事，它是那么地温馨，烛照着后人，鼓舞着我们永远珍惜今天，面向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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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为了躲避敌人的跟踪，陈鹤琴蓄胡改装，继续从事抗日进步活动（陈一心先生提供）




上海国际救济会与战时上海的难民救济

白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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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到10月初，上海地区的难民多达130万人，到租界避难的难民最多时达到70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8月13日，由饶家驹神父等人发起，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中国红十字会等数个慈善团体联合组织了上海国际救济会，收容和遣送难民，担负起了战时救济难民的重任。本文拟以《上海国际救济会年报，1937—1938》为基本文献，对国际救济会难民救济活动进行一粗略的钩沉，并对饶家驹神父在这一活动中的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一　组织架构、人员构成与经费来源


上海国际救济会是由八个慈善团体联合组织而成的，这些团体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碯字会、公教进行会、中国济生会、上海青年会、中国佛教会、华洋义赈会。
349

 会所设在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123号上海青年会大楼312号。上海国际救济会章程规定：本会会员除个人会员外，凡以团体名义加入者，每一团体会员，得推举一人至三人为代表。救济会设常务委员会，“由会员大会，推举委员十人（中西各半）组织之”，常务委员公推委员长二人（中西各一），并推举各组职员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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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会最初下设总务组、救济组与经济组三个组。总务组，下设总务、文书、会计、庶务、宣传五个股，负责文书、会计以及“不属各组之事皆属之”；救济组，负责调查、设计、赈济等方面的事务；经济组，负责筹集钱款、物品以及稽核出纳等事宜。后又成立设计组，“以为各种行政之擘划”
351

 ；为解决难民的失业问题，成立了工艺组。1938年成立人事组，负责各收容所的人事任免等事务。后又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成立联合人事组，负责考察全市各收容所的管理问题。

上海国际救济会会长有两人：一为挪威驻上海总领事奥尔（后为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鲍雪文）；一为屈文六，他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护总队队长。常务委员有八人，其中西人四人：饶家驹神父是法国传教士，华洋义赈会会长；柏韵士是中国工程学会前会长
352

 ；钟思是工部局前总办，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委员长；傅立德是法国人，与法租界公董局关系密切，曾参与撰写《上海法租界史》。中方有四人：王一亭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会长；宋汉章是银行家，华洋义赈会中方会长；李规庸长期在海关任职，曾任华洋义赈会总干事；陆干臣是上海青年会总干事。经济组正主任为宋汉章，副主任为钟思、陆伯鸿（公教进行会会长）；总务组正主任为李规庸，副主任为陆干臣、欧永康；救济组正主任为马瑞山，副主任饶家驹、柏韵士，后来饶家驹又任救济组主任，主持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工作，是上海国际救济会难民赈济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国际救济会各组主任和常务委员均为义务职，雇佣人员酌给生活费，如果是各团体调用者，则由原机关支给薪水。

该会办公费用由入会的八个团体分别承担，而救济难民的款项则由国际救济会负责筹集。国际救济会的救济款主要是在国内筹集，而巨额捐款多来自团体会员，如华洋义赈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中国红十字会等，个人方面的巨款则来自政界要人，如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宋子文各捐赠国币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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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粮食、衣服、药品等物品，大部分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送来的。从1938年1月起，国际救济会所开办的收容所的给养几乎完全靠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供给。


二　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难民的活动


上海国际救济会的事务繁多，其与救济难民相关的活动，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参与南市难民区的日常运作


在南市难民区的筹备、创建与实际运作过程中，上海国际救济会都始终参与其中。

在难民区的筹备阶段，国际救济会制作了十几面红十字会的旗帜。1937年11月8日下午4时许，国际救济会派员在议定的南市难民区四周路口树立旗帜，以资识别，避免日机前往轰炸。次日下午，救济会在方浜路与该路衔接之各路口构筑防御工事。下午2时，国际救济会中西委员屈文六、饶家驹、柏韵士等十余人，由国民党市党部民运科，非常时期救济委员会分会（市救济分会）总干事毛云陪同，在区内巡视一周，咸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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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市难民区即告成立。

南市难民区成立后，由南市监察委员会负责管理，而监察委员会委员中的饶家驹、柏韵士、普兰德也是国际救济会的委员。在难民区初建及收容阶段，国际救济会与红十字会、慈联会等慈善组织一道，担负起了收容和赈济难民的工作。当时，国际救济会承担起了每日用卡车输送食品给难民区的工作。在南市与租界交通完全断绝时，救济会曾以数十辆货车，装载馒头及光饼等约2 551 800件，送到难民区分发，其价值相当于国币44 44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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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这四个月极其寒冷，国际救济会组织了施饭车，把热饭装在厚的纸袋内，接着把纸袋藏于棉絮衬垫之中，放置在木桶内。每晚施饭车把热饭送到难民区的难民手中，每晚约施热饭一千袋，“仅此一千袋热饭给予街头穷黎之温暖、营养以及欢乐，岂能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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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937年底后，难民区内难民管理已受南市伪组织的节制，各慈善团体不再参加难民区工作；只有国际救济会每月派驶汽车一辆，将各界指定捐济难民区的物品，送到南市监察委员会交卸，取回收据，但其他任何职员亦均不轻入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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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37年12月后，难民事宜均由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各慈善团体不再直接提供给养。

国际救济会还与其他慈善团体一道，对南市难民区给予资助，到1938年5月，救济会共资助难民区国币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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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办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


这一工作主要由饶家驹任主任的救济组负责。战事爆发后，难民骤增，国际救济会联合八大团体会员，先后设立六个难民收容所来收容难民，至1938年8月，一共收容难民61 3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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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难民收容所由饶家驹神父和华洋义赈会副会长顾吉生主持，成立于1937年8月15日，设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震旦大学操场；建有大芦棚七幢，以四棚收容妇女，以三棚收容男子及孩童；此外还有七个大小不等的芦棚，其中两棚作职员办公室，三棚作厨房，一棚为雏形医院，还有一棚为浴室和理发室。一年以来，该收容所共收容难民6 886人，以妇孺为多。由于当时饶家驹在忙关于南市难民区的谈判，实际事务由实是中共地下党党员的饶神父助手潘大成负责。这个收容所直到1939年12月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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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收容所成立于8月22日，位于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一空地，收容难民13 000人以上。

第三收容所设在吕宋路（今连云路）合作网球场，由上海青年会负责管理，共收容难民4 500人左右。

第四收容所设于公共租界澳门路，共收容难民7 000多人。

第五收容所设在海格路（今华山路）交通大学内，共收容17 500人。

第六收容所成立于1937年12月，设在北河南路钱业公会初级中学内，共收容难民700人。

1937年11月，随着战事西移，难民人数骤增，国际救济会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除老迈与无依无靠的妇孺外，凡筋强力壮的青年，概不收容，并想方设法把大批难民遣送回乡，难民压力才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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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上海国际救济会开办的第二难民收容所（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难民收容所的难民生活相对比较简单，平时一律是素食，但逢年过节，能够吃一天荤食。条件比较好的收容所，如第一难民收容所，由于饶家驹神父的努力，所内装有大量的电灯，拥有充足的自来水，难民进餐两次，并供给热水数次。
362

 而且，那里卫生状况也比较好，每日举行一次清洁运动，“值日者将棚内所有被褥、衣服运至旷地曝晒，由清洁队将棚内扫洗消毒，并每月由各棚将所用衣被沸水泡煮，藉以消灭臭虫蚤子以及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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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有的收容所则很注意难民的精神生活，如第四收容所，租用放映机放电影。


（三）开展形式多样的难民教育


国际救济会鉴于难民教育之重要，特设教育组专司其事。每月国际救济会拨款一千元作为教育经费，聘请教育家陈鹤琴为主任，徐巽华为干事并负责视导事宜。所聘请的教师，最低程度是高中毕业，或者是初中毕业而有小学教师经验者。六个收容所，共聘请教师45人。各所教师均由社会热心青年义务担任，救济会略给津贴，分每月8元、6元、4元、3元不等，以教师的资历与服务时间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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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救济会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

1.儿童教育。各收容所入学学生共有1 758人，分为51个班；同时添设幼稚园8个班，有儿童240多人。按照教育组的规定，六岁至十六岁为儿童教育期；儿童教育依照小学编制分为一到六年级，并依照教室的数量，或实行单级教学，或实行复式教学。儿童班的课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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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程表可以看出，尽管处在非常时期，但国际救济会仍然没有放弃把孩子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为证明学生的学业程度，又在1938年6月5日、6日两天对儿童进行测试，合格者由教育组发给证明书，作为将来出所后升学之证明文件。

由于教师不够，在教育过程中实行大先生制与小先生制。大先生制指的是高年级的学生在接受老师讲的内容后再去教初学者，小先生制指的是先教一批儿童，这些儿童再到难民棚中去教难民。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效是，救济会下属的难民所中的儿童百分之九十以上受到了教育，使得儿童没有因为战火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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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1939年7月3日，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难童中学初中班的女学生合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2.成人教育。教育组按照学龄规定，把十七岁至四十五岁定为成人教育期。到1938年8月，难民所内共有720多人接受了教育。成人依据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以及性别等共分成了25班。与儿童相比，成人教育更突出扫盲与技术培训，这从下面的课程表中就能充分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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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设难民中学。救济会所属的收容所内，有初中程度的学生100多名，因各难民所无初中班设立，这些学生均无力升学。鉴于此，教育组在第一难民收容所内设立难民中学。一切书籍及教育用品，均由教育组供给。所有教员，都是社会上热心义务教育者担任。难民中学章程明确规定，各难民所中的优秀学生将来可以升入该校，这就为难民儿童的继续教育与失学青年的继续学习提供了可能。

4.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学生的课外组织有壁报出版社，通俗演讲，劳动服务队，卫生运动队，时事报告队，体育队，歌咏队，成人班则组织职业服务团，妇女班组织家事训练班。同时，教育组还随时派演讲员到各所演讲，并派人说书及放映电影，这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学生的课外娱乐活动。

总之，这些教育活动，使得难民中的儿童没有因为战火丧失受教育的机会，而一些成年人在经过扫盲教育与技术培训后，在战争结束后也更有能力适应新的生活。


（四）让难民从事工艺生产，培养其职业技能


这项活动具体由工艺组来执行。该组以研究各难民收容所如何实施工艺为宗旨，主要采取了如下活动：

第一，让难民参加各种工艺生产。难民从事的主要工艺生产有七种：编草、纸花、刺绣、缝纫、针织、草绳、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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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民在学手艺的同时获得薪资，既学到了职业技能，又实现了自食其力的目的。以刺绣为例，当时有70人学习刺绣，材料由绣货店供给。工资以件计算，普通小件工价，自一角至一元不等。刺绣部是由西商亚尔培所提议的，他的目的是在收容所内成立难民手艺工场，训练两千名妇女，教会她们刺绣的手绣，让她们自食其力。刺绣的设备费则由华洋义赈会与亚尔培分别负担。

除了以上七种，还有制花灯、制拖把、铅桶、银盾等工作，随制随卖，销路也不错。此外，难民中的手艺人，如木工、泥水匠、油漆匠、皮匠等，也早出晚归，自行工作。

第二，职业介绍。对于难民中愿意外出工作者，工艺组寻找各种途径进行推荐介绍，如介绍难民到纱厂、丝厂、洗衣作坊、布厂去工作，介绍他们去做车夫或女佣，为数也不少。

第三，推销国货。各收容所向国货制造厂家批购日用物品，分发给难民出外推销，以获得佣金。

让难民参加各种工艺生产，有利于让他们养成职业技能，既能自食其力，又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因难民增多所带来的救济上的压力。

另外，鉴于战事爆发后街头流浪儿童增多，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国际救济会于1938年6月1日成立了街头儿童职业教养院，让街头儿童进院学习竹工、木工、制鞋、制毛巾、织补、裁缝、编织等手艺，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加以指导。此外，雇有教员一人，实施初等教育。儿童分为就学与习艺两组，一组上课，一组工作，轮流交替。教养院得到上海救世军官佐和租界当局的赞助，工部局也曾来订购大批竹篮。对街头流浪儿童的教养，一方面有利于儿童获得生活的技能，走上人生的正道，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消除犯罪和稳定社会治安形势。


（五）创办难民医院，为难民提供医疗服务


难民医院设立于位于交通大学内的第五收容所内。鉴于难民增多，疾病易发，当时交大校长黎照寰商请江上峰医师为难民诊疗。经过多方面筹划，难民医院于1937年11月14日正式成立，住院病人异常拥挤，药物更形缺乏，于是将交大调养室所余药品器具现行移用，并求援于四方。医院得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协助和周济。医院分为内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以及传染病等科，每天住院病人，平均250人，门诊病人在200人以上，是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难民医院。后因同文书院迁入交大开课，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又在1938年10月办理结束，停止了对医院的供给。种种因素使得医院最后迁往虹桥路，共设病床150个，住院病人平均每日达120人左右。

从1938年10月起，该院由国际救济会完全维持，但也得到不少慈善团体的捐助，如美国红十字会就曾捐助9千元作为该院的日常经费。

创办难民医院诊治病人，大大降低了收容所的死亡率。据国际救济会统计，1938年2月至8月这六个月的死亡率，仅是前六个月（1937年8月至1938年1月）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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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上海国际救济会与饶家驹神父难民救济活动的评价


作为在当时有着重大影响的八个慈善机构联合组成的一个团体，上海国际救济会积极整合中外慈善资源，担负起了救济难民稳定后方的历史重任，它从消极收容难民到积极帮助难民生产自救，延续着上海的慈善救济事业，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上海国际救济会在救济难民方面取得巨大成效，是与这样几个因素分不开的：

第一，作为八个慈善机构联合组织的团体，能够在救济难民的过程中相互支援、资源共享。比方说，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难民的款项主要是在国内筹集，而大宗款项主要是来自这八个团体会员，而粮食、衣服、药品等物品，大部分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送来的。反过来，国际救济会又能以自己的资源援助其他团体，如它曾捐助上海国际红十字会4万元，给予大量的食品来救援南市难民区的难民。

第二，上海国际救济会的不少外籍成员在租界和外侨中有着重要影响，如两任会长分别是挪威与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饶家驹神父是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钟思是前工部局总办，傅立德与法租界公董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得救济会的活动很容易得到外侨和租界当局的响应与支持。例如，街头儿童职业教养院就得到上海救世军和工部局的赞助；难民医院开办之前，江上峰医师开办救助难民的个人诊所就得到荷兰天主教圣母院女修士多人的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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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也是与国际救济会众成员的无私奉献分不开的。国际救济会的很多人员都是义务职，只有雇佣人员才酌给生活费，他们参加救济会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赤诚和人道主义的奉献精神。在《上海国际救济会年报，1937—1938》里，撰写者曾这样感叹：“若将国币一万零六百零六元之办公及募捐费用，与前章所述之捐款总额九十三万七千四百九十九元相比较，本会所有开支，仅占全数百分之一点一三，未悉其他任何机关所费有较本会经济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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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神父是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组的主任，他主持建立了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但他同时又是华洋义赈会的会长、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副主席，在中外慈善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他的耶稣会士身份，与两个租界以及华界行政当局的密切关系，又使得上海国际救济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宗教界、其他慈善团体以及租界、华界行政当局的巨大支持。而国际救济会的成功运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巨大的影响力与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如沪战开始，租界当局成立了国际联合遣送难民委员会，国际救济会特请饶家驹和钟思为出席代表。又如，饶神父主持的第一难民收容所，医药股由仁爱姆姆负责，前法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夫人也每日到所相助，“热心爱护，实属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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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夏季时疫流行，“但本所因法公董局卫生处常派员前往注射各种防疫苗，故疫疠绝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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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饶神父建立的南市难民区也得到上海国际救济会在人力与财物上的巨大支持，以致有研究者认为：“建立南市难民区的实际工作……由国际救济会实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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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点夸大，但也说明，无论是在南市难民区建立还是实际运作的过程中，上海国际救济会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试析饶家驹与抗战时期上海难民救济的若干问题

张姚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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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法国耶稣会神父饶家驹主持创建了“南市难民区”，使数以万计转徙流离、束手坐困的难民得以重获新生。“南市难民区”因此亦称“饶家驹安全区”，饶神父也被时人赞誉为“中国之友”、“难民之父”。随着抗战烽火的蔓延，以“南市难民区”为蓝本，南京、汉口、广州、福州等地也相继建立了类似的难民保护机制。粗略统计，抗战时期，中国各地的难民区救助的难民总计不下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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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爆发后，“饶家驹安全区”模式又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推广。在1949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议定书和评注中，“饶家驹安全区”作为中立区的范例反复被提及。毋庸置疑，饶家驹与他创设难民区的实践在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后来者深入思考与研究。

只可惜，饶家驹于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就病逝于德国西柏林，并未像约翰·拉贝那样给后世留下日记等文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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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致战后数十年间，他在上海救助难民的那段传奇般的史事长期湮没无闻，鲜为人知。直至20世纪80年代起，饶家驹及其善举才重新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不过迄今为止，专题研究成果仍为数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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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之下，近年来海外的饶家驹研究则略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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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有的论著来看，学界对于饶家驹的研究仍大体聚焦“南市难民区”的设立与运行管理方面，而对于抗战时期饶家驹所从事的其他难民救济工作尚缺乏系统性的叙述和分析。这自然与“南市难民区”是饶家驹开展难民救济工作的主要成果不无关系，也和史料数量及分布成正比。本文将依据相关档案史料对抗战时期饶家驹参与上海难民救济的若干具体问题作进一步梳理，以期抛砖引玉，为饶家驹研究的不断深化进行铺垫。笔者学力不逮，疏漏讹误之处，尚祈方家赐教。


一“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饶家驹与难民救助


抗战时期，上海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战事，即“一·二八”和“八·一三”淞沪抗战。按照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饶家驹不仅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的难民救助工作中成就斐然，而且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也倾力救护伤兵难民。然而，大部分著述对于他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行迹仅仅轻描淡写，一掠而过，这不免让人有遗珠之憾。如罗义俊在《上海南市难民区述略》写道：“‘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曾冒险出入战区，救济伤兵、难民，在闸北弹伤右臂而锯去。”
377

 汪志星在《不能忘却的上海“拉贝”——抗战时期饶家驹及其建立的上海“南市难民区”》一文中论及：“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饶家驹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出入战区救护伤兵难民。”
378

 相对而言，阮玛霞在其专著《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中的相关描述则详尽不少。书中提及，为了营救闸北地区的妇孺伤兵，当时饶家驹向英国驻沪总领事璧约翰和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翰提议，希望与他们一起组织一个营救团，营救包括陷入困境的中外非军事人员，以及受伤的中日士兵。但工部局内部却因各种利害关系争论不休，迟迟没有付诸行动。迫不及待的饶家驹便找来万国商团的贝泐少校，共同着手拯救滞留闸北的难民。他们在会见日本海军司令野村吉三郎后，日方答应从2月11日上午8点到中午12点停战四小时，以便难民撤离战区。于是，饶家驹和贝泐带着14名法国修女、9名担架员、1名中国翻译、几个学生志愿者，还有6辆改作救护车的摩托车，在短暂的停火期内救出了2 000余名难民，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379



天主教会自办刊物《公教周刊》谈及饶家驹在“一·二八”时期救援难民的事迹时，有如下记载：“当1932年上海第一次中日战争（即‘一·二八’淞沪抗战——笔者注）的时候，他向敌我两方提议暂结‘停战协定’，俾在火线中的中国平民得以从容撤退，结果他得到成功。”
380

 对照阮玛霞在《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中的叙事，《公教周刊》所言基本是准确的，但区区四小时停战用以撤退平民，使用这“从容”二字似乎并不准确。然而即便如此，也是饶家驹等倾力与日军周旋疏通的结果，殊为不易。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里对此也有记载：“万国商团司令详谈昨日（即2月11日——笔者注）商团团员海利贝尔（即贝泐——笔者注）少校和饶家驹神父主动地日本和华军当局商定今日停战四小时，以便准许他们进入闸北，协助许多平民从战区撤退。”
381

 然而从2月12日董事会讨论的记录来看，贝尔少校的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万国商团方面的认可。商团司令汤姆斯认为，贝尔的“这些安排是背着他进行的，许多商团团员准备听从贝尔少校的命令，陪同他执行该项任务。幸喜他（指汤姆斯——笔者注）能够阻止这些商团团员前往闸北，那仅仅是出于偶然”。
382

 这也就解释了在短暂停战的那一日为何只有修女、担架员和一些志愿人员出现在拯救难民的第一线，而不见贝尔少校麾下的一兵一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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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学生和外籍修女在震旦大学的临时伤兵医院看护伤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



但是，总董麦克诺登的看法与汤姆斯相左。汤姆斯是站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角度上，而麦克诺登则完全是出于慈善的观点，他以为“贝尔少校之所以从事安排这项仁慈的差事，那是由于最崇高动机的驱使”。
383

 这种想法倒是与饶家驹联合贝尔千方百计拯救难民的出发点不谋而合。可惜，到会的诸位董事尽管赞同总董的观点，却“一致认为贝尔少校没有事先向商团司令请示，并且得到司令的许可，擅自向商团团员下令。他这种行动，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因为据后来透露许多占据闸北的华军不知道已安排好这一短暂的停战”。结果，贝尔少校被允准辞去他在万国商团里的职务。
384



再来读一读《申报》里的相关记载。阮玛霞在其著作中仅仅提及饶家驹与贝尔携手合作救援难民一事。可是，《申报》的报道更为全面地展现了在停战前后营救难民的情况。11日下午，红十字会、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世界红碯字会、上海市民联合会、九路商联会、煤业公会等慈善团体在获悉次日将休战四小时的消息后，当即讨论分工合作拯救难民事宜。饶神父和贝尔是自组一队，与上述慈善组织共同投入难民救济工作。依照《申报》所载，饶家驹组织的救援队“计共二十四人，内看护十六人，另华人译员一人，由日领及日军各派一人随行，至虹口救护，旋复至闸北我军防线内，将难民送出战区，搭乘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红十字会各车，分赴收容所等各地”。
385

 这段文字显示出饶家驹在停战期间救援难民的工作并非如阮著中所言那样势单力薄，而是得到了沪上其他慈善团体的积极协助。另须说明的是，据《申报》报道，2月13日获救的难民有3 000余人。但若以阮著所称，饶家驹率领的救援队救出2 000多难民的话，那么其他各大慈善组织合力仅仅营救了千余人？这恐怕欠缺合理性，有待深入探讨。

同样是对饶家驹难民救济工作的研究，为何“一·二八”与“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期间的成果却大相径庭？前者言简意赅，后者内容充实丰满。笔者愚见，此中缘由当是史料厥如之故。笔者曾试图翻阅《申报》查找更多线索，但逐日阅看后发现，其中刊载的大大小小的募捐、赈济活动和参与组织、人员不计其数，只是无论从这些报道的标题还是内容中，都鲜有提及饶家驹的名字，一般都以“法神父”代称。难怪阮玛霞女士主要是利用《字林西报》等外文报刊资料来完成对饶家驹在“一·二八”时期救援难民的史迹考证。

由此可见，饶家驹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救助难民的行迹若隐若现，并非如“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那样彰显光耀而广为人知。这提示学界，相关史料还须进一步挖掘寻觅，以使饶家驹研究更为全面详尽。


二“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饶家驹参与的难民救济工作


“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上海最先成立的难民救济组织并非日后“南市难民区”的发起团体——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而是与之“一源两流”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救济会（以下简称“上海国际救济会”）。早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夕，华洋义赈会鉴于“平津相继沦陷，淞沪一带，风云紧急，一夕数惊，战事有一触即发之虞”，“上海一旦卷入旋涡，战区人民必致流离失所，呼吁无门”，遂于8月4日召开董事会，未雨绸缪，讨论难民救济办法。“当经公决联合各善团通力合作，以厚实力，并推定顾吉生、陆伯鸿、朱吟江、饶家驹、柏韵士等五君，分向各善团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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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曾任华洋义赈会主要负责人，作为该会的核心人物之一，遇此多事之秋，他虽已不再担任会长一职，但依然视慈善公益为己任，与陆伯鸿等分头与沪上各慈善组织联络商洽。幸而，“深蒙各善团赞许，允予合作。翌日（8月5日——笔者注），华洋义赈会乃邀集各善团开联席会议，应邀出席者计有中国红十字总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碯字会、中国济生会、中华公教进行会、华洋义赈会等六团体代表十一人，经议决为应时势之需要组织‘上海国际救济会’，共谋救济工作，以收群策群力之效，同时并邀请各国驻沪领事、各国商会暨上海各公团，一致参加筹备关于组织国际救济会之一切事宜”。

当时，由于上海战事未起，还不存在难民问题，而平津已沦为战区，兵骤临，难免生灵涂炭，与会代表“为关怀平津难胞起见”，议决通电天津万国救济会，询问救济难民的情形。不日，万国救济会复电称：“目前灾民数目难以统计，城内另有中国慈善机关办理，惟粮食缺少，实为将来最大问题。”在8月10日召开的六团体第一次谈话会上，众代表就如何缓解平津食粮短缺问题进行讨论，“卒以交通阻滞，无法运输，乃经决定先行筹集款项四万元，汇交该会（即万国救济会——笔者注），作为救济难民费用，由各团体分担。计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一万元，华洋义赈会一万元，中国红十字总会一万元，中国济生会五千元，世界红卍字会及中华公教进行会五千元”。

可见，饶家驹在“七七”事变以后就已经开始关注战争所造成的难民问题，而且借助华洋义赈会的社团行为做了些许准备和救援工作。这为他此后展开一系列难民救助活动打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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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法租界外滩，等待遣返船只的难民（1937年）（上海法租界警务处年报1937，见“Virtual Shanghai”，http: //www.virtualshanghai.netReferencesBibliographyID=1628）



8月13日，上海国际救济会在香港路上海银行公会召开成立大会。出席者除原有六团体代表外，还有中国佛教会、基督教上海青年会的代表以及法国商会的傅立德、原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钟思等。“是日，适值沪战爆发，人心惶惑，秩序紊乱，但各团体代表鉴于任务之重要，均能准时报到，大会得以正式成立而无阻碍。”为救援难民计，与会代表展现出不屈不挠、不畏牺牲的精神，令人钦佩。会议推定关纲之为临时主席，讨论并修正组织章程，推选挪威驻沪总领事奥尔、柏韵士、钟思、饶家驹、傅立德、王一亭、宋汉章、陆干臣、李规庸、屈文六等十人为常务委员。

8月18日，上海国际救济会举行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经各委员互推，选定屈文六、奥尔为会长，并按照会章设立总务、救济、经济、人事、教育、工艺、设计等组，分担会务。饶家驹出任救济组副主任。上海国际救济会设总办事处于八仙桥青年会3楼318室，另向华洋义赈会调用干事数人，分派各组工作，以省开支。

上海国际救济会最初开设三个收容所，即设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震旦大学操场
387

 上的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亦称马斯南路收容所）；西临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东接祁齐路（今岳阳路）旷地上的国际第二难民收容所和吕宋路（今连云路）上的国际第三难民收容所。当时，“除随时遣送不计外，收容难民共七千六百一十人。”

饶家驹曾兼任震旦大学英国语言和文学教授，对震旦大学的情况了如指掌。该校操场占地20亩，如此空旷的场地用来安排难民住宿是最恰当不过的。因此，在他亲自操办下，8月22日，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就在震旦大学操场上设立起来。该收容所“计建有形式相同之大芦棚七幢，以四棚收容妇女，以三棚收容男子及孩童，尚有七所大小不同之芦棚，以二处作职员办公室，三处作厨房，一处作雏形医院，又一处为难胞浴室及理发室之用”。为了确保难民的生活质量，“所内装有多量电灯，及充分之自来水”，这些水电设施均由饶家驹无偿提供。此外，20多名震旦附中的童子军配合男女纠察20余人共同维持秩序；所内分设各管理组，还雇佣一批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中共地下党党员）。创办伊始，因卫生条件所限，收容所内一度霍乱、痢疾、麻疹等疫病流行，后饶家驹联系教会方面设立病院、施诊所、药房和产院各一所，由震旦大学医学院师生、广慈医院的医生护士和仁爱会修女负责医疗卫生工作。至1939年7月29日关闭为止，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5万余人次。
388

 从饶家驹设立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实践来看，其已经具有日后“南市难民区”管理方面的雏形。

当然，作为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组的负责人，饶家驹除了管理该会下辖各难民收容所的日常事务外，还身先士卒，冲入火线，解救难民于兵燹之祸。“八·一三”事变初起，虹口的天通庵路、八字桥一带是中日军队交战的主战场之一。当地居民“猝不及防，不获出险者，为数甚多”。为此，饶家驹“特率干员前往营救，出入战区凡二次”。凡被救的难民，若其在租界内有亲友可依者，饶家驹就派汽车送至外白渡桥。那些无依无靠者就被送至上海国际救济会各收容所安顿。然而，令饶家驹等感到遗憾的是，“因军事牵制，未能尽量援救”。

与此同时，大批太仓、嘉定、宝山难民自火线逃出后，却因公共租界当局不准难民入境，在北新泾进退维谷，露宿风餐，凄惨万状。其间，更遭日军飞机投弹，难民们的处境极其危险。危难之际，乃由饶家驹君向工部局方面沟通，促使租界当局同意放行，并将这批难民安插于救济会各收容所。

10月26日，日军攻陷庙行和大场。苏州河北岸的中国守军腹背受敌，于27日匆忙组织西撤。战火遂燃至沪西虹桥地区，“平昔乡村，顿成战场，难民糜集于沪西法华交界，不下数万人，扶老携幼，形色仓皇，手提肩挑，啼泣载道，厥状殊惨”。上海国际救济会经竭力商得公共租界当局允准后，由饶家驹、柏韵士、马瑞山、白克礼等人，向工部局商借卡车5辆、万国商团篷车6辆，驰往法华一带营救，共计救出难民12 000余人。如此一来，该会原有的三家收容所人满为患，不敷使用。上海国际救济会遂另辟国际第四难民收容所于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澳门路，国际第五难民收容所于海格路（今华山路）交通大学，国际第六难民收容所于北河南路（今河南北路）钱业小学，安排沪西及沪南难民居住。至1938年初，避居于上海国际救济会所辖收容所内的难民总数已达25 000余人。

利用交通大学学生宿舍而建成的国际第五难民收容所是该会六家收容所中规模最大、住宿条件最好的一家，安置难民13 700多人。可是，第五难民收容所设立伊始，却因误传所内驻有中国军队，日军计划轰炸收容所，“一时形势严重，数万生灵，岌岌可危。”此事虽属传闻，但关系重大，饶家驹为确保万无一失，特向日方声明第五难民收容所内并无中国驻军，并请求法租界当局派遣40名军警，加强收容所的安全防护，第五难民收容所始得保全。

在上海国际救济会繁忙工作近两个月后，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国际委员会”）方告建立。有鉴于“中日战事，逐渐开展，难民伤兵，大见增加，各项救济事务，因而益形繁剧”
389

 ，原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颜惠庆会同施肇基等人策划在中国红十字会框架下筹组某种具有广泛参与性的组织，以争取国际援助。1937年10月25日，上海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颜惠庆出任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饶家驹、钟思和时任工部局董事的普兰特为副委员长
390

 ，并分设办事处于国际饭店和河南路（今河南中路）505号华洋义赈会内。为细化执事，执行委员会还下设宣传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施肇基）、财务委员会（主席贝内特）、医务委员会（主席施思明）、伤兵救护委员会（主席颜惠庆）和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饶家驹）。
391



行文至此，不难发现，“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申城这两大难民救援组织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具有相当多的共性。一是同属挂靠中国红十字会的独立机构，有着完备的组织体系、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分工以及广泛的国际参与度；二是在人员组成方面，彼此交叉，这也增强了这两个机构之间的互动性和协作关系。饶家驹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在两大组织的难民救助工作方面的活动能量也是最大的。他既是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组负责人，又担任上海国际委员会副委员长、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如此一来，不仅赋予饶家驹领导难民救济事务的职责，更为其创造性地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毋庸讳言，由于上海国际委员会组建后不久，饶家驹就主持创办了“南市难民区”，因此其工作重心即由上海国际救济会转向上海国际委员会，从分区域设立单个难民收容所转向将整片地区划作安全区，以供难民居住。至于“南市难民区”创设的过程、管理运行的细节问题，因在前文提及的有关论著中已有详细的记叙，本文不再赘述。

但有两处细节还是值得注意。其一，自1938年1月间，上海国际委员会承担起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及其分会（原名非常时期难民救济上海分会）所办的148家收容所内13.4万余难民的给养供给重任。其二，上海国际委员会专设衣被组，负责通过自制和募捐的方式来帮助难民获得服装和寝具。1938年4月底，该组“又制春衣三万套，委托上海国际救济会送往南市难民区散放”。
392

 这两个事例就是上海国际委员会和上海国际救济会在难民救济方面协同互助的明证。
393

 两大组织的难民救援工作主持者均是饶家驹，为将两机构的资源充分用于救助难民，他肯定在其中居间协调，并做了大量工作。只是囿于史料，如今还无法还原更多这方面的细节，有待日后深入考据。


三　饶家驹与颜惠庆


设立“南市难民区”固然是饶家驹在抗战时期从事难民救济工作期间，最值得称道的业绩，他也的确在此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在那段纷乱四起、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单凭饶家驹的一己之力，要完成解救数以十万计难民的重任，也是天方夜谭。其实，在饶家驹的身旁不乏鼎力支持、热情援助的中外友人。颜惠庆就是其中之一。颜惠庆有每日写日记的习惯，在他的日记里就留下了与饶家驹交往的点点滴滴。

作为著名的外交家，颜惠庆除了在外交界纵横捭阖之外，还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曾于1924年、1928年两次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当“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之后，中国红十字会便在颜惠庆、施肇基、何香凝等人的主持号召下，先后建立20支救护队、救护医院13所，另联系13家特约医院，积极展开战地救护工作。
394

 随即，他又与施肇基等筹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自任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饶家驹为副委员长兼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可以说，从上海国际委员会成立的那日起，颜惠庆和饶家驹在工作中就有了交集，尽管此前两人一个活跃在外交界，一个致力于传经布道和教书育人，或许他们并不熟悉对方，但热心于慈善赈济事业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也正因如此，他们在上海国际委员会的会务工作中合作相当愉快。

这从几件小事中便可管窥一二。1937年12月28日，适逢上海国际委员会开会，不巧的是，颜惠庆前不久因不慎失足，从楼梯上滑下，背部受伤，当时尚在卧床养伤。故而，他请饶家驹代为主持会议。
395

 在上海国际委员会存续期间，颜惠庆罕有请人代为主持会议的举动。那次由于有恙在身，颜惠庆指定饶家驹代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饶家驹的信任。翌年2月8日，颜惠庆在日记中写道：“托人把《日内瓦名胜》一书带给了饶神父。”
396

 寥寥十数字，其背后的内涵却极为丰赡。首先，时距“南市难民区”正式运行不过三月有余，对于饶家驹而言，解决大量难民的衣食住宿问题可谓千头万绪，任务艰巨。日伪势力还不断从中作梗，更是添加了他工作的难度。颜惠庆此时想到赠书于饶家驹，从表面来看是想让饶神父能在闲暇之余，通过阅读来得到些许精神上的愉悦和慰藉。再仔细一想，恐怕还没那么简单。日内瓦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所在地，且不说风光旖旎的日内瓦与饶家驹的故乡法国洛林地区相距不远，在城市风貌上多有神似之处，单是看到“日内瓦”这三个字，就会令人联想起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想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箴言——“战时行善”。颜惠庆特意选定将《日内瓦名胜》一书送给饶家驹，想必是欲借此书，缓解饶神父的思乡之情，以便带给他更多的工作动力。再者，读过颜惠庆日记的人都会有一感受，即颜本人惜字如金，且大有春秋笔法之妙。录入在日记簿中之事，必乃当日颜惠庆自认的大事要事。他能将送书给饶家驹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郑重其事地写入日记之内，足见其与饶家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共事之后，两人已成为关系甚密的挚友。

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南市难民区虽有来自重庆政府方面和社会各界的资助，但由于难民众多，给养浩大，经费上仍是捉襟见肘，不敷支配。有鉴于此，在1938年3月8日的难民救济委员会会议上，颜惠庆建议饶家驹和施肇基前往美国，募集经费。
397

 一个多月后的4月19日，颜惠庆再度出席难民救济委员会会议。会上决定施肇基留在上海，由饶家驹一人独自赴美。三天后，难民救济委员会在国际饭店开会，颜惠庆专门就饶家驹的行程安排作出布置。他还于4月22日特意去信给正在纽约的王正廷、史汀生、戴维斯（诺曼）、斯旺森及余君，为饶家驹的美利坚之行进行铺垫。
398

 如前所述，颜惠庆的日记内容很是简略，无法从中获知这些信件的具体内容。幸而，在阮玛霞女士的书里披露了少量信函内容。颜惠庆在信里称：“作为一名‘传教士中的政治家’，饶家驹神父给人印象深刻，他身材高大，身躯瘦弱，身着黑色的教士服，上面饰以国际红十字会的会徽，会徽是一个色彩醒目的蓝环中加一个红十字。他蓄着白色山羊胡，一双敏锐而又和善的眼睛总是能给那些受伤病和贫苦困扰的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
399

 显然，这是颜惠庆在为阅信者介绍饶家驹的外貌。通过他这一番入木三分的叙说，饶家驹慈祥而干练的形象已跃然纸上。正如阮玛霞女士所言：“来自美国、法国和中国官员的信件都在声援这位不怎么出门的神父。这些信件到达美国国务院和白宫，为他在华盛顿的高端访问铺平了道路。”
400



1938年5月1日，饶神父踏上了前往大洋彼岸的行程。从这一日起，颜惠庆时刻关注着饶家驹的访美筹款之旅。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就记了一笔：“饶家驹启程赴美。”
401

 5月27日，颜在日记中写道：“饶神父在华盛顿受到罗斯福总统接见。”
402

 与罗斯福晤面，是饶家驹访美期间最重要的一次活动。饶家驹在返回上海后，曾对记者言道：“旋罗斯福总统知渠抵美，即以电话邀赴华盛顿白宫会晤，乃由法国驻美大使陪同晋谒。罗斯福总统公务极忙，谒见常座为之满，但以万分关切中国灾民之故，渠到达白宫时，即尽先破例接见，并详询如何募款救济方法。罗斯福总统并表示愿以全力赞助，俾得美满之效果。”
403

 由于得到罗斯福和美国官方的鼎力支持，饶家驹在美国各地的劝募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此外，他在美国游历期间，顺道访问了加拿大蒙特利尔、温哥华等地，沿途各界人士莫不对中国难民抱以悲悯同情之心，纷纷解囊捐助。美国红十字会通过发起“一碗饭”运动，筹集捐款达70万美元。“其他各善团及各界所募集者，亦有百万元之数。”
404



在讲述饶家驹美加之行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幕的同时，不能不令人想起一事：在他赴美前，颜惠庆致信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及多位美国友人，请他们代为与美方事先沟通，并对饶神父多加关照。王正廷也在华盛顿晤见饶家驹，与他商讨鼓动旅美华侨捐款的细节问题。从上述事实不难发现，饶家驹在美国筹募善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反响和成功，与颜惠庆事前的周密安排有着直接的联系。

当饶家驹完成访美使命之后，在返沪途中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小插曲。7月初，饶家驹在温哥华搭乘“亚细亚皇后号”东返。7月21日，船抵日本横滨后，饶家驹登岸。他曾告知船员，意欲探访友人，如果来不及登轮，就将坐火车赶往长崎上船。可是，“亚细亚皇后号”离开横滨时，并不见饶家驹登船；驶抵长崎后，亦不见饶神父的踪影。一时间，饶家驹失踪的消息喧腾于沪上中外报章，饶神父恐遭盗匪攻击或已被日方拘询扣留等臆测甚嚣尘上。日方也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为“不欲引起荒谬之谣传”，日本警方“禁止登载或广播一切关于饶氏之消息”。
405

 各种讯息扑朔迷离，让颜惠庆也无所适从，他此刻所能做的就是静待饶家驹安全归来。7月25日，“亚细亚皇后号”抵达上海。这天，颜惠庆在日记里写下：“饶神父未能到达。”
406

 次日，他又于日记中记录：“国际救济委员会开会，饶神父仍无消息。”
407

 字里行间，无不显露出颜惠庆那一刻翘首期盼的焦急心情。

此时的饶家驹身在何处呢？原来，饶家驹因长途跋涉，感觉惫困，自横滨下船后不久便转赴兵库县的好友藤川家中稍事休养。仓促间，他竟忘记告知上海的众友人。当闻悉各界因其失踪而忧虑时，乃不胜惊愕。7月30日，他乘坐法国邮船“斐列斯罗素号”离开横滨，于8月1日抵达上海公和祥码头。得知饶家驹顺利返沪，颜惠庆的那份欣喜自然不言自明，他在日记里也记下一笔：“饶神父到沪。”
408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离沪返回祖国，继续从事战时救济工作。不多日，南市难民区即因经费枯涸，无以为继，宣告解散。饶家驹走了，南市难民区也烟消云散了，但多年之后，上海人还依旧记得那位年高德硕、热心救济事业的饶神父。1946年9月10日，身为梵蒂冈驻柏林救济团团长的饶家驹因病在德国柏林逝世。噩耗传来，申城的民众不禁为之伤悲。法国驻华大使馆和震旦大学联名发出讣告，还于9月18日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圣伯多禄天主堂举行追思弥撒，颜惠庆、何德奎、潘公展以及法国驻华大使梅里霭等两百多人到场，共同怀念饶神父。
409

 时人曾赋《挽饶神父》一诗以颂扬这位和蔼慈祥的老者，寄托对他的哀思。“杀气东来，血腥极浦，一角绘流亡，南市尚留野央在。只履西返，露冷颓都，毕生行非战，普天拨乱我侪同。”
410



“渠对中国，不啻渠之第二故乡。渠爱护中国之热诚，或许不输于中国人之爱中国也。”
411

 饶家驹是这么说，亦是这么做的。今年适逢中法建交50周年暨中法友好年，明年又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样两个特殊的年份里，回顾和纪念法国神父饶家驹在抗战时期救援沪上难民的史事，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饶家驹身上体现出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超越了政治和文化差异，突破了军事和外交的藩篱，为促进中法人民友谊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对饶家驹与抗战时期上海难民救济若干问题的浅析，不仅是借此缅怀这位在抗战时期向中国人民无私伸出援手的老朋友，更重要的是想说明对于饶家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应当立于更加开阔的历史视野之下，更为全面地去探究他的功绩，而不是局限在南市难民区这一个点上。在论述饶家驹救助难民的活动时，力戒把他描绘成“孤胆英雄”，应当站在抗战时期中外正义力量合作开展难民救援，共赴时艰的大背景中，去分析饶家驹主持设立南市难民区等一系列难民救济工作的成功之道。


“孤岛”时期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济事业

池子华　徐璐
412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主权一如往昔，在日军的包围下，租界变为所谓“孤岛”。此时，华人社会出现了某种政治权力的真空，各界抗敌后援会解散，国民政府的社会救助政策与活动无从着落，同时红十字总会重心也随之转移。为了延续上海各项救济事业，收拾战争残局，出于人道主义宗旨，中国红十字会集合旅沪各国名流发起组织了国际合作性质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简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上海国际红十字委员会”），“重为募集捐款，并作为各善团之后盾，协助各种慈善事业”。
413

 于此非常时期，上海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救济工作对于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保存抗战力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就此问题略做考察。


一　上海沦陷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建立



（一）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成立背景


沪战爆发后，在抗日御侮的旗帜下，南京当局在作战布置上甚为主动积极，至倾注全力。除由沪宁线调动军队来沪外，还陆续抽调装备精良的陈诚、胡宗南等部投入战场，并把四川、云南等地方部队源源不断地调往上海，前后调集兵力达70余师，计70余万兵力，“占全国军队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414

 在爱国群众的支持下，抗日将士士气旺盛，浴血奋战，“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来轻视中国”
415

 ，迫使日军随后陆续增加兵力到20万。这场战役过程之持久，规模之巨大，战斗之激烈，不仅远远超过“一·二八”淞沪战役，而且在八年抗战中也属罕见。

尽管中国军队初期作战坚决，实行攻势作战，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是9月上旬，在敌军的猛烈火力与海、空军的优势下，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仍感不支。至9月中下旬，战争进入“我之全线防守、敌之进攻”阶段，并逐步发展为“阵地战的高潮”，经历了蕴藻浜南北阵地攻防战、大场周围争夺战、苏州河沿岸防御战等等作战。
416

 为了迅速逼迫中国政府投降，日统帅部决定在杭州湾北岸进行登陆作战。11月5日拂晓，在海、空军的火力掩护下，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打击国军右翼战线。11月8日，战局迅速恶化，日军渡过黄浦江，向松江进攻，至此，“国军在上海市周边地区作战之大军侧背受严重威胁”
417

 。战争总体形势发生变化，11月12日，国军放弃南市，上海市区沦陷，淞沪会战结束。13日，上海的华界以及公共租界位于苏州河以北的地区，全部沦陷于日军之手，英法租界处于日军四面包围之中，成为“孤岛”。势如破竹的日军很快又向南京进攻。南京保卫战仅仅维持一周，12月13日，日军便占领南京，并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以及红十字总会的所在地，它的陷落不仅对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巨大打击，也打乱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行动计划，用红十字会秘书长庞京周的话说：“自上海沦陷，总会乃失去活动能力。”
418

 受战争情势影响，不少随军工作之救护队员已与总会失去联系，而留在上海的各救护队与急救队暂行解散，打算“严格甄别，另行改编”。
419

 1938年1月，上海市分会理监事联席亦召开会议，决议结束该分会会务，并“特通告各队工员，将制服帽章证件等，于一月十五日一并缴存会中”。
420

 而驻在上海的大部工作人员及器材则于1937年底，跟随政府西迁退至汉口待命。
421

 同时，苏州、杭州、松江、昆山、南京、保定、芜湖等处红十字会的医护人员均集中于西安、南昌、汉口待命，总计不下七百人。
422

 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一度处于无序混乱的状态。

另一方面，总会核心人物陆续离开上海，并向香港转移。上海沦陷的11月27日，任总会副会长的杜月笙便与常务理事王晓籁及钱新之等同乘法国兵舰秘密离沪赴港。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因其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环境，一直作为抗战重要战略物资转运的主要通道。上海这个最大海港陷落后，香港更是战时物资的重要渠道。1938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振济委员会，将振务委员会与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合并改组，具体职掌战时救济行政。蒋介石为了安抚杜月笙等流亡人物，特派杜为振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命他负责第九救济区
423

 的事务。
424

 而原设于沪北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最终迁移香港，由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当时红十字总会会长王正廷正
425

 任驻美大使，于是杜月笙以副会长名义和红十字会常务理事王晓籁、钱新之等一起处理所有经由香港转接上海及其他沦陷区的捐款款项及物资，充当中介与策应工作。1938年4月1日，总会总办事处在香港正式设立，除恢复总办事处一般职权外，专事负责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总办事处内分秘书处、干事部，前驻香港办事处归并干事部，并迁往九龙柯士甸道一百十一号办公，同时暂用“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办事处图记”，呈报内政部卫生署备案。4月13日，徐采丞护送总会关防抵港，各项事务逐渐走向正轨。

然而，淞沪战争的善后救援工作并未终止，它仍在持续且至关重要。因为自“八·一三”开战以来，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几乎从未止息。就其流向而论，由于租界的生存环境较好，“在炮火下避至租界者，总数在二十万人以上”。
426

 不仅如此，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的民众，也有国际难民，如来自德国或德战区的犹太难民等。据8月底的报纸显示，难民涌入租界最高峰时达到“七十万人左右”。
427

 以租界原有约100万
428

 的人口接收70万甚至更多的外来者，已然超出租界环境的可承受范围。租界人满为患，租界地区的边缘也挤满了数量惊人的难民，“由于苏州河北岸及虹口、杨树浦逃来的大量难民（包括原来的难民和非棚户）迁入，原来的空地马上就挤满了。抗战时期，这里的人口即增至10 000以上。”
429



至于这些难民的生活状态，绝大多数在战祸的打击下，境遇至为悲惨，时时挣扎在生存的边缘线上。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是难民群体的真实写照，有一段时间，每天冻馁而死者超过“一百之数”。
430

 因此，当时沪上各方“都认为最严重最紧要的问题，是怎样解决遭受战祸的无数同胞的生计”，呼吁大力救济难民，形成了一个广泛救济难民的社会环境。
431

 而经过近代化的洗礼，上海也已逐步发展成一个具有相当自主程度的社会，即不同的社会阶层能够自发地组织团体以满足内部或地方社会的需求。
432

 于是，面对庞大的难民潮及进而引发的资源紧缺、疫病及治安问题，各社会团体立即召开会议，纷纷成立机构，展开难民救济工作。

一时间，难民救济组织风起云涌，当时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救难组织有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国际救济会、各旅沪同乡会系统以及其他救助机构。在国民政府尚未退出上海之时，官办的上海市救济委员会是极为重要的救难组织。自1937年8月13日至9月30日的一个半月中，该会共设立难民收容所104所，收容难民最多时达84 000多人，遣送难民7 000余人
433

 ，难民遣散及收容工作颇有成绩。但当上海沦陷后，该会因政府关系不得不解散，遂移交上海慈善团体救灾会接办。这一时期，社会力量显然代替政府成了慈善救助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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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国际红十字会用船只遣返难民回乡（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可是，救难工作毕竟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的社会服务性事业，分散性、小规模的赈济活动有其无法克服的自身局限，并且各组织之间也极有必要互相联合与协调，因而最终统一于主导性机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此时，国际委员会的出现不仅意味着近代上海社会能够适应政府权威“暂时缺位”
434

 的挑战，利用固有优势，进行慈善组织与政策的再造，更代表了在人类重大灾难面前，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足以抹去国别、肤色、种族、文化的差别，以人性的力量，给灾难中的人带去生的希望。

这一国际性组织最初发端于1937年9月18日在国际饭店举行的会议。当时由前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颜惠庆任会议主席，鉴于淞沪战事不断蔓延，与会的中外人士纷向颜表示“亟望有一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之组成”。
435

 于是，会上当即成立了执行委员会，来具体探讨成立国际红十字会的相关事宜。成员名单如次：颜惠庆、白赛德（Major A.Bassett）、邓纳（Mr.J.Donne）、马许尔（Sir Robert Calder Marshall）、蔡增基、冯炳南、安献金君（Mr.G.Findlay Andrew）、博兰德（Mr.W.H.Plant）、礼德（Dr.B.E.Read）、饶家驹（Father R.P.Jacquinot）、李劳士（Rev.R.Rees）、颜福庆、施思明、劳白生（Dr.R.C.Robertson）、钟思（Mr.J.R.Jones）、田伯烈（Mr.H.J.Timperley）。
436

 从名单中不难发现，国际委员会的筹备名单中，外籍人士占多数席位，其中，博兰德时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钟思为前总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贯彻“绥靖”、“中立”政策的英国、美国也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等多重考虑，转而积极推动援华救济事业的态度转变。9月24日，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章程，并议决向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独立组织章程的请求。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亟待举行各项工作之繁重，该委员会向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要求该会同仁之义务合作”，华洋义赈总会予以接受。
437

 作为中国第一个科学化、专业化、本土化的国际救灾团体
438

 ，华洋义赈总会的加入对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而言，有着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

10月12日，该会正式成立；10月16日，最终执行委员会接受了中国红十字会提交的会章，同时放弃向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请求独立组织章程，并正式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或简称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办事处于静安寺路国际饭店及河南路中国华洋义赈会总会，开始以中外合作的方式来举办人道救济事业。


（二）组织架构及其职能


1937年11月，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拟定了《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组织大纲》，详列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宗旨、会址、职员、执行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分委员会、职务、责任、财务、会员、会期及职权等问题，基本奠定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主要发展方向与行事规则，即专门从事接受和管理赈款，办理救护伤兵难民为宗旨。

从大纲内容看，该会在组织制度上采取会员制，会员资格分下列四种：“甲、特任会员，中国红十字会特许委任者；乙、基本会员，曾出席本会第一次会议者；丙、普通会员，由执行委员会认可加入者；丁、名誉会员，由执行委员会认可聘请者。”
439

 会员满五名以上请求，即可由委员长随时召集开会
440

 ，这主要是依照西方组织社团的经验，进行改选委员、讨论会务、修订章程等事项。在会员大会休会期间，执行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负责会务的统筹。围绕款项的征募与施用，经过一系列改组调整，设立了宣传征募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伤兵委员会、难民委员会、医务委员会、支配赈款顾问委员会等六个主要委员会
441

 ，分别进行各项事务。

具体来说。宣传征募委员会自然是为筹募捐款而设。鉴于上海每日救护费用日昂
442

 ，为调剂各善团六个月所需，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拟定了1 000万元的募集目标。而宣传征募委员会的任务即为：一，及时对外界公告上海及中国其他各地的赈灾情况及相应所需款额；二，以各种形式向各界呼吁征集捐款，以供救济难民之用。征募来的款项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政府之捐赠；二、国外之捐助；三、国内之捐款；四、其他。”
443



财务委员会为运用款项而设，它的功能是款项的保管与支付。保管上，所有认捐款项先悉数交送华洋义赈会河南路办事处，在总干事监督下制成记录与收据，再由执行委员会授权司库，当即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名义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存入银行。指定银行包括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及中国银行，而国民政府拨赠的救国公债券则由大陆银行义务代为管理。款项的支付方面，规定下列三原则作为支付标准：“（一）如无现存的款，则不为支用之指拨。（二）未经指拨，款项不得使用。（三）在可能范围内，款额不为总括之支付，凡有帐单及请求付款单等之有确定之费用者，送经总干事办事处分别签发支票。”
444

 也就是说，每张单据必须首先经由支用的各委员会主管人员签准，才交总干事批阅，无误后方可开出支票。而支票上还需会计主任及司库会同签章，并每周汇成拨款报表呈报执行委员会，经执行委员会的核定，方为合法支付。为周知社会，以便接受捐赠者和媒体的监督，每星期的收支公报会在沪市报纸刊登，救济月刊内也随时有详细的财务报告。可见，款项的指拨有着严格的审批与公示程序，力图做到钱款用得其所，避免财务上的漏洞和捐款的浪费。

伤兵救护委员会、医务委员会、难民救济委员会是款项的三个具体施用方向。伤兵救护委员会主要进行对退入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受伤兵士的救伤事务，曾组立一残废医院，收容残废兵士，为其装置假肢，授予谋生技能。医务委员会系由防疫委员会、医药用品委员会、平民医院委员会三者合并而成，工作内容包括防疫、供应药物、为难民施诊、公共卫生服务等。由于“并无其自身技术人员及设备”，医务委员会的事务主要仰仗中华医学会的支持。
445

 不但中华医学会的职员担任了医事委员会的一切秘书工作，而且中华医学会上海支会之会员也供给该委员会以医务人员。
446

 难民救济委员会之功能在于使难民收容所状况标准化，通过下设视察组、房舍组、衣服组、运输组、食粮管理组、难民工作组、职业介绍组施行其工作目标，并在各善团不胜负担时予以援助。

支配赈款顾问委员会是为向上海外埠分派款项而设，用资咨询款项分配是否适宜。由于中日战区不断延伸，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范围也随之扩大，故成立近郊救济分委办会以扩充救济。1938年3月中旬，支配赈款顾问委员会成立后兼行近郊救济委办会之工作。到1938年下半年，计拨助外埠之赈款，已有“南京国际救济会，华中国际救济会，苏州国际救济会，广东国际红十字会，开封国际救济委员会，华北调剂委员会，及湖州难民医药费，松江难民救济费等”。
447



另外，从上列委员会的运作可以看出，总干事在日常会务运作中最为关键。据组织系统表，总干事在权力结构中处于权力第三层次，该职务不仅是执行委员会的秘书角色，并代表执行委员会督导与联系各下设委员会，同时又兼为下设分委员会之最高委员，领导各会。


（三）人员构成分析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是一种规划及合作的组织
448

 ，其最大特色在于，无论是在成员组成还是人事构成上，国际色彩都十分浓厚。该委员会的十五个组成成员便包括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英国华灾救济会、美国红十字会驻沪顾问委员会、美国华灾协济会驻沪委办会、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檀香山华灾医药协济会、夏威夷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法商救济难民慈善会、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上海银行公会、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会等。
449



而人事方面，西方人士同样占主导，这种国际性凝聚出的整体影响力乃“实助使该会工作克抵成功”的关键所在。
450

 以作为决策单位的执行委员会为例。当时颜惠庆被推定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饶家驹（R.P.Jacquinot）、钟思（J.R.Jones）、博兰德（W.H.Plant）为副委员长，施思明为书记，贝诺德（C.R.Bennett）为司库，贝克（J.E.Baker）为总干事，朱友渔与贝铁德（C.R.Petitt）二人任执行干事，邓纳（J.Donne）、马许尔（Robert Calder Marshall）、安献金（G.Findlay Andrew）、李劳士（Rev.R.Rees）、蔡增基、冯炳南、颜福庆、施肇基等诸公为委员（期间委员有加聘、职务有更替）。
451



担任执委的外国人有的来自政界，如博兰德与钟思；有的来自商界，如马许尔为上海祥兴洋行总经理，时任英国商会会长（1928—1945），同时身兼中英庚款董事会副董事
452

 ；更多的是教会人士，如法国传教士饶家驹、任职于中华基督教教会全国总会的美国传教士李劳士、时任英国驻华使馆一等秘书
453

 的英国传教士安献金。这些人代表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权力与决策核心，除了国籍有所不同外，普遍具备基督教的共同信仰、共事的经历、在学术界与政界一定程度的声望、与社会救济团体关系良好等特征。特别是委员个人同时身兼政府职务时，更是挟着庞大的行政资源来助阵。如委员长颜惠庆、执委施肇基是长期参与中国政府对外工作的官员，其社会声望与政治影响力足以作为该会的精神领袖，既能在政府内部获得支持，同时在国际间保持声望不坠。法国神父饶家驹更是数次参与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救济事业，有着丰富的个人活动累积与神职人员的中立身份。在五种势力
454

 并存于上海的复杂局面中，可以想见，这些背后资源对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组织存续与工作展开是何等重要。

如前所述，为便利救济事业，华洋义赈总会全体加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其“华洋各半”的人员几乎构成了国际委员会的人员主体。这一关键势力提供了在社会运动、组织观念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化咨询，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活动能力的强大后盾。如财务委员会，其人员由美国人贝纳德、英国人盖世利（W.C.Casseles）、邓克菊（G.S.Dunkley）及中国人李实甫、周锦才、周锦椿、田宗旺和会计师黄秉章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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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与审计二项，分别由华洋义赈总会稽核股
456

 及独立的会计公司负责，以判断和证明各分委员会所报会计资料是否正确。


二　难民救助工作与饶家驹（南市）难民区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成立后，即着手讨论难民收容工作。1937年10月4日，难民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在难民救助中的实际功能定位为：“一、上海国际红会不拟直接自办或管理任何收容所；二、上海国际红会拟设法使收容所之状况，管理及费用均标准化；三、上海国际红会拟于诸已成立之善团不胜负担时予以援助；四、给予诸善团之援助将采取物质或劳务之方式，直接提供于各收容所，而不以现金补助金之方式给予收容所或各善团。”
457

 根据上述原则，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主要难民救助活动包括：


（一）协助与督导各善团的难民收容


难民工作首要是传统的安置手段，即强调时效性强的救济方式，包含有收容、施粥、施衣、募捐、遣送等施舍性质的救济。由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不直接办理收容所，因而救济方式主要侧重于赈款赈品的筹措以及难民收容所的标准制定与监督。

为尽快达到1 000万元的筹赈目标，首由委员长颜惠庆、宣传征募主任施肇基呈请财政部拨款，之后宣传征募委员会亦积极展开各类征募活动。先后举行了上海市征募运动，成立过“三元救命会”，发动“一角救难运动”，推行红十字募捐周，广发征募启事等。在这一过程中，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助力甚大，该会在17年的募款经验中形成了成熟的征募网络，其大部基金与海内外捐助也都随组织转移到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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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39年3月底，已有5 152个人或团体慷慨捐输，金额达到3 129 926.74元。
459

 赈品方面，因时届寒冬，以难民御寒之衣物征募最为迫切。这项工作由金陵女子大学校友若干人担任收集。1937年12月，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将其归并，称衣服组，专司筹备分发工作。衣服组所收衣物主要由国外捐赠，工作步骤分：“一、请求单（由收容所管理填呈）；二、查视（由衣服组派员办理）；三、核证（由衣服组派员管理）；四、筹备；五、分发。”
460



1937年12月间，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难民救济分会及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因无力负担148处收容所之给养，向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经济援助要求。不久，世界红卍字会、中华黄卍字会、白卍字会（尊圣善会）、祗园莲社法会、至圣善会、广东旅沪同乡难民救济委员会、镇丹金溧扬五县同乡救济委员会及江宁六县公所也请求援助各该善团所属收容所之难民。依据以物质而不以现款相援助的办事原则，1938年1月，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始以粮食给养上述收容所。这样，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给养之收容所，增至170余处，难民达15万人。
461

 为了延长粮食的周济时间，尽量压低开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不断调整饭食原料搭配，规定每100名难民每日给养标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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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收容所之继续生有火炉者，停止发给。

资料来源：《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报告（民国二十六年十月至二十八年三月卅一日）》，上海图书馆藏书，旧档信字第109号。



此外，出于营养平衡考虑，难民中特殊群体还供以其他食品，如儿童七岁以下的补给豆乳，七岁至十二岁补给“以豆屑、面粉及糖制成的圆饼”，哺乳妇人及将分娩之孕妇“应以两份食物为原则”，营养不足的婴孩与残废者“以慕尔堂供给之牛乳饮之”等。
462



与此同时，由于实际各团体所办收容所的生活情形并不一致，甚至“大相悬殊”，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遂组设一视察队伍，进行视察，提出建议，以便初步形成难民救济的标准。最终，视察组拟定出甲种标准及基本标准两种，每种包含居住、饭食、衣被、健康、卫生及清洁、组织机构登记办法、训练等七项总纲。各收容所根据各项标准改良管理、调整食宿，而视察组亦随时依照标准考核各收容所工作，经审核及格者，给予奖状。为进一步促进收容所管理，1938年7月，还增设收容所管理一组，会同各善团指导各所改进内部。据管理组1938年7月至10月的报告显示，视察管理工作已颇有成效：节省了饭食费，革除了管理不周的办事人员，敝旧房屋得到修葺，同时改善了饭食情况。
463

 到9月，登记的96所收容所中已有79所达到规定标准。
464



后期随着难民人数次第减少，难民救济工作渐有进步，且上海与外界的联系日趋减弱，粮食、衣服、医药、燃料等基本物资日紧，而若干收容所前借房屋业主均欲收回他用，故10月底，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停止直接救济工作，难民给养由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担任。


（二）饶家驹与南市难民区


南市难民区是“八·一三”战争后期，在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发起下，专以收容、安置中国难民的特定区域。这种在战争中设立非战区收容战争难民的模式，不仅成为日后中国抗战期间被反复援引和复制的救援范例，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人道法的订立。1949年，国际社会修订《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其中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就引用了南市难民区作为参考案例。而南市难民区的最初发起人为饶家驹神父。

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 S.J.，1878—1946），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1878出生在法国洛林地区，1913年前往中国传教，在上海虹口耶稣圣心堂服务周围的葡萄牙籍教徒，并担任公共租界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早年在化学实验中，他的右臂被炸伤锯掉，因而人称“独臂神父”。

饶氏自到中国传教，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足迹遍及苏、皖、豫、冀、黔、鄂、浙等省，参与当地救灾。在“一·二八”淞沪战争时，他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出入战区救护伤兵难民。“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饶家驹再次挺身而出，赴战区救护伤兵难民。饶家驹认为，要应付长期战局，非常有必要设立难民安全区，即“在战区划出一部分区域，为战区难民居住之处，交战双方确保其安全”。
465

 11月初，难民问题格外严峻，当时上海只剩南市战区，且该地留有大批空房及大量共用场所可资利用，饶遂建议在此划出一区域，解决战区难民的居留问题。这一提议不仅得到了各慈善团体的支持，租界方面因道义压力也极表赞成。于是，饶氏代表英、法、美各国驻沪领事和各慈善团体，奔波活动，分别陈说中日双方，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订下一系列非正式、不成协议的“协议”。
466

 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南市难民区的建议；6日，日本方面也表示同意。南市难民区最后确定的区域为旧城厢北部约三分之一区域，南至方浜路，东、西、北至民国路，呈半圆形。对于该区域的权属，中日双方皆主张属己方，南市难民区管理委员会发表声明称，“难民区设立之提议，纯出于人道动机，决不损害中国主权”
467

 ，不过，随着战事的结局必然导致权属转换，但属难民救济性质则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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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南市安全区内的医疗服务（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11月9日，“饶家驹计划”开始正式运行，名义上的管理者是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全由外籍人士构成，主席饶家驹，委员有工部局博兰德、公董局雅斯帕尔等。具体的管理与给养工作则为上海各有关慈善团体协同参与，如卫生工作，由中国济生会、中国红十字会担任；医药治疗，由中国红十字会及中华医学会主持办理；掩埋尸体，由普善山庄负责；难童收养，由中华慈幼协会办理；区内秩序，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派外籍警士维持，还设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等等，兹不列举。难民区的经费主要靠捐助，这些款项直接汇给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由红十字会调拨使用。

其中，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分会亦参与合作，系负责维持南市难民区内旦华小学校收容所，该所主要安插露宿民国路一带的被难同胞。上海分会接受这一任务后，在监事蒋茂駎的领导下，经三昼夜埋头苦干，方将收容所整理就绪，已能收容难民700余人。旦华方面之给养皆由该会设法购备，竭力补充，但仍遇难民营养不良，死亡相继。上海分会又“倡立施诊给药之议”，并择定宴海路270号郁宅为施诊处，由沈志明、潘宇生、朱履云、陶一青、周济衡、张怀霖、童勤德、顾伯荣等会内职员中的国医专家轮流应诊，范书玉、石纯农二君助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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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期，日本对上海实行经济封锁，给养变得困难，每日每人口粮标准不断降低，甚至比监狱还糟糕。
469

 尽管难民生活十分艰苦，区内人员拥挤，环境恶劣，卫生、治安情况均不佳，但尚能使给养“源源接济，尚无中断之虞”。
470

 难民区先后共设收容所130多个，最多时接收难民达10万余人，战争时期，能长时间维持这么多人的生命实属不易。随着日伪势力侵入，1940年6月30日，南市难民区停止活动。难民区的成功办理解决了当时的难民问题，并作为实践人道主义的典范载入史册。


（三）难民教育与生产自救


就难民成分而言，他们中不少人是有生产技能并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收容所安闲坐食，不但“给养方面发生困难，将来习惯性成”，“其影响于国家社会及本人前途者甚巨”。
471

 据此，从积极救济的角度而言，1937年10月，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即组织了难民工作设计委办会，将难民教育与生产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

不过，因最初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大众工作计划无法施行，于是委办会改名收容所工作组，转而在收容所内进行手工生产，帮助解决生活需要，适度减轻救济负担。如衣服组成立有缝纫处，采购原料，发交66处收容所妇女进行制作鞋、袜、帽、内衫、手套等物，以便分发使用。到1938年6月底，已制成鞋13 065双、绒线衫4 155件、短袜290双、手套60双、帽子60顶、背心20件。
472



1938年初，随着租界环境渐趋稳定，大量游资集中，内地市场需求增长，使得原有的工商各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短暂的所谓“‘孤岛’经济繁荣”，劳动力需求旺盛起来。为一致推行生产、统一管理起见，规定厂商必须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直接接洽、签订协议
473

 ，由商家提供原料，红十字会则挑选难民组织承造。难民工资按件计费，分配办法为：“以百分之二十五抵偿伙食及训练费，百分之二十五代存银行，以备回籍之用，其余百分之五十，则付给现币。”
474



各善团陆续筹办起难民工场，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资金支持、协助办理的计有女青年会所办工场、黄卍字会圣母院路收容所、国际第六收容所之裁缝工场、康悌收容所之草织工场、国际第二收容所之木制玩具工厂等。而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直接主办的是文监师路的难民工场，设于慈联会救济分会第47收容所内，由国际委员会工作组秘书李百强主持，该工场内分草织、刺绣、花边、缝工等部；以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内的难民工场，其工作内容为绣花手套等。

除了收容所内的工作外，1938年6月初，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又成立了职业介绍所，安排有技术的难民出所工作，帮助他们“尽可能臻于自立之境”。为此，国际委员会在102所收容所中进行了工艺调查，制成难民职业表。据统计，失业工人共14 268人，并有泥匠、木工、漆工、铜匠、铅匠、铁匠、缝工、鞋匠、花匠、厨司、侍役、店员、电器匠、硝皮匠、汽车夫，以及纱厂运输等85种不同职业，其中以农业占最多数。
475

 经过介绍所调查员的努力工作与各行业的热切赞助，到11月，推荐至沪上各工厂、商铺、住宅等服务的已先后不下千余人，且成绩“均尚优良”，博得雇主满意。而针对部分难民中途怠工问题，国际委员会复规定处置办法：“如无正当理由，规避不去者，一律斥令出所，以示惩戒。”
476



在生产自救的过程中，难民教育工作也在进行。此项事宜由工作组教育股负责，具体分为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及职业教育。儿童教育是最先在各善团收容所开展的，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担任各所给养后也尤其重视，并规定：“不分男女，凡儿童自六足岁起，至十六足岁，除少数因病免学缓学外，一律强迫受课。”
477

 难童课程主要包括国语、算术、常识、体育等五科，每天授课时间至少两小时，教材统一由教育组提供，考试方法采用测验法，成绩及格印发修业证书，优良者颁予奖状。成人教育课程分识字、精神训练、演讲、说书、电影、健身体操等，识字项目为主体。为了最短时间内扫除文盲，教育股还积极推进拉丁化中国字研究，开设各拉丁化中国字班。职业教育为难民从事生产服务，有职业训练与生产教育两种，教授职业技能、服务常识等。此外，教育股还聘请教育界经验丰富者任视导员，每日轮流赴所视导，每周汇报，以推进各所工作。据红十字会资料，上海难民最多时约有149 700人，学龄儿童32 948人，受教育难童达27 948人，受教成人有22 787人，受识字教育的成人计有4 552人。
478

 就教育质量而言，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如1938年7月举办的难民学艺展览会，“各项出品，不但物美，而且价廉，故人人乐于购买”。
479

 再如职业教育组织有难民推销团，该团团员接受人格修养、体格锻炼、语言练习等特殊训练，开办三月已成功推销各种难民产品，其工资“二月份平均每人三元四角余，三月份平均达四元四角”
480

 。


三　医疗卫生救助服务


大灾之后往往伴随大疫。除了积极安置亟待救济的难民外，卫生医疗服务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工作绕不开的重要环节，其工作内容主要由两大块组成：一是针对租界内伤兵的救护，二是难民区内的医药与卫生服务。

如前文所述，伤兵救护委员会专事负责从前线退入租界的兵士救伤事务。从1937年8月13日至同年12月25日，委员会收容伤兵共计44 271人，其中施行急救手术后有17 722人由火车转移到后方，7 122人由伤兵站运往后方，仍留上海医院的有17 980人。
481

 这些伤兵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名下的五处医院予以收治，其费用多为私人支持，国际红十字会对各院以每一伤兵每日五角予以津贴，到1938年10月统共拨赠了171 616.97元。
482

 因战事结束，兵士一经入院即去资格，医愈后即为平民，故出院后须遣送返籍。遣送后期，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曾拨以每人4元至10元，作为川资及服装费用。
483

 此外，伤兵救护委员会于1938年1月10日特设立残废伤兵医院一所，为残废伤兵实施手术、装配假肢，并授予教育与职业训练，使之出院后得以自立营生。10个月间，该院共收容403人，以手术截肢装置假肢140例，且逐渐习得各项技能，制皂藤工等“已有出品销售”，“国文算数及各学科成绩，均尚优良”。
484

 经一年努力，11月，伤兵问题“业已完满结束”。
485



与此同时，淞沪战争的爆发也使得不少公共卫生设施遭到破坏，卫生工作被迫中断，再加上人口大规模流动和集中，沉寂三四年的传染病疫情在上海卷土重来。特别是难民区内，人口集中，卫生条件差，是瘟疫最易爆发和流行的地方。这种情况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展的医疗救助活动主要从“治”与“防”两面入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情况。


（一）施医给药


从“治”的角度，施医给药无疑是对降低发病率与死亡率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鉴于当时医院床位缺乏，1937年12月，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相继开办难民第一、第二医院，收治难民中之病人。1937年11月起，还组织了形式灵活的难民流动诊疗所及难民收容所诊疗所多处，作为医院救治的重要补充。综计上项诊疗所自1937年12月1日至1938年10月31日，施诊号数有486 316起，收容难民人数在4 200左右。
486



至于沪上其他善团收治难民病人的医院及难民诊疗所，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医务委员会则根据视察报告每月拨赠现金及药用品。为满足难民药品需要，医务委员会成立了中央药用品贮存所，制定标准表格，供难民医院及诊疗所参考领用。管理上，为统一收容起见，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第一难民医院内设有患病难民入院管理及救护车服务组。该服务组每日调查各医院病床余额，同时与各收容所及各公众护士约定——“遇有病人须入院时，即电话通知”，并依照病类送入医院。
487

 如临时有重症病人急需送院，委员会亦公布电话号码与各医院一览表，以便立即送医。


（二）注射消毒


注射疫苗针是最有力的防疫手段之一。夏季到来，为了防止疫病爆发，医务委员会特设防疫组，购备足够12万人之用的大量霍乱伤寒混合苗，请中华医学会派员轮赴各所注射。1938年4月18日，注射运动正式开始。经组织，注射团共分三队，每组有医师一人，护士两人，侍者一人，分别由刘纪元、杨传声、俞祖光三医师率领出发。
488

 同时供给疫苗于一些医院与医药团体，作为难民及贫穷病人免费注射之用。此项运动7月结束，共计注射182 214次，接受注射人数为96 853人。
489

 与此同时，工部局与法捕房卫生处亦进行施种牛痘，共计6 188次。
490



针对收容所大多卫生堪忧、设备简陋的状况，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积极举办难民卫生运动。首先，实行清除工作，每日请两租界卫生当局之卫生清洁队撒消毒药水，扑灭蚊虫，为难民除虱洗浴。其次，由工程师指导，难民中选取水泥匠、木匠、电气匠约150人，组成一支工作队，对环境设备进行改造，修理屋漏、沟渠，承造自来水等现代化卫生设备。


（三）宣传教育


不良卫生习惯是产生疾病的因素之一，为使难民加强对公众卫生知识的认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展了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教育宣传活动。其一，进行卫生演讲，由医药专家义务担任，内容主要为卫生原理，如预防霍乱、洗涤清洁之重要等。每人每周约赴15处收容所，每处讲述时间在1小时以上。
491

 其二，放映电影也是常用的宣传手段，为寓教于乐，影片不仅有关于清洁衣服、扑灭蚊蝇等，还有不少卡通片、笑片。1938年6月，已在32处收容所共映35次。
492

 而随着炎暑日近，“思患预防，不容稍缓”，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又特请中华医学会编印《夏令卫生须知》，就饮食、起居、环境等各方面予以详细指导，并附传染病医院一览表，分送各收容所广为张贴，以促难民注意。


（四）营养保健


平日营养状况不良，一旦患病，对于疾病的抵抗力便异常薄弱，势必影响治疗效率，因此国际委员会向来重视难民饮食问题。照难民给养标准，尽管“是一种水平线上的生活”，但是从当时整个中国范围看，与内地平时民众相比，“殊不能为苦”。
493

 对于难民中患病及营养不足的儿童、残障人士、妇女及年老者，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也以豆浆、豆饼、牛乳及鱼肝油等予以补充。这些食品全部仰赖各界人士捐赠，如亨利夫人及李女士所办乳厂、慕尔堂、挪威领事馆等。

教育委员会又以难民缺乏运动，有碍健康来积极推进体育事宜，举办各项体育活动，如健身操、国术、球类、游戏等。到1938年5月，已普及89所，占全体的百分之六十七。委员会还筹建临时体育场，举行所际比赛，增聘体育视察员，严行督促。儿童则提倡拍球、跳绳，另与各团体共同组织夏令健康营，加强健康教育。“在此凄惨清苦的环境中，尚有是项体育活动的施行”，实在是“‘孤岛’上难能可贵的一种民众体育”。
494




（五）火葬尸棺


掩埋尸棺工作“名为嘉惠死者，其实即保个人自己之性命”。
495

 淞沪会战中，兵民死于飞机大炮流弹之下的，不可胜数。“战场上积尸累累”，难民区“棺木堆积如山”，如不掩埋，到夏季发生疫情，后果不堪设想。而考虑到火葬既不费材料又易于操作，故上海地方协会予以提倡，红十字会与主要掩埋机关同仁辅元堂、普善山庄等善团均表赞同，并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合作，合组卫生队，在沪西林肯路上择一空地为葬场，实行火葬。工作两个星期，即已焚兵士遗体700余具，棺材4 900余具，平民尸体30余具，共计6 000具以上。
496

 此项工作大大改善了环境卫生，对民众健康起到重要的作用。

1938年10月31日，上海救济事宜较一年前已有进步，于是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调整其工作方向，回复原来筹募捐款协助救济的主旨，决定终止一切直接救济工作。难民诊疗工作遂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务委员会继续办理。该委员会难民诊疗概分二部，一为固定诊疗队，“一驻惇信路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第一收容所，一驻延平路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第二收容所”；二为巡回诊疗队，逐渐裁并为三队，每日乘坐诊疗汽车分往各难民收容所诊疗疾病。
497

 另有与上海眼科学会联合办理的眼疾诊疗队一队以及与中国牙科学会联合办理的牙科诊疗队，二者皆因经费关系分别于1939年10月、6月起结束。据难民委员会一年来工作统计表，诊疗队次数诊断最多数的病类为皮肤病、沙眼及其他眼病、消化系病、气管枝炎、脚气及其他维他命缺乏病、耳病、流行性感冒、风湿病及痛风、疟疾、痢疾、肺结核及其他结核病等。
498



总体来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展难民收容与医疗救护事业的具体工作尽管存在许多不足，但主体方向上保障了大批难民的生存，尤其许多难民凭借自身技能，自谋职业，或者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在稳定社会、民心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于当时，战争造成的社会破坏力极大，国家力量又极微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乃至当时沪上其他所有慈善组织作为社会救助力量，确实无法独自承担救助大量难民的重任，特别到了后期，资金愈发紧张，远远达不到救济难民的需求，不仅给养严重困难，医药卫生服务也难以维系。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要真正解决难民的救助问题的确存在很大的局限。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给养述略
499



崔龙健
500



“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以后，上海及周边地区数以万计无家可归的难民麕集于租界，嗷嗷待哺。上海各慈善机构纷纷组建难民收容所予以救助，然而难民人数之多实属罕见，纵然倾尽全部力量，亦不免有些力不从心。随着战线西移，中国军事力量撤退，上海沦为“孤岛”，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也随之迁出，上海地方分会也停止了工作，难民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为集中财力，统一救济，并协助各善团办理收容所事宜”
501

 ，旅沪中外慈善界人士于1937年10月2日组织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d Cross，简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前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颜惠庆为主席，统筹上海伤兵救护和难民救济问题，其下设难民救济委员会专门负责难民工作，包括难民给养、难民卫生和难民教育等方面。本文拟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给养问题稍作阐述，不当之处敬祈方家不吝指正。


一　难民委员会与难民救济


难民救济委员会以法籍神父饶家驹为主席，李规庸、蒉延芳、牛惠生夫人、赵朴初等二十二人为委员，于1937年10月4日举行首次会议。几经商讨，制定了委员会运作的四条规定：“一、上海国际红会不拟直接自办或管理任何收容所；二、上海国际红会拟设法使收容所之状况，管理及费用均标准化；三、上海国际红会拟于诸已成立之善团不胜负担时予以援助；四、给予诸善团之援助将采取物质或劳务之方式，直接提供于各收容所，而不以现金补助金之方式给予收容所或各善团。”
502

 并分设视察组、房舍组、衣服组、运输组、食粮管理组、难民工作组、职业介绍组具体施行，分别负责难民的衣食住等问题，其中食粮管理组直接关系到难民的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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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难民收容所内等待救济的难民（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难民给养是难民工作的重中之重，而随着战事的深入，上海水陆交通受阻，米粮运输无法得到保障，造成严重的米荒。“虽经租界当局设法接济，无如到货无多，仍感供不应求，且收容所难民众多，给药浩繁，设非预储大宗粮食，日后难免无断餐之虞。”
503

 有鉴于此，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议决，“拨款五万元，分赴泰县、温州等处，采办食米六千石，办理平粜，以供各收容所及市民之购求。”
504

 又向暹罗订购大量白米，先后运到两千余吨，“照进价售于各善团，以供收容所难民之食”。
505



办理平粜有效地解决了上海米粮来源减少问题，但各善团办理难民收容所的压力并未得到缓解。“自沪战开始以迄上年（1937年）年底，所有难民给养，均由各该善团自行筹措；嗣以经费来源日形涸竭，而开支浩繁，无力再行维持。”
506

 因而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三家慈善团体均向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经济援助等请求。而按照难民救济委员会的规定，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并不直接办理难民收容所，而是以直接向各收容所提供物质或劳务援助的方式支持各善团的难民工作，所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依据办事原则以物质而不以现款相援助，于二十七年（1938年）一月一日开始以食粮给养上述各慈善机关主持下之各收容所”。
507

 但所内管理等事仍由原善团负责。其时，该三善团皆是大规模救济难民的慈善机构，“国际救济会设有收容所六处，留养难民二万三千人；慈联会难民救济委员会有收容所三十五处，难民四万余人；其分会则有收容所九十五处，难民五万余人。”
508

 三善团所属难民收容所共136处，收容难民人数总计达十一万二千余人。嗣后，世界红碯字会、中华黄碯字会、白碯字会（尊圣善会）、癨园法会、广东旅沪同乡难民救济委员会、镇金丹溧扬五县同乡会、至圣善院和江宁六县公所等善团纷纷仿效，相继申请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担任给养。旋经许可，业于1月份起，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需供给155处难民收容所十二万九千余难民之口粮。
509

 后又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上海基督教普益社等善团“以经费竭蹶，所办收容所无法维持，难民给养一项，请为供应等”申请接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原抱普救主义，能力所及，自乐为之接济，业已允其所请”。
510

 于是自4月份起，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统筹给养的难民人数达到十七万之多。
511

 嗣经疏散，难民人数有所变动，至7月份，“尚给养难民八万一千余人，而九月底则减至七万二千余人，至十月底减为六万余人”。
512

 受援助善团及各期间难民受给养人数详见下表所列。

表1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各期间难民给养人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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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周彭望荃编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报告》，档案号246392，上海图书馆藏。



从表中可知，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给养难民人数在2月份达到峰值，与《新闻报》等媒体报道4月份给养难民达到17万人这一说法有所出入，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西人密勒氏在《沪战一年来难民救济概况》一文中提供了答案：“红十字会的数字，当然不能代表整个上海区域内的难民，可是也能看到一般的趋势是这样，当红十字会供养85 000难民的时候，上海全体难民的众数，是150 000人。在去年，全体难民，总计有250 000人至300 000人。其间也许有重复的，也有出了收容所再进去的。难民的情形，时刻在变动，所以很难有正确概括叙述。并且许多的救济组织，忙着迫切的给养问题，没有统计，没有数字，可以稽考。”
513

 由于各善团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可作依据，媒体重复计算或根据当时上海全体难民人数进行估算，都有可能造成报道数字虚高，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官方给出的难民给养人数应当令人信服。不过，上表所列难民给养人数并不包括南市难民区所给养难民人数。

南市难民区，又称饶家驹安全区，成立于1937年11月9日，“南部以方浜路为界，贯穿了上海老城厢；民国路，过去是上海旧城墙所在，现在则成了安全区的北部边界；法租界的界线则成了安全区东部和西部的边界”。
514

 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监督之下，由上海国际救济会负责实际工作，区内难民事宜则由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处理。该委员会全部由外籍人士组成，饶家驹为主席。“据海关档案资料《‘八·一三’时期上海各区难民收容所和难民数目比较表》，南市难民区有收容所130余，收容难民七万多。”
515

 最高时曾收容难民达20万余。
516

 区内难民给养由西人柏韵士主持，除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调拨经费外，各善团都参与供养，“计每日分两次发给干粮，第一次在上午九时，第二次在下午二时，足资难民果腹”。
517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统筹难民给养，不仅大大缓解了各善团的经济压力，也使数以万计的难民免遭饥寒之苦，尤其膳食统一对于改善难民营养不良现象多有裨益。起初诸多收容所仅提供白米饭与咸菜，难民难以摄入足够的营养成分，极易导致营养不良。据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卫生组视察报告，“（难民）有因食物不宜，营养不良，发生脚气、麻疹、天花等症者。”
518

 难民患病最多的是脚气病，从一难民医院收治脚气病人数中可窥一斑。

表2　某一难民医院中脚气病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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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侯祥川：《华人饮食标准及难民饮食问题》，《中华医学杂志》（上海）第25卷第3期，1939年1月，第134页。



如上表所示，“脚气病自二十七年正月后渐见减少，此种现象与膳食改良有关——膳食中加黄豆、整麦与（或）蚕（扁）豆Broad Bean，盖斯时全体难民之膳食问题，有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负责处理也。”
519

 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担任难民给养后，不仅脚气病人日渐减少，麻疹也得到有效控制，下表足以佐证。

表3　经调查之难民收容所中麻疹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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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侯祥川：《华人饮食标准及难民饮食问题》，《中华医学杂志》（上海）第25卷第3期，第139页。



此外，1938年初春，多数难民患上轻性坏血病，大有扩大成灾之势，幸而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向社会各界广征橘皮，煮成橘皮水分送难民，病势遂止。


二　剔厘平民与给养标准变更


膳食与难民的身体健康休戚相关，“其种类之选择与数量之分配，苟不得其宜，每足酿成营养不良及其他种种疾病，而调制不适于口胃，更足令人减少食欲”。
520

 有鉴于此，经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总干事贝克授权，根据救世军救济难民经验和难民食粮平衡需要，制定了难民给养品标准和难民膳食制作法，分发各收容所参考，并规定各收容所根据所给养难民人数依表领取食粮。难民给养品标准表和难民膳食制作法兹分录于下。

表4　难民给养品标准表（以百人一日所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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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侯祥川：《华人饮食标准及难民饮食问题》，《中华医学杂志》（上海）第25卷第3期，第138页。



表5　难民膳食制作法（以百人一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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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规定难民给养标准及膳食制法》，《救灾会刊》第14卷第12期，1938年2月，第128页；《中国红十字会月刊》总第32期，1938年2月，第68—70页。



此种给养标准能够保证难民每人每日摄入1 454卡路里热量，其中可从豆类给养品、菜蔬和豆油中分别摄入热量1 411卡、30卡和16卡。“据饮食物专家之计算，此项比率仅及于欧洲不从事于手艺工作之人维持康健之食料之四分之三。然难民中一部份为儿童并多得饮食豆乳及豆粉饼，而此间中国人之体重，平均约及欧人之四分之三，故此项食粮之规定，视为十分适宜。”
521



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提供的难民给养标准，不但优于各善团独力承担时提供的给养，也在实践中证明该项标准符合难民保持身体健康的需要，然而它并不能完全满足难民摄入充足营养成分的需要。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生理科学组侯祥川医师曾根据上海市场上可得食物拟定供给难民最低限度膳食表单，但“因绌于经济，未能完全予以实行，仅就原有膳食再加改良而已”。
522

 改良后的膳食也就是上表中显示的难民给养标准。

嗣因米价步昂，存米日减，加上经费筹措日渐困难，难民给养势难持久，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救济会议商议结果，对原有难民给养标准作出变更，总干事贝克并特录案函知各救济团体，原文照录如下：

查沪上办理难民救济工作瞬逾九月，因时期之旷久，致供应之浩繁，处此筹募艰难之秋，不独经费困难，渐形竭蹶，即受本会难民给养之各善团，亦不免同感困难。应付之法，或主遣散一部份难民，俾留养得照旧待遇；或主依赈款多寡支配给养，并平等待遇，使无厚薄之分。本会救济委会业于本月十八日开会讨论此问题，佥以凡能自给者不应再受救济。经议决，自本年六月一日起，凡受本会给养之收容所，如查有其他方面，不论个人团体，同时供给食品者，本会即停止其全所给养。本议决案所以规定六月一日实行者，为留有余时间，各善团又剔厘难民使能自给，或由他方面给养者另行居住，并将本届议案及其原委遍谕留养之难民，俾共晓然办理救济者之苦心，凛遵恪守，互相劝勉，免得将来少数犯规，累及全群。为此录案函达，务恳鼎力合作，并转饬各所一体知照，如遇捐户以振款品指定特种用途，请与说明原委，劝其改作通常捐款，以期实惠普及，否则与本会给养组接洽办理为荷。
523



从发文中可知，面对即将可能发生的难民给养危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剔厘平民，二是变更难民给养标准。

之所以选择剔厘平民，是因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经调查发现难民收容所存在亟需整顿情形，如“（难民）有购买零食果腹者；更有拒绝麦豆，仅食米饭，自备蔬菜充饥者”
524

 。而“所谓平民者，即上述尚有资力自备食品，或经派令工作，有相当收入，别于极贫至苦之难民而言也”
525

 。此类难民尚能自给，不应再由善团给养，剔厘之能为不能自给难民提供帮助。为此，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向各善团发去两封函件，兹录如下：

（一）迳启者，本会为剔厘难民，平等待遇起见，业经难民委员会议决，自本年六月一日起，凡受本会给养之收容所，如查有其他方面，不论个人、团体，同时供给食品者，本会即停止其全所给养。并于本月（五月）二十三日录案函达在卷。兹以多数席棚正在搭造，复经议决，改为自六月十六日起实行，而若干收容所占用之房屋，又经工部局核准，展至六月十日迁移，相应函达，即烦查照为荷。

（二）迳启者，查已有工作之难民，往往在外自备膳食，不用本会给养品。以后计算给养时，不宜将此辈列入，以符事实，并令另居一处，不予给养，至希查照办理为荷。
526



至于变更难民给养标准，也就是自4月26日以后，供给米由65磅改为50磅，豆由12磅增加至22磅，煤由52磅减为48磅，并将白米改为糙米。
527

 期于营养方面考虑，侯祥川医师5月对于改良给养标准“复有所举议”
528

 ，其提议难民膳食与实际发给之间有较大的差距，详情请见下表。

表6　所提议之难民膳食与实给难民膳食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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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
注：实给膳食系根据上海国际红十字会News Bulletin 1938年10月1日（第5卷第5期）第5面报告。

资料来源：侯祥川：《华人饮食标准及难民饮食问题》，《中华医学杂志》（上海）第25卷第3期，第141页。



尽管难民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实际供给的膳食中摄入的热量与侯祥川医师提议膳食中摄取的热量有较大差距，但与原来的难民给养标准相比，难民从更改后的给养标准中摄入的热量并未减低多少，对于难民健康也并不能造成很大的影响。然而将白米改为糙米的做法，却没有得到难民和收容所管理员的认同。糙米富含滋养，原本对于治疗脚气病著有功效，“收容管理员不明此意，将糙米运出，更换白米，或雇工打白，致表皮所含维他命大部丧失”。
529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不得不又分函各善团予以重申。

本会难民委员会，经商讨给养问题，兹将议决案录请查照，希依照办理。议决案如下：（一）凡接受本会难民给养之各善团，对于所发给养，弗另加任何物品，但孤儿收容所（慈幼会）、产科医院（劳勃生路）、街童收容所等除外；（二）本会送至各收容所之给养品，各主管善团弗为运出，但得本会给养组书面许可者，不在此例；（三）盛米之空袋皮本会派人收回时，须将原物归还，不得更换充数；（四）以上所开各条，请由各善团通知所属各所；（五）本议决案由总干事函送各善团知照，如在十日以内（即八月七日前）无接受表示到会，即认为无需本会给养。
530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如此勉力维持至9月，实因经费筹措困难，只好以玉蜀黍代替麦类。迨10月间，豆类也以玉蜀黍代替。
531




三　终止给养与节约救难运动


剔厘平民和变更难民给养标准，势必造成难民膳食质量有所下降，这也是出于迫使难民走出收容所自谋生计的考虑。难民中多数男丁身体健全，“闲居住食，长此不令工作，不特给养方面发生困难，将来习惯性成，徒令壮健有用之身，变为依赖游惰之民，日后即有职务，恐亦懒于操作。”
532

 施行此二种举措，实因难民众多，给养浩繁，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担任难民给养的前四个月，就实际支配了西贡米4 882吨、国米184吨、面粉600吨、黄豆1 155吨、煤2 900吨、木柴360吨、豆油42吨、蔬菜780吨、食盐100吨。难民救济委员会共支出经费国币1 225 548元，约占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全部支出1 701 781元的72%，其中购买给养品耗费甚巨。而同期国内外募捐所得总计国币1 752 782元，经费不堪敷用是不争的事实。
533

 难民给养标准变更也是无奈之举，然而“难民每人之给养费，最初月需一元八角五分，变更标准后，减至一元六角五分，刻因米煤骤昂，质量虽经减低，转增至一元九角五分”
534

 。所以变更难民给养标准之后，所需经费反而有所增加，难民给养日形困难。据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估计，“此后救济费用，合南市计之，至少每日需12 500元，即每月375 000元，内食品250 000元、医药卫生30 000元、衣服15 000元、席棚40 000元、水电及管理40 000元，故该会认为非积极筹募救济费用一百万元，实难度今后八、九、十三个月之严重难关”。
535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发生严重给养困难引起各善团的注意，特别是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难民救济分会三家善团召开联席会议，详细讨论应付办法，会议决定派人赴港劝募。又慈联副主席黄涵之函请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继续合作，“至于合作办法，乃将该会所属之收容所难民，互相平均负担，即假定难民食米日需一百包，两方各送五十包”。
536

 于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提赠白米2千袋，上海国际救济会襄助现金国币4万元。虽有所分担，但仍无济于事。

[image: ]
图34　南市难民区内一名难妇在用餐（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其实自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担任难民给养以来，给养困难问题就一直存在。为预筹起见，难民救济委员会也曾开会讨论，当时会议决议从三个方面采取行动：募款捐赠、遣送移殖、从事生产。
537

 募款捐赠方面，除演剧筹募外，还向各业同业公会申请救济，银行业同业公会“特发起抽收薪给捐百分之二，以充救济”。
538

 遣送移殖方面，登记数批难民前往赣南数县定点垦荒，业经努力，至1938年5月7日，“已遣送者约计三十五万人，现在尚不拟继续大批遣送，因多数难民均系工人，苟本埠工厂恢复营业时，彼等即可前往工作也”。
539

 从事生产方面，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原本组织难民工作计划委员会帮助难民开拓工作机会，“但调查结果，则上海租界无大众工作计划之可能，而在军事行动之影响下，沪市近郊毗连地带之道路，亦无法加以修筑。空地种植蔬果之提议，经考虑后亦被弃置”。
540

 于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选择自办工场训练难民，并成立难民职业介绍所代其寻找工作，“二十七年六月一日讫十月三十一日，难民中有一千以上之人数获得职业。但此辈工作之成绩未能全数令人满意，而彼等之纪律亦不完全良善。”
541

 于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种种努力，在效果上大打折扣，但经过疏散，难民人数已大大下降。

基于以上考虑，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议决，至10月31日起，终止救济工作，谨将议决案原文录后：

（一）沪战勃发，数千万伤兵、难民急待救济，本会因于去秋成立，其主旨为筹募振款、协助善举；（二）经一年之努力，上海境内之伤兵问题，业已完满结束，而难民亦已疏散过半，渐趋解决之途；（三）目下疏散留沪难民已不复为急要问题，只须于调整方面加以努力，此项工作在本会权力范围之外；（四）议决自本年十月三十一日起，本会只任筹募赈款、协助救济之职，募得之款视各善团经济情况，酌予拨助云。
542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终止救济后，难民给养当由各善团自行负责，无疑使难民给养工作雪上加霜。缘此，各善团致函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申请继续维持，函文如下：

迳启者，顷展国际委员会关于难民问题意见书，以工作进行将期年，筹募维艰，未能长期救济，拟在九月底办理结束云云。查救济工作原为慈善事业之一部，端赖社会人士之热心赞助，方克有功。贵会国际委员会自本年度担任各会给养以来，虽因购货假手于商号，品质较劣，与给养供给之标准未尽允洽，但能明了真相之人，均可释然。且以贵会本身并无难民收容所，而专供他会给养，为敝会等所极端信仰者也。此时本市租界内虽尚有难民八万人，敝会等正在设法遣送与筹备生产工作，当可逐步减少。惟所需给养，不可或缺，仍请贵会继续工作，以全始终。如以办事棘手，敝会等均负有救济专责，可推选公正人员共同参加办理，以资合作。如以经济筹募不易，敝会等正积极组织统筹经济机关，公请虞洽卿先生负责进行。贵会同属救济团体自当权义均等，毋烦独立筹募也。总之，我国家抗战一日不停，我等之救济责任不可一日中缀。贵会热心慈善，当不后人，尚祈努力为国，造福灾黎，是深企幸云云。
543



函文陈情原委，声情挽留，而此时上海各界也在极力倡导“节约救难运动”，并组织节约救难委员会，于10月9日在香港路银行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裴云卿、徐寄庼、陈鹤琴、陈济成、杨怀僧、姚惠泉、许冠群、周邦俊、李文杰、孙瑞璜、胡咏祺等十一人推为常务委员，通过委员会简章、缘起及募捐办法和委托代收节约救难捐款办法。
544



但是，此时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实则内部矛盾爆发，已至不可调和之地步。一是对于变更难民给养标准，中西委员意见不一，“西人方面，以为减粮可以省费，而延长救济时期，此其一也；难民或因减粮而不满，自动出所，藉此解决整个问题，此其二也。华人方面，则以为现时减低之标准，实不足以维健康，而国人一般心理，大抵以为不救济则已，既施赈矣，必使之饱食，方可告无愧于社会”。
545

 二是在采购给养品问题上，总干事贝克遭到众人的不满，令贝克灰心并提出辞职，后又与施肇基因“节约就难运动”发生争执，曾阐述开展“节约救难运动”重要性的贝克选择“拒绝参加节约运动”，并于9月26日再一次提出辞职。
546

 不难看出，内部的分崩离析也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决定终止救济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自1938年1月1日至10月31日的十个月间，是“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上海难民工作最重要时期，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勇于伸出援手，使数以万计的难民免于饥寒威胁，尽管其在难民给养方面颇有瑕疵，但其功绩应当被历史铭记。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沪开展难民工作述略

吴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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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因日本侵华战争而发生的难民问题，至迟可追溯到“九·一八”事变；翌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更激增了抗战难民在沪的人数，中国共产党对此难民问题的关注，大体正起于彼时。1932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提出“没收日货给工人，失业工人与难民！”的主张。
548

 2月11日，《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又具体传授应急办法：“用募捐，分粮，占屋等一切紧急方法去援助并实际救济罢工工人，失业工人，贫苦难民与抗日兵士，去吸引更广大群众加入反帝同盟与参加反日反帝反国民党运动。”
549

 此后跟进的左翼电影运动，对于抗战难民有着即时的反映，比如《三个摩登女性》、《民族生存》、《乡愁》、《逃亡》等，从抗战难民的流离失所、艰难求存，经受乡愁的煎熬，到觉醒奋起，参加义勇军，打回老家去，相关影片配合难民歌曲，很好地传达了共产党针对抗战难民的宣传鼓动逻辑点。但就总体而言，抗战难民并未成为共产党白区工作的核心内容，“救济+鼓动”的政治策划基本上留于纸上，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爆发。随着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人在上海倾心投入到难民救济工作中去，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并与传奇人物、在当时沪上有着“难民保姆”之誉的饶家驹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是有必要进行历史钩沉的。


一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共产党人救助难民的政治历史背景


第二次淞沪抗战激增的大量难民，以及随后形成的上海“孤岛”时期，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救助难民工作的时空环境。需要强调的是，其时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建立，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得以重建，以及党的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展，为共产党开展难民工作扫清了政策障碍，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支撑，乃至持续深入的后劲。

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统一战线政策在共产国际七大得到重大突破，由此催生《八一宣言》，与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一起促成中国共产党在短时间内实现从下层统一战线向广泛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变，共产党很可能会又一次错失难民工作机会。这是因为——救助难民工作虽然主要是面向战争难民，但要利用既有的难民救济机构，就有必要与社会上层发生联络与合作，而这在推行片面的下层统一战线的三十年代前期是为党的政治理念限制的。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国共产党对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倡导与实践，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加之“七七事变”的反作用力，加速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共产党人打开了心结，使其能够广泛地团结社会各界上层人士。据焦明在新时期的坦言，当年许晴让其跟赵工作时，他先是抵拒，直白而言：“让我跟这种人（指赵朴初）打交道，我不干。”他那时把赵看成是“旧脑筋的人”。许晴对焦说：“你与这个人不能共事，你还同谁一起共事？”终于说服焦明成为赵朴初的得力助手。
550

 事实上，结识慈联会的赵朴初、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陈鹤琴、上海地方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姚惠泉等人，运用各种渠道与国民党、宗教界、工商界乃至租界方打交道，为共产党开展难民工作争取到了极大的便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与饶家驹的救济难民事业发生了交集。

共产党人救助难民工作的展开，可谓是顺势而为。经过30年代上半叶迭遭破坏，共产党组织在上海几遭灭顶之灾。1936年4月、9—10月间，以及1937年6月，中共中央先后指派冯雪峰、潘汉年、刘晓来沪工作。冯雪峰建立了“临委”，潘汉年组织了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刘晓到沪后开始主抓在上海重建党组织工作，先是对“临委”所属党员进行认真的个别审查，通过审查的留作基本骨干。既而，成立“群众工作委员会”，借以审查各系统的党员。
551

 缘此，参与群众工作理所当然地成为审查党员的重要依据，难民工作作为抗战时期显在的群众工作，由此楔入上海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对于陈国栋等共青团员而言，情况更为复杂：中共中央1936年11月发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要求将共青团改造成为抗日青年的群众组织，事实上等于解散了共青团，而上海团组织又因此前拒绝“文委”指令颇受党内同志非议，为此，这些党、团之外的革命者要剖白自己，只有经受现实考验这一条路。“八·一三”抗战的第二天，陈国栋就率领一批工人进入租界，先是占领一部分民房空房，后经与仁济堂（即“慈联会”）交涉，住进了停演的奥林匹克电影院，组织难民收容所，开展难民工作
552

 ，堪为表率。

此外，“八·一三”抗战后，经共产党的严正交涉，一批政治犯从国民党监狱、反省院、西牢释放出来。这批人员要重回党组织，同样需要经过组织的审查，同时又面临食宿无着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暂时将他们安顿在难民收容所
553

 ，既解决了基本生计问题，又分配了工作，还为党组织审查留出了时间。对于难民收容所而言，这意味着又多了一批工作骨干。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难民工作就这样开展起来，伴随着上海党组织的重建，特别是对群众路线的积极践行，共产党的难民工作从自发走向自为。在严格审查、开展群众运动的基础上，中共江苏省委于1937年11月得以重建。“群委”随之取消，但是对难民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可削弱。为此，同期成立了中共难民运动委员会（“难委”），至1939年冬，历经四届，吸纳了各方面的党员，包括江苏省委军委领导的武装“别动队”人员；为了加强上层统战工作的力量，又于1938年1月建立了难民工作党团；1939年冬至1940年春夏，鉴于难民人数大幅减少，另成立难民工作总支进行领导。
554

 借此，不难见出上海党组织对难民工作的持续领导。

江苏省委之所以如此支持难民工作，缘于深切地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性。1937年11月19日作出的《关于上海陷落后上海党的任务决议》，江苏省委指出：“应以最大力量加紧难民工作，不仅对难民应予以深刻的民族教育，而且应在难民中发展党的组织，训练一批干部。”年底作出的《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又强调教育组织被难同胞，“争取他们里面的优秀分子到抗日团体和党里来，这是目前重心工作之一，这是抗日主力必争之一”。
555

 如果说发展组织，壮大党的力量，缘于政党组织自带的源动力，那么，共产党人所以能够不惧艰险在难民中开展工作，则要归功于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践行。刘晓回忆，在离开延安前，刘少奇找其谈话，谈的主要不是上层统战工作，“谈得多的是党组织的整理问题、群众工作问题”。毛泽东请其吃饭，也强调指出，“地下工作要善于积蓄力量，……就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和群众运动密切结合。”到上海着手重建党组织不久，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于是，刘晓因势利导，先成立“群众工作委员会”，既推进了各系统党员的审查工作，又有力地领导了群众运动。
556

 事实证明，这正是一举两得的正确决策。


二　上海救济工作格局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作为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后，上海难民救济工作大体形成了以三大难民救济机构为主，同乡会系统辅助的格局。1937年上半年，上海两大救济机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慈联会”）、上海市救济委员会相继成立。前属由国民党官方出面发起的官民合办的慈善团体，后虽系“官办”难民救济机构，亦由官方控制，各慈善机构协办。相比之下，上海国际救济会成立稍晚，发起人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兼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宋汉章，震旦大学教授、法籍天主教神甫饶家驹。从该会中西方代表（西文代表挪威总领事、驻沪领事团领袖奥尔，中方代表屈映光）来看，中国官方气息淡而国际性质强是上海国际救济会的特色。此三大救济机构随着战争进展而此起彼伏，大体而言，慈联会是启动难民救济工作最早、收容难民最多、时间最长，也是办得最为成功的救济团体，其相关工作开始于战争爆发前夕，坚持到1940年；

官办色彩较浓的上海市救济会在淞沪抗战期间并非无所作为，但在11月国民党军队西撤后，该机构即告结束，事务移交“慈联会”；上海国际救济会则在“国军”西撤前夕，经饶家驹积极奔走
557

 ，又在南市设立了冠以饶家驹名的安全区。

在上述难民救济格局中，共产党人首先在慈联会实现突破。事实上，慈联会所设难民收容所就此也成为共产党开展难民工作的主阵地。赵朴初指派许幸之为金城收容所主任，后又动员许氏的侄子许晴到收容股帮忙，二许都是共产党员。据赵朴初回忆，吴大琨也曾短期来帮过忙，但是为共产党在慈联会拓展格局的是焦明。焦明先是经许晴介绍进入金城难民收容所，旋即于8月18日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赵朴初对焦明颇为倚重，每遇收容所主任人选问题，即用其所荐之人，有时甚至是先报个名字应对上司，然后再找焦明要人，顶那人的名字；后来焦明索性“编造了一份名册，放在赵朴初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需要时，就由慈联会收容股派到各难民所当领导”。
558

 后党组织又将朱启銮从文化界调到难民工作区，为收容股的教育组组长，直管所属收容所的人事任免工作。
559

 这极有利于共产党骨干进入慈联会所设的各个收容所，并担任相应职务，为进一步开展难民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共产党力量在其他两大难民救济机构也应有所楔入，包括饶家驹发起组织的上海国际救济会（详说见后），但是力量分布相对有限。据新时期的查实梳理，共产党人在近三年间，总共在37个收容所开展难民工作，合计有党员439人（次）参与其中。
560

 根据中共江苏省委布置的紧急任务，难民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开展上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节约救难口号动员各界为难民募捐、筹办难童教育、开展难胞生产自救等最广泛的社会合法活动，广泛开展上层工作；

2.抓紧时间，集中地、积极地进行抗日教育和阶级教育，激发难胞的抗日爱国热情和阶级觉悟；

3.在进步的工作人员和难胞中，发展党员，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

4.做好思想教育和组织准备工作，动员青壮年到前线去，到皖南新四军去；

5.有计划地分批输送青壮年积极分子，到近郊各县及沪宁线一带游击区去，参加武装斗争；

6.积蓄一批力量，输送到工厂、企业，作为开辟工厂企业工作的基础；

7.组织一批农民回郊区农村，开展近郊的秘密点线工作。
561



以上任务事项皆得以落实，能用确凿数据鲜明阐释工作实绩的主要有：一是在难民宣传教育工作方面可圈可点，除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还创办了两所集中培养优秀难童的抗大式学校（工华难童收容所、慈联职业中学），开办了两期无线电训练班，受训学员总共50人，其中38名优秀学员送往新四军；二是发展党员卓有成效，经努力，难委从初建时的30名党员发展到390余人；三是成功组织动员难民支援新四军，从1938年8月起，以“移民垦荒”、“回乡运动”的公开口号，有计划地疏散租界难民，三次向皖南新四军输送了1 200余名青年；四是动员了近50名党员和一批积极分子进入工厂，开辟工厂企业阵地；五是向上海市郊和苏南、苏中抗日游击区输送了2 000余人，另还抽调党员、骨干到沪郊、苏常太、苏北等地开辟抗日武装斗争。
562




三　共产党人在上海国际救济会与饶家驹的团结合作


在英美妇女、儿童8月17日上午起分批乘船撤离上海的第二天，饶家驹神父和一些人建立了国际救济会。该会实为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天主教会、中国佛学会、慈善团体联合会等救济组织的合作机构。这已是“八·一三”抗战的第五天，但饶家驹的相关努力实际上可追溯到战争爆发的当日，在日军进攻上海的第三天（8月15日），就在他曾任教的震旦大学校园里成立了第一难民收容所。
563

 此后，第二、第三难民收容所建立起来。9月7日，又在延平路空地设立了第四难民收容所；后又在小沙渡路澳门路空地设立第五难民收容所，在钱庄会馆设立第六难民收容所。
564

 中共力量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是推动国际救济会的建立，以及在第一、第二难民收容所开展工作。

共产党力量与饶家驹的合作，始于“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夕，为保护旅居在沪的西方各国侨民的人身安全，陈志皋、黄定慧（黄慕兰）夫妇“曾设法租了轮船遣送他们离沪，撤退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为此，与饶家驹等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关系。“国际救济会成立后，就把租界工部局方面的、基督教方面的、天主教方面的所有搞慈善救济事业的单位，以及个别热心的外国人士都联合起来了。”据黄慕兰的回忆，“饶神父是国际救济会的外方会长”，颜惠庆为中方会长，“陈志皋是常务理事之一”。不仅限于此，“饶神父还兼国际第一收容所主任，陈志皋是副主任”，黄定慧为总干事，副总干事是姚潜修和潘达（大成）。
565

 黄定慧1926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566

 ，30年代脱离党组织后，仍积极参加营救“七君子运动”等进步活动。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建立后，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一说正是“八办”向黄定慧交代任务，“希望她推动天主教会饶家驹筹建收容所，准备接收难民和准备临时安置出狱的老同志。”
567

 黄定慧这一特殊的中共党外人士，由此成为共产党力量进入国际救济会的主要中介。

潘大成回忆，“八·一三”抗战爆发，他放弃上海《大晚报》记者工作，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经协会介绍，见到黄定慧等人。黄即荐其参加难民救济工作。8月15日，潘大成到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震旦大学操场上海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工作。潘氏追述，“黄定慧以总干事身份，宣布我和姚潜修（只一个月就走了）为副总干事，下设教导、收容、卫生、给养、警卫五个组。”而潘氏同年8月20日就在“八办”恢复了与党的联系。各组负责人也是由总干事推举，其中教导组组长蔡磊、收容组组长沈涛均为中共党员，教导组的魏瑞英、吴永清、沈明钊也都是中共党员，8月成立了党小组。
568



黄定慧对潘大成甚为倚重，国际救济会开会时，不懂法文的她就请潘氏坐在其身后担任法语翻译。后来黄定慧另有任务，“总干事职务就由潘担任”。
569

 据潘大成回忆，陈志皋、黄定慧夫妇“至1938年春节后就全不来了，改由我负责一切工作，重大事情向他们汇报，他们对一所的工作始终关心和给予很大支持。我也常到震旦大学饶神父住处向他汇报工作，他很少来所，只派一位震旦大学较年轻的神父每天到所走一圈。”
570

 潘大成在主持难民救助工作的同时，促成了党组织的建立。1938年6月，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成立中共党支部，历届书记有陈方舟、沈涛、魏瑞英等，委员有潘大成（潘达）、徐光强、陈志华等，党员共有27人。
571

 除此之外，在国际救济会第二收容所也有共产党人活跃其间，刘志荣、张志刚二党员1938年就在那里工作。
572

 诚如黄慕兰所言，慈联会的50多个难民收容所和上海国际第一、第二难民收容所，“成为党的特殊群众工作阵地”。
573



除了收容救济，在疏散难民方面，饶家驹与共产党力量也有交集。淞沪抗战结束后，为确保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抗日救亡团体领导人安全秘密撤离上海租界“孤岛”，陈志皋等人又向抗敌后援会建议，“请饶神父与日军司令部打交道，以撤退难民的名义要求放邮轮进来，且沿途日军不能开炮拦击。”饶家驹特别关照不在码头开盛大的欢送会，不许呼喊抗日口号。11月27日，仅黄定慧一人作为代表在码头送行。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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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疏散难民回乡。图为上海市轮渡码头等待回乡的拥挤人群（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在共产党人的宣教发动下，难民纷纷要求参加抗日武装队伍。据黄定慧回忆，“动员青壮难胞去参军，是由‘八办’刘少文、新四军李一氓和龚饮冰三人决定后通知我的。”
575

 “由八路军的刘少文和新四军的李一氓负责集训和输送。”国际救济会则出面向租界当局提出，“为了减轻上海的粮食负担，动员各收容所里的青壮年难民返乡生产。”获得工部局通过后，又由陈志皋请饶神父出面向日军司令部交涉，要求日军在难民返乡途中不加阻挠；为确保从水路离沪难民的安全，租用法商轮船，并挂起了红十字旗帜。
576



近年报载，上海慈联会以“疏散回乡”名义，输送难民中部分青年投奔新四军，也是借力于饶家驹搞到的两批通行证。
577

 此虽不知具体依据，但是可以大体判定：饶家驹对于遣返难民工作的支持，并不限于国际救济会的救助范围；只要是有利于难民的救助，亦不甚计较其后的政治背景。这也是共产党人与饶家驹在难民工作领域能够通力合作的基础。


四　历史评估


身处“八·一三”战火的危机时刻，共产党人在上海积极参加难民工作，不仅勇赴国难，给予抗战难民物质上的有效救助，而且不失时机地发展壮大了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上海史》对于这段历史主要是从党组织作为与发展的视角给予了高评。然而，仅此只是凸显了事实的一面，对于当时难民救济机构的深入了解颇能增进对历史的全息了解，特别是共产党沪上的难民工作实在是建筑在同民间与国际救济机构深度合作的基础之上，二者关系毋宁是互惠双赢的。

这种互惠双赢关系的结成，主要建筑于理念上的求同存异，以及势与力的互补合作。质而言之，慈联会与国际救济会均有着宗教背景，对难民的救助是其布教行教的必然反应。而共产党是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直斥宗教为“人民的鸦片”，二者似水火不相容。然而，维护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益，以及对反法西斯进步正义事业的捍卫，为共产党与宗教的合作奠定了共同的基础。当然，在这合作进程中，共产党人隐蔽了自己的政党身份，但是宗教人士并非毫无觉察，如赵朴初所言，他与焦明合作甚欢，“他（指焦明——引者注）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我认为这个人同共产党有关系。”
578

 易言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除共产党人对宗教界的心结的同时，也促动了宗教人士逐渐改变对左翼政党的偏见。

鉴于共产党的难民工作对上海党组织的积极贡献已有详述，此其间沪上的难民救济机构为共产党人提供了庇护所与工作对象，自是功不可没，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难民救济机构为共产党人有所借势的同时，实际上也收拢了大批中坚骨干，而干部力量之于难民工作的成败至关重要。事实上，共产党人的介入，使难民收容所免遭流氓的侵占。刘燕如（中共党员，以下举例不是党员就是积极分子，不另注明）受慈联会收容股指派为爱文收容所主任。当刘燕如一行人等前去接管，“发现游氓冒充难民居住所内，不仅食宿由所内供给，还克扣难民给养，为他们白天在所外经营交易盈利，而难民却只能过着一天三顿稀饭的生活，更谈不上教育和生产。所内一片混乱，乌烟瘴气，难民敢怒不敢言”。刘燕如等有意进行整顿，流氓先发制人，向办公室狂掷木柴，直到动用公共租界捕房的关系，拘捕了这帮闹事的流氓，这才恢复了对该所的领导权。
579



据李贻钧、杨逸回忆，泰利难民收容所的正邪争夺仿佛一场拉锯战。在方知达等同志进入前，该所“行政管理权实际上为地痞流氓所把持。这些人在所内横行不法，偷盗、敲诈、吸毒、强奸妇女、拐骗儿童给日寇当佣工等，把泰利难民收容所搞得乌烟瘴气，秩序混乱，难民死亡率很高”。方知达等团结难民群众，赶走了他们。“这些人又勾结巡捕、汉奸、日本宪兵，继续来所捣乱，并控告方知达、吴南青等同志是抗日分子。方等与这伙人开展了合法斗争，同时，组织了青年难民成立警卫班，由干部带领，日夜值班，保证了全所的安全。”
580



敢于同恶势力斗，不免有人身安全不保之虞。为改变徐汇难民收容所教育工作的落后状态，四名中共党员进所担任教员，很快打开局面，引起负责该所日常管理的恶霸刘国柱的不满。一位与党员同志接近的难友遭到刘的毒打，袁剑萍赶到交涉始予释放。第二天傍晚，袁被巡捕带到土山湾捕房，遭到无理拘押。
581

 共产党在胶州难民收容所的活动引起汉奸的注意，“1937年冬，本所一个姓李的汉奸带了巡捕20余人，坐了两辆汽车要来抓人”，当场捕去5人。
582

 因在民众教育馆与国民党特务姚某争夺领导权，丁一冬遭到报复，“在姚的挑拨下，这些人（指少数为姚拉拢的难民——引者注）吃得醉汹汹地冲进四区办公室”，把他毒打一顿，致其重伤。
583

 就是难民群众也并非个个善类，一个流里流气的难民大闹“大慈”所，硬说他老婆孩子的口粮和冬衣遭到克扣。吴小佩出面交涉，被撕破衣服，还被打伤。事后，双方对簿公堂。
584



总之，共产党干部在难民收容所清正廉洁、忘我工作、甘苦与共，其坚忍卓绝、清净自持、甘于奉献等精神品格绝不下于宗教苦修者。如朱诚基所述：“正大难民收容所都是年轻的同志，大家把难民工作当做革命工作、救亡工作来对待，不为名、不为利。吃饭，与难民吃得一样，睡觉都是打通铺，和难民一起睡在地上。”就是所主任焦明，也是这样。
585

 如此精神气质，是共产党人与救济机构能够通力合作的根本原因。

附带言之，共产党人没有忘记提供过帮助的难民救济机构与宗教人士。新时期重提往事，仍是念兹在兹。“我们向工部局的陈鹤琴、法租界的饶神甫、英租界的杜德先生做了工作。”
586

 对独臂神甫饶家驹，尤有好感：“饶神父当时是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难民委员会主席，他热心于中国慈善救济事业，进行救灾，出入战区，为冒险抢救‘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伤兵而炸断了一只手。他离法来华时曾发誓，‘要以中国为家，尽力为中国工作，死后即埋葬在中国土地上’，被称为‘中国难民之友’、‘人道的战士’。”
587

 除了饶家驹右臂致残原因系沿袭误传之外（饶伤实因在震旦大学做化学爆炸实验失误所致）
588

 ，其他评述大体还是符合饶家驹在救济难民工作中所作的积极贡献的。


活菩萨赵朴初与淞沪抗战时的人道主义救助

钱耕森　沈素珍
589



人类社会，往往是很不公平的。特别是在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人类社会的不公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社会的不公平，分化为强势与弱势。难民与孤儿，无疑是弱势中最弱势的社群之一。他们该受到应有的关注与帮助，他们应受到爱，得到正义，能与别人一样平等地、公平地过着和平的、安宁的、幸福的生活。

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于1931年悍然挑起“九·一八”事变，妄图以战争吞并我国。日本侵略者的战火，迫使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家破人亡，无辜牺牲；幸存者则流离失所，沦落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与流浪儿。随着日本侵略战争不断加剧，我国的难民与孤儿人数骤增，亟待救济。

大敌当前，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东西南北，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党派，……共赴国难，一致对外，各自都进行了英勇奋斗。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高举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和热爱和平的大旗，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前仆后继，誓把反侵略战争进行到底，终于粉碎了猖獗一时的敌人，彻底打败了侵略者，取得了最后的辉煌胜利。

我国佛教界和其他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与中华儿女以及国际友人同仇敌忾，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并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赵朴初先生本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佛教基本教义“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菩萨精神，面对日本侵略者，特别是当他亲身经历了日本豺狼疯狂地发动了1937年“八·一三”的侵略战争，把血腥的战火燃烧到他所在的上海时，他的爱国主义与佛教救苦救难的热情空前高涨，并勇敢地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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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因为“八·一三”的战火而不得不携子逃难的母亲（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赵朴初先生义不容辞地主动承担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秘书、主任秘书，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上海少年村村长，上海益友社理事长等抗日团体中的多项重要工作。他在各种活动中，赤胆忠心，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不怕牺牲，忘我地工作，有勇有谋，敢于斗敌，善于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一


全国佛教界与全国宗教界领袖、我省乡贤赵朴初先生在抗战时，还很年轻，三十来岁，又正式“三皈依”不久，但是他却能把虔诚的佛教慈悲心和报恩心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勇敢地、千方百计地进行着人道主义的、正义的、平等的、公平的救助工作。

“慈悲是佛道之根本。”（《大智度论》）佛教称佛、菩萨爱护众生，给予欢乐叫“慈”（与乐）；怜悯众生，拔除苦难叫“悲”（拔苦）。“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智度论》）

赵朴初先生的佛缘源远流长，他的慈母陈仲蠧女士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母亲的影响下，他自幼便对佛教慈悲的情怀充满敬仰。八岁时，他在故乡安徽太湖县随母亲去廨院寺上香祈祷，寺庙中主持僧释先觉法师很喜欢年少聪颖的赵朴初先生，认为他很有佛缘，将来必能担负起弘法度生的重任，就有意要考考他。于是，就以火神殿为题出上联：“火神殿火神菩萨掌管人间灾祸”，而他当即以观音阁为题对出下联：“观音阁观音大士保佑黎民平安”。
590

 观音大士即观音菩萨，为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佛教称遇难众生只要诵念其名号，“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前往拯救解脱。所以，佛教把她誉为大慈大悲的菩萨。声音，是不能用眼睛看到的，而只能用耳朵听到。为什么不叫“闻”世音，而叫“观”世音呢？佛教认为，修行到一定境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可以互通，眼睛可以当耳朵用的，所以叫“观世音”。

由此可见，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的愿力，早就扎根于年幼的赵朴初先生心灵深处！赵朴初先生随着生命的成长，礼佛越虔诚，践行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的愿力也日益精进，终其一生勉力走在慈善为本、普度众生的大道上。

佛教“知恩报恩”的理念，对赵朴初先生的影响也很大。佛云：“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知恩报恩。其有小恩尚报，终不忘失，况复大恩。”（《杂阿含经》）“世间之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家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知恩报恩”这个理念，对培养青少年尤其重要，关系到他们的立志与理想问题，所以，中国佛学院就以“知恩报恩”的理念作为校训，这四个佛光普照的大字，就请赵朴初先生题词。

赵朴初先生时常谈到这个重要问题，他在中国佛学院1986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作了系统解读，说：“最重要的，要问自己，学习、工作是为什么？这是关系到立志问题，关系到有什么理想的问题。你学习和工作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还是为了报众生恩、报国家恩、报三宝恩、报父母恩？佛教讲上报四重恩。一报父母师长恩，他们对我们有养育、教育之恩；二报众生恩，我们的生活，依靠大众多种多样的劳动，我们应以同等的劳动报答他们；三报国家恩，我们居住在国土上，享受公民一切权利，应该奉公守法，以庄严国土（美化）、利乐有情（利人）来报恩；四报三宝恩，佛教导我们诸恶莫做（有害人众的事莫做），众善奉行（有利人众的事多做），自净其意（息灭贪嗔痴烦恼），饶益有情（行菩萨道修六度）。”赵朴初先生强调：“在四恩中，以众生恩为主，报众生恩，其他三恩也报在其中了。”他这样的诠释，既很全面，又突出了重点。1990年，赵朴初先生病危经抢救脱险时，心中想到的仍是这个重点：“众生恩不尽，世世报无穷。”这实是他一以贯之的知行纲领。

所以，抗日斗争时期，国难当头，生灵涂炭，赵朴初先生遂把虔诚的佛教慈悲心、报恩心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勇敢地、千方百计地进行着人道主义的、正义的、平等的、公平的救助活动。主要有以下两种。


二


首先，救助孤儿。

1933年，赵朴初先生等“痛念近来市道荒乱，民不聊生，几多无父母的孤儿无衣无食，将成饿殍，纵不饿死，由于无教育必难成正器”。
591

 显然，对孤儿不进行教育，他们就很容易变成坏人；只有对他们进行教育，才能把他们培养成为好人，成为“正器”。即佛教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释迦佛语）的好人、善人。于是，他们在上海宝山大场宝莲寺创办了“上海佛教慈幼社”，赵朴初先生出任副院长，收养了几十名孤儿。1940年6月，赵朴初先生改成立“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专收流浪儿童，赵朴初先生任副院长兼总干事。1946年7月，“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改组为“上海少年村”，搬到上海宝山大场宝华寺，赵朴初先生任村长。1948年，他改任常务董事。

赵朴初先生对少年村孩子们进行的教育方针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592

 其实，这源于佛教“只有利他才能自利”的智慧。“《华严经》说，菩萨以‘一切众生而为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又说，‘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所以，只有利他才能自利，这就是佛教无常观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的具体实践，这也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
593



赵朴初先生对少年村的孩子们进行教育的核心思想是“爱”。“朴老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字——‘爱’。要爱孩子，了解孩子，掌握每个人的特点。他特别强调：‘要教育他们怎样做人，读书识字是其次的。’”
594

 少年村教师潘柏龄回忆如是说。

诚然，孩子是人类的未来，世界的明天。教育好孩子，关系到社会的安宁与可持续性发展。孩子的教育问题，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教育好孩子，人人有责。

那么，如何对孩子进行教育呢？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人具有德性，具有道德。因此，培养孩子，应该以德育为先、为重。孩子学习道德，相信道德，践行道德，就会爱人，就会与人为善，就会与人和谐相处，就会奉献社会。也就会努力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就会德才兼备。不应将孩子们培养成工具，更不应将孩子们培养成利己主义者。而今反思起来，赵朴初先生关于儿童教育的理念是正确的，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年，赵朴初先生在《净业教养院报告》中明确写道：“做人的道理就是要做到‘六和’——身和、口和、意和、戒和、见和、利和。身和必须做到有礼貌，互相帮助；口和必须做到出言谦逊，态度和气；意和必须做到心地善良；戒和必须做到服从纪律；见和必须做到明白因果，辨别是非；利和必须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595



这“六和”原则，来自佛教。它是佛教对出家佛教徒组织的教团——僧伽所实施的六项原则。“六项原则，就是‘六和’：戒和、见和、利和、身和、口和、意和。和就是和谐一致的意思，遵守共同的戒律。戒和，见解一致的共同修学；见和，平等受用合法的财物；利和，生活上互相照顾；身和，言语上互相劝善止过；口和，思想上彼此友爱敬重；意和，通过这六项来达到僧伽中的和谐一致。”
596



可见，赵朴初先生将佛教的“六和”原则变成教育孩子的重要内容，结合了少年村孩子们的特点，是切实可行的，收到了将孩子们培养成才的良好效果。赵朴初先生对孩子们进行“和谐”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意义。抗战时，就是要用和平的力量去战胜战争的力量。而今，我们要和平崛起，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联合国的宗旨是“和平与发展”。全人类都在防治环境污染，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生态文明。孩子们从小就能受到“和”、“和谐”、“和平”的教育，长大就能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献身和谐事业的人。

从1938年起就在难民收容所工作和教养院教书，前后和赵朴初先生相处了八年之久的程莲华女士回忆说：“（朴老）他那颗心总贴在流浪儿身上，他深怕孩子们吃了‘仁济堂’施舍的‘地脚面’会营养不良，就叫我去讨鸡蛋壳磨成细粉，冲豆浆给他们吃……”
597

 可见，赵朴初先生心系孤儿，一心一意就想着如何使孤儿的身心都能得到健康成长。他对孤儿确实怀有一颗博大的爱心！

当年，少年村的学生李宗鸿回忆说：“记得1948年是‘少年村’经费最困难的一段时间。由于赵先生的努力，取得了宋庆龄先生的支持，获得了国际（二战）战灾儿童义养会的捐助，暂解了‘少年村’的炊米之急。我也是义养会在少年村领养的五十位儿童之一。领养人不仅支付义养费（充实少年村的经费），养父母还经常给义养儿童写信、寄照片、寄衣服、寄糖果。后来，我了解到这些领养者都是美国中产阶级以下的普通美国人，他们真诚的国际主义精神值得我们称颂并牢记，我至今仍常常思念他们。”
598

 可见，赵朴初先生为了做好扶贫工作，救好孤儿，想方设法，动员了一切社会力量，甚至超越国界，联合国际力量，争取国际支援，依靠美国热心慈善事业，特别是美国那些热爱孤儿的好心人士的力量。

赵朴初先生本人则节衣缩食，生活很简朴。他住在教养院隔壁的过街楼上的一间小亭子间里，只有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一只凳子而已。吃常斋，即平日吃素食。有时忙于工作，赶回来吃不上饭，就吃学生剩下的锅巴，用开水泡泡吃，或者吃洗了又洗的阳春面，因市面上卖的阳春面用猪油加过工，填饱肚子而已。穿的西服是从旧衣摊上买来的便宜货。但是，他经手打理的钱却不少。程莲华女士回忆说：朴老“有一次对我说：‘你看我这么穷，可是经过我手的钱财（社会慈善事业的捐款）真可做个大富翁呢！’”
599

 赵朴初先生这种高尚的德行，并非是偶然的，它充分体现了佛教的“布施”精神。所谓“布施”，是指佛陀教导修学菩萨行的佛弟子“不但不贪求分外的财物，还要以自己的财法施给别人，这叫布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六种就叫六波罗蜜，也叫六度。这六度是菩萨万行的纲领。”
600

 赵朴初先生所具有的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一心为了慈善事业进行布施的高风亮节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品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可是如今却还有人对振灾济贫的专款照贪不误，真是不齿于人类的败类！对于这些贪官污吏，一定要严惩不贷！

“在这十年里。在那国难当头、物质极端匮乏的日子里，朴老创建的教养院和‘少年村’共收养了3 000多人。”
601

 他们都成人成才，回归社会，服务社会，成家立业。例如，原上海市委副书记杨堤、原兰州军区某空军飞行航校参谋长陆关寿等人，就都是从这个村里培养出来的。特别是还收养过一些革命的后代。如“皖南事变”后就有方南君等一百多名新四军的小同志曾寄养于教养院。

所以，“先生是一位有口皆碑、人人称誉的大善人，是一尊活菩萨。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多见的慈善家之一，先生的功德永载史册。”这是“少年村”学生李宗鸿晚年回忆时对赵朴初先生发自内心的赞颂。
602




三


同时，救济难民。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难民日多，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实难以为继，亟需救济。赵朴初先生等又创办了“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他任常务委员，驻会办公，地点设在仁济堂。当时，上海官方的社会局，虽然派了专人前来加强领导与管理，但是并不干实事，更不干难事。因而，赵朴初先生干完了自己分内的事，还得代劳干更多的别人撂下的事，他热心异常，忙得不亦乐乎！于是，他意外地被高抬并获得了“不管部部长”的绰号！

“八·一三”事变发生的翌日，即8月14日，难民激增，慈联会急忙包租了十多辆卡车装满了前线——郊区的难民进入市内的云南路时，日寇飞机突然飞到头顶上进行狂轰滥炸，卡车司机都吓跑了！办公室的其他人员也都吓跑了！难民们吓得哭喊声震天动地，但也不知该往哪里跑！只剩下赵朴初先生一人没有跑走，勇敢地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仍手执一面“红十字”小旗，大声招呼难民说：“同胞们！跟我走，我找地方让你们躲起来！”这时，他的朋友吴大琨刚好赶来了。于是，他俩就带领了成百上千的难民，脱离险境，安全转移到了宁波同乡会与金城大剧院等十多处暂住下来。赵朴初先生临危不惧，不怕牺牲，尽心尽力拯救难民的精神与行动，感人至深！媒体获悉后，立即于第二天的报纸上赫然登载出《赵朴初菩萨再世　侠肝孤胆救难民》
603

 的消息。于是，赵朴初先生的“菩萨”美誉，遂不胫而走，日益传播开来。

随着“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难民越来越多。慈联会下设慈愿难民收容所。慈联会领导层非常赏识赵朴初先生“德艺双馨”，遂委以重任，让他兼任收容股主任，负责具体处理对外联络、分配款项等日常烦重而艰难的工作。赵朴初先生不负众望，益发谦虚，更加积极地工作，不断作出新贡献。难民收容所在赵朴初先生与大家同心协力下，根据时局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一增再增，最后增加到了50多所，共收容了50多万难民。直到1940年初，难民工作结束为止，赵朴初先生自始至终，心系难民，勇于牺牲，兢兢业业，献身难民工作！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得很悲壮，国民党宋希廉部的36师伤亡惨重。赵朴初先生亲自参与并带领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所组织的“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同时，他还动员并组织了100多位热血青壮年难民去投军，拿起枪杆子，英勇杀敌。

上海沦陷后，赵朴初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地支援共产党新四军抗日。他经常暗地里采购新四军所急需的通讯器材、医疗器械、药品、织布机等物资并巧妙地送到他们手中。特别是他还与地下党焦明等人极其巧妙地以“移民垦荒”为借口，动员并组织了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壮年难民，分批远赴皖南、苏南和苏北以及浙东的新四军，参军抗日。

赵朴初先生以一首五律《黄浦江头送行》的古诗，描述了这传奇式的抗日的一个有惊无险的感人画面。诗云：“挥手气笛鸣，极目楼船远，谈笑忆群英，怡怡薪与胆，雄风舞大旗，万流助浩汗，同张射日弓，待看乾坤转。”
604

 光阴荏苒气，转瞬已是六十年过去了的1998年，赵朴初先生回忆此首诗时，特地予以新注道：“抗日战争初期，余负责上海战区难民收容工作。一九三八年，选送难民中优秀壮年、青年及部分优秀难童暨工作人员，赴新四军本部，此为送行时之作。”
605

 可见，赵朴初先生并未被敌人一时的疯狂和抗战初期的巨大艰难所吓倒；反之，他对抗战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要“待看乾坤转”！确信抗战必胜。为此，他很高兴地能亲自送“群英”奔赴新四军抗战前线，他下定决心要与中国共产党“同张射日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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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赵朴初先生的手迹（陈一心先生提供）



仅其中输送皖南新四军的青壮年难民，据统计，从1938年8月到1939年初，先后三批共1 200多人，且大多数都成为新四军的骨干以及后来还有人成为党政高级领导干部。

在赵朴初的大力支持下，中共江苏省委派遣了地下党员来到难民收容所，成立了“难民工作党委”，指导工作。最早被派来的地下党员有焦明（刘平若）、朱启銮、汤镛等人。

难民收容所当时接纳了许多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党的各方面领导的也大有人在，诸如原上海市市长曹狄秋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韩念龙以及刘述周、陈国栋等都曾受到过难民收容所的掩护和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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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赵朴初先生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心系孤儿与难民，以宗教的博爱、报恩、平等、公平、正义等的重要理念，建功立业，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孤儿与难民，赢得了“赵菩萨”的美誉！赵朴初先生抗日救亡的伟大的宗教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发扬光大！


法文文献中关于耶稣会在江南战时救济片段述评

庄宁臖
607



上海自晚清至民国饱受战乱侵扰，许多官方和民间的救济组织投入到难民的救援当中。江南耶稣会就是其中一个。然而，1842—1952年间的战时救济活动被其教育和医疗事业的高度发达所掩盖，外界知之甚少。本文根据未曾被引用过的法文文献，力图简要还原该时间段内耶稣会战时救济活动的沿革。

自1842年耶稣会三名传教士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 S.J.）、李秀芳（Benjamin Bruyère, S.J.）与艾方济（Francois Estève S.J.）从法国出发历时数月重返江南，天主教廷在中国的传教策略与明末清初有了本质上的区别。简单来说，自利玛窦来华（1583）至康雍时期颁布禁教令（1724）的近两个半世纪的时间段内，天主教会的传教策略是以西学知识引介和向中国高层知识分子精英渗透为主。而19世纪中期，诸天主教传教团体再度来华时，其重点已经转移至向中国的平民传递宗教讯息，通过建立学校、孤儿院、医院等基础设施，辅以印刷厂等文宣手段以期达到使中国整体基督教化的目的。在维持具有高度家庭信仰传统的原有信徒的基础上，争取新的信徒是为教会的当务之急。耶稣会作为第一个重返中国的修会，其在中国的历史影响和在教育及医疗上的悠久传统也让其始终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世界的传教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Saint Ignatius Loyola）在其规训修士行为的著作《神操》（1544）中指出：“在地上的人习惯和态度是如此不同，有人安居，有人交战；有人欢乐，有人垂泪；有人健康，有人生病；有人出生，有人濒死。”服务难民，宣扬神谕，便成为耶稣会会士们一以贯之的修行准则。时至今日，耶稣会仍在通过其位于罗马的耶稣会避难服务处（Jesuit Refugee Service）提供救济服务。

从耶稣会在华的1842—1952年的存在期内，时值政权兴替，战祸频仍，依靠其所拥有的基础设施对难民的救济与保护是一个重要现象。长期以来，基于社会史的上海战时难民问题研究由来已久，而饶家驹保护区被历史学界忽视，阮玛霞的专著无疑是开了这方面的先河，才让人们逐渐注意到天主教会在战时救援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除此以外，Anne Frédéric Glaise女士在2005年名为《法租界1850—1950年医疗事业发展（l'Evolution sanitaire et médicale de la concession fran?aise de Shanghai entre 1850—1950）》的博士论文里也有章节涉及天主教会。如果说饶家驹神父（Père Jacquinot de Besange）在淞沪抗战时期所建立的“饶家驹保护区”（Zone Jacquinot）是耶稣会在中国难民救济方面最为彪炳的成就，那么在此之前，耶稣会在历次战争中，包括太平天国战争、北伐战争时期及抗日战争同期在其他地区的人道主义贡献，因为文献及研究者极度匮乏被一概忽视，而这些正是饶家驹保护区产生的历史根基所在。笔者有幸在法国耶稣会档案馆（Archives jésuites de la Province de France de Vanves）、法国外交部档案馆（Archives Diplomatiques Nationales de Nantes）翻阅法文资料时，发现一些与本次研讨会主旨相关的新线索，以飨各位同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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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慈祥的饶家驹神父与难民区的孩子们在一起合影（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一　太平天国时期


19世纪中叶，距最后一位西洋传教士Leimbeckhoven在崇明岛逝世已迄半个多世纪
608

 ，传教事务百废待兴之际，适逢太平天国之乱，整个江南生灵涂炭，唯独上海成为一隅安全的飞地，邻省江浙的难民涌入城区致使人口暴涨。在其周围城市相继沦陷后，上海的保卫由美国人华尔组织的洋枪队（后称“常胜军”），法军和战力羸弱的清军负责。1854年12月9日，法国司令辣厄尔（Laguerre）派遣法国卫兵拆毁小刀会起义军（1853—1854）炮台；12月11日，巡洋舰贞德号（Jeanne d'Arc）与高尔拜号（Le Colbert）开始对小刀会军队攻击；12月13日，法国并肩炮轰；12月14日，法方正式宣战。
609

 光复上海县城。随后，太平军屡次进犯，1862年青浦被占，战火延烧至嘉定松江一线，其驻地徐家汇亦岌岌可危，是役，西方世界谓之“上海之围”（le siege de Shanghai）。而在这段时间内，耶稣会传教士为流离的难民广散钱粮并提供庇护，耶稣会在江南的平民保护即肇始于此，其中很多救济措施和原则基本上被沿用下来。根据传教士兰廷玉（Fran?ois Ravary, S.J）的总结，作为重要救济手段的孤儿院、药铺和学校、洗礼工作、教理扫盲班、辅理人员培训等并列为七项19世纪中期耶稣会在江南最重要的传教手段。

具体特征有以下几点。第一，耶稣会通过其名下大量的不动产进行难民的隐藏和医护工作。自落地生根起，隶属教会的不动产不断增加，来源有二：一来，根据1846年清廷解除禁教及交还教会田产的法令，许多具有天主教传统的村落（chrétienté）里的公所
610

 重新开始由外国神父掌管并由本地稍有名望的信徒辅理，除徐家汇外，上海县城周边的张家楼、唐墓桥、横塘等地都是信仰兴盛之地，耶稣会产业甚多；二来，罗马传信部（Propaganda Fides）、圣婴善会（[image: ]
 uvre de la Sainte Enfance）以及法国外交部对在华教会进行的经济外援以及从中国信徒手中募集到的资金都被大量用以购置田产，直到20世纪40年代，上海教区收支年报里仍有买入地产的记录。这些地产此后被建作宗教设施、教会办公场所、学校、孤儿院、护理所和耕作田等。董家渡、洋泾浜等上海县城周围因为移民的涌入也繁荣起来，新的教区开始初现雏形。徐伯达神父（Luigi Celestino Spelta, O.F.M.）这样写道：“上海大教堂（董家渡圣方济各教堂）是建造者们的结晶，同样这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所带来的恐惧也见证了仁善和深谋远虑，由主教府改做的医院，里面治愈了无数的病患……”
611



第二，教会与殖民势力相互合作开展救护。教会本身并无能力来雇佣士兵确保自身安全，全部仰赖上海当时的外国租界当局，后者对前者的保护既有政治性质也有军事性质。比如，在1851年，后拥有中国护教权的法国政府对传教士签发“护照”让其寻求地方官员的保护，英法军队对传教士的安全作出允诺。也正是在这种双重保护之下，外国势力凭借租界这一法外之地，使得难民得以幸免于难。他们也利用其坚船利炮在中国人心中的潜在威慑，来帮助协防租界以外的教产。法国驻沪总领事爱棠（Victor Edan）在上海被占期间多次将法国国旗插在徐家汇以及附近的耶稣会建筑物上，包括蔡家湾孤儿院（土山湾孤儿院前身）。耶稣会在华巡阅使伏伯禄神父（Pierre Fournier S.J）在1855年给传信部的书信中这样写道：“最近两年的战事更显扬了传教士们的慈悲。他们要么跟清兵一起，在医院和战场上救治伤员，要么给那些身处疾苦中的难民予以慰藉，给不幸的人庇护。但真正让神父们成为民心所向并让天主教精神发扬光大的，则是法国人在这场灾难性战争中的高风亮节，水兵战士们的勇气和信念还有辣厄尔司令的宽宏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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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通过救济工作开展传教活动，使得教会的影响扩大，从整个宗教仪式数目的大幅增长中可以看出：1854—1864年的十年间，每年的成人受浸数从1 760人次涨至2 425人次，而在战乱结束后的1865年，此数字立刻降至1 200。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天主教徒的总量却并未有显著增加，始终维持在75 000左右
613

 ，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来华外籍教士人数有限，有许多还因为水土不服客死他乡，仅1862年1月至1864年6月，就有19位传教士殉职
614

 ；本土教士也尚未培植起来。教会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施洗孤儿和弥留者上（Baptême in articulomortis），其中以长期驻守于崇明岛的葛必达（Stanislas Clavelin, S.J）神父最为有名。战争遗孤和被从杀婴危机中拯救下来的女婴大量进入孤儿院作为后备力量培养，成年人因为宗教和排外偏见，对入教兴趣不大。尽管禁教令解除，地方官员对传教士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好恶，传教自由之路仍然壁垒林立。

第二，有一种现象为传教士们所担忧，既所谓的“白食教徒”（chrétien de riz）现象，传教士发现许多领取救济粮食和衣服的“教徒”对教义丝毫不感兴趣，仅仅图求物质便利而谎称为信徒。曾在1843年特使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访华使团里的随员、海关官员Charles Hubert Lavollée的回忆录里转述了一段Brouillon神父（法国人）在1849年江南饥荒时关于徐家汇的描写：“我们每日在徐家汇分发四千份粮食，对基督徒和异教徒均一视同仁。耶稣会士们恪守初衷不让这一善举因过分广而告之而变质，也不利用灾荒时的小恩小惠来换取精神皈依。两个世纪以来，为数众多的基督徒都属于‘白食教徒’这一群体……如果说整个传教活动没有壮大信徒队伍，不是因为缺乏时机，而是传教士们把自己的资源都投入了进去……”
615

 这种贯穿江南传教士始终的强烈的“物质主义”（matérialisme）倾向也被视作传教的一大障碍。

传教工作不仅仅在难民范围内进行，外国雇佣兵和清军都成为传教的对象。“驻扎在上海的英军，不算海军和印度籍士兵，有两千来人，在他们当中有很多爱尔兰天主教徒。这里就跟所有的英国殖民地一样，他们享有军事法则带来的自由。他们每周末都来我们的（洋泾浜）圣若瑟堂来做弥撒。负责欧洲街区一所医院的圣凡尚保罗姊妹会（Les Soeurs de Saint-Vincent de Paul）的精诚所至也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感怀身受。”
616



传教士们的工作缺乏本地士绅的支持，前者对后者的救济方式也颇有微词，如在孤儿院的建设方面，他们认为中国人以“保婴局”、“善堂”为名的孤儿院尽管物质条件不错，但在救赎灵魂方面毫无建树。
617

 需知，在著名的土山湾孤儿院中，六岁至二十岁的孤儿被以耶稣会学校的模式管理，除却谋生技能的传授，学生按照固定时辰参与宗教活动之后，将成为教会的后继人才。


二　民国以降


民国以降，民风大开，人们不再畏惧传教士摄魂等传言。尤其在北洋政府期间，耶稣会在江南的活动更加频繁，上海和徐家汇成了整个远东地区的天主教中心，半个多世纪的耕耘之后，他们逐渐建立起系统化的传教模式，江南教民数量在民国初年上升至20万，遍布1 200多个教村内。耶稣会掌舵的学校网络涵盖了蒙学班、小学、中学、大学，徐汇公学和震旦大学的校友会让亲天主教会的社会精英更有效率地利用政商资源。此外，广慈医院（H?pital Sainte Marie，现瑞金医院）、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建立更是让教会的医学事业在上海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这些无疑都奠定了20世纪耶稣会救济活动的人事和物质基础，在原本由梵蒂冈扶持的基础上，法国政府也没有因为1904年政教分离法案和次年与宗教断交而停止对华教会的支持，反而伴随法国利益重心在远东的加大，以护教权为重要砝码，江南教会通过更多非官方渠道从法国获得经济资助，比如1925年成立的上海法国天主教会基金会（l'oeuvr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fran?aise à shanghai），以及诸多的法华友好协会等。

民国时期，上海受战乱波及的时间段集中于直奉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几乎可以说从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上海几乎无一日无战事之虞，即使在没有直接受战乱波及的日子，从苏北、华北等地辗转而来的难民也让耶稣会在救济活动中的作用充分展现了出来。

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江浙战区，隶属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被直系军阀齐燮元攻打，节节败退。1925年1月，他在南京重整军备，同时奉张作霖之命的张宗昌率万余名白俄雇佣兵和北方兵相助，一举进入上海租界。齐燮元不敌，被段祺瑞免职，后者任命卢永祥兼江苏督办，孙传芳为浙江督办。期间，双方战斗发生于泗泾、七宝、土山湾一带，胜败双方的散兵游勇都在松江和徐家汇一带劫掠。

徐家汇接收的难民一度达到五六千人。1月10日，学生全部撤走后，在徐汇公学、圣母院、土山湾内设立起七个帐营供难民居住，仅仅在徐汇公学内就有2 500人避难。土山湾工场内的工人组织起了义务护卫队。帐营内驻扎的军人由租界内派来的安南人监督。教会保证人各有其居，一日三餐的供应，每日的开销达到三百大洋，医疗卫生由Louis Teteau和朱神父主持，法租界的一位匿名雇员捐了三十大洋。法国国旗飘扬在徐家汇的建筑物上，还有一个法国中士领导的安南人岗哨，在黄浦江上有“Altair”、“Balmy”、“Lagrandiere”等舰船。次日，张宗昌军队入驻徐家汇，有一名信徒在枪击中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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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两年之后的1927年，相似的事件再次发生。3月底，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上海。克复上海时，两军在龙华对垒。据当时教会日记中的内容：

“3月21日，耶稣会的小学校里涌入了200多个难民，随后他们开始敲修院的门，起初教士们只向妇孺开门，之后向其他人也开放了……”
619



从民国伊始，天主教会内新的救济模式开始萌发，以实业家陆伯鸿、朱志尧为代表的本地天主教人士的涌现是该时期教会救济活动的一大特色。仅以他们领导下的上海公教进行会（Action Catholique）为例，催生于全球及全国性的公教进行会运动，它在1913年3月30日于董家渡天主堂成立，集中了众多有影响力的笃信天主教的家族和政商界精英，在1913—1935年间，其下设的慈善部在上海建有19所学校，内有师生1 800余人，5座医院和89座全国范围内的施药局，接诊量超过969万人次，杨树浦医院还从比利时进口有先进的镭放射设备，用以治疗癌症。松江的诊所1921—1924年间收留难民逾数千人。总体来说，其规模已近乎和上海的江南教会相仿，在医疗设施的数量上可以说还略胜一筹。公教进行会与相继来华的诸多男女修会的修士们协同合作，其中包括仁爱会（Soeurs de Saint Vincent de Paul）、方济各姊妹会（Soeurs Franciscaines）、慈幼会（Frères Salésien）、美国加利福尼亚耶稣会，等等。
620




三　抗日战争时期


中外合作的模式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此处的合作已经不仅仅限于中国天主教徒和外国修会一起简单地开仓济粮，而更多的是在世界战争格局中的大国博弈框架下多方的政治介入，对平民的保护已经是战争当事方一种争取正当名义的方式。1938年，搬迁至重庆的国民政府通过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向法国支付5万元作为法租界的灾民救济款，其中3万配给上海国际红十字会，1万配给徐家汇，5千配给震旦大学和教会，还有5千配给市立医院里的疟疾病人。饶家驹神父的日本、美国、加拿大之行也带来了不菲的援助款，而在此之前，日本海军驻中国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就给了安全区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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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西学院（Académiefran?aise）也颁给饶家驹神父、上海教区主教惠济良神父（Auguste Haouissé，S.J）和广慈医院当年的Verrière奖金（Prix Verrière），总计6 000法郎。法、英等国大使和领事也对救济处做了多次视察。
622



与饶家驹安全区同时期的庇护所散布在上海的各个地点，多为学校、医院。1938年，中教会名下的庇护所如下图所述，其中徐家汇收留25 000人、广慈医院7 500人、震旦大学3 000人、金科中学3 000人。松江、闵行、浦东等地也有许多由耶稣会传教士领导的小型救济处，这些场所的开放时间还早于南市难民区。（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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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一带本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安全区，但由于中国军队部署在人口密集的街巷，以至于该地区去军事化的可能性甚低。事实上，在徐家汇的日军带来的损失远没有其他区域来的严重，
624

 但出于所属国籍的耶稣会修士的安全考虑，由十二国领事组成的代表团率先抗议日本在徐家汇的军事行动。饶家驹神父亲自出面调停，以中国从南洋大学内撤出军队和军备为条件，要求日方停止对徐家汇的轰炸，并在南洋大学内建立了2万人规模的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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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抗战时期上海各难民收容所及难民区分布示意图（庄宁臖提供）



教会在1937年8月战争伊始就开始接收难民，此时的上海已建有七个大堂区，三个小堂区，集中了江南范围内的外籍教士232人和本地教士65人中的大多数，规模空前。法租界警察局也不时向教会输送租界内过剩的难民，起初是洋泾浜的两所学校，而后是广慈医院和震旦大学，前者接受了因受日军8月14日轰炸而受伤的450位伤员，而后者接受的病患中，许多患有疟疾、痢疾和麻疹。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新老学生都参与到救援中来。所需生活物资的资金全部由饶家驹神父当主席的华洋义赈会拨付。学校组织的宣教周（Semaine apostolique）活动在难民中收效颇丰，在三五百人的听众面前，受邀的嘉宾如震旦大学的青年信徒、公董局的律师、巴斯德学会（Institut Pasteur）和公进会的人士都做了相关讲座。传教士对将死者进行了洗礼，战争的第一年有230人做了临终洗礼，伤员每天由神父上两次教理课，入教者有7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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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难民收容所总所设于徐汇中学
627

 校内，分所设于徐汇大堂附近。总所又设6间分所，每日领粮食者6千，难童学校4所，共有学生6千另外供16岁以上、35岁以下的文盲接受通识教育。
628

 1937年末，学会中学累计接收难民22 383人次，有408人死亡。徐家汇的大规模幸存者洗礼和坚振礼集中在圣诞节（No?l）和三王朝圣节（Epiphanie），每次均有数十人参加。
629

 除中国人以外，亦有迹象表明，有少数从德国和奥地利逃来的犹太人在徐家汇避难期间改宗了天主教。

另一处宗教圣地亦不容忽视——佘山。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圣母朝拜让佘山成了远东的宗教圣地，尽管是远离大都市的僻静之地，但它仍然无法在战争中独善其身。日军在1937年11月10日和11日的佘山战役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松江的震旦大学附属预备学校被完全摧毁。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传教士把伤员送到附近的女子小学。两日内有两千余难民涌向佘山山头的进教之佑圣殿。但有一点与上海市区内的难民营不同的是，佘山并未受到疫病的侵扰，仅少数因伤势过重死亡。同年12月，日军进占大殿及天文台，命令避难者离开避难所。山上的传教士设置了探照灯帮助预防下山的避难者被中国军队的散兵游勇和土匪抢劫，仍有200余缺乏盘缠的人被允许始终滞留在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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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南市难民区、华洋义赈会和其领导人饶家驹神父，许多其他被埋没于历史尘埃之下的参与救援的耶稣会士和信徒们，他们的奉献精神是值得一书的。我们可以援引惠济良主教在1938年4月17日复活节时的讲话，用以称颂所有教徒在战时上海为救济灾民所付出的努力。他在讲话中引用了希伯来书第10章第24节：“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In provocationemcaritatis et bonorum op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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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饶家驹安全区难民250 000洗礼人数超过4 000的结果，耶稣会在上海其他地方开设的救济设施丝毫不差。1938年，耶稣会开设的临时医院达到12家，有17名医生，55位女修士，60名护工。收治病患2 000人，伤员7 000人，其中有2 000人死亡。战时诊所15家，75名女修士，20名护士，100万人次急诊。避难所5处，有3名医生，100名女修士，40名护士。战俘营7处，5 000名士兵，由10名耶稣会修士寻访。总计救助人数为300 000人，其中徐家汇70 000人、佘山6 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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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纵观耶稣会一百年间在上海战时灾民救济的变迁，我们不妨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救济灾民的表象下始终存在着耶稣会的核心利益，即传教利益。传教工作和救济服务是不可分开的。在此，我们可以再次引用惠济良主教的话，他强调了救济活动中表明教会身份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不把我们的传教工作和社会服务（service social）分开，之所以假装无法作出中立的姿态，这是出于对人与灵性的尊重，我们并未因此陷入一种过犹不及的宣教攻势中，这是为了让社会服务的规模最大化和它的荣耀，也为了防止我们将合一的灵与肉分开。正如同有人说的：‘社会事业首先是把耶稣基督放入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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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耶稣会在救济活动中的对外合作趋向于多元化，救济灾民也成为现代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人道主义环节。合作者无论国籍、信仰和政治立场，被援助者的身份也同样被淡化，这点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华洋义赈会的组织结构、饶家驹安全区给《日内瓦公约》的启迪以及同类型安全区的出现等，都无疑是耶稣会与世俗社会合作的产物，同时也是耶稣会无法在使中国人全盘基督教化后做出的妥协。

尽管耶稣会与中国大陆长达数世纪的缘分在20世纪50年代被割断，但是如今重拾这些在一个多世纪间战争岁月中留存下的遗迹，我们依稀还能看见这些文字后的腥风血雨，由此更加赞叹这些以神之名而建立的救济活动背后无可估量的人道主义价值，在这个暗流涌动的21世纪，这些已经镌刻在历史长河里的救济者们仍将熠熠生辉。


饶家驹的战时难民救助事业及其同事们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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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饶家驹奉耶稣会派遣来到上海传教，不久即参加上海华洋义赈会，积极参与中国赈灾事宜。“一·二八”事变时，饶家驹曾因促成中日之间四个小时的停火协定及成功营救一批中国伤员和难民而声名卓著。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地区难民剧增，各慈善团体一时疲于应对。彼时，饶家驹积极联合上海慈善团体，成立了国际救济会，并被选为常务委员和救济组副主任。1937年11月，在国际救济会的支持下，饶家驹发起成立南市难民区，因其对中国难民的巨大贡献，后被称为“中国难民之友”。值得注意的是，饶家驹取得的巨大成绩并不是偶然的，除了其个人伟大的人道主义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同样离不开其背后慈善组织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其同事们的倾力相助。


一　饶家驹与上海慈善团体的联合


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炮火野蛮轰炸上海，造成无数难民流离失所，因此纷纷涌入租界。据统计，仅“八·一三”这一天，就有6万难民进入租界
635

 ，8月底时已达70万人
636

 ，而根据租界当时的容纳能力，其所控制区域最多容纳总人口100万左右。
637

 所以租界当局一方面不得不将其部分遣送出界，一方面则尽力予以安置。据统计，至11月时，公共租界仍有难民9万人，设收容所152处；而法租界有难民9.4万人，设收容所40处。
638

 除此之外，绝大多数难民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每天冻死饿死者达百人以上，如何及时救助这些难民，成了上海各慈善团体面临的严峻挑战。

上海自近代以来一直是社会慈善事业的先行者，据统计，1930年代共有各类慈善团体119个
639

 ，而由于当时各慈善团体多单兵作战，所以救助能力不甚显著。1936年，面对“西安事变”后上海地区的新形势，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召集各慈善团体负责人黄涵之、屈映光等成立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
640

 该团体是国民党社会局和民间机构共同成立的慈善团体。

1937年8月5日，面对淞沪抗战后难民骤增的新形势，上海华洋义赈会乃邀请上海地区中国红十字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碯字会、中国济生会、中华公教进行会、上海华洋义赈会等六团体代表共十一人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各国驻沪领事、各国商会等共同组织筹备“上海国际救济会”。
641

 8月13日，上海国际救济会成立大会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出席者除原六个团体外，又加入佛教会、上海青年会、法国商会傅立德君（Mr J.Fredet）、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钟思君（Mr J.R.Jones）等。
642

 法国神父饶家驹被推举为常务委员兼救济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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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上海国际救济会袖章（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1937年8月18日，国际救济会举行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推举会长和完善组织机构。

上海国际救济会会长：奥尔　屈文六

常务委员：饶家驹　王一亭　钟思　李规庸　柏韵士　宋汉章　傅立德　陆干臣

经济组：正主任　宋汉章　副主任　钟思　陆伯鸿

总务组：正主任　李规庸　副主任　陆干臣　欧永康

救济组：正主任　马瑞山　副主任　饶家驹　柏韵士

收款处：霞飞路六百二十四号中国银行八仙桥上海青年会楼上三百十二号

本会办事处：八仙桥青年会楼上三百十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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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国际救济会成立后，与各慈善组织的联系密切，如在人员的配置上，曾向华洋义赈会调用干事数人，分派各组工作，以节省开支。
644

 在启动资金的来源上，则得益于各委员团体的拨款，包括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一万五千元，华洋义赈会三万五千元，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一万元，中国济生会五千元，世界红卍会五千元，中华公教进行会两千元，中国佛教会一千元，总计七万三千元。
645

 而饶家驹为主要负责人的华洋义赈会拨款数额则达到近半，由此看出，其在上海国际救济会中的重要作用。而饶家驹作为上海华洋义赈会的会长，同时又是国际救济会的常务委员兼救济组副主任，其与各慈善团体组织人员之间的来往必然是密切的。1937年10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简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成立，国际救济会名誉会长颜惠庆任执行委员会主席，饶家驹和普兰特任副主席，中国华洋义赈会总干事贝克任总干事。该会宗旨是“筹募善款，协助善举”。一度负责十四个善团各收容所难民给养
646

 ，实际成了上海各慈善团体的监督机构。

饶家驹的多重职务和广阔交际，为其此后顺利建立南市难民区奠定了重要基础。上海国际救济会成立后，尽管已收容安置了大批难民，但是租界外围仍然挤满了无数难民。在此情形下，饶家驹谋求在战火尚未波及的南市设立难民区，以更好地救助尚未得到妥善安置的大量难民。1937年11月，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监督和国际救济会的实际负责下
647

 ，在各位同事们的倾力协助下，饶家驹经过与上海地区中日军政当局的共同协商，正式组织成立南市难民区。

南市难民区建立后，饶家驹在难民区内先后建立多个管理机构。监察委员会是南市难民区最主要的上层管理者或决策者，包括常务委员饶家驹在内共七名外国人，其中三名法国人、两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挪威人，这七人都是当时上海的外国精英或侨界领袖，如普兰特是当时美国商会的会长、工部局董事，麦克那登则是前工部局总董，他们对南市难民区的存在和运转，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监察委员会“享有行使其视察权之完全便利，倘发生使该委员会不能继续其担保之形势，则该委员会将通知中日当局，解除诺言，所有安全担保，随之撤销”
648

 ，由此可见，该委员会在南市难民区中的重要作用。除监察委员会外，难民区内的另一个重要机构是难民区办事处，该机构于1937年11月15日成立，隶属于监察委员会，下设难民、居民、警卫、卫生、给养各组，主要负责日常救济事务的管理，主任初为潘志杰，后为顾纶。该办事处为便利快捷散发难民食粮，曾将难民区划分为四大区，分区发放食物。
649



南市难民区建立初期，国际救济会内其他慈善团体给予该难民区以极大帮助，纷纷派人参加收容、输送物资等工作，如区内难民卫生由中国济生会、红碯字会等各善团分区担任
650

 ，中华慈幼协会则在区内建立数个收容所专司收容儿童工作。
651

 1937年底，难民区受到日伪组织节制后，各慈善团体被迫停止对难民区的救助工作。然而我们仍不能否认，在南市难民区的初期，各慈善组织给予了重要的人力、物力支持，保证了南市难民区后期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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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劫后余生——上海南市难民区巡礼（《良友》画报，景智宇先生提供）




二　饶家驹战时难民救助中的同事们


饶家驹在南市难民区的建立和维持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但饶家驹同事们的努力和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1938年3月28日，法国驻华大使那齐雅在宴请饶家驹及其同事们时，饶家驹曾称，如果没有同事的支持，没有法国当局的援手，没有军队首脑给予的合作，没有红十字会的帮助，他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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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的同事有的来自华洋义赈会，有的是国际救济会的发起人或组织者，还有的产生于后来建立的南市难民区，其身份涉及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共产党员等诸多方面。


（一）饶家驹的外籍同事


柏韵士（Major Hans Berents）挪威人，阮玛霞称其为“饶家驹最重要的助手”
653

 。柏韵士和饶家驹当时同在华洋义赈会工作，饶家驹任会长，柏韵士任董事。其后，两人共同发起成立国际救济会，柏任国际救济会常务委员兼任救济组副主任，饶家驹创立南市难民区后，柏又任监察委员会七个委员之一，主要负责难民区内最重要的给养问题。
654

 其后为了解决难民区内的资金短缺问题，经法国驻沪总领事批准，饶家驹和法侨沙繁（J.Sauvayre）等共同发起法商救济难民慈善奖券，柏韵士任副董事长，饶家驹任支配金委员会会长。据称，法商救济难民慈善奖券，有九成都拨济到了南市难民区。
655

 该奖券一直发行到1944年8月，为难民区筹集了宝贵资金。在饶家驹于上海从事战时难民救助事业的整个过程中，不难看出柏韵士一直参与重要的决策，并对其提供了巨大帮助，其对上海战时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样是值得人们铭记的。

马瑞山（Brigadier.B.Morris）时任救世军上海区区长。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1865年成立，总部位于伦敦。该组织是以军队形式作为架构和行政方针，并以基督教作为信仰基本的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其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分支。马瑞山领导的上海地区救世军在抗战时期有力地配合了饶家驹的难民救助工作。1937年8月13日，上海国际救济会成立，设立总务、救济、教育等组，马瑞山被推选为救济组主任，饶家驹和柏韵士为副主任
656

 ，后两人成了亲密同事。1937年11月，我军战线移动后，沪西一带聚集了很多难民，马瑞山和饶家驹请救世军中佐白克礼、队长杜保田等营救难民1.2万名，并引入租界收容所安置。后来，“饶马两氏鉴于近来难民日益增加，租界区域内收容所已无余屋及空地再行收容而创设南市安全区。”
657

 1938年10月18日，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成立，马瑞山受聘担任监察委员会委员。

雅士柏（A.S.Jaspar）法国人，时任法租界公益慈善会会长，1937年11月初，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其被推选为七个委员之一，不久又任法国驻沪副领事。1940年6月，饶家驹离沪前设立善后委员会，旋将区内善后事宜委托雅士柏主持办理
658

 ，其后，雅士柏成为南市难民区的领导者。通过和难民区办事处主任顾纶的通力合作，其妥善处理了难民区的善后事宜，同时，其还接替饶家驹担任了法商慈善奖金支配委员会会长，解决了南市难民区的后期资金来源问题。

贝克（J.E.Baker）美国人，时任华洋义赈会总干事，国际救济会委员。贝克于1916年来华，曾历任中国政府交通部、铁道部、财政部及中央信托局顾问达十余年之久，深受国民政府的信任和重用，同时，其“热心慈善事业，颇着伟绩”。
659

 1930年，贝克兼任北平华洋义赈会赈务主任，和同在该会任职的饶家驹成了同事；1937年2月，其接任中国华洋义赈会总干事，9月与华洋义赈会原会长颜惠庆、饶家驹、钟思和普兰特等联合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参与创建难民收容所达30个，收容难民不下30万。
660

 此后贝克一直积极奔走募集捐款，成为南市难民区资金的主要募集人之一。在任职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的四年间，贝克为饶家驹南市难民区的正常运行和难民救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饶家驹的中国同事


顾纶　饶家驹执教震旦大学时的学生，后一直辅助饶办理慈善事业，成为饶的重要助手。1937年11月15日，南市难民区成立办事处，潘志杰为主任，1937年底后为顾纶
661

 ，全权处理一切行政事宜。
662

 办事处主任权力较大，责任也重，其在任职期间，除了处理日常救济事务外，时常接待来访宾客，有时也会代替饶家驹出席慈善会议，但最为棘手的是处理区内的各种琐事纠纷。

1939年4月，南市难民区办事处委托恒达洋行购买黄糙米一千包，但难民区办事处人员在收货时却发现有数百包掺入了石砾、碎米。饶家驹大为震怒，因此派出顾纶等携带该劣质米样向恒达洋行交涉。
663

 并最后将其起诉到法院。同月，顾纶因公务频繁，将处内一部分文件交秘书吴彦修办理，不料其竟利用职权之便湮灭重要证件，以此作为要挟舞弊之工具
664

 ，最后还纠集恶徒殴打调查人员，该事经顾纶派人调查属实后报请饶家驹将吴撤职。1940年6月，饶奉命离沪，余事交由新成立的善后委员会及办事处斟酌办理
665

 ，而顾纶为其中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顾纶对饶家驹的难民救助事业帮助很大，饶在离沪时曾特赠其一张个人照片，题词：“你为上帝及祖国出力，竭尽智能，你不愧是我的左手！”
666

 足见“独臂神父”饶家驹对顾纶工作的高度肯定。

黄定慧　后改名黄慕兰，湖南浏阳人，中共地下党员，早年曾追随宋庆龄、何香凝参加妇女运动。1937年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成立后，被选为常务理事，次年与陈鹤琴发起成立上海儿童保育会，陈担任理事长，黄定慧任副理事长。

1937年8月，在中共地下党员黄定慧等人的推动下，饶家驹领导的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所成立，上海著名律师、黄定慧的丈夫陈志皋担任副主任，黄任总干事，中共地下党员潘大成为副总干事。黄定慧对这个收容所的建立倾注了很多心血，每当碰到问题都由她和饶家驹联络解决。法国《人道报》记者前来采访，知道了法国人和中国人共同救济难民的情况，称她为“难民皇后”。
667

 1938年后，该所基本工作交由潘大成负责。

潘大成　又名潘达，中共地下党员，由黄定慧介绍进入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工作，任副总干事、所长。由于潘大成是越南归国华侨，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因此很快成为饶家驹的重要助手。

1937年8月15日，上海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在震旦大学操场设立，这是“八·一三”后上海租界内建立的第一个难民收容所，由饶家驹直接领导。饶担任该所主任，上海著名律师陈志皋任副主任，中共地下党员黄定慧女士出任总干事，中共地下党员潘大成为副总干事，后又担任该所所长。1938年后，潘担任该所实际工作，饶家驹每次来此巡视或商讨收容救助工作时都由其担任翻译。进入10月后，饶家驹忙于南市安全区事务，他更多时候是通过电话了解情况。同时，潘大成也经常到震旦大学饶神父住处汇报工作，两人用法语交流。

1938年11月，在第一难民收容所内成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领导难民所的大部分日常工作，在必要的时候，重大问题由所长找饶家驹汇报请示，或到总干事黄定慧家汇报，由黄向国际救济总会交涉办理。
668

 潘大成组织难民们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和开展难民教育，教育经费由国际救济会教育组负责，这个教育组的负责人是陈鹤琴。
669



陈鹤琴　浙江上虞人，我国著名儿童教育专家，时任国际救济会教育组主任。

1928年9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华人教育处，陈鹤琴任处长，负责管理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教育。
670

 淞沪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各慈善团体的努力和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成立了大批难民收容所和难民教育机构，陈鹤琴先后担任上海国际救济会教育组负责人和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教育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开展难民教育和难童教育。

陈鹤琴与饶家驹同属于上海国际救济会，但二者工作侧重点不同，饶家驹的工作更广泛、更系统，主要侧重于难民所及南市难民区的日常运行和管理工作，而陈鹤琴则主要致力于开展对难民的教育，是对难民救助工作的重要补充。1938年初，陈鹤琴又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在艰难的环境下，他自己编写教材，开办难民教育学校，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成立上海儿童保育会，为难民区教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总结


纵观饶家驹的战时难民救助事业，其从淞沪抗战爆发到奉命离开上海历时近三年。在此期间，饶家驹先后发起成立了国际救济会、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等慈善组织，并在其中担任要职，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他发起并领导的南市难民区在战争中庇护了约20万中国难民。他所开创的战时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不仅为中国其他地方所仿效，也推动了战后国际难民保护条例的制定而被后世广泛效仿，也为其本人赢得了“中国难民之友”的荣誉。

毫无疑问，饶家驹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其背后慈善团体的支持，也离不开柏韵士、雅士柏、顾纶、潘大成等同事们的倾力相助。这些同事们无论在难民区的建立、难民的救助还是资金的筹集等方面均给予饶家驹必不可少的帮助。

饶家驹和他的同事们不辞辛劳地奔走募捐，身体力行地投身于难民救助中，难民区的高效和完善甚至使有些难民忘记了自己身在难民区之中，也使得南市难民区得以维持到1940年6月底，而他们的成就不仅帮助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足以彪炳史册。


第三部分　饶家驹与难民救助理念的弘扬

南市难民区的建立和国际人道法的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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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化
672



1937年11月9日至1940年6月30日，经天主教耶稣会士、法国神父饶家驹斡旋，在上海设立南市难民区
673

 ，法文直称“饶家驹区”。本文将阐述难民区成立经过及概况，分析为什么“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日、中及在沪英、美、法等各方都能同意设立难民区，特别是一个月前制造了正定教堂惨案、一个月后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居然也能同意，并进一步阐述该难民区作为一个成功的救赎范例，在促进国际人道法订立方面的意义。


一　在不成协议的“协议”基础上，创立了南市难民区


“八·一三”战事爆发后，难民立刻成为亟待解决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租界是难民首选的避难处。租界的难民潮有三次高峰，分别在8月13日、10月27日和11月5日之后。8月底，难民已达70万人。
674

 当时租界能控制区域的人口仅近100万。
675

 租界当局催促各救济团体加紧遣送、安置，有大部分难民返乡，部分在租界投亲靠友，部分入难民收容所。至11月，公共租界有难民9万人，设收容所152处；法租界有9.4万人，设40处。
676

 8月13日起，租界与华界之间数十处铁栅门由军警驻守，控制开放的数量和频率；9月，需凭通行证出入；11月初，把守更严。大量难民被摒于铁门外，陷入绝境：饥寒交迫，便溺遍地，数日不得一食，饿倒之人日多。炮弹飞过，万头耸动，翘首望援。而此时，南市大半有能力的居民已迁入租界，留出大批空房，且有大量公共场所可资利用。

8月13日，上海国际救济会成立。该会由华洋义赈会发起，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卍字会、中国济生会、中华公教进行会、华洋义赈会、中国佛教会、上海青年会等团体代表合组，邀请各国驻华使领、各国商会及其他团体参加。11月4日，扩大、健全组织，增选名誉会长颜惠庆
677

 、施肇基、Sir H.Knatchbull-Huggesen、M.Paul Naggiar, Esq.。
678

 会长由奥尔
679

 和屈文六
680

 担任，常务委员有饶家驹等七名外国人和王一亭等八名中国人。该会以外国人为主。下设七个组，饶家驹是救济组副主任，在两租界设有六个难民收容所。
681

 曾竭力接洽，处理难民问题，“请领事团要求日当局作彻底之营救，但结果竟未如愿”。
682

 因“本会虽具国际性资之慈善机关，要亦不能超越军事范围”。
683



10月2日，国民政府在中国红十字会下设“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通常称国际红十字会。分设办事处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国际饭店及河南路华洋义赈会。以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是颜惠庆，副委员长是饶家驹等三名外国人。11月2日，曾“开会讨论在法租界边境设置难民营的事”。
684

 该会中国官方色彩非常浓。1938年初，政府将各救济团体统归于国际红十字会
685

 ，政府及政府筹集的救济款逐步统归其发放。
686



11月2日，饶家驹开始在中日双方斡旋，筹建南市难民区。中方出面的是上海市市长俞鸿钧、社会局局长潘公展。
687

 饶家驹以一个莫须有的“上海国际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主体不清、辞意含糊、没有具体日期的英文协议。协议称：“先生们，关于通过你们签订的协议，让南市没有任何形式军事行动和军事设施，因而也不受日本军事攻击。为此，我荣幸地向你们确认。今天我和饶家驹神父又签署了一份协议：只要该协议有效，两个原有的军事设施决不会被使用。有关各方都理解并同意，这两个军事设施的存在不会被视为违反该协议。”
688

 11月3日
689

 ，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上海国际会”没有签字盖章。这就算是中方的书面承诺。但日方从未收到中方的书面确认。
690

 饶家驹之所以用“上海国际会”的名义，可能是出于疏忽，漏了“救济”一词；更可能担心受该会在此之前斡旋失败的影响，以及斡旋结果的不可控，故意模糊协商主体。

5日，冈本季正两次以日本驻沪总领事的身份，与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饶家驹神父交换英文信件，信末都盖了总领事的章。第一封信告知，此提议已获得日本陆、海军当局同意，保证不进攻这一区域。他强调，他们之所以同意，一是因为中方已作出书面保证，这一区域只供市民居住，不作军事用途；二是得到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对此的担保；三是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保证，将随时报告该区域的越轨情况。
691

 马上，饶家驹即自拟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难民问题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给冈本回信，委员会的地址就是他所在的天主教伯多禄堂。
692

 信中固定了日本军方不进攻这一区域的承诺，也明确告知日方：他已知道，日方的这一承诺是建立在他的“委员会”能保证该区域非军事化的基础上的。
693

 冈本当天又写了第二封信，仍称他为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补充告知日本军方的两个观点：一是在附近发生军事冲突时，可能殃及该区域；二是一旦中国军队被逐出附近地区，日军将接管该区域。
694

 饶家驹马上再次表示接受。
695

 但是，为避免该区域权属争议，他没有向中方透露第二封信的内容。
696

 其实，任何人都明白，该区域的权属必随战事结果变换。

5日，中方就是否同意设立难民区问题公开表态：“我方以不损领土主权为根据点：（一）不与日方洽商；（二）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之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三）外邦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邦武装保卫，至该区域之治安，则由我方警察负责；（四）不订任何协定。凡不违反上述原则，我当局当予考虑。”
697

 6日，日方宣布接受上述协议。

8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告示：“据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划出难民区，以为战区难民，暂时寄托之所……业经呈奉中央核准照办在案，兹准于本月九日中午十二时起实行。”
698

 难民区四周插以旗帜，以资识别。旗帜白底，红色圆圈中套一个红十字，旁辍中英文“国际救济会”。当天，俞鸿钧以上海市市长身份发出第一号往来难民区的通行证。
699

 同一天，日本大使馆陆军武官原田熊吉发出同意在“支那难民收容所”南界敷设铁丝网的证明书。有趣的是，证明书首次将饶家驹的“机构”称为“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
700

 这后来成为饶家驹的正式身份。

请注意，斡旋过程中有诸多疑问。

第一，协商主体不清。首先，俞鸿钧认为，他3日所签文件，发生在他个人与上海国际会的代表饶家驹之间。在冈本看来，这是中国官方承诺南市非军事化的书面保证。冈本认为，他5日与饶家驹的通信，是日本官方与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之间的正式通函。其实，饶家驹当时只有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该会11月23日修订了《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七款规定：“执行委员会得依其需要设立各种分委员会，授权办理各项事业，在各分委员会中，本会委员长及书记为当然委员。”
701

 饶家驹这才合法地获得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的身份。
702

 当天，他只能临时虚拟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难民问题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其次，中方在公开表态中说，设立难民区系经英、法、美三国驻沪外交当局，暨慈善团体之建议。
703

 也就是说，协商主体是中方与英、美、法驻沪外交当局暨慈善团体。再者，协商过程中，饶家驹的身份多变。难民区旗帜标明是“国际救济会”，后来的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7人中，3人是上海国际救济会的委员。
704

 按理说，难民区与该会关系最密切。饶家驹最先使用的就是与此近似的“上海国际会”代表的身份。但因日方认同“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貌似具有国际性、慈善性团体的代表身份，他就转用与国际红十字会相关的身份：一是虚拟的国际红十字会难民问题委员会主席，二是中方布告中指认的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的代表
705

 ，三是日方代拟的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代表。问题是：这几个机构或其身份都是虚拟的。也就是说，俞鸿钧、冈本分别和N个虚拟机构或虚拟代表的饶家驹协商，订下了这些不成协议的“协议”。因此，检阅当年报刊，可以发现更多五花八门的主体和身份。这时，饶家驹真实、关键的身份是天主教法国籍耶稣会神父、华洋义赈会会长，以及躲在幕后的两个租界的代表。

[image: ]
图42　上海市政府在南市难民区成立当天为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成员颁发的通行证（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第二，中日双方未签订协议，也没有发表“相互而一致”的声明。后来的国际人道法规定：双方就非军事化地带所签“协定应是明示协定，得用口头或书面，直接或通过保护国或任何公正的人道主义组织订立，并得由相互而一致的声明构成”。
706

 中日双方各自发表的声明，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设立一个供非战斗人员居住的区域，二是战前、战中的非军事化。在该区域权属问题上，双方意见对立。饶家驹作为不愿当面协商的交战双方的中介，分别与双方达成了非正式的“协议”。为促成创立难民区这一共识，他隐瞒了双方对立的意见，以淡化权属等敏感而无意义的争端。

第三，该区域的性质不明。饶家驹曾努力引导日方确认为“非军事化”区，但冈本始终没有明确过该区域的性质；中方布告称其为“难民区”，日方也称过“支那难民收容所”。饶家驹声明：不能把这一区域定性为“中立区”，“因为该区域非中立，亦非一特殊区域；该区称之为非武装区域，亦不恰当……该区乃纯如其名称，而为一非战斗员所居住之平安区域”。
707

 最后，用了一个模糊其性质的特指名称——“饶家驹区”。

第四，该区域的权属不明。中日双方都声称由自己掌控、管理，然而有趣的是，双方先后采取行动，共同防范法租界将其扩充为掌控区。

就在这不成协议的“协议”基础上，创立了饶家驹区，留下一段无法抹去、无法回避的历史。“协议”虽不成其为协议，两点共识却被各方非常有效地执行：划出了一个区域；中方军队退出该区域，未启用两个军事设施；日方也未来轰炸，日军占据南市南半部后，沿街纵火，连烧数日
708

 ，但难民区未经火。饶家驹就这样用超强的斡旋技巧，或者说，用一连串善意的谎言创造了历史。


二　各方权衡利害，南市难民区应运而生


难道俞鸿钧真的不知道没有这样一个“上海国际会”？冈本真的不知道国际红十字会负责人是颜惠庆？其实，在风云际会中，各种力量在那个时点上有救助难民的共识和需要，经过道义和利害的权衡，找到了利益的共同点，创立了南市难民区。各方只是需要一个中介，中介的身份要合适，名称无关紧要。


（一）南市难民区选择了合适的创立时间、地点和旗帜


11月2日酝酿，5日双方同意，9日设立，这是最佳时点。10月26日，大场失守，中方准备战略撤退；11月5日，日军从金山登陆，淞沪战局胜负已定；中国守军为防被合围，11日晚撤离上海。协商太早，战局不明，中方不会同意；即使同意也不会真正执行。太晚，无助于难民问题的解决；战后废墟也无法安置难民。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国、各方人士准备建立“南京安全区”，遭日方拒绝，时点太早是原因之一。当时尚未开战，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一面答应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面继续在该区域进行军事部署。
709

 中方不撤离，日方当然不会承诺不进攻。尽管委员会主席是德国纳粹党南京支部的代理负责人
710

 ，德国、日本、意大利刚刚建立了轴心国集团，为了战局，日方照样拒绝。

南市的地理位置非常合适。对中方而言，南市是老城厢，不是排兵布阵的好战场；南市没有高大坚固的建筑可留供日方用作军事目的，却有豫园、城隍庙等文化古迹可以留给难民栖身。对日方而言，这个位置也十分合适。时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后为日本驻沪总领事的日高信六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阐述过日方同意的原因：第一，该地区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城……第三，鉴于紧邻该地区的法租界当局愿意与该委员会合作，委员会被认为有足够的实际能力保持“中立”；第四，从位置上来判断，尽管该地区附近有战事，但这个地方是有可能维护“安全”的。
711

 1932年“一·二八”战事中，也有人建议在中国管辖的闸北和虹口北部地区设一个中立区，遭中日双方拒绝。选址不当是重要原因。中方认为：政府无权将中国管辖地分配给日方；此地住有大量日侨，历来是日方搞颠覆活动的老巢。如果确有需要，宁可在别处设中立区；保护日侨是日方的责任。日方认为：那里也住了大量中国人，而日军只有保护日侨的义务。后来的“南京安全区”遭日方拒绝，选址有碍军事进攻也是重要原因。日高在军事法庭上也作过说明：从技术上讲，一旦在城内开战，难以保证这个地方的安全；中国高级军官和参谋人员住在那一带；该委员会对安全区外的溃兵和其他不良分子没有足够的控制能力，也缺乏足够的能力保持其“中立性”。
712

 因为南京没有租界，既没有列强的特殊利益，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列强对安全区的实际监督。

救助难民是一种人道主义救援。人道主义是各国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重要道义旗帜。当时，现实而急迫、各方愿意或希望解决的难题也是救助难民。饶家驹始终以人道主义打动各方，在渲染、强化道义的同时，让他们相信这也是他们的政治利益所在。难民区创立后，他在媒体高调赞扬日本与中国：“双方为人道起见，皆愿保护非战斗员。”
713

 法国解释赞助难民区之举时也说：“我们必须竭力履行我们的人道主义职责。”
714

 英国、美国均高举人道主义旗帜，推动难民区的创立，赢得道义。


（二）日方为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同意创办南市难民区


难民区能否设立，更多取决于在战场上占优势的日方。日方之所以同意，主要权衡了以下利害关系。

第一，战局胜券在握，设立难民区不损害其战略意图。日军一旦占领上海，南市无异于其他占领区，只是在占领区中划出一个难民区而已。但如果中国军队以法租界为依托，在南市进行巷战，会牵制日军很多精力和时间。既然占领前可得非军事化保证，不战而得；占领后可以得到各方援助，减轻维持统治的负担，何乐而不为？

第二，日方不得不考虑饶家驹背后的两租界和外国政府的态度。日本的战时外交政策是：“一方面使它们保持对我方的好意；一方面采取措施，不与第三国发生纠纷，避免导致它们进行干涉。军事行动以及与此相应的各种工作，也要慎重地施行，须符合以上宗旨。”
715

 因此，“租界，不去碰它”。
716

 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非常认真而小心地执行这一政策。
717

 他在日记中写道：“最令人遗憾之事，乃列国军队对本次作战的态度……同情中国政府及军队，直接间接立于中国军队一方，为中国军队作战提供便利，采取行动援助之。尤其英、法军队之行动，与我军作战以诸多不便，多有妨碍我作战之举。而我军则委曲求全，尽力谋求列国官宪及其军队的谅解，为了不使我作战损害列国官民而忍受一切不便，努力避免招致国际纠纷。”
718

 当饶家驹代表租界要求设立难民区时，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以对租界示好。

第三，侵华战争已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不愿以细故再成舆论焦点。10月6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关于中日冲突事件的决议案。指责日方的行动与“1922年2月6日签署的《九国公约》
719

 和1928年8月27日签署的《巴黎非战公约》
720

 所承担的责任相违背”。
721

 11月3日至15日，在比利时召开九国会议，中国代表要求与会国按约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停止提供贷款和军需物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要求虽无果，但会议宣言书还是指出，“日前中日冲突，不独使各国权利，且使各国物质利益，皆受不良影响。”
722

 指责日本用武力迫使中国放弃现行（抗日）政策，是在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饶家驹斡旋时，会议正在进行中。日本虽强行拒绝与会，但也不愿为区区南市难民区而得罪列强，再添口舌。

第四，设立难民区符合日本政府在国际上树立人道主义形象的意图。1934年，日本红十字会在东京举办第15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会议由日本红十字会主席德川家达公爵
723

 主持，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在交战方领土或在被交战方占领的领土上敌国平民的保护和状况的国际公约草案》，即“东京草案”。该草案未得大国支持
724

 ，也未能及时召开国际会议缔结成有约束力的条约。
725

 但作为东道主的日本却颇为看重这次大会及草案，并加以推进，以让日本红十字会将此载入史册。在此背景下，10月1日，日本政府已决定：“在上海周围，划定一个非武装地带……对上海的安全保障，采取与有关各国共同负责的原则。”
726

 因此，日方引导饶家驹用“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的身份行事。

第五，松井奉行的大亚细亚主义促成了南市难民区。由前述难民区的建立经过可见，冈本只是传声筒，决定者是军事当局。淞沪战事爆发后，松井是最高指挥官。他身材矮小，体弱多病，虔诚信佛，性格倔强；还是个中国通，曾支持反清革命，常常以孙中山老友和同志自居。1932年，他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看到中日代表激烈争论，白人宛如裁判，居间“调解”，这坚定了他推行大亚细亚主义的决心。回国后，即成立大亚细亚协会，自任会长，积极制造侵华舆论：在东洋驱逐白人势力，由日、中、“满”提携，实现东方民族共存共荣。创立南市难民区，无疑能为大亚细亚主义增添亮丽色彩。后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松井在宣誓口供书中就曾以此为自己辩解：上海战时，“我屡屡命部下保护、爱抚支那良民，尊重外国权益。其一例是南市附近的战斗按我之命令，因此南市没有蒙害结束了战斗。”
727

 后来，南京大屠杀震惊了国际社会，西方人的抗议使日本最高军政当局感到了压力。压力传导到松井。12月18日，他流泪训斥部下：“你们奋力苦战，使皇威增辉，然某些士兵之暴行，又使皇威一举扫地。”1940年，他用从上海大场镇带回的红土，在故乡烧制了一尊观音像，面向南京，纪念日中双方亡者，企图为自己赎罪。

第六，相信租界能保持中立，有能力暗中监督协议的执行。早在“一·二八”战事中，工部局就发布过命令，准许战败的中国士兵进入租界，但必须解除武装，入战俘营。1937年10月31日，坚守四行仓库的壮士退入租界。事先，英军口头同意部队西行归队，军备运往南市。但壮士们一撤到租界，英军即应日方要求，将他们解除武装后羁禁。羁禁中，谢晋元遭暗杀。太平洋战争爆发，余者沦为日军战俘。后来，南市撤到法租界的军警也被缴械、羁押。


（三）租界各方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同意创办南市难民区


第一，列强的核心利益是如何使其在沪利益免受战争影响。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方：1931年，在上海的投资占在华投资的比例，英国是76.6%，美国是64.9%
728

 ，主要分布在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战前，各国竭力调停战事，但无效。8月18日，英、美、法联合提出“上海中立案”，即让中日军队都退出上海四周地带，设立中立区。中方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
729

 ，日方拒绝。9月15日，英、美、法等国退而求其次，保全苏州河以南的两个租界。要求中日双方不攻击租界。这基本得到满足。法方认为，使法租界“远离战争的破坏，这一直是首要的责任”。
730

 南市难民区位于法租界最繁华地段之侧，可以成为法租界免受池鱼之殃的缓冲地带。

第二，解除了难民问题的负担，包括道义上的负担，同时能赢得道义加分。对难民事务，租界的政策是尽可能不介入。早在“一·二八”事变，工部局就决定以后不再用公共财政救济中国难民，而是将这一职责留给慈善团体。淞沪战事发生后，工部局决定尽可能推迟承担救助难民的责任，让国际红十字会等救济组织处理；法租界马上关上了铁门。再者，经前两轮难民高潮，租界已人满为患。一是住房、食品、燃料、御寒衣物奇缺，物价飞涨且供不应求，且能用的公共场所均已设成难民收容所。二是疫病流行。9月中旬的10天中，死于霍乱和痢疾者达277人，且有蔓延之势。
731

 三是治安问题严重。偷、抢、害命等案件猛增，租界不断增加警力，仍难控制。第三轮难民潮多从浦东、龙华一线的东南方逃来，自然聚集在法租界铁门外。拖到战事最后阶段才逃亡的人往往是赤贫者。把他们关在铁门外容易滋事，甚至暴乱；放进租界，亟需安置却难以安置；又怕散兵混杂其中，日军以此为借口进租界寻衅。真可谓进退维谷。难民区成立次日，法租界即宣布关闭所有铁门，公董局还“将留居租界内无法生活之居民送入南市难民区”。
732

 南市难民区内的难民逐渐安顿下来后，租界压力逐步减轻，铁门又有控制地开放，租界秩序逐步正常。当战火烧遍中国东、中部国土时，上海租界成为安全而繁华的“孤岛”。


（四）中方因有利无害而同意创办南市难民区


第一，淞沪战事大势已去，掩护主力撤退的四行仓库守军也已撤离，防守南市的战略意义已失。

第二，责任所系，此乃缓解难民难题的唯一方案。战争之初，国民政府就承担起了救助难民的责任：9月7日，成立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颁布《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规定各省市设分会、县市设支会，办理难民的收容、运输、给养、保卫、救护、管理及配置事项；
733

 而且，一直是难民的主要捐助人。
734

 10月1日，上海市政府组建了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分会。只是在这一历史瞬间，难民太多，无法安排。有了难民区，就有了泄洪区。

第三，可以缓解来自租界的压力。当时中国的外交策略是联合英、美、法，孤立日本，联俄对付日本。二次大战的结局证明这一策略是对的。租界是各国利益所在，难民是租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又经外交途径前来“商陈”设立南市难民区；中方不能不认真考虑；何况他们还承诺不损害中国主权。


（五）是饶家驹促成了南市难民区的建立


饶家驹（1878.3.15—1946.9.10），字轶才，法文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生于法国西部的滨海夏朗德省桑特镇，出身贵族。1894年入耶稣会，在英国和比利时修道，获硕士学位，再读神哲学，升为神父。通晓法、英、拉丁语和希腊文。1913年到沪传教。初在徐家汇学习中文，同时任徐汇公学
735

 监学，兼教法文和化学。这年圣诞前制作烟火时，不慎引起爆炸，失去右臂。
736

 1914年至1934年，在虹口圣心堂管理外侨，包括日侨教徒。

1934年，任震旦大学舍监
737

 和英语教授，并兼任校侧伯多禄堂的神父。圣心堂位于公共租界北部的虹口。虹口日侨众多，上海人习称“日本租界”，他是日侨信徒的精神导师。在此期间，他兼任位于虹口的公济医院理事会主席，几乎天天到医院，该院主要收治在沪外国侨民；又兼任天主教所办各外侨子弟学校童子军的指导员。这使他与在沪外侨有广泛接触。他还兼任法国驻沪陆海军和公共租界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具有中校军衔，与在沪军界有同事关系，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各国驻沪外交和租界当局。他受聘于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任大上海建设计划委员会委员，拟动员在沪外侨到江湾一带建造住宅。计划因战事中辍，他却由此与中国政界建立了友谊。总之，他人脉极广，能及时而深入地了解各方利害关系。在此之前，他已多次参与中国和上海的救济事业，赢得了信任和声誉。

饶家驹的第三国神职人员身份非常适合做中介。第一，在中国战火正烈，欧洲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日方并不信任那些表面中立、实质敌对的第三国的代表，极不愿接受第三国代表的斡旋。饶家驹的身份令各方都承认他是中立的，只是出于宗教道义和人道主义而挺身救赎。战后，日高在法庭上还是认为：“很明显，饶神父和委员会其他成员全都是毫无偏见、毫无利害关系的人士。”
738

 饶家驹是仁慈的第三方代表，是道义的代表。第二，交战双方所订协议的遵守需要监督力量。
739

 但中日双方无法找到合适的监督者。这不仅日方不愿让欧美各国监督，而且欧美为避免卷入中日战争，也坚决不承担监督责任。
740

 中日双方居然将监督责任交给了虚拟的委员会，但饶家驹声明：“倘发生使该委员会不能继续其担保之形势，则该委员会将通知中日当局，解除诺言，所有安全担保，随之撤销。”
741

 也就是说，饶家驹将监督责任又交还给中日双方。作为一个神父，对这种无法负责的重大政治、军事责任，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完全可以被理解和谅解，事实上也是可行的。但任何官方代表却不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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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饶家驹与挪威总领事奥尔先生、法国总领事鲍黛芝先生（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虽然，南市难民区能够创立是风云际会中各种力量在那个时点上权衡利害和道义形成的共识，找到的利益共同点，但如果没有饶家驹的努力，还是不可能创立。他的贡献在于：第一，在那个时点找到了这个利益共同点。第二，用道义和利害分析，放大共同点。第三，调用各种资源，付诸实践。因此，饶家驹再次赢得各方褒奖。
742



但饶家驹的作用仅限于此，没有这个利益共同点，他也无能为力。时隔几天，南京诸人筹设安全区，在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方交涉的同时，写信给饶家驹，请他出面与日军协商，并通过他把安全区地图交给了日军。日军拒绝设立安全区的意图也是先告知饶家驹，然后才通过外交途径正式答复南京。
743

 在此过程中，饶家驹超强的斡旋技巧在日方的军事和国家利益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六）教会为立于不败之地而态度暧昧


在此之前，饶家驹独立不羁的性格、逾越规范的行动经常令耶稣会感到不安。他在耶稣会和上海天主教会从未担任重要职位。在此次救助过程中，他们认为饶家驹的行为超出了宗教团体的活动界限，扮演了过分显眼的角色；担心他与上海甚至重庆的军政界交往过密，涉足政治太深；担心他卷入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的军政事务。耶稣会不介入南市难民区的创办，声明：“此事实系饶神父本人与由他领导的委员会单独负责，我人对此一计划早期的详情，概不知晓。”
744

 但是，难民区成立后，教会全力支持，除派出医护人员外，还派四个耶稣会神父协助其工作。
745

 但对饶家驹始终不加评论，更没有嘉奖。饶家驹的同事对他的动机和行为方式还颇有微词。有传言说，他与一位日本女性交往过密。
746

 这对守独身的耶稣会神父具有很强的杀伤力。1940年6月，法国投降之际，耶稣会将他召回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饶家驹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1946年9月13日，因患白血病在柏林去世。


三　南市难民区作为成功范例，促进了国际人道法的订立


国际人道法的作用是规范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核心是保护不参加战斗或退出武装冲突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有1907年10月18日海牙第四公约
747

 、1929年7月25日日内瓦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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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保护平民安全的条款。因此，在二次大战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保护和救援战俘，但几乎没有对平民——特别是集中营里的犹太平民——进行援助，而平民死亡人数远超士兵。
749

 这引起世界舆论对红十字会的诟病。当然，法西斯不会因为有国际法而改变其凶残本性
750

 ，但涉及非核心利益问题时，至少会顾忌一点国际舆论。

保护平民的理念产生于二战之前。1929年，法国医生乔治·保罗
751

 提议在战时为平民和生病、受伤的士兵设立安全区。法国政府敦促国际联盟给予国际的和官方的支持。国联协商的结果是大多数国家认为这不切实际，不会被交战中的任何一方接受。之后，由瑞士人亨利·乔治
752

 发起的日内瓦国际协会继续提倡。他们将饶家驹区的案例作为珍贵的证词，证明这些理念的可实践性。1937年11月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卡拉姆
753

 多次参观南市难民区。他提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召开一次外交会议，以饶家驹区为案例，讨论保护战时平民问题。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饶家驹区被引证为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

1948年，第17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草案”，该草案成为随后召开的国际外交会议的重要讨论基础。1949年，由63个国家的代表制定了《日内瓦公约》及附件
754

 ，第四公约就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其中第15条规定：“任何冲突之一方，得直接或通过一中立国或人道主义组织，向其敌方建议在作战区域内设立中立化地带，保护下列人等免受战争之影响，不加歧视：（甲）伤、病战斗员或非战斗员；（乙）不参加战事及虽居住在该地带内而不从事军事性工作之平民。”
755

 第四公约的“附件一”是《关于医院及安全地带与处所协定草案》，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南市难民区的影子。比如，平民“不得在该地带内外从事任何与军事行动或战争物资生产有关之工作……安全地带应在其建筑物上及其外围放置白底红斜带之标志，以资识别……要求由一个或几个特别委员会管制之，俾资确定此等地带是否履行本协定所规定之条件与义务……如特别委员会发现其所认为违反本规定之条款之事实……得宣布对于该地带不复受本协定之拘束……安全地带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为攻击目标”。
756

 第四公约的评注作了更具体的介绍：“（1）只能这样说，第15条是一定数量的实际经验积累的结果……1937年中日战争期间，一个中立区也在上海建立起来。（2）它被称为饶家驹安全区，是为了纪念成立这个安全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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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两个“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的附加议定书”
758

 生效，旨在补充和澄清1949年的公约。它删除和修改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5条评注中所举四个成功案例中的两个，更凸显了南市难民区案例的珍贵。另外，在第一附加议定书的第四部“平民居民”，第一编“防止敌对行动影响的一般保护”的第五章“受特殊保护的地方和地带”评注的注释中，再次提及“饶家驹安全区”的案例。
759

 在国际公约中提到人名是非常罕见的，何况是两次！

正是“1949年日内瓦公约”加上两个附加议定书，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关于保护战争或武装冲突受难者的“国际人道法”的法典。
760

 现在，这些国际人道法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接受和遵守，加入“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国家有194个
761

 ，比联合国会员国还多。安全区的概念被普遍使用，1990年代，联合国安理会也建议并批准使用安全区来保证人们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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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本身具有超现实、超国家、超种族、非营利的特性，这些特征在特定环境中，往往具有超越政治、军事强权的特殊力量，更具公信力，产生独特的作用。饶家驹推进南市难民区的建立和国际人道法的订立就是一个范例。


附件一《1937年11月3日　俞鸿钧所签（英文）协议》译件


致上海国际会

先生们：

关于通过你们签订的协议，让南市没有任何形式军事行动和军事设施，因而也不受日本军事攻击。为此我荣幸地向你们确认，今天我和饶家驹神父又签署了一份协议：只要该协议有效，两个原有的军事设施决不会被使用。有关各方都理解并同意，这两个军事设施的存在不会被视为违反该协议。

阁下，以上是我诚心所愿之词。

您顺从的仆人

俞鸿钧

1937年11月


附件二《1937年11月5日　冈本给饶家驹的第一封（英文）信》译件


致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饶家驹神父

阁下：

对于您为使中国城厢市民免遭战祸而不惜做出的崇高而可贵的努力，我应当告诉您，我已将您所给我的信息转交给我们的陆军与海军当局，即根据您的请求，中国当局已签字书面保证，中国城厢之东、西、北面以民国路为界，南面以方浜路为界之区域，将只供市民居住，不得有任何军事行动、任何武装敌对行为。

现在我高兴地向您证实，日本陆军和海军当局主要出于人道；同时获悉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已给予担保，即该区域在特别警察保卫下，如发生任何越轨情况立即报告。因此已同意，只要保证该区域仅供市民居住，保证该区域内不发生任何军事行动、任何武装敌对行为，保证不对之进攻。

有幸作为您忠顺的仆人。

总领事　冈本

1937年11月5日，上海日本总领事馆


附件三《1937年11月5日　饶家驹给冈本的第一封（英文）信》译件


阁下：

我以难民问题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确认，我收到您今天的来信。信中您告诉我，您已将我们的请求转告你们的陆军与海军当局，即中国城厢之东、西、北面以民国路为界，南面以方浜路为界之区域，将只供市民居住，不得有任何军事行动、任何武装敌对行为。

我非常满意地获悉您的告知，只要我的委员会向你们保证该区域只供市民居住，完全没有任何军事行动、任何武装敌对行为，日本陆军和海军当局同意不进攻该区域。

您本人表达了人道主义感情，又促使日本陆军和海军当局作这样决定，表达了同样的人道主义感情。这才达成上述协议，并将保证协议取得成功。

有幸作为您忠顺的仆人。

耶稣会士　饶家驹

中国，上海，吕班路伯多禄堂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问题委员会

1937年11月5日


附件四《1937年11月5日　冈本给饶家驹的第二封（英文）信》译件


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

尊敬的饶家驹神父

阁下：

关于我今天给您的信，我必须通知您，日本陆军和海军当局认为，一旦在我前一封信中确定的中国城厢区域接壤的地方发生军事冲突，该区域部分地方多少可能会受殃及，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还得通知您，日本陆海军当局打算待中国军队被赶出该区域后接管该区域。

我还得告诉您，我希望您将此信同我今天前一封信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恭候您的回复确认，在此深表感谢。

有幸作为您忠顺的仆人。

总领事　冈本

1937年11月5日，上海日本总领事馆


附件五《1937年11月5日　饶家驹给冈本的第二封（英文）信》译件


致日本总领事

冈本先生

阁下：

我已收到您今天的来信，信内告诉我，日本陆军和海军当局认为，一旦在我前一封信中确定的中国城厢区域接壤的地方发生军事冲突，该区域部分地方多少可能会受殃及，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日本陆海军当局打算等中国军队被赶出该区域后接管该区域。

我接受您信中的内容，并视此为您同一天另一封信的一部分，不可分割。

有幸作为您忠顺的仆人。

耶稣会士　饶家驹

中国，上海，吕班路伯多禄堂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问题委员会

1937年11月5日


附件六《1937年11月5日　俞鸿钧给饶家驹的（英文）信》译件


大上海市政府信函

给国际会饶家驹神父

尊敬的饶家驹神父：

根据今天下午我们签订的关于在南市某些区域设定非战斗人员的避难所的协议，请允许我告知您，我方的警察随时可以接受国际会的检查和调查，以确保该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履行。

我尊敬的饶家驹神父，以上是我诚心所愿之词。

您顺从的仆人

俞鸿钧

1937年11月5日


饶家驹在国际人道法领域的遗产

让巴蒂斯特·让热纳·维尔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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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李君益译

为远离军事冲突而设立保护区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红十字会之父亨利·杜南就提出了将一些伤员众多的城镇中立化的建议。它预示了专门为伤员准备救护区的想法。然而，当杜南的团队希望在巴黎为平民建立避难所，则预示着专门为平民准备的安全区想法的到来。

这个想法之后由外科医生乔治·圣·保罗再次提及。他凭借着在一战中的经历，在1929年提议为处在战事外的平民和军人建立安全区，即“日内瓦场所（Lieux de Genève）”，该名称在1931年被确定下来。1935年，这个理念经法国国民议会表决通过。法国政府遂尝试说服国联接受，但彼时持怀疑态度者非常多：“如何指望战争中的各方能够相互了解来开辟出一片区域？”缺少一个案例来证明这个想法能够起到作用。

1936年，在西班牙内战过程中，一块保护区在马德里城内设立了，但这个案例并不能说明问题，真正可行的证明将在上海得到验证。

[image: ]
图44　饶家驹奋力托起南市难民区艰难前行，以远离战争的威胁（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抗日战争期间，1913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饶家驹神父，担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CICR）及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主席，私下在中日之间协商建立一片保护区。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他拯救了三十万人。

饶家驹将南市形容为为平民而开辟的安全地区：“它并非是一个‘中立区’，因为它既不中立，也不是一个地区。它也不是非军事化区，它的目标并非为了保护法国的利益，也并非为了教会的利益。它简单纯粹地只是一个为非战斗人员开辟的安全区，它经由中日双方共同出于人道考虑而保护非战斗人员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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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这个经验很快就有了效仿者。“饶家驹区”在南京得到了应用，之后相继在中国其他一些城市也有建立，但并未取得太大成功。

在欧洲，设立于日内瓦的乔治·圣·保罗的组织，将饶家驹在上海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作为典型案例，并称其为“可贵的证据”、“证明”，来向欧洲心存怀疑的人们表明，所谓乌托邦色彩的“日内瓦场所”是可以实现的。

1938年，饶家驹区同样在伦敦举行的第16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大会上作为模范被人引证。同年，一个由专家及国际法学者组成的委员会精心制订了关于建立安全区的“1938年计划”。

1940年，已在华度过二十七个春秋的饶家驹返回时值二战的巴黎。他尝试运用在上海获得的宝贵经验，并与“日内瓦场所”组织关系紧密，将他的设想告诉了心存疑虑的政治家们。在饶家驹看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意图在二战中建立起救护及安全区的想法是徒劳的，应该等到战后再来推动这个设想。

在日内瓦公约编订过程中，有关建立难民区的内容于1947年由政府管理方面的专家即组成会议进行讨论。之后，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期，三个中立区在耶路撒冷被建立起来，并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责管理。这个经验在未来将被看作另一则重要的案例而得到援引。

1949年，条件已日渐成熟，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4条和第15条首次以具有约束性的实体法形式提及此想法。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4条规定，救护及安全区仅仅实施于个体范畴：伤病员、残障人员、高龄者、不满十五岁的少年儿童、孕妇及不满七岁儿童的母亲。公约也预见了另一种情况，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4条规定，对于冲突各方达成默契而设立的另一类区域，称为“中立区”，不论是否属于军人的伤病员，不参与敌对活动的所有平民均可进入。

两种区域的另一大不同是救护及安全区被认为是远离军事行动，而中立区是建立在军事行动所处地区。因此饶家驹区作为一个“中立区”，早于相关法律诞生十年就已经存在了。日内瓦第四公约（1956年）的注解说明即以饶家驹区与耶路撒冷中立区两个案例作为参考。

1977年，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将诠释“非军事化区”（第60条）的概念条款进行了完善，将其定义为一块没有战斗人员和战斗的区域。但是这个字眼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它也可以被用于和平时期，比方说在战争结束后，战胜者能够强迫战败者划定一片非军事区（如1919年《凡尔赛和约》），或者通过一个国际条约（南极洲在1959年被认定为一个非军事区），再或者诸如朝韩之间的非武装地带。

第60条的“非军事化区”在战争时期，与其他区域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目标不是政治而是出于人道。1986年第一附加议定书注释将“饶家驹区”作为一个“难民区”的样板案例。

在国际人道法领域对饶家驹的想法予以介绍，这无疑是重要的，然而也有局限性，因为这些条款只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冲突。日内瓦四个公约除了共有的第3条，以及第一附加议定书，都仅用于国际军事冲突。难道它就不需要为非国际的军事冲突设立类似的区域吗？为什么这变得更加复杂？

因为对公约的遵守取决于各当局的配合，如果他们不遵守游戏规则，这些被看作保护平民的人数众多的区域往往就会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甚至一下子产生大量遇难者。所有这些都需根据现场情况而定，为了设立这些区域，需要逐一进行调查。而当这些区域存在的时候，对这些示以尊重的义务则不会受到国际军事冲突的干扰限制，因为它已经属于习惯法的范畴。

除了指出在日内瓦公约与第一附加议定书中，履行尊重这些区域的义务事实上是得到国际公认的，这些国家还将此收入本国的军事教科书中，联合国大会在1970年的一份决议中决定：“为保护平民而设立的区域，这类救护区或者类似的难民区，将不得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此外，大会还确认了在非国际冲突中设立保护区（孟加拉国、马尔维纳斯群岛、柬埔寨、塞浦路斯、黎巴嫩、尼加拉瓜、斯里兰卡、乍得、前南斯拉夫等）。

现时惯例下的两个要素是国家执行与依法（法律确信opiniojuris）履行的信念。尊重保护区的义务从此以后就像一条国际人道法的习惯法则而被公认，并通行于世界各地。

然而在实践中，人道援助仅仅在人道主义者们身体力行有能力进入到居住有平民的地区，并且假设冲突各方能够良好地履行他们所应遵守义务的情况下，人道援助才是有效可行的。

此外，也存在一个有适得其反效果的风险。从一方面来说，当谈到保护区（不论是中立区还是非军事化区或者其他），它会不会令人留下一个印象，即除了这些区域之外，其他剩下的都不用保护了？事实上，并非说大量平民聚集在某一地区获得了特别的保护而另一些就得不到保护，他们与那些战斗外的战斗人员一样也受到国际人道法的保护。

另一方面，在有限区域重新集中起大量平民将使得敌方更容易寻找到靶子，其发动一次攻击就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为了跨越这些困难，另一个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即人道主义走廊。这个概念由弗朗西斯·马里奥·贝塔蒂（Fran?ais Mario Bettati）所阐述，根据他的理论，人道主义走廊有三种不同功用类别：发运走廊（输送救济品、物资等）、疏散走廊（确保在紧急危险下平民安全离开）、回程走廊（帮助离乡人员或难民重返家园）。

不过，这个概念目前在法国人之间依然处于争论当中，它引起了人道主义干预的观点。人道主义走廊概念从未在联合国相关文献中被提及，联合国大会宣称“建立紧急走廊”和安理会称为人道主义通道应对各方来说更加便利。联合国2165号决议（2014年7月，关于叙利亚人道主义援助问题）并没有提及“人道主义走廊”，但内容有关于越境运送援助走廊的方面。继续提议“人道主义走廊”的人很有必要为这个相对影响力薄弱的概念下定义。

今天，以叙利亚为例，保护平民正如当年饶家驹在上海所做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首先，没有人能够协调冲突各方，冲突方不只有两方面，就像饶家驹当时中日双方那样，在如今的局势下，冲突所涉及的方面更多：叙利亚政府、温和的反对派（保有极弱的叙利亚自由军）、伊斯兰国和其他一些伊斯兰教组织、分散在各地的库尔德武装，等等。

如果所有这些冲突方不能够彼此达成建立保护区的话，他们能否至少允许平民撤离和人道主义援助的送达？叙利亚的局势已经变得极其复杂。

平民撤离存在着风险。首先，它要假设哪类人可以获得优先撤离的权利，用何种规则来进行挑选？儿童，老人，妇女，伤员，还是病人？适用标准的选择很重要，但是其背后会表现出某些政治倾向，这会加大谈判的难度。

其次，人员撤离往往需要编制名录，这个名录本身是合法的，它尤其可以帮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保他们的一整套保护机制，而且还能利于人员在冲突结束后的返程工作。然而，它同样也会被一些政权当作施压和对撤离人员本人或亲人进行报复的工具。

疏散区域也可能被作为自由射击的枪靶，被作为多重火力覆盖的地区，并鼓励发生不加区别的屠杀行为。

最后，疏散行为使得平民被分成了迁移人员（进入到另一国中）和难民（身处另一国外）两类人。这将会造成很多问题，比如造成当地人口的紧张气氛，地区局势不稳定等。

同样，人道主义援助依旧存在着风险。它可能被看作是援助战斗人员的方式，使得敌对状态维持更久，它也会成为被觊觎的目标，增加被袭击和被抢夺的风险。

因此，从叙利亚事件中，人们能得出一些启示：

1.加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作用，普遍赢得人们的信任，并取得同冲突各方进行对话的有利条件。

2.对人道主义援助给予比人员撤离更多的优先权，前者潜在的危害少于后者。

3.支援民间团体和当地组织，这对于人道主义援助和当地社会经济需求的鉴定很有必要。

4.通过与冲突各方的协商，商讨建立保护区的可能性，即便这个可能性很小，也不放弃争取。

回望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当时的人们并不相信建立“日内瓦场所”这类保护区的乌托邦设想。当饶家驹区在上海取得成功，三年间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他证明了这种设想是可以得到实现的。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会议是如此重要，不单对于历史，更是一种希望的寄托。即便国际关系在1940年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便今天叙利亚局势令人多么气馁，但也不应忘记一个个体的意志能够改变全世界。


L'héritage de Jacquinot de Besang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Jean-Baptiste Jeangène Vil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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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ée d'une zone protégée en contexte de conflit arméest ancienne.En 1870，durant la guerre franco-allemande, Henry Dunant, le père de la Croix-Rouge, avait suggéréla neutralisation de certaines villes où l'on rassemblerait les blessés.Il anticipe alors l'idée de zone sanitaire（pour les blessés）.En revanche, lorsque l'année suivante durant la Commune Dunant souhaite créeràParis des lieux de refuge pour la population civile, il anticipe l'idée de zone de sécurité（pour les civils）.

L'idée sera reprise par le chirurgien Georges Saint-Paul.S'appuyant sur son expérienc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il propose dès 1929 la création de zones de sécuritépour les civils et les combattants hors de combat en temps de guerre: des[image: ]
 lieux de Genève[image: ]
 -qui donneront son nomàson association fondée en 1931.Le concept est soutenu par un vot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fran?aise en 1935.Le gouvernement fran?ais a tentéde convaincre la Sociétédes Nations, mais les sceptiquesétaient trop nombreux: comment croire qu'en pleine guerre les parties pourraient s'entendre pourépargner une zone? Il manquait un exemple, une preuve que cela pouvait fonctionner.

L'année suivante, en 1936，une zone protégée est créée dans un quartier de Madrid en pleine guerre civile espagnole—mais cela ne suffit pas.La preuve que cela peut fonctionner viendra de Shanghai.

Durant la guerre sino-japonaise（1937 1945），le père Jacquinot de Besange, missionnaire jésuite en Chine depuis 1913，alors vice-président du comité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CICR）àShanghai et président de son comitésur les réfugiés, négocie secrètement avec Chinois et Japonais pour créer une zone protégée.Entre novembre 1937 et juin 1940，elle aurait permis de sauver 300 000 personnes.

Jacquinot la décrivait comme un endroit sécuritaire pour les populations civiles: [image: ]
 ce n'est pas une"zone neutre"，car ce n'est ni neutre ni une zone.Ce n'est pas non plus une région démilitarisée, et son objectif n'est ni de protéger les intérêts fran?ais ni ceux de l'Eglise.C'est purement et simplement un quartier sécuritaire pour les non-combattants, rendu possible par la volontécommune des Chinois et des Japonais de protéger les non-combattants pour des raisons humanitaires[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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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ostérité de cette expérience est immédiate: le principe d'une[image: ]
 zone Jacquinot[image: ]
 a été appliqué à Nankin, puis d'autres villes chinoises, mais avec beaucoup moins de succès.

En Europe, l'organisation de Georges Saint-Paul, baséeàGenève, utilise le succès de JacquinotàShanghai comme un exemple pour montrer aux sceptiques qu'il est possible de réaliser ce qu'elle appelle[image: ]
 des lieux de Genève[image: ]
 .On parle de[image: ]
 témoignage précieux[image: ]
 ，de[image: ]
 preuve[image: ]
 que cette idée en apparence utopique peut fonctionner.

En 1938，alors que la zone Jacquinot est en vigueuràShanghai, elle est citéeàLondres, lors du 16ème Congrès du CICR, comme un modèleàappliquer ailleurs.La même année, ce qui deviendra le Projet de 1938 sur la création de localités et zones sanitaires estégalementélaborépar une commission d'experts et de juristes internationaux.

Lorsqu'en 1940 Jacquinot rentreàParis, après avoir passé27 ans en Chine, c'est l'Europe qui est en guerre.Il tente d'utiliser son expérience de Shanghai et se rapproche de l'organisation Lieux de Genève.Il a l'occasion d'exposer son idée aux politiques, qui restent sceptiques.De son c?té，le CICR propose aussi la mise en place de zones sanitaires et de sécuritédur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en vain.Il faut attendre la fin de la guerre pour que l'idée progresse.

La création de lieux de refuges dans les Conventions de Genève en préparation est envisagée dans la conférence des experts gouvernementaux de 1947.L'année suivante, durant le conflit de Palestine, trois zones neutralisées sont mises en placeàJérusalem.Administrées par le CICR, elles constituent un autre précédent majeur qui sera citécomme exempleàl'avenir.

En 1949，l'idée fait son entrée dans la quatrième Convention de Genève, aux articles 14 et 15.Cette première mention dans le droit positif est assez restrictive: les zones sanitaires et de sécuriténe s'appliquent qu'àcertaines catégories de personnes: [image: ]
 les blessés et les malades, les infirmes, les personnesagées, les enfants de moins de quinze ans, les femmes enceintes et les mères d'enfants de moins de sept ans[image: ]
 （art.14）.La Convention prévoit tout de même que les parties au conflit s'entendent sur un autre type de zone, appelée[image: ]
 zone neutralisée[image: ]
 ，et qui permet plus largement d'abriter les blessés et les malades, qu'ils soient combattants ou pas, et tous les civils ne participant pas aux hostilités（art.15）.

Une autre différence entre les deux types de zones est que les zones sanitaires et de sécuritésont censées êtreéloignées 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tandis que les zones neutralisées sontétabliesàl'endroit même où l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ontlieu.La zone Jacquinotétait donc une[image: ]
 zone neutralisée[image: ]
 dix ans avant que le terme n'apparaisse dans le droit: le Commentaire de la quatrième Convention de Genève（1956）fera d'ailleurs référenceàla zone Jacquinot comme l'un des précédents ayant suscitéces deux articles.

En 1977，le protocole additionnel I aux Conventions de Genève complète ces dispositions en introduisant la notion de[image: ]
 zone démilitarisée[image: ]
 （art.60），c'est-à-dire une zone sans combattants et sans combats.Mais le terme est flou, car il est aussi utiliséen temps de paix: àl'issue d'une guerre, par exemple, le vainqueur peut imposer une zone démilitarisée au vaincu（traitéde Versailles de 1919）；par un traitéinternational（l'Antarctique est une zone démilitarisée en vertu du traitéde 1959）；ou pour des zones-tampons comme la DMZ en Corée.

La[image: ]
 zone démilitarisée[image: ]
 de l'article 60 se trouve, elle, en temps de guerre.A la différence des autres, son objectif n'est pas politique mais humanitaire.Le Commentaire du Protocole I（1986）mentionne la[image: ]
 zone Jacquinot[image: ]
 comme un exemple de[image: ]
 lieux de refuge[image: ]
 .

Cette introduction de l'idée de Jacquinot dan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est importante mais, àce stade, elle est aussi insuffisante car ces dispositions ne concernent que les conflits armés internationaux, c'est-à-dire entre Etats.Les Conventions de Genève—àl'exception de l'article 3 commun—ne s'appliquent qu'aux conflits armés internationaux et le Protocole I aussi.Ne faudrait-il pas encourager la création de telles zones dans des conflits armés non internationaux? Pourquoi est-ce plus compliqué？

Parce que leur respect dépend de la coopération des autorités et, si elles ne jouent pas le jeu, ces zones censées protéger les civils peuvent avoir l'effet pervers de les menacer, puisqu'il est alors plus facile de faire un grand nombre de victimes d'un coup.Tout dépend donc du contexte: pour mettre en place de telles zones, il faut voir au cas par cas.En revanche, l'obligation de respecter ces zones lorsqu'elles existent n'est pas restreinte aux conflits armés internationaux car elle relève du droit coutumier.

En plus de figurer dans les Conventions de Genève et leur protocole I, l'obligation de respecter ces zones est en effet reconnue par les Etats, qui sont nombreuxàl'intégrer dans leurs manuels militaires, et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Nations Unies qui dans une résolution de 1970 déclare que[image: ]
 les lieux ou régions désignés pour la seule protection des populations civiles, tels que zones sanitaires ou refuges similaires, ne seront pas l'objet d'opérations militaires[image: ]
 .Elle est en outre confirmée par la pratique: des zones protégées ontétécréées dans des conflits armés internationaux comme non-internationaux（Bangladesh, Malouines, Cambodge, Chypre, Liban, Nicaragua, Sri Lanka, Tchad, ex-Yougoslavie, etc.）.

Les deuxéléments de la coutumeétant présents—pratique des Etats et conviction d'agir conformément au droit（opinio juris）—，l'obligation de respecter les zones protégées est désormais reconnue comme une règle de droit coutumier en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qui s'applique donc partout etàtout le monde.

En pratique toutefois, l'aide humanitaire n'est efficace que si le personnel humanitaire est physiquement capable d'entrer dans les zones où se situent les populations civiles, supposant la volontéde toutes les parties au conflit de se conformer de bonne foiàleurs obligations.

Il y a en outre un risque d'effet pervers. D'une part, parler de zone protégée（qu'on l'appelle neutralisée, démilitarisée ou autre），n'est-ce pas donner l'impression que tout le reste n'est pas protégé？Ce n'est pas parce qu'un grand nombre de civils sont réunisàun endroit avec une protection spéciale que ceux qui n'y sont pas jouissent d'une protection moindre: ils sontégalement protégés pa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comme les combattants hors de combat.

D'autre part, regrouper un grand nombre de civils dans un espace restreint peut permettreàl'adversaire de les prendre plus facilement pour cible et de faire en une seule attaque un grand nombre de victimes.

Pour contourner ces difficultés, une autre notion s'est développée dans les années 1990：celle de corridor humanitaire.Cette notion aététhéorisée par le Fran?ais Mario Bettati, qui distingue trois types de corridors selon leur fonction: le corridor d'acheminement（faire parvenir des secours, matériels ou non）；le corridor d'évacuation（exfiltrer des civils en danger immédiat）；et le corridor de retour（favoriser le rapatriement de personnes déplacées ou réfugiées）.

Cette notion s'inscrit toutefois dans un débat franco-fran?ais similaireàcelui portant sur la notion d'ingérence humanitaire.La notion de corridor humanitaire n'est jamais mentionnée dans les textes onusiens: l'Assemblée générale réclame[image: ]
 la mise en place de couloirs d'urgence[image: ]
 et le Conseil de sécuritérappelle que l'accès humanitaire doit être facilitépar les parties.La résolution 2 165（sur l'aide humanitaire en Syrie, en juillet 2014）ne parle pas de[image: ]
 corridors humanitaires[image: ]
 mais de routes transfrontalières pour l'acheminement de l'aide.Ceux qui continuentàparler de[image: ]
 corridors humanitaires[image: ]
 sont généralement bien en peine de définir cette notion qui a donc une influence relativement faible.

Aujourd'hui, en Syrie par exemple, protéger les civils comme l'avait fait JacquinotàShanghai est devenu très compliqué，en premier lieu parce que personne ne parvientàmettre les parties au conflit d'accord, et parce qu'il n'y en a pas seulement deux, commeàl'époque de Jacquinot（les Chinois et les Japonais），mais beaucoup plus: le régime syrien, l'opposition modérée（ce qui reste de l'armée syrienne libre, très affaiblie），Daech（l'Etat islamique autoproclamé）et d'autres groupes islamistes, les Kurdes dans certaines zones, etc.

Si toutes ces parties au conflit ne parviennent pasàs'entendre sur la création d'une zone protégée, peuvent-elles au moins permettre l'évacuation des civils et l'acheminement de l'aide humanitaire? Làencore, la situation est très compliquée.

L'évacuation est risquée.Elle suppose en premier lieu de déterminer les catégories d'individus devant êtreévacués en priorité：qui faut-il préférer et dans quel ordre? Les enfants, les personnesagées, les femmes, les blessés, les malades? Les critères utilisés ne sont pas anodins mais reflètent des choixpolitiques et peuvent compliquer les négociations.

Ensuite, l'évacuation implique fréquemment la constitution d'une liste nominative des personnesévacuées.Cette liste est justifiée—elle sert notamment au CICRàassurer leur protection continue et elle facilite le retour des personnes après le conflit—mais elle peut aussi être utilisée par le régime comme un moyen de pression ou de représailles contre ces personnes et/ou leurs proches.

Il y aégalement le risque que la zoneévacuée soit considérée comme une zone de tir libre, une kill box où tout est permis, et incite donc les assaillantsàêtre moins discriminants.

Enfin, l'évacuation crée des personnes déplacées（àl'intérieur du pays）et des réfugiés（àl'extérieur），ce qui pose plusieurs autres problèmes（tensions avec la population locale, risque de déstabilisation régionale, etc.）.

Réciproquement, l'acheminement de l'aide humanitaire présente aussi des risques.Il peut être per?u comme un moyen d'aider des combattants, peut alimenter les rivalités et faire l'objet de convoitises, augmentant les risques d'attaques et de pillage.

Pour conclure, on peut tirer du cas syrien quelques recommandations:

—Renforcer le r?le du CICR, qui parvient en généralàgagner la confiance des populations et a l'avantage de pouvoir dialoguer avec toutes les parties au conflit.

—Privilégier l'acheminement de l'aide plut?t que l'évacuation des populations, l'un ayant potentiellement moins d'effets pervers que l'autre.

—Soutenir ce qui reste de la sociétécivile et des institutions locales, dont le r?le est essentiel dans l'acheminement de l'aide et l'identification des besoins.

—Proposer lorsque c'est possible des zones protégées, en négociant avec toutes les parties au conflit, sans jamais renoncer, même lorsque cet objectif semble impossibleàatteindre.

Souvenons-nous que, dans les années 1930 en Europe, on ne croyait pas encoreàcette idée utopique de zones protégées, qu'on appelait alors[image: ]
 lieux de Genève[image: ]
 .Et que c'est le succès de JacquinotàShanghai, qui durant trois ans a sauvé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chinois, qui a constituéla preuve que cette idéeétait réalisable.C'est pourquoi le colloque d'aujourd'hui est important, non seulement pour l'histoire, mais pour l'espoir.Même si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ont bien changédepuis 1940，même si certaines situations, comme celle de la Syrie, semblent désespérées, il ne faut jamais oublier que la volontéd'un seul homme peut changer le monde.


从饶家驹、拉贝事迹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汤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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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纪念饶家驹事迹的意义


岁月悠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69周年。我们今年举行了许多纪念活动，绝不仅仅是再一次重温当年胜利的欢欣与激动，更不是如日本右翼势力诬蔑的“要复仇”，要“报复日本”。而是为了总结和记取历史经验教训，使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加和谐，使时代潮流汹涌向前，使时代主题更加凸显，呼唤和平，维护和平，促进发展。

今年又是中法建交50周年暨中法友好年。在今年的11月8日，“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隆重召开。这是我国首次举办纪念法国神父饶家驹的活动。这次大会是由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师范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支持，德国（海德堡）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协办，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法国、德国、荷兰四国的嘉宾和专家学者40余人。

[image: ]
图45　“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会议全体与会人员的合影（现场拍摄）



我们知道，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饶家驹在上海、武汉等地创办安全区，保护了25万中国难民，是与中国人民有患难之交的国际友人，也是拉贝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先驱，他作为一位法国人，在二战后又到德国救助难民，是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人士和法德和解的先行者。由他首创的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修订《日内瓦公约》，并加入战时平民保护的相关条款，影响巨大而深远。中国人民对他超越国界、追求正义的无私善举，是衷心感恩的，是高度赞赏和永远铭记的。

这次会议将围绕饶家驹神父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他对难民救援和维护世界和平所作贡献；也将对饶家驹事迹、行为的现实意义；对今天和今后维护东亚、世界和平的启示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广泛的交流。会议将放映《饶家驹与战时难民保护》历史纪录片并听取解说，宣读建立饶家驹及难民区纪念设施的倡议书，观看饶家驹与难民区展览；在会上将有近三十位专家、学者的会议论文、报告发表。通过这次会议，必将深化对饶家驹神父生平的了解和认识，深化对其事迹及其重要历史意义和巨大国际影响的研究，推动饶家驹事迹在中国和世界的广泛传播。

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会议，意义重大：一是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和开展中法友好年活动；二是纪念饶家驹救援、保护中国难民的历史性贡献；三是承继饶家驹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坚持正义，维护和平，发扬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历史遗产。

笔者在这里，还想从一个新的视角看饶家驹、拉贝等国际友好人士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关系。即从饶家驹、拉贝事迹论证中国抗战的世界性，特别证明抗日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抗日战争。

“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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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不久的1939年1月，为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英文版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也与饶家驹事迹在中国不大被提及有些相似，长期少有引用。今年9月3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伟大贡献——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专题展览时，将这段话做成大展览版放在了显著地位；我国家领导人在参观时，还在专门念出这段话后强调，中国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简要情况。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硝烟早已消散，那段战争岁月也已远去。而世界人民却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并且在不断进行着日益深刻的思考。

今年5月8日和9月2日，是德国、日本战败，签署无条件投降书69周年纪念日。由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全人类和世界文明的旷古未有的大浩劫。这场战争，是人类有史以来（有文字记载以来的5 000多年的历史中，共发生14 500多次战争）规模最大（卷入的国家地区达84个，作战地区面积达2 200多万平方公里）、卷入军民人数最多（占当时世界人口80%以上的近20亿人，参战武装达1.8亿人）、人员损失最惨重（军民伤亡1亿多，死亡7 000万人）、物资财产损失最严重（军费消耗1.3万亿美元，其他财产损失达4.2万亿美元，均按当时美元比价）、强度最烈（最大量使用了海、陆、空方面杀伤力最大的现代武器，直至原子弹；空前绝后的在一次战役中，双方投入数百万军队、数万门火炮、成万架次飞机、数千辆坦克、数百艘军舰）的战争。德、意、日法西斯对外进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妄图通过战争称霸全世界，奴役、统治全人类，从而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公敌。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由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反和平、反人类、反文明、反民主的侵略战争。

而被侵略和受威胁的国家和民族，面对法西斯致命的毁灭性战争和威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以中、美、英、苏、法等国为代表的国家和民族，尽管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内外政策差异巨大，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维护和保卫和平，维护和保持人类的生存和尊严，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为此，结成了世界大同盟。所以，对世界人民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又是一场正义的、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经过世界人民长年的共同浴血奋战，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轴心国”的败亡投降和反法西斯盟国的最后胜利宣告结束。

我们在惊叹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浩劫之时，拟尽力还原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尽力展示中国抗战与世界人民息息相关、相互支援的互动关系，尤其侧重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这一侧面。


二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这一重要论断，其正确性、准确性已经被抗战的历程和无数史实充分证实。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极其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点燃了法西斯侵略的战火，也揭开了世界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序幕。中国军民也正是从“九·一八”起，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两个阶段。中国人民在极其险恶、艰难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下，从“九·一八”到齐齐哈尔江桥抗战，奋起抗击，挺身而出，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第一仗，最早开始抗击法西斯的武装侵略；在世界东方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从此，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肩负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重任。

其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规模宏大，时间最长，坚持最久。从“九·一八”局部抗战算起为十四年，从1937年“七·七”全民族抗战算亦长达八年，比英国、苏联、美国等大国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时间都长得多。中国抗日战场规模巨大，抗击和歼灭日本侵略军人数最多。

1937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亦进入全面抗战阶段，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全面爆发和正式开始。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领导下，中国很快结成了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协同、密切配合的持久战。正面战场对日本侵略军的大会战达22次，大战役为1 117次，小战斗为38 931次。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从1931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歼灭敌军17万多人，从1937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作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多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缴获各种炮1 800多门，各种枪支69万多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全国19个省开辟、创建十多个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开展了人民抗战，以地道战、地雷战等各种方式打击日军，使之陷入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和汪洋大海，特别是进行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和中国战场的局部反攻。

以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战争史，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国不仅独立承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任长达七八年之久，而且坚持持久战，始终把日本法西斯陆军主力牵制住，牢牢地“钉死”在中国战场上。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抗日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抗击和牵制日军陆军总兵力的78%—94%，其中1937年末为88%，1938年为94%，1939年为83%，1940年末为7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四年中，中国仍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抗击着日军总兵力的34%—69%。

在中国战场，歼灭日本法西斯军队也是最多的。据日方统计，日军共伤亡195万人，其中在中国战场伤亡133万人，占70%。击毙日军也以中国战场最多。据日方统计，在中国战场，日军被击毙44.6万人，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击毙19万人，苏联军队在远东战役中击毙关东军8万人。而据中国的资料，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毙伤俘日军154.7万人；日本法西斯败亡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3万多人，约占在海外投降日军的50%。

最后，中国战场是亚太地区世界反法西斯盟国军队的战略支柱和稳固可靠的后方基地。

中国战场在美国军事战略设想中地位十分重要，中国的持久抗战是美英盟国制定和实施“先欧后亚”军事战略的先决条件和重要保证。同时，中国战场也是盟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空军基地和进行反攻直至进攻日本本土的重要军事基地。中国在援助缅甸作战中，派出远征军30万人，历时三年多，与盟军协同作战，打通中印公路，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危局，为盟军收复缅甸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容置疑，这一切使中国战场当之无愧地成为亚太地区盟军重要的战略支柱。

以上三点，充分证明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性。既是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科学定位，也是从总体上对中国抗战伟大贡献的阐述和概括。而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似有必要作出较为具体的阐述。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盟国的四大国（中国、美国、苏联、英国）之一，作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国家，中国抗日军民作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军队的决定性力量，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牲和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分为东西两大战场，1941年后的东方战场是中国战场和亚洲太平洋战场；西方战场则有西欧、北非和苏（联）德（国）三个战场。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十四年英勇浴血抗战，有力地支援和协同配合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西方战场。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准确概括和评价了中国抗战的伟大贡献：“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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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从五个方面，较为具体地进行一些概括和阐述。

第一，中国抗日战场的开辟和中国全民族奋勇、持久的抗击日军，打乱、打破了日本各项对外侵略计划；推迟了西方战场和亚洲太平洋战场的全面形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盟国赢得了较为充分的用于准备的宝贵时间。

中国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全面抗击，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的狂妄对外扩张计划，使“北进”计划夭折破产，“南进”计划严重阻滞。日军陷入中国持久战的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延迟了日本法西斯“轴心国”东西配合的计划和侵略行动，打破了德国、日本法西斯会师中东，妄图称霸世界的图谋；为英、苏、美各主要反法西斯国家及其他诸多国家和广大地区赢得了极为珍贵的准备时间。

第二，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为苏联军队在苏德战场上抗击德国法西斯，最后战而胜之提供了有力的、巨大的支援。

众所周知，苏德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西方主战场，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上述中国抗战粉碎日本“北进”计划，就是对苏联的一项重要支持；另外一项是在提供重要关键情报方面的贡献：毛泽东在1941年6月16日（在德国发动突然袭击苏联的6月22日之前整整六天），命令将中国情报人员阎宝航（中国共产党党员）获取的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电告共产国际，并通过季米特洛夫转交斯大林。对此，苏联共产党于6月30日，向中国共产党中央致电表示感谢。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疯狂进攻苏联，苏联军民开始了伟大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这期间，中国抗战的正面战场正抗击大量日军，进行着第二次长沙会战，在中国敌后战场刚进行了举世著称的“百团大战”，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被迫集中兵力对中国进行疯狂的“大扫荡”、“清乡”和“蚕食”。从而中国战场完全拖住和牵制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日军兵力，使日本法西斯无法实施“北进”计划配合德国法西斯夹击苏联。这样，苏联才得以放心地从东线防范日军的军队中调走大部分兵力支援西线，所调总兵力高达54万之多，从而使苏军避免腹背受敌、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很快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1941年12月），接着得以集中兵力于1943年2月取得斯大林格勒血战的胜利，使苏德战争发生战略转折，终于在1945年5月，与英美盟军协力配合，取得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试想，如果中国战场不能拖住日本法西斯的100多万军队，德、日东西夹击苏联，结果将会怎样呢，真是不堪设想！苏联著名史学家、科学院院士E.茹科夫说得实在：“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攻苏联远东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人数众多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他们在中国捆住了日军的双手。中国人民从而给予苏联人民以很大的帮助，使苏联人民易于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正义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进行巨大的斗争。”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中也写道：“虽然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战争也使日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牵制住相当大的日本兵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正义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起了重大作用。”斯大林（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及苏军统帅）在1940年底派苏军元帅崔可夫率军事代表团来中国时，对崔可夫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事实正是如此，确实是中国战场紧紧地困住了日军的手脚，才使苏军免受两线作战兵力分散和德、日夹击之苦，从而集中兵力对西线作战，保证了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胜利。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盟军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抗击日军以及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坚持十几年，拖住了日军的主要兵力，成为盟军亚太战场的支柱、基地和榜样。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抗日军队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直接派出远征军，承担进攻缅甸北部日军、打通中印公路的一系列战役。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战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刘放吾将军在缅甸仁安羌地区，率一团将士（当时刘将军为上校团长），解救了被日军围困的英缅军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七千多英军（英军当时已经打算投降了），至今传为佳话。仁安羌大捷当时即受到美国各报的赞扬，认为是缅甸境内盟军首次大捷。刘将军亦在1992年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会见和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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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精锐部队反攻缅北，开辟摧毁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新战场并取得仁安羌大捷（这是自清朝中叶以来，中国在境外首次挫败日军的辉煌战役），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后来，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反攻作战，收复城镇50多座，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在战争史上书写了极其辉煌的篇章。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前夕，1941年12月初，中国情报人员池步洲就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中国政府告知了美国。日本也是在太平洋战争前，其法西斯军部制订了与德军会师中近东的计划，即日军占领新加坡，海军出兵印度洋，与从北非及中亚南下的德军会师。如果这一计划得逞，对英国、美国都是致命的打击，亦将严重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局。

对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十分清楚中国长期坚持抗战对亚太战场的作用。他曾对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罗斯福还说过：“中国对日本坚决抗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1945年1月，他公正地评价和带有感情地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着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大量的敌军。”
771



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以为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40年8月德国狂轰滥炸英国时，为激励英国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提出了“效法中国”的口号。1941年10月，当德国法西斯军队兵临苏联首都莫斯科城下时，苏军统帅和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为鼓舞苏联人民抗敌士气，也曾提出“效法中国”的口号。正是中国军民长期坚持抗战，才使中国在大国元首心目中成为其鼓舞人民抗击法西斯学习、效法的楷模和榜样。

对此，连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曾讲过：“我们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攻印度，就确实可能了。”“如果中国停止抵抗，我们将面临巨大困难。”
772

 斯大林亦不止一次地肯定：“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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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中国抗日战争对牵制日军、迟滞日本“南进和粉碎日德会师狂妄计划的巨大而切实的贡献，才得到反法西斯主要国家元首们的称赞和肯定”。应该说，事实表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确实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四，中国主张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积极倡导和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结成。

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坚持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而且进一步提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和平阵线紧密结合，迅速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合全球一切和平、民主、进步力量共同抗击法西斯的侵略。1936年7—9月，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多次谈话中，已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而且是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国人民的敌人；半年后的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更具体地提出，我们主张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1941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太平洋反抗日本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1942年1月1日，中国和苏联、美国、英国四国领衔的26国，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一宣言的签订则标志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在倡导、促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参与构筑、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抗日战场的东方主战场地位和中国人民持久坚持抗战的行动和精神，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肯定，从而摆脱了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地位，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这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首次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四大强国之一的形象和身份亮相；仅仅不到一个月后的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埃及举行开罗会议，会后联合发表了《开罗宣言》；1945年7月17日—8月2日，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在德国柏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了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苏联对日宣战后，发表声明成为该公告的签署国）。《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成为构筑、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标志性文件。中国作为建立国际组织的四个发起国，对联合国的创建也作出了积极的历史性贡献。1944年八九月间，中、美、英、苏四国代表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10月9日，四国同时发表《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提出了联合国的蓝图；1945年4月25日—6月25日，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宪章》。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签字，从此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三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各国、各民族及世界各阶层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支持和无私援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成一气、息息相关的，因而受到反法西斯各国政府的重视，也受到各民族和世界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主要是依靠中国军民与日本法西斯军队进行殊死搏斗、浴血奋战而争得最后胜利的。但是，若没有世界各国人民无条件的、无私的大力援助和各国政府在不同阶段的、有条件的支持和援助，定将更加困难，要取得最后胜利也必将大大推迟。

现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概要的阐述。

第一，不同类型国家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进行不同内容的支持和援助。

首先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援助。在日本法西斯于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进行全面侵华战争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即对中国的全面抗战进行舆论和道义上的声援。1937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支持中国在国联中的申诉。苏联也是在经济上最早最多地对中国进行物资援助的国家。从1937年至1941年，苏联还是直接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1938年至1939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三笔共2.5亿美元贷款，中国以此向苏购买了共600架飞机及其他军用物资。加上1942年签订的两项贷款，总额达3.63亿美元。苏联共向中国提供飞机1 235架，各类火炮16 000门，坦克和飞机共1 850辆。尤其是在空军方面的援华是举世闻名的。从1937年11月至1941年初，苏联派遣空军志愿队援华空军人员达2 000多人，有200多人血洒蓝天，永逝于中国大地。在武汉会战、徐州会战等空战中，苏联空军共击落击伤日机986架，震慑了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侵华空军。苏联还长期派遣军事顾问团和技术人员来华进行指导帮助。最后于1945年8月，直接出兵中国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为我光复和解放东北作出贡献。

其次是美、英、法及其他各国的对华援助。美国是随着战局发展和形势变化而逐渐由消极转向积极，最后进行全面合作抗日的。1942年3月，中美签订了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的协定书，这是中国接受数目最大的一笔外援。中美合作抗日体现在联合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方面。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而参谋长则由史迪威将军担任。史迪威坚持主张并实际进行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武装的物资、药品和军事的援助。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空军志愿队，即陈纳德将军募集组织和率领的飞虎队。从1941年12月开始援华对日作战起，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期间，飞虎队及其后纳入现已改称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共击落日机2 091架，超过日本3年生产飞机的总和，还击沉日舰共110万吨位，击毁日军机车1 079辆，卡车4 800多辆，为中国抗战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美国还帮助中国开辟空中航线，开辟了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行动。对中国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著名的“驼峰航线”的开辟是航空史上的奇观。美国空军以每月数万吨，最高时达7万多吨的空运量往返于印度和昆明之间。后来的飞行员不需要看航线，只要看已坠落的飞机残骸闪闪的银光即可飞行，共损失400多架飞机，牺牲1 500名飞行员。美国在此方面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此外，法国、英国及加拿大、奥地利、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西班牙、瑞士、瑞典、印度、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均广泛开展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抵制日货、捐助赠款等各种形式的对华支援。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越南人民组织了各种抗日援华团体，广泛开展了募捐、筹款、筹物等群众性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活动。更有大批抗日志士，特别是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系统的革命战士，直接与中国抗日军民并肩战斗，抗击日本法西斯军队。

最后是日本人民的反战组织和反战活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下，日本人民开展了反对日本侵华的反战斗争。日本共产党组织日本士兵家属从事反战活动，号召日本士兵哗变，掉转枪口。日本结成了数十个反战团体，在东京就有早年由片山潜领导组织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俘虏政策感召下，1939年11月，在延安成立了日本士兵的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其后该组织迅速发展，陆续在华北敌后解放区建立了五个支部。1940年7月，在延安创建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延安支部。1944年1月，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解散。12月，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成立。1942年6月，又创建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同盟成立后，很快在各抗日根据地发展支部，到日本法西斯覆灭时，共有17个支部，数百名成员。1940年10月，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创建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后来又在八路军、新四军等军队中设立了分校。在武汉、重庆等国统区，由日本无产阶级文化同盟书记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等人领导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十分活跃。这些日本反战组织对宣传抗日，瓦解日军做了大量工作。朱德总司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高度评价说：在许多方面，尤其在瓦解日军和教育被俘日本士兵的工作中，“我们特别感谢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冈野进同志领导的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他们在崇高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下工作，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极有价值的帮助。”还有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日本反战女战士绿川英子，她在电台向日本国民及日军广播，发表诗文揭露日本法西斯侵略，被日本法西斯恨之入骨，称其为“娇声卖国贼”。绿川长眠于中国大地，其墓地在佳木斯烈士陵园。

第二，国际群众组织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帮助。

国际反侵略运动、国际工人援华运动在中国抗战期间的蓬勃开展，其中英国工人开展了援助中国、保卫远东和平运动，苏联、朝鲜、印度及亚洲、欧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的多国工人亦声援中国抗战。1937年7月后，国际工会联合会通过决议，建议国联制裁日本，并发起会员国抵制日货、募捐援华等。国际劳工局亦开展了援华活动。国际运输总工会议亦于1937年10月通告各国运输工会，禁运军火到日本；1838年又通过提案，停运军火、汽油等物资到日本。特别是有一个特殊国际群体，即被关押在法国边境古尔斯集中营的原援助西班牙反弗朗哥法西斯上台的国际纵队的各国反法西斯志士。他们身陷囹圄，仍勇敢热忱地开展集中营内的援助中国抗战活动。1939年，在中国全民族抗战两周年之际，国际纵队十多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在集中营内纷纷写信声援中国人民，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切、同情和支援。这批国际主义战士中有20位医务人员在出集中营不久便来到中国，投身到中国抗战的队伍中。

在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呼吁和联络下，许多著名的国际人士参加了援华工作。还有大量的国际援华组织和许多国际、国家的慈善团体，亦用实际行动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了切实有效的无私援助。

第三，国际友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同情、声援和无私援助。

[image: ]
图46　世界红碯字会上海南市难民区中西医临时施诊所全体职员医师合影（景智宇先生提供）



大量的国际友好人士主持正义，同情中国抗战。他们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中国以大量的无私支援。他们之中，既有政府领导人及部门官员，也有社会贤达之士；既有教授、博士等教育工作者，也有作家、记者及艺术家；既有医生、护士等医务工作者，也有工商界、宗教界人士。这些国际人士，尽管有政见不同、信仰各异、价值观相左等等歧异和分歧，但他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与中国军民站在了同一条战壕内，为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还有一批国际主义志士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为著名的有加拿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美国的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苏联的李莎、库里申科等人。白求恩、柯棣华长眠在石家庄市白求恩陵园，史沫特莱的墓碑则立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里。

正是世界人民的援助，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让我们回到饶家驹、拉贝等国际友人的事迹、贡献和历史意义这一话题。在这里，拟指出三点：一是他们对当时蒙受深重苦难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无私地伸出人道主义之手，保护了25万中国难民，堪称历史壮举，永远值得中国人民纪念；二是他们用自己感人的实际善行，充分表现了伸张正义、维护和平及人类良知的勇敢精神，中国人民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三是他们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们用行动和事实，再次证明中国抗战的确是世界性的抗战。

最后，我们以习近平今年7月7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的一段讲话作为全文的结束语：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规律。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希望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让和平的阳光永远普照人类生活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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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区及其对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影响

理查德·德加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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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刘斌译

女士们、先生们：

1938年3月，在与饶家驹神父（天主教法国传教士）会晤及参观著名的饶家驹区后，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驻沪代表——Dr Louis Calame先生被深深地打动，于是决定给日内瓦红十字会提出以下建议：

鉴于贵国正忙于准备外交会议，讨论如何建立“饶家驹区”，即“安全区”的问题，请恕我冒昧地提两点建议。第一，我建议各国红会能够积极地与政府建立合作关系，提前在各国版图上划出“安全区”，这是应对敌军的有效策略。第二，以相同的方式通过日内瓦国际委员会把这一策略传达给各国的红会。

事实证明，这些建议确实是具有前瞻性的。《日内瓦公约》第15条款中关于1949年战时平民保护条款把建立饶家驹区这一做法作为先例编入法典，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以及红十字会协会（现在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盟）提出的要求，寻求各国红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的支援。1937年8月20日，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决定向上海派驻代表，调查当地的情况、收集相关的信息并执行以下任务：1.了解医疗需求，2.支援中国红十字会，3.研究“安全区”内食物、房屋以及其他资源的分配情况，4.捍卫《日内瓦公约》中关于保护医院、医务运输、战犯和伤员的条款。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最终决定选派Colonel de Watteville先生作为驻沪代表。Colonel de Watteville先生于1937年9月抵达上海。在任期间，竭尽全力地执行上述任务，直到1937年11月，由于任期结束才不得不离开。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收到第一批由Colonel de Watteville先生反馈的报告之后，于1937年11月6日发布了一则通告，告知各国红会上海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所迫切需要的医疗资源，希望获得各国红会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时，这则通告也介绍了中国红十字会如何采取各种措施来帮助难民和伤员，以及国际联盟在抵抗由战争引发的流行病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Colonel de Watteville先生任期结束离开上海之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便任命常年居于上海的瑞士医生——Dr.Calame先生为驻沪代表。当时，日军不断给上海施压，企图占领上海。1937年10月底，上海闸北区和江湾区均已沦陷。上海南市区是一个人口密集，大量难民聚集的地方，存在许多的问题。加之，西方国家的妥协退让纵容了日军侵华的野心，使得南市区更加岌岌可危。然而就在这极其危急的时刻，作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成员的饶家驹神父拯救了南市区，他积极地致力于在南市区建立“中立区”，并取得了显著效果。这一中立区受到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尊重，并为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提供避难之处。1937年11月5日，通过信件来往的方式，饶家驹神父代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与中日当局达成协议，同意建立“中立区”。协议于1937年11月9日生效，这一天，南市难民区正式成立。但日军并没有放弃对南市区的觊觎，扬言先占领其他邻区后，再占领南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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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机枪和炸弹瞄准了南市惊慌失措的难民，他们得意地叫嚣：“把它叫作‘无人区’怎么样？”（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1937年11月20日，Dr Calame先生第一次来到中立区，亲眼见到难民的疾苦，感到十分震惊。此刻，他非常感激饶家驹神父及其所属红十字会在保护难民方面所做的努力，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和收容，这些难民的情况可能会更糟。于是，他下令每天向难民发放15万份口粮，并打算把配给量增加到20万份。数次对中立区及其邻区进行视察之后，Dr Calame先生决定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写信，告知上海难民的危急情况，希望委员会尽快考虑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上海平民；同时，建议委员会尽快着手建立安全区，全力支持并促成国际外交会议，讨论建立安全区的问题。接下来的一个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布了一则通告，强调饶家驹神父在难民保护上所取得的成效以提醒各国红会继续努力研究如何建立安全区。下面是此则通告的内容：“上海安全区模式的成功案例以及马德里红十字会和毕尔巴鄂红十字会在难民保护方面做出的努力，很有可能进一步激励我们再接再厉达成更多的协议，建立更多的安全城市和安全区。”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安全区是由饶家驹神父一手建立起来的，并没有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任何支援。上海安全区是在类似于人道主义行为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而人道主义原则正是红十字运动所倡导的原则和精神。并且，人道主义原则于1965年被正式编入法典，与独立、公正、中立一起构成了法典的四大原则。1938年，在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饶家驹神父在上海建立安全区的成功案例引起了与会人员对建立安全区问题的重视，因此大会做出采取建立安全区策略的决议。

多年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致力于为老弱病残、伤员等弱势群体建立医院和安全区，以保护这些因灾难和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期间遇到过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在武装冲突时期建立避难所，能让难民免于战争带来的恐慌和血腥。但是，战时建立避难所的相关条款和制度，大部分已经从战争法的条款中剔除。柏林第二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就已经提出了建立“医疗救助区”的问题，但是并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没有下文。如今，就连1874年的《布鲁塞尔公约》草案和1899年、1907年的《海牙公约》中都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早在1870年法普战争期间，建立“安全特殊保护区”的设想就已经产生。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建议划定一些城镇作为中立区，军队伤员可以聚集于此，疗伤养病。为了实现这个设想，他决定写信给当时法国女皇尤金尼娅，建议女皇与普鲁士决策者商讨，看是否可以宣布一些城镇为中立区，两国都可以把伤员送到中立区疗养。但这一提议还未来得及实施战争就结束了。在第二年，也就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统治时期，杜南先生又一次尝试在法国巴黎建立避难所，企图为巴黎平民提供容身之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建立安全区的设想仍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1906年，修订了《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场伤员和病患的条款，并于几年之内得到了多数大国的批准。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法授予各国平民战争豁免权，这一权利也被纳入1899年《海牙公约》的附属法规中，并于该法规的1907修订版中得到进一步确认。根据平民拥有战争豁免权的原则，平民可以免于战争的袭击，不再需要专门划出安全区来保护平民。同时，所有非设防区都不会遭到袭击。因此，避难所被认为是多余的。

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非设防区各方利益争夺冲突也死灰复燃，越演越烈；尤为突出的是，频繁的空袭对平民大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种危险不仅局限于身处战争前线的民众，也波及后方的劳苦人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思考保护平民的方案：第一种方案是通过制定各种法规制度来保护平民，但必须确保这些法规法制适用于各国的国情和民情；第二种方案是建立“特殊安全保护区”，为平民提供避难所，并将难民们分类管理。

1929年法国军医处处长Georges Saint-Paul先生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建议划出一些避难所，收容军队伤员和病患以及其他老弱病残的平民。他提议将这些避难所命名为“日内瓦避难所”，并于1930年将此方案提交给法国众议会。经过讨论之后，众议院做出决议，要求政府赶在国际联盟之前制定保护平民的计划，在每个州的行政区建立安全区。倘若战争冲突爆发，这些安全区可以免受任何军事行动带来的伤害，伤员和老弱病残的平民可以聚集于此寻求庇护。Georges Saint-Paul先生离世后，由他一手创立的协会通过出版、新闻发布会、与政府沟通等方式和渠道继续宣扬建立安全区的设想，完成Georges Saint-Paul先生的遗愿。

1937年在国际军医药协会提议下，由医学界和法律界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在摩纳哥召开大会。大会起草了一项关于战时如何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公约，也就是著名的“摩纳哥草案”。该草案中就包含战时建立急救医院和安全区相关的条款。当时，比利时政府是第一个主张举办外交会议，思考如何实施该草案的政府，但是后来因形势所迫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没过多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知该法案，并于1936年召集所有获得国家红十字会和军医药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名的专家开会，讨论研究如何实施“摩纳哥草案”。就建立战时医疗区而言，专家委员会认为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随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初步的公约，建议委员会召集军事专家以及国际法专家开会讨论如何在战时建立医疗救治区和安全区。在委员会的努力下，1938年10月召开了专家会议，并起草了战时如何建立医疗救治区和安全区的公约。值得一提的是，瑞士政府将该草案的内容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做的报告传达到每个州。委员会本欲于1940年初召开外交大会，讨论修订、完善《日内瓦公约》的问题，而该草案也将成为开展此次大会工作的基础。然而，战争的爆发迫使会议延期召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多次建议各参战国应该在建立医疗区和安全区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协议。1938年的草案为各参战国达成一致协议提供了基础。该草案的适用范围本应扩展到安全区的某类平民。尽管许多州都表示支持该草案，尽管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草案，但却没有一个州贯彻执行。委员会也制定了许多其他的草案；当然，其中不乏一些草案是为了满足私欲而制定的，希望通过这些草案在战区建立安全区。许多建议都来自意大利。总的来说，委员会建议为平民建立长期的、远离前线的避难所。除了与各方利益代表谈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此期间也收到了很多关于如何建立医疗区和安全区的建议，然而，这些建议也仅仅是停留在言语上，并没有付诸实施；提出这些建议的国家在建立安全区的问题上只是保持沉默。

紧接着，1940年4月27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起了一个呼吁，呼吁各利益代表方抵制空袭，保护平民。因为空袭波及的范围甚广，所及之处生灵涂炭，哀鸿遍野。鉴于此，1944年3月1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再一次将设立安全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提议在战时建立安全区，除了收容军队伤员和平民伤者外，老弱病残者也可以在安全区得到庇护（否则那些老弱病残根本找不到避难区），并对为某类战犯提供庇护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在空袭频繁时期，虽然诸如安全区地理位置的设定、夜晚安全区照明设备的选择等敏感问题引起了参战国的高度重视；然而，参战国似乎并不打算履行他们所提出的原则。

1945年2月战争结束之前，修订、完善《日内瓦公约》的计划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战争给平民造成的巨大伤害以及缺乏保护平民的公约，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揭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自从1864年《日内瓦公约》诞生以来，国际人道主义法公约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日内瓦公约》是根据法令和法律这两个平行双轨制定的；而1949年公约详解也遵循了这一双轨的模式。首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充分利用过往的经历，发挥主观能动性，呼吁各国红会及其他人道主义组织积极收集各种文件材料证明《日内瓦公约》中存在漏洞和分歧，需要进一步地完善、重申或修订。其次，在政府、各国红会、各领域专家的帮助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终于起草了公约。公约随即被提交到红十字国际大会，然后又提交给外交大会，希望大会能够贯彻执行该公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给参战国提出各种他们能够想到的建议，希望在建立安全区的问题上得到他们的支持。然而残酷的事实再一次让他们遍体鳞伤，他们所做的努力都付之东流，这些建议也摆脱不了被抛弃、注定失败的命运。然而即使这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没有气馁，而是把1938年起草的关于“医疗救助区”和“安全区”的草案作为开展1945年《日内瓦公约》修订和完善工作的铺垫和基石，将《日内瓦公约》中“安全区”和“医疗救助区”相关的法律条款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某类平民。1947年召开的政府专家大会同意将建立战时避难所相关的条款纳入《日内瓦公约》条款体系中，然而该条款是否能够获得敌军的同意还要取决于是否能够达成特殊协议。虽然建立安全区必须要与敌军达成特殊协议，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有很多成功的先例值得我们借鉴，比如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马德里就成功地建立了许多中立区；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也成功地划出了许多安全区。此外，1948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耶路撒冷成功地建立了难民收容所，并取得了难民所的行政管理权。因此，这些成功的案例表明，只要能够获得参战国的同意和承诺，建立安全区，收容难民的设想还是可行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专家大会的总结报告基础上，相应地起草了两项条款，并将这两项条款分别纳入到第一版《公约》和第四版《公约》中，建议各方利益代表共同建立长期稳定的医疗救助区和安全区，并确保这些区远离前线的战火硝烟。同时，规定并列举了医疗救助区和安全区收容的对象，也就是说明安全区为哪些人群提供庇护。马德里、上海、耶路撒冷的成功先例激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议将建立新型安全区的条款纳入第四版《公约》，从而使各方在战争爆发地都能建立安全区。在马德里、上海、耶路撒冷建立的安全区与当初设想的安全区不一样，当初认为安全区应该是长期稳定的、远离前线的避难所，希望通过建立安全区，为某类平民提供庇护，使他们免受远程武器攻击，尤其是空袭的影响。然而现实与梦想存在很大的距离，实际情况表明真正需要做的是在战区建立临时避难所，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战区附近的平民提供切实的庇护。鉴于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起草了一项新条款，并建议将其纳入第四次修订版《日内瓦公约》条款体系中，希望能够建立新型的避难区，并一视同仁地向伤员、病患、平民大众开放；从那时起，这种新型的避难所被称为“中立区”。

1948年第17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以及随后召开的1949年外交大会批准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起草的所有条款和协议，几乎是全盘吸收，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不过在形式上还是有些变化，比如1949年外交大会将之前纳入第一版《公约》和第四版《公约》的协议草案划分为两份不同的协议。其中一份协议规定：医疗救助区只向军队伤员和病患开放，将平民大众排除在外；另一份协议规定：医疗救治区只向平民伤患开放，安全区也只收容指定的平民。因此，第一版《日内瓦公约》的第23条和第四版《日内瓦公约》的第14条分别将建立医疗救助区和安全区纳入到条款体系中，并规定医疗救助区负责收容军队伤患，而安全区负责收容老弱病残的劳苦大众，比如老人、未满十五岁的孩子、孕妇、少妇。然而，第四版《日内瓦公约》的第15条规定在战区建立中立区，庇护受伤和生病的士兵以及没有参加敌对行为的平民。

第四版《日内瓦公约》中的第15条款是在以往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起草的，比如上文提到的上海安全区模式。诸如此类的安全区有些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直接建立的，而有些是通过战区中立州或人道主义组织建立的。因此，在战争冲突爆发之前，也就是还未影响到各方利益时，各利益方在建立安全区的问题上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但是战争一旦爆发，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影响，各利益方就不得不就安全区范围的划定、行政管理权的分配、食物的供应和监管等问题达成一致，而这些问题也是各方利益代表在签订协议之前必须重点讨论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该协议也必须规定中立安全区的起止日期和有效期。此外，此类中立安全区一方面必须向所有病患开放，无论他们是战士还是平民，都必须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还需向没有参加敌对行为的平民、中立安全区中无军事暴力倾向的原住民开放。总之，中立安全区向所有平民开放，只要没有参加军事活动的平民都可以到安全区寻求庇护。第一附加协议并没有对《日内瓦公约》中安全区相关条款体系作出修改。然而，却新添了有关建立两类特殊保护区的条款。这两类新型特殊保护区分别为非设防区和非军事区。与《日内瓦公约》中描述的安全保护区相比，这两类新型特殊保护区旨在建立难民所，收容需要庇护的平民。第一附加协议签订后不久，新型特殊保护区就已经建立起来了，目的在于采取一系列合理措施保护居民聚居区不卷入战事。

自从采纳、实施1949年《日内瓦公约》以来，在战区建立医疗救助或安全区的情况，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所有特殊安全区，无论是1949年前建立的，还是1949年后建立的，都是在战区建立的临时避难所，都是为了保护饱受战争之苦的当地居民，尽管有些安全区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特殊安全区都是在“饶家驹区”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日内瓦公约》的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各参战国需积极支持安全区的建设，然而他们却迟迟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对公约条规置若罔闻。事实证明，往往是第三方采取了关键措施，成功地建立了安全区，上海安全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没有根据第四版《日内瓦公约》中的第15条款来行使主动权，但是从1949年以来，委员会运用这一条款解决了许多的紧急冲突；比如1971年的达卡冲突、1974年的尼科西亚冲突、1975年的西贡冲突、1975年的金边冲突、1979年的尼加拉瓜冲突、1980年的恩贾梅纳冲突、1983年的黎波里冲突，这些都是紧急情况下的临时特殊安排。

有人会提出质疑，说《日内瓦公约》中第14条和第15条款形同虚设，毫无用处，因为这些条款规定安全区只向指定的人群开放，剥夺了其他平民寻求庇护的权利。然而，不能仅仅以收容平民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安全区的价值。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安全区的存在，人道主义组织才能够在战时仍然能够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也许饶家驹神父建立上海安全区的首创精神才是他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他建立的一个个安全区就是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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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ies and Gentlemen,

In March 1938，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ICRC）in Shanghai, Dr. Louis Calame, after his meeting with Father Jacquinot and deeply impressed by his visits of what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Jacquinot zone", wrote to Geneva:

In case you are currently working to prepare a diplomatic conference on the subject, I take the liberty of suggesting that you insert in the new convention a chapter devoted to the preparation, in peace time, by the National Societi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of maps on which the Jacquinot zones or cities would be indicated in advance to a possible enemy and by same means communicated to other National Red Cross societie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in Geneva.

This message, indeed, turned out to be a forward-thinking proposal, as you read Article 15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 IV relat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Persons in Time of War of 1949，which in many aspects codifies the Jacquinot zone precedent.

Following a request from the Chinese Red Cross to the ICRC and the 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now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seeking assistance from National Societies and the ICRC, the ICRC decided on 20 August 1937 to send a delegate to Shanghai to carry out a mission of inquiry and information: to find out the medical needs, to assist 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 to study methods of distribution and examine ways to ensure respect for the provisions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relating to the protection of hospitals, medical transport, wounded and prisoners of war. The ICRC's representative, Colonel de Watteville, stayed in Shanghai from September 1937 until the end of his mandate in November 1937.Following his first reports, the ICRC issued a circular on 6 November 1937 informing the National Societies what were the most urgent requirements in medical and surgical supplies and medical personnel.It described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Chinese Red Cross to help the population and care for the wounded and the action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to combat the epidemics which were tended to spread.

After Colonel de Watteville left Shanghai, the Committee then called on Dr. Calame, a Swiss doctor resident in Shanghai, to represent the ICRC.By that time, the Japanese forces were increasing their pressure on Shanghai.The districts of Zhabei and Jiangwan fell to the Japanese at the end of October 1937.South of the foreign concessions, the Japanese advance was threatening the district of Nanshi, densely populated and also full of refugees.It was then and there, in Nanshi, that the neutral zone was created as a temporary refuge for civilians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fighting.Father Jacquinot, a member of the "Shanghai Red Cross Committee on Refugee Problems", took the initiative of establishing a neutral zone which would be evacuated by the Chinese forces and respected by the Japanese Forces and would offer a refuge for civilians driven from their homes by the hostilities.An agreement with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was concluded on 5 November 1937 by way of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Father Jacquinot representing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Committee and both parties.The Japanese military authorities had given notice that they intended to seize the zone after the neighbouring districts had been occupied.

Dr. Calame visited the neutral zone for the first time on 20 November 1937.Appalled by the distress suffered by refugees, he was the more appreciative of the work being done by Father Jacquinot and his committee, who at the time was distributing 150 000 rations a day and planning to raise the figure to 200 000 rations.After several visits to the zone and the neighbouring areas, he wrote to the ICRC in Geneva that it was urgent for the ICRC to consider the issue of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afety zones, and to fully support the study and realis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conference on this issue.The following month, the ICRC underscored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Father Jacquinot in reminding Red Cross National Societies in a circular of 25 May 1938 of the need to continue the study of the matter: “The successful outcome in Shanghai, closely following the efforts recently made in Madrid and then in Bilbao are likely to encourage current efforts to reach a general agreement to established safety cities and safety zones.”The Shanghai neutral zone was established and organized by Father Jacquinot outside any intervention or involvement of the ICRC.The principles upon which the zone was established were however very close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humanitarian action defended by the Red Cross Movement, later to be formally codified in 1965，that is humanity, independence, impartiality and neutrality.The success of the Father Jacquinot's enterprise was evoked at theⅩⅥth
 Red Cross Conference of 1938，and contributed to the adoption by the Conference of a resolu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afety zones.

The ICRC had been working for years on the question of creating hospital zones and localities for the sick and wounded and safety zones, as part of the more general and complex problem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The practice of establishing sanctuaries during armed conflicts, as part of the efforts to circumscribe the horrors of war, had mostly disappeared from the law of war.The problem of "hospital zones" had been raised at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1869）in Berlin, but no specific follow-up action was taken.No trace can be found in the draft Brussels Convention of 1874 or in the Hague Regulations of 1899 and 1907.

The creation of zones under special protection was envisaged in 1870 during the Franco-Prussian War.Henry Dunant, the founder of the Red Cross, suggested that certain towns should be declared neutral and the wounded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collected there.Writing to the Empress Eugenia（France），he suggested to propose to the Prussians that a number of towns to which the wounded could be sent should be declared neutral territory.The end of the war came before the proposal was acted upon.The following year, during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Dunant tried in vain to set up places of refuge for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in Paris.

Until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idea of safety areas did not really prosper. The Geneva Convention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unded and Sick in Armies in the Field revised in 1906，had been ratified within a few years.As for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the immunity that was granted to them and had been codified in the Regulations attached to The Hague Convention IV of 1899 was confirmed in their 1907 revision.Since the principle of non-combatant immunity from the effects ofhostilities prohibited any attack on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or civilian objects, it was felt that there was no longer any need for particular places to have special protection.Undefended localities had to bespared from attack, and places of refuge were therefore considered unnecessary.

Interest in safety areas was revived however as a result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particular air warfare had proved to be a great danger for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both at the front and behind the line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thinking on enhanc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was developing thus in two ways: a general concern with ensuring the general protection for civilian populations through rules that should be applied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civilians as a whole, and while seeking to create certain designated places to shelter specific categories of persons.

One such proposal was promoted by the French Surgeon-General Georges Saint-Paul who in 1929 drew up a plan for setting aside places of refuge to shelter not only the wounded and sick of the armed forces, but also sick civilians and certain other categories of especially vulnerable civilians.He proposed the creation of areas of refuge to be known as "Geneva places". When his proposal was submitted to the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 in 1930，a resolution urging the government to set before the League of Nations a plan for protecting civilian populations on the same footing as the wounded and sick was proposed.It suggested the creation of places or zones which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would be immune from all military action or enterprise, ones in which persons classifiable as wounded or sick could be assembled.After his death, the association he had created continued to promote the idea of safety zones in time of war through publications, press releases and communications to governments.

In 1934，a commission of medical and legal experts, meeting in Monaco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ilitary Medicine and Pharmacy, drew up a draft convention, known as the Monaco Draft, which contained important provisions concerning hospital localities and safety zones. The idea to convene a diplomatic conference to adopt the draft convention was later abandoned, and the texts were then handed over to the ICRC.In 1936，the ICRC, which had also been studying the question, convened a commission ofexperts which considered that someprogress might be made, at least so far as hospital zones were concerned.The ICRC then drew up a preliminary draft convention and proposed that a commission of military and international law experts should be convened.The Commission, which met in October 1938，then drew up a Draft Conven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Hospital Localities and Zones in Wartime.This draft, together with a report by the ICRC, was communicated to all States by the Swiss Government.It was intended to serve as a basis for the work of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which it was proposed to hold at the beginning of 1940 to revise and extend the Geneva Conventions.The Conference, however, was postponed owing to the outbreak of war.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ICRC proposed on several occasions that the belligerent Powers should conclude agreements for the setting up of hospitals and safety zones. The 1938 Draft was to have provided the basis for these agreements, and would have been extended by analogy to safety zones for certain categories of civilians.But although a number of States sent replies which were favourable in principle, none of them acted on these proposals.Many other initiatives, even some of a private nature, were also taken to create protected zones in various regions affected by the war, many of them in Italy.In general they proposed permanent places of refuge, far from the front, in which certain categories of non-combatants could find shelter.Apart from negotiations of a general nature and a certain number of proposals from diverse sources to set up hospital or safety zones, however no official action followed as governments continued to treat the whole question of hospital zones and safety areas with reserve.

On 27 April 1940，the ICRC launched an appeal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gainst aerial bombardment. Since aerial bombardments tend to spread indiscriminately throughout the territories involved, the idea of creating safety zones free from attack once more became an important issue which the ICRC raised again in a Memorandum dated 15 March 1944.Among other things, the Memorandum advoc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tected areas in which military and civilian wounded and sick might find shelter alongside certain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categories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which were in no way even in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hostilities（children, the aged, expectant mothers and mothers of small children）.The idea of sheltering certain categories of prisoners of war in the same zone was also put forward.In addition, attention was drawn especially to specific issues such as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 lighting of the proposed zones at night.These proposals could not however be implemented.

The project to revise and extend the Geneva Conventions was re-launch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war in February 1945.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against civilians during the war and the absence of a convention specifically aimed 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revealed the importance of filling the gap.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onventions since the first Geneva Convention of 1864 has proceeded according to a parallel course of action and law.The elaboration of the 1949 Conventions followed a similar pattern: in the first place, the ICRC called on its own experience and initiatives and that of National Societies and other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to collect preliminary materials that highlights the different points where the law should be completed, reaffirmed or amended.With the help of governmental, Red Cross and independent experts, draft conventional texts are established which are then submitted to the Red Cros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A Diplomatic Conference can then be convened with a view to their adoption.

The fact that the various approaches to the belligerents during WWⅡ，call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afety zones likewise had no effect had led some to conclude that such proposals were bound to fail and should be abandoned.Nonetheless, the ICRC took the 1938 Draft relating to hospital localities and zones as the basis for the preparatory work it undertook in 1945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vis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extending it to cover certain categories of civilians.The 1947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 Expertsagreed to the possibility of providing in the Geneva Conven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laces of refuge whose recognition by the enemy would depend upon the conclusion of special agreements.However, the fact that neutralized zones had been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t Madrid in 1936 during 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at Shanghai, in 1937，was noteworthy precedents.

Moreover, at the same time, i. e.in 1948，the ICRC had been able to establish and administer places of refuge in Jerusalem.Thus, experiences in Madrid, Shanghai and Jerusalem showed that safety zones which the belligerents undertook to respect and where non-combatants could find shelter from the effects of hostilities were a practical possibility.

The ICRC,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lusions of the Conferences of experts it had consulted, had drafted two Articles for insertion in the First Convention and Fourth Convention respectively, recommending that the Parties should establish relatively permanent hospital zones and safety zones far from the front, defining the object of such zones and enumerating the categories of persons who could find shelter there. The Madrid, Shanghai and Jerusalem precedents encouraged the ICRC to propose in addition, a provision to be included in the Fourth Convention which would enable the parties to set up safety zones in areas where hostilities are taking place.The zones in Madrid, Shanghai and Jerusalem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idea that safety zones should be relatively permanent zones behind the front, in order to shelter certain categories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gainst long-range weapons and air warfare.In practice, it had been found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emporary places of refuge in actual combat areas, in order to provide shelter for the whole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who were in danger as a result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A new draft Article for insertion in the Fourth Geneva Convention was thus prepared, providing for the setting up of temporary places of refuge, open without distinction to the wounded and sick and to all non-combatants, and to be known from then on as "neutralized zones".

The various articles and draft agreement proposed by the ICRC were approvedwith no important changes by theⅩⅦth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Conference（1948），and later by the Diplomatic Conference of 1949.The latter separated the Draft Agreement,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common to the First and Fourth Conventions（as annex），into two distinct documents, one referring only to hospital zones for wounded and sick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and the other dealing with hospital zones for wounded and sick civilians and safety zones for certain categories of the civilian population.Article 23 of Geneva ConventionⅠand Article 14 of Geneva ConventionⅣthus provide respectivel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ospital and safety zones for wounded and sick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and for wounded, sick and aged persons, children under fifteen, expectant mothers and mothers of young children, while Article 15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Ⅳprovid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utralized zones in the regions where the fighting is taking place intended to shelter wounded and sick combatants and non-combatants and civilian persons who take no part in hostilities.

Article 15 draws directly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such as the setting up of the Shanghai zone mentioned above. Such zones may be created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a neutral state or some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in the regions where fighting is taking place", so they cannot be agreed upon before a conflict breaks out.The parties must also agree on "the delimitation, administration, food supply and supervision of the zone". which must be the subject of "an agreement……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flict". That agreement must in addition fix "the beginning and duration of（the zone's）period of neutralization". Such zones must be open on the one hand to the wounded and sick, whether they are combatants or not and, on the other, to "civilian persons who take no part in hostilities, and who, while they reside in the zones, perform no work of a military character". The zones are therefore open to all civilians provided they engage in no military activity.Additional Protocol I did not modify the system of safety zones provided by the Geneva Conventions.Itdid, however, introduce two new categories of localities and zones granted special protection: non-defended localities and demilitarized zones.In contrast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protected zones, which seek to establish for places of refuge with the view to attract persons who need shelter and protection, in Additional Protocol I, the zone is already established.It aims at taking the proper measures for that place where there is a concentration of persons not taking part in the hostilities.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1949 Geneva Conventions, there has been no instance of establishment of hospital or security zones in armed conflicts. All instances where specially protected zon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fact whether before or after 1949，they all consisted of place of refuge of a temporary nature established where fighting was taking place in order to give shelter to the local population threatened by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model of the Jacquinot zone, although in many instances with far less success.Although Articles 14 and 15 of the Geneva Conventions provide for the belligerent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in proposing to establish safety zones, in practice the decisive step has always been taken by a third party as it was the case of the Shanghai zone.Although not legally based on Article 15 of Geneva ConventionⅣ，the ICRC, in exercising its right of initiative, has used this mechanism in a number of emergency conflict situations since 1949 with a limited extent in terms of area and time, notablyin Dacca（1971），in Nicosia（1974），in Saigon（1975），in Phnom Penh（1975），in Nicaragua（1979），in N'Djamena（1980）and in Tripoli（1983）.In all those circumstances, they were based on exceptional arrangements of a temporary nature designed to cope with the emergency of intense fighting in urban localities.

It could be objected that, until now, Articles 14 and 15 have been of little use since they have helped limited numbers of people. It is however important that because of such zones,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able to remain and carry on their humanitarian work in spite of the violence.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an area could thus protected could extend far beyond its borders.Perhaps most important of all, and that's probably the real legacy of Father Jacquinot's initiative, the existence of a safety zone is tangible evidence, obvious to combatants and non-combatants, that bounds can be set to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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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与南京安全区的设立

张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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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前夕，留在南京的20余位西方人士发起成立南京安全区，保护、安置并救济了20余万南京难民，在人类史上谱写了一曲伟大的人道主义赞歌。但南京西方人士为什么会设立安全区？上海饶家驹神父在南京安全区设立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南京安全区与饶神父难民区之间的关系如何？为什么日军当局在占领南京之前一直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本文试图围绕上述四个问题作一探讨，不足之处，敬请大家指正。


一　饶家驹难民区的设立对南京的启发


在日军攻占上海且不断进逼南京的形势下，仍有一部分西方人士决定留在南京，他们的职业虽然各不相同，但留下来却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希望能帮助面临战争却又无法离开南京的难民。从日军轰炸南京开始，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南京基督教战时救济委员会”、“下关伤兵接待部”等团体，积极救助难民和伤兵。其主要成员有：米尔斯（W.P.Mills）、斯迈思（Lewis.S.C.Smythe）、贝德士（M.S.Bates）、魏特琳（Minnie Vautrin）、马吉（John Magee）、福斯特（Ernest H.Forster）、费吴生（George A.Fitch）等，后来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拉贝（John H.D Rabe）也参加了国际救援组织。在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后，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意识到仍会有大量贫穷百姓无法离开南京，南京市政府的报告也证实了他们的判断。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称：“查本市现有人口约五十余万。”并称，除一部能自动离京，一部事实上则无能力离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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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帮助留在南京的难民度过“最艰难的时刻”，成为传教士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从11月4日开始，媒体不断报道法国神父饶家驹（Reverent Jacquinot，又译雅坎诺）在上海南市酝酿设立难民区的相关消息。
779

 饶家驹是法国天主教神父，身兼上海震旦大学教授、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组主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等职，一直致力于上海的慈善事业。饶家驹关于设立难民区的倡议很快得到上海各慈善团体和各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支持。11月5日，中日交战双方也表示同意。9日，上海南市难民区宣告正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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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市难民区的成立给了南京西方人士很大启发。11月17日前后，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先例，设立南京难民区的设想。

[image: ]
图48　上海南市的一个难民收容所（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11月17日下午5点半，决定留在南京的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和金陵大学外籍教授贝德士、斯迈思三人相约来到美国大使馆官员W.R.佩克的私宅，就设立安全区问题与佩克进行了商谈。米尔斯等人首先向佩克提出了有关安全区的设想及已经和相关部门沟通的情况：一是希望在南京附近和市内发生战斗时，为了一般市民能避难，提议设立一个安全区；二是安全区的场所建议设在城内西部地区较为适宜；三是安全区的场所的建议已得到美国大使馆罗勃兹上校的赞同；四是这一计划曾由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博士向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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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尔斯是第一个极力倡议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成立南京安全区的西方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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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后来写给其妻子妮娜（Nina）的信中说：“关于安全区，我们自然是从饶神父（Father Jacquinot）在上海设区的成功经验中吸取灵感。我称之为饶神父区，正是由于他的名字辉煌地与它联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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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安全区核心人物贝德士在当天写给妻子的信中也说：“为了建立一个由国际人士主持的面向平民、难民的安全区，我一直在痛苦中勉力挣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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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后东京法庭作证时，贝德士说：“我们模仿了上海的法国牧师雅坎诺（Jacquinot）神父的做法，他建立的国际委员会对保护那里的大量中国平民起到了重大的帮助作用，我们试图在南京，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做一些相同的事情。”
785



在同一天，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长和教育系主任的美籍人士明妮·魏特琳女士致信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W.R.佩克（Peck，又译帕克），魏特琳信中建议在南京设立一个安全区域，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以保护难民。信中说：“在日军逼近南京前，我认为预先为那些无法避难的贫苦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市民设立一个对他们来说较为安全的场所为好，并期望能事先就此事进行商讨。正如您所知，这样的事情在上海已经实行了，但为时已晚。毫无疑问，如果能及早着手进行周密的准备，将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我认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地理位置和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作为（安全）中心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这里被用作人道的目的，那些出资捐助者们（指美国资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会组织——著者注）也一定会很乐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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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魏特琳的信中可以看出，魏特琳之所以提出设立安全区域，是受到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启发，而且认为南市难民区成立过晚，因此，她希望南京应尽早着手准备。

在如何安置南京难民这一问题上，时任金陵大学校董事会董事长的杭立武也积极倡议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成立南京国际救济机构。杭立武，1903年生于安徽滁州，从小一直在教会学校读书，是基督教教徒，由于毕业于金陵大学，与金陵大学等许多外籍教师十分熟悉，而且他与中国官方也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私交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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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后来回忆说：“1937年11月，我在南京看到报纸上报导上海有个饶神父，在上海设难民区，容纳很多妇女和小孩。我忽然动脑筋，觉得日本将进攻南京了，我准备成立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设立一个难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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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立武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初期担任总干事，为推动南京安全区的成立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在南京沦陷前，他奉命负责护送国家文物西迁而离开南京。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1938年2月18日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在1939年形成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中，其对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南京失陷后的难民救济工作有一完整的总结，总结中称：“若干在南京之人士，鉴于饶神甫与其同志在上海南市设立难民区所获之成功，遂欲步其后尘，在南京设一类似之区域。”
789



在11月初上海饶家驹难民区酝酿成立前，留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一直在积极参加宗教和慈善团体的救助伤兵和难民的活动，但就如何进一步帮助留在南京的贫民并没有具体的设想。当报纸和电台不断传来饶神父成立南市难民区的相关消息后，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在南京也可以成立一个类似饶家驹难民区的南京安全区，并与中方杭立武等人一起很快着手推动南京安全区的成立。


二　饶家驹为南京安全区的成立穿针引线


在11月17日的交谈中，米尔斯等人由于得到美国大使馆的积极支持而信心大增。第二天，即18日，米尔斯、贝德士和斯迈思等人积极联络各方人士，当天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积极推进南京安全区的运作。
790

 21日，由贝德士起草，杭立武、米尔斯、斯迈思和贝德士四人署名的南京难民区筹备报告致送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报告中说：“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对中国政府接受为逃难的平民设立安全区的建议深表感激。同时对市长所保证的将负责为安全区提供食物、饮用水、卫生服务、避难所及警卫等各项切实的管理工作再次表示感谢。”报告围绕安全区内实现非军事化、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南京当局提供帮助的具体负责人名单、安全区区域范围、安全区启用的前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791

 西方人士的倡议虽然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诺支持，但南京安全区能否成立，其关键是能否得到日本方面的同意。11月22日下午5时，国际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了建立安全区的建议，并决定于当天通过美国大使馆电台发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再转交日本驻华大使，呼吁日本当局“迅予考虑答复，俾立即向中国当局接洽，并筹备一切”。
792

 在此次会议上，由于拉贝是德国人，德国是日本的盟国，为了便于国际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拉贝被推选为国际委员会主席。

24日，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1887年4月3日—1954年12月3日）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将南京国际委员会的请求书交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竭诚希望日本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尊重安全区，并盼对国际委员会的提议赐予答复”。
793

 当天，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的政务秘书罗森（Rosen）为了南京安全区之事，也给上海的德国总领事馆发去电报，请他们同东京方面进行联系。
794

 25日，为了促使日本当局能迅予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曾致电希特勒和德国驻上海总领事。27日，国际委员会再次致电日本大使馆，“请求即刻答复委员会的建议。”
795

 但是，除了日本媒体，如《读卖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等反对声音外
796

 ，一直到29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仍未接到日本政府方面的回复。

由于日军向南京攻击的速度异常迅速，到29日，日军已攻占常州。当晚拉贝听到广播电台播出江阴要塞失守的消息，更显焦急。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媒体也在催问南京安全区进展情况。晚上8点，国际委员会再次给上海日军当局发了一份电报，恳请对安全区建议予以友善考虑，并迫切希望对此建议做出答复。在万分焦急之下，南京国际委员会除了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同日本当局联系外，又于当晚电报美国上海领事馆，请求其将电文转给南市难民区的发起人饶家驹，希望他能就近尽快同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大使馆副顾问日高信六郎联系
797

 ，电文内容如下：

我们恳请您，从安全区的利益出发，尽快拜会日本大使馆官员日高和日本大使，并授权您通知对方，中国当局已完全同意我们的建议，并向我们提供大米及其他物品表示支持——万分紧急。
798



据杭立武回忆，当时南京国际委员会还希望饶神父能“把地图给日本的司令看，请他同意我们成立难民区，并且答应以后不要骚扰难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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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由于饶神父同日本方面有着十分熟悉的关系，12月1日，饶家驹很快得到日本当局关于南京安全区的答复，并立即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高斯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来电报，电文称：

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

若中国军队对平民及（或）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800



这一电报对于处在万分焦急中的南京国际委员会而言，十分重要。尽管日本政府对安全区的建议予以否决，但国际委员会认为日本政府的答复措辞巧妙，留了一条后路。在12月2日早上收到饶神父的电报后，拉贝一方面决定向媒体宣布开始安全区各项准备工作，另一方面立即通过美国大使馆给饶家驹神父回复了一份电报，以表感谢，同时通告安全区即将正式开放，并希望饶神父再同日本当局联系，以便使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能获得日本政府带有保证性的正式通知。电文如下：

我们恳请您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下列意见转发给雅坎诺神父：

衷心感谢您的帮助。日本政府承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它将尊重安全区区域，对此，委员会表示认可和感谢。中国当局完全同意严格执行我们原来的建议。因此，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安全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并通知您，难民已经开始迁入安全区。委员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在进行适当的检查之后，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安全区业已开放。

委员会恳请您，以最友善的方式再次与日本当局取得联系，促使对方注意：如果对方直接给委员会一个带有保证性的通知，将会大大减少陷于困境中的居民的忧虑。我们诚恳地希望不久便能收到日本政府相应的通知。
801



12月4日下午7时30分，饶家驹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高斯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答复，称：“日本当局将直接给以答复。”
802

 12月5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收到美国大使馆转来的东京方面关于安全区的正式答复，其答复同12月1日饶神父转来的电文相比，除内容更为详细外，态度并没有什么变化。

在日军日益逼近南京的情况下，饶神父利用他在上海独特的人脉关系，第一时间向南京方面提供了日本方面的回复，这对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争取时间，尽早启动安全区的准备工作来说，饶神父的穿针引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南京安全区仿效饶家驹难民区模式


在战争期间，由国际慈善团体在交战国双方同意下成立中立的难民区，竭尽全力救济保护贫民，这一国际人道主义的历史创举始于上海饶家驹难民区，而南京安全区则是第一个仿效南市难民区的追随者。

1937年12月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布《告南京市民书》，其中第一段就介绍了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情况，并开宗明义通告市民，称：“现在在南京的国际委员会也为本城作了同样的建议。”公告还说：“在不久前，上海战争的时候，国际委员会曾向中日双方当局建议，在南市一部分地方设立一个平民安全区。这个区域为双方所赞同。中国当局允诺中国军队不进入指定的区域。因此这个区域没有驻兵，日方也就赞同不再攻打它了。这个协定为双方所遵守。在此区域以外的南市其他地方，虽然有恐怖和毁灭的事，然而这个难民区域却是被救了，而且是救了整千整万人的生命。”
803

 在此之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决定，安全区采用和南市难民区相同的标记符号，即白底红圈中间一个红十字。
804

 旗帜上写有相同的“难民区”（而不是“安全区”
805

 ）三个字。

从南京安全区的运行模式来看，在有关安全区的性质、安全区地域的选择、安全区的组织机构、安全区的救济活动安排等方面，几乎都是饶家驹难民区的翻版。

1.关于安全区的性质。饶家驹在创立南市难民区之时，中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慈善团体就发表声明，难民区是国际难民救济性质，它不是“中立区”，不存在主权变更问题，区内治安在日军占领之前均由中国警察管理。
806

 难民区成立的前提是该区域必须成为非武装区域，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救济安置战时难民。对于难民区的设立，中国方面首先承诺不在此区域内驻扎军队和设置军事设施，日本军队则承诺不攻击该区域。安全区难民救济安置则由国际委员会负责管理。南京安全区在成立初期，基本上完全模仿饶家驹难民区，在首先征得中国方面赞同后，才致电日本当局予以确认。在日军逼近南京之时，加快督促中国军队从安全区撤出军队和军事设施，直到12月8日中国军队基本从安全区全部撤出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才正式宣布启用难民区。

2.关于安全区地域的选择。饶家驹难民区选择上海南市的北部地区，这一区域的东、北、西三面与法租界毗邻，南面则以方浜路为界，区内基本上没有军事设施，多为平民居住，具备设立一中立难民区的条件。而南京国际委员会在筹建伊始也明确将南京城内的西北部设定为安全区，其具体范围为：“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即新住宅区的西边界），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南面：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
807

 选择这一地区作为安全区，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这里有众多公共建筑，如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鼓楼医院等，同时这里是国民政府高级住宅区，战争期间空房较多，便于收容难民。二是这里远离国民政府的军事要地和飞机场等。三是这一地域是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德国等外国使领馆和美国教会大学及西方传教士们居住较为集中的地区。由于南京没有外国租界，因此相对而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选区域较其他地区更为合适，其思路与饶家驹难民区一脉相承。

3.关于安全区的组织机构。上海南市难民区由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发起，发起人为饶家驹，具体负责难民区运行的组织机构是“南市监督委员会”
808

 ，其七名成员来自多个国家，其中包括三名法国人、两名英国人、一名挪威人、一名美国人，均为当时上海的外国精英代表。
809

 其下设南市难民区总办事处，有难民、居民、警卫、卫生、给养各组。难民区下设九个小区，各小区设区长一人，负责管理小区内难民与住户事宜。
810

 日常治安则由200名中国警察携手枪、木棍管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最初酝酿时，也包括了丹麦、德、美和英等20余位西方人士。稍有不同的是，参加南京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传教士、大学教授和少数商界人士，与军界、政界联系相对较弱。1937年12月3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公布了安全区管理委员会，下设理事会和委员会，其中理事会由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秘书斯迈思、总干事费奇、副总干事杭立武（后奉命离开南京）、财务主管克勒格尔（Christian Kroeger）、中方秘书处主任汤忠谟组成。委员会则设有总稽查、粮食委员会、住房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和运输委员会。为了便于管理又分设各小区，每小区专设一办事处以司其事，而在各具体收容所中，则设立收容所所长，负责处理具体琐碎事务。其治安管理也由南京市政府分配给安全区400名警察，佩戴有安全区标记的袖章，以维护安全区的治安。
811

 安全区除了西方人士以外，均有大量中国人参加管理，如南京安全区共有1 500名中国志愿者参加安全区各组的工作。
812

 从组织机构形式来看，南京安全区同饶家驹难民区大同小异。

4.关于安全区的救济活动安排。在饶家驹难民区初建与收容难民初期，国际救济会、中国红十字会、济生会、中华慈幼协会以及各同乡会等民间组织都积极参与救济，并根据各自优势稍有分工，如红十字会办理义诊、卫生，普善山庄负责掩埋尸体等。难民区经费主要来自三个部分，即上海慈善机关的捐助、中国政府的拔款、国际救济组织和个人的捐助。
813

 日军当局的松井石根和长谷清川也分别捐款1万日元。从11月下旬开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就开始向安全区内运送储备粮食、煤炭等生活必需品。南京安全区粮食救济工作则由中国红十字会和世界红碯字会的南京分会负责设立粥厂，救济贫民，同时红十字会还负责安葬那些不幸在区内死亡的穷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则负责救治伤兵，鼓楼医院则负责承担病人的治疗和护理工作。其经费来源也主要是南京当局和国际救济组织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捐助，如南京市政府在南京沦陷前提供了4万元、2.1万袋米、2万袋面和食盐350袋。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则将他的公寓宁海路5号提供给委员会办公。
814

 与饶神父难民区相比，日本军事当局并没有捐助南京安全区。

当然，在安全区设立的过程中，由于南京的特殊性，其与饶家驹难民区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如为了说服中国军队和防空设施撤出南京安全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同中国军事当局的交涉中遇到了较大的阻力。为了避免南京毁于战火，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曾多次斡旋南京城的和平交接，当然最后未能成功。在日军攻占南京当天，由于中国军队未能进行有序撤退，导致大量中国士兵被围困在南京，最后被迫避难南京安全区，日军以搜捕中国士兵为借口，从而在安全区犯下了大量屠杀、强奸暴行。
815



另外，由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已撤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只能通过美国和德国大使馆来帮忙从中传递信息，这无法像饶神父可以通过各种关系，随时同日本当局取得直接联系和进行深入沟通，从而可以避免因仅通过电报往来而产生的猜测和误会。


四　日方对设立饶家驹难民区和南京安全区的不同态度


在上海饶家驹难民区和南京安全区酝酿成立的过程中，中国方面一开始就十分明确表态积极支持。但是，日方在对待上海饶家驹难民区和南京安全区设立的态度上却显然不同。

日方对饶家驹安全区的设立从一开始就积极回应，十分支持。10月26日，日军在攻占上海大场镇后，上海难民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迅速成立酝酿中的难民区，饶神父请《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帮忙与日方联系，田伯烈找到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商议。松本重治立即联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参事日高信六郎和总领事冈本季正，第二天饶神父和田伯烈前往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与日高讨论了详细计划，得到日高的积极支持，日高立即与负责南市事务的陆军特务部楠本大佐联系，“得到其同意协助承诺后，又同松井军司令官与长谷川司令长官直接会面，得到首脑的赞成”。
816

 战后参加东京审判的日高信六郎在法庭上作证时也谈及此事：“最初，饶神父由《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陪同来见我，并告诉我这件事。在驻沪总领事冈本（Okamoto）和小崎（Okqzaki）的协助下，我采取措施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陆军司令官松井和海军司令官长谷川从一开始就对此事持欢迎态度。此项计划得到了两位司令官和中国方面的认可。当时，松井将军还向委员会捐款1万日元，从经费上资助这一计划。（海军司令官长谷川也捐助了钱款。）”日高还说：“外相广田也于12月8日给饶神父寄去一信，表达了日本人对这项人道主义工作的赞赏和尊重，同时衷心祝愿他取得成功。”
817

 除了日高积极支持外，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冈本季正在与饶家驹磋商后，表示欣赏和赞成饶家驹公正的立场，表示日本非常乐意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国非军事人员的伤害。
818

 11月10日，在日军即将攻打到南市时，松井石根在日记中也说：“为了南市居民安全，将旧城区作为避难区域，并通告法国及南市居民要躲避战祸。”
819



日本当局为什么积极支持饶神父设立南市难民区？日高信六郎认为其原因有四。“（1）该地区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城，而且很明显饶神父和委员会其他成员都是毫无偏见、毫无利害关系的人士。（2）一旦战事爆发，该委员会将收容和保护中国非战斗人员，在战争结束之后的一段很短时间里，还将继续进行救济和保护工作。这一地区的管理和监督权将完全由日军掌握，但该委员会同意对此不加干涉。（3）鉴于紧邻该地区的法租界当局愿意与该委员会合作，委员会被认为有足够的实际能力保持中立。（4）从位置上来判断，尽管该地区附近有战事，但这个地方有可能维护‘安全’的。”
820

 日高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可能还有一些因素，如南市难民区的设立，也有利于日军的军事策略。松井石根在日记中说：“当然，我的初衷是希望占领南市时，不使用大量武力，不造成很大的财产损失。也许英美各国也从保护各自利益出发，去支那军那儿做了些工作，让他们自行撤出该地区，这也不失为一策略。”
821

 总领事冈本季正也认为这有利于防止中国军队进入安全区。
822



而日方对南京安全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一方面，日方对南京国际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安全区的建议迟迟不予回复，直到12月1日才通过饶神父转来答复，而且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等待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通过媒体不断释放反对信号。另一方面，在12月4日的正式回复函中，则十分明确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其内容如下：

（1）考虑到这样的事实，拟议中的地区位于南京城守备坚固的壁垒之内，而且相当开阔，因此在它周围不存在天然高地或人造结构（人工设施），通过它们，一旦需要，可以有效地切断交通。有必要将足够的权力、物资或其他东西交到支持安全区计划的人手中，以便有效地防止中国武装军人的进入，倘若在附近的敌对行动爆发时，他们可能会到安全区寻找庇护所或将其用于军事目的。

（2）还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的地域和周围存在着中国的军事设施，一旦将来在南京爆发战事的话，这块地方及周围的一些场所是很难不被留下来让中国士兵使用的。

（3）考虑到上述问题，日本当局认为即使中国当局经过评估接受了该计划，当南京城内战事爆发时，仍然缺乏足够的保证，完全不让中国军人进入该地区或将其用于军事目的。
823



从日方正式回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电文中，我们发现其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的主要理由有两点。其一，日军认为安全区本身缺少成为中立区的自然条件。他们认为安全区与非安全区之间没有明确界限，两者之间只有一条马路之隔，这样很难保证它在战争期间不被中国军队利用。其二，在拟议的南京安全区中存在中国军事设施，“南京的地形以及中国军队修建的防御工事已使整个南京城成为一座巨大的堡垒。安全区存在于这样一个地区，在名称上也是自相矛盾的”。
824

 战后，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日高信六郎认为当时日军没有正式承认南京安全区的理由是：“①从技术上讲，认为一旦在城内开战，难以保证这个地方的安全；②中国高级军官和他们的参谋人员住在那一带；③该委员会对安全区外的那些溃兵和其他不良分子没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同时也缺乏足够的能力保持其‘中立性’。”
825



日军当局对饶神父难民区和南京安全区的态度截然不同，一方面是同两个难民区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有关，如南市难民区毗邻法租界，其内没有军事设施，另一方面是更重要的区别，即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倡议人饶神父长期从事难民救济，是上海慈善界的领袖人物，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各方都信任他是中立的，没有任何政治图谋”。
826

 而且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中有外国租界负责人参与，其背后有西方列强的背景，日军认为该委员会有足够的力量保持中立，中国军队不能随便进入。而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包括拉贝在内，他们缺少直接与日本官方沟通的渠道，日本当局怀疑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能力。《东京日日新闻》对此发表评论也称：“完成南京中立地带的设想存在着困难，对委员会的实力抱有怀疑。”
827

 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田中正明认为，日军未正式承认南京“安全区”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上海的饶家驹神父完全不同，后者采取了公正和中立的态度，而前者一开始就对日军抱有严重的偏见。他认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是由一些反日亲蒋的美、英、德三国人员控制的。”
828

 因此，日军当局认为南市难民区的设置对日军不构成任何威胁，而南京安全区的存在则将妨碍日军对南京城的军事进攻。

尽管日军当局并没有正式承认南京安全区，但在以拉贝为首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不懈努力下，在日本攻占南京的过程中以及日本占领南京初期，南京安全区基本上没有受到日军的攻击
829

 ，在一定程度上安全区的存在得到了日军默许和承认。但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内也不断发生屠杀、强奸、抢劫等骇人听闻的暴行，在日军不断打击施压下，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南京安全区也被迫随之取消解散。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南京安全区的存在，在20余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无私援救下，被困在南京的20余万难民才得以幸存。

在南京安全区设立的过程中，饶家驹不仅在其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南市难民区的成立模式也为南京安全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此后日本占领杭州、芜湖、广州、汉口等城市时，这些城市都纷纷仿效设立难民区，特别是汉口难民区，饶家驹曾亲临当地指导建立。饶家驹难民区作为战时保护平民的一个成功范例，不仅在战时拯救了中国成千上万的贫民百姓，而且由于其在上海的成功实践，促进了战后国际人道法，特别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制订，为人类和平事业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中国的安全区：巨人和矮子——记正定大屠杀：用事实说话
830



文森特·赫曼斯　马佳·格瑞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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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王晓峰译

在日本侵占中国期间，上海、汉口和南京地区的安全区无疑像屹立在诸多矮子当中的巨人——在历史编纂学当中，是可以用“巨人”来形容这些地方的。寺庙、修道院和教堂都成了“小型安全区”，在那里，佛教和基督教信徒为难民提供着庇护。日军侵华战争时亦是如此。受自身信念所影响，西方传教士对于难民的求助不会视而不见，反而会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中国难民。有时候，他们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一个例证就是1937年10月9日荷兰主教弗朗西斯·文致和在正定县（河北石家庄附近）的传教区为当地成千上万人提供庇护。


一　正定大屠杀


在读到关于10月9日教会所发生事情的报道时，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日军的烧杀抢掠了。10月9日几个日本官员先是去了趟教堂，见了文致和主教。下午5点钟左右，一10人日本小队穿着制服，拿着手枪出现在传教区的南门，要求进入。有人告知了主教，他立刻带着夏露贤院长到达南门，但他们很快就被日本兵拘捕了。7点钟的时候，大量日本兵闯入教会餐厅，当时教会诸人正打算进餐。当场的7名欧洲人都被蒙住眼睛，反绑双手，被带到南门，同刚才的主教、神父一道被押走，消失在夜色中。

11月10日
832

 （一个月后），这些人遇害的消息得到证实——他们正是在距离传教区300米远的宝塔下遇难的。
833

 刚开始，日本人通过封锁这一地区，成功封锁了该消息。但在10月24日，有关教会数人遇难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日本军方领导迫于压力，不得不采取一定措施进行应对。

11月17日（谋杀案发生5周后），一个日本调查委员会，包括横山司令和田口牧师，来到正定县，与他们一道的还有从天津赶来的法国主教维耶纳。不到一天，横山司令便了解了“日军在此所犯下的罪行”
834

 ，他们为此道歉，并达成临时议案，即罪犯必须得到惩罚；日军在那些遇难者被害的地方树立一座纪念碑；向法国大使和其他相关者作出解释；向罗马教皇作出官方解释；为对教会造成的损失提供赔偿。
835



两名日本调查委员坚持认为，日军不能因此事使自身形象受损。
836

 横山司令为此辩解道，这一定是一场误会。
837

 维耶纳和另一位法国教会人员查奈特作为正定教会一方的代表，迫于压力，只能答应日方要求：不公开宣布此事。因此日军是此案凶手这一真相基本上只有当地的一些人知道，而日本官方则坚决否认日军犯此罪行，他们污蔑中国军队才是杀害传教士的凶手。
838

 日军认为，如果官方正式承认此罪行，势必会对日军造成不良影响。日本大使森岛通夫是这样跟法国公使馆秘书长拉克斯特说的：“军方不会正式承认日军所犯下的罪行。”
839

 于是一些报纸并未报道凶手到底是谁，另一些报纸索性照搬日方的新闻报道，称真实凶手是中国士兵。

日军的行为让这一悲剧长久不得人知，它的扑朔迷离使其成为日后许多人经常谈到的问题。


谋杀的动机何在？


让人震惊的是，从来没有哪篇报道提及过“正定惨案”的原因。本案的真相似乎随那些传教者的生命，一道都灰飞烟灭了。1937年12月1日，正定教会来自瑞典的黑尔牧师在北京荷兰公使馆首次谈及日军造成此次惨案的原委。当时日军企图带走当地的女性，这遭到了传教士的反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取走任何东西，但唯独不能侵犯这些女子。”
840

 当时待在正定的澳大利亚战友弗兰兹·弗里德瑞奇在1938年记录道：“日本士兵说：‘如果那些传教士答应给我们200名女子供我们取乐，我们就不会把他们杀了。’”
841

 还有一名在场的中国翻译在1943年向被拘禁的法国牧师菲利克斯·奥利弗讲述了这一动机：“那时候，日本司令官带着些士兵到达传教区，企图带走些女孩和成年女人，但遭到了传教士的拒绝。”
842

 后来他们便负气而走。据目击者回忆，日本兵当时持枪恐吓他们，但最终没有得逞。
843



特拉普派修士丹尼斯·莱乌回忆道：“人们能清楚听到（日本司令官）拳头锤在写字台上的响声。但教士们就是不妥协。后来士兵们退却了，临走时把门重重地关上。”
844

 不久，士兵们又来问我们晚餐开始的时间和欧洲传教士的数量。
845

 从这些消息来看，日本兵执意抢夺女子，而传教士不予答应，这造成了二者间的激烈矛盾。


谋杀真有可能由拒绝提供女人引起吗？


从现有的资料看，传教士拒绝日军抢夺女子而导致后者策划谋杀事件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生。1938年4月29日，山东昌乐的法国天主教方济会修士Frédéric Fourré被日军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3名修道士和5名基督徒。拉科斯特先生向我们讲述了这一事件。有时候，日本兵还怀疑传教士藏有军火库。据拉科斯特先生所讲，日本人所做的这些暴力事件往往是本着同一个目的。他们会打着“打击反日行动”的借口，实质上则是到处寻找女人。他们知道在教堂里总是能找到那些避难的女子，因而“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有着同样的根源”。
846

 Fourré教士被害一案中，同样是由于这个原因。上海的Haouisée主教在对抗日军侵犯中国女基督徒时，被残忍杀害。
847

 就在1938年8月“正定惨案”发生后一年，同样的惨剧还发生在荷兰教士Aemilianus身上。日本兵在他的传教区抢夺女子，遭到他反对，于是便被杀害。
848

 还有1942年7月遇难的意大利天主教牧师Humbert Verdini，他因为保护教区的女子不受日军暴行的摧残，与30多名中国天主教徒一同遇难。
849

 菲利克斯·奥利弗在监禁期间从那些荷兰牧师们处得知，日军对于抢夺女性以供其娱乐带有极度的渴望。他们说：“想想正定天主教会所发生的惨案吧，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拒绝了日军索求女性，结果只能是死。”
850

 “正定惨案”俨然成了一项威胁，迫使其他教会乖乖交出女性。如若不听从，就像上述例子所说的那样，遭到杀害。这些还只是我们研究正定教堂惨案时所发现的一小部分案例，要再研究其他事件的话，相信会找出更多日军犯下的罪行。


生气的原因在于丢了面子


有些人称，“正定惨案”的原因在于，日军索要女子遭到拒绝，恼羞成怒。有人认为海尔教父和黑尔牧师遇难的原因同样如此。由于文致和主教的强硬态度，双方很难协商出什么进展。惨案发生第二天，驻留在城外神学院的日本军官回到正定县城，说道：“在正定这个地方，我们丢了脸面。”很明显，他们指的是发生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有损日本军队的形象。
851

 这指的只可能是杀害了那九名欧洲传教士。上述言论本来是不为人知的，但是有一位特拉普派修士碰巧听到三个被俘的欧洲传教士传闻此话，就记录了下来。李远也谈到日本人曾说的有关丢失颜面的问题
852

 ，主要是说日本人认为在公众场合丢脸会对自己的社会地位造成不利影响。在公共场合对人发脾气会让当事双方都大失颜面。据Ruth Benedict所讲，“丢脸”一词在日本文化中还有另一种含义，那就是下位者在上位者面前没有很好地履行那种“道德义务”。
853

 在这次事件中，这队日本兵的小军官因为没能达到预期目的，觉得自己在上级面前会丢失颜面，这次酿成了惨剧。再回到黑尔牧师的那句话上：“因为索求女性遭拒而气恼，绝不会是日本兵杀戮的唯一动机。”因为黑尔牧师也曾拒绝过类似要求，但并未遭到杀害。
854

 日本兵之所以进行报复，一方面是教会对其无理要求的拒绝，另一方面则是觉得自己“丢脸了”。


二　中国难民区中的“矮子”


调查日本侵华期间中国地区那些像“矮子”一般的小型难民避难处，并不是此次调查的主要目的。

在研究正定教会惨案的时候，人们面对诸多卷宗时通常会谈到那些“矮子”。下面就是诸如此类的报道。


正定的“矮子”


在正定被日军攻占前两周的时候，教会就已经收容了2 000余名难民。保定的仁爱修女会教徒也带着她们收养的孤儿到达此处。Gérardin在其报道中说，教会的院子像公园一样大，容纳的全是难民。圣文森特修女会的大楼里也全是女难民，足足有上千名！
855

 不过这些修女统计的具体数目却有所不同：Sr.Groeneweghe记载“有三千人之多”
856

 ，Levallois修女称“有五六千位难民”
857

 。难道说前者指的是女性难民数量而后者指的是全体难民数量？然而李远却称难民数量“超过了一万”。
858

 在李远的这篇报道中称，教会里开始收留了两三千名年轻女孩，后来又涌入了三四千名女性。
859

 但日本军方在谈及教堂惨案时，则对外宣称那里只聚集两千名难民。
860

 可见人数被日方刻意缩小了多少。教会占地20公顷，几乎挤满了难民，其中尤以妇女和孩子居多。


其他地区的“矮子”


法国遣使会修士Felix Aubé写道，他们教区里各处都拥挤不堪，不管是居民区、院子还是街道等其他地方。单单一所女子中学，便容纳了五百位难民。后来据说是有一千位难民聚集在那里。当然，大量的难民也占据了其他地盘。
861



定州的Chanet神父描述了这些聚集在一起的难民：随着日军入侵，在此避难的女难民足足超过了四千人，她们都睡在地上。城里的官员和商人们也都把自己的家眷妻女送到此处。所收留的难民来自当地或周边地区。所有的建筑物里都拥挤不堪，人们只能在院子里铺上垫子睡觉。
862



利兹修道院的特拉普神父们同样收留了难民——这些难民都是来自各处的基督徒，为了寻求庇护而四处奔波。
863



中国的牧师和传道师同样收留了难民，Chanet神父讲了这样一件事：曾有五个日本兵试图向中国传道师索要其教堂里收留的女难民。
864

 有时候，几个中国牧师会一起逃到大型教区去，觉得那里会更安全，比如保定的赵精先生逃到Morelli那里。Morelli后来写信给文致和主教，称“我这里的居住区，孤儿院和村庄挤满了难民”。
865

 六安荷兰方济会神父们接纳了一万到一万两千名难民。
866

 教会几乎水泄不通。“日军在各处残酷屠杀人民，”黑尔教父说道，“因而教会周边的人都蜂拥到教区。”
867

 上海耶稣会除了饶家驹安全区外，在徐家汇也收留了成千上万的难民。
868




安全区的历史渊源


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长久以来就有收留难民的习俗，这不是没有原因的。Chanet神父写道：“日军侵华这一次，是教堂在近十年来第六次收留难民了。”
869

 文致和主教之前都有过记录。1927年，军阀混战，盗匪横行，当地治安条件极差，教会便庇护着当地的居民。
870

 这种庇护反映了牧师们的品德，那便是宁愿牺牲个人利益，也要保护他人。
871




传教士对日军的态度——以Chanet神父为例


日军侵占定州时，中国军队撤离。Chanet神父却在众人纷纷逃离时，立马组建了临时城市委员会，并为此另开了一条新的邮政线路。日本司令官对他维护整个城市的秩序提出表扬。Chanet神父也是第一次遭遇城市被占这种事情
872

 ，但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与其他人不同。他邀请日本官员吃饭，询问最新消息。他的做法给旁人传达了这样一种讯息：“日本官员是好的，他们若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只需跟他们告知一下就行了。”
873

 但日本陆军犯下了许多罪行，Chanet神父每次见到那些士兵侵犯难民时，总感觉自己有责任把这些情况向日本上级官员说明，提出抗议。
874

 他（还有上海的饶家驹神父）试图通过维持好与日本军官的关系来保护当地人民。像Chanet神父这种做法，在当时十分罕见。他在给Taguch神父写信时说道：“其实他们在接到命令前往日军军营时也是十分害怕的，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通过向日本人展现友好态度，借此来安抚好那些中国难民。”
875




传教士的逃离状况


李晓晨教授在一篇报道中提到，当时身在北京的外国领事曾劝文致和主教同其他教士一道逃离，但后者并没有照做。他们宁愿同中国难民待在一起。
876

 但这件事始终未能找到相关史料记载，因而无法证实。不过，外国大使劝本国同胞在情况危急时暂时躲避，是很可能也很正常的。大使们也意识到，传教士们根本就不愿意离开。Taguchi神父说他听到的日军关于此事的言论：“传教士都待在自己岗位上不愿走，为的是安抚难民，但那些新教传教士都离开了。”
877

 Taguchi神父着重强调道，在中国待了这么些年，他们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里，并把这里当作了第二故乡。
878




三　矮子和巨人：正定教堂惨案所带来的影响比事件本身更重要？



防止类似惨剧再次发生


11月17日，一个日本调查委员会代表从天津总部赶到正定县，包括横山司令和田口牧师，与他们一道的还有从天津赶来的法国主教维耶纳，他们组成了调查委员会。11月12日（大屠杀五周之后），几位遇难的欧洲牧师的残骸在宝塔下被人发现，那里距离教会仅仅300米远。几人经审查后，达成了临时性的决议。11月18日，日方横山司令向法国大使做出承诺，保证以后不会再制造类似惨案。
879




日军提出“保护中国境内的天主教徒”


日本军官去往教会那天，还告诉文致和不用担心什么，他们将会受到日军的保护。
880

 他们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会保护教民，但事实上却是日军残杀教民的事情时有发生，而每次法国方面都会传讯日本以示进行抗议。
881

 日本大臣对这类事件表示哀悼并谴责了军队的不法行为，并辩解说日方也一直在努力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其实驻扎在每个城市的日军军官都会收到当地修士的名字和教会的建筑物的名单。
882

 每次战争向前推进时，法国大使都会送来写着教会建筑的名单。
883

 直到10月9日，人们所担心的不过是日军是否会对教会的建筑物进行毁坏，但正定教堂惨案的发生造成了巨大冲击，让日军之前的关于保护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承诺显得苍白无力。
884

 这次惨剧中，九名欧洲传教士遇难，他们来自五个不同的国家。

11月22日，正定天主教举办了追悼会，会后横山司令在日军军官面前做了演讲。维耶纳记录道：“横山司令站在日军前讲话，他称这次惨案的发生是‘日军的耻辱’。”
885

 或许横山司令会在当时讲这番话来应付维耶纳主教。法国大使和荷兰大使都尖锐抨击了日军的谋杀行径。Lacoste先生认为，日本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就是对自身名誉的侮辱。”
886

 毫无疑问，日方对此问题也很头疼。日本和受害者所属的西方五国的关系一时降至冰点。当时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正定惨案风波期间，日本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


委员会调查期间，横山司令和田口牧师刚巧碰到保定城遭到中国军队的炸弹袭击。田口牧师认为，这次惨剧发生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企图给日本制造国际舆论上的麻烦，于是诱使日本军队内部的人杀害教士，从而破坏天主教会与日本的关系。
887

 他向Chanet和维耶纳神父建议道：“这件事按照当地内部私人问题解决，而不要牵扯到国家问题，毕竟只是死了几个传教士而已。”他说这只是他个人意愿，希望能成全。而横山司令也向两位神父乞求不要把事态扩大，因为近期各国之间的关系本来就难以处理，只要把事情在几人内部明确好就行。“这是为了大家的利益……”
888

 日方向罗马教皇发出的请罪电报并未经由法国大使，而是通过罗马天主教皇驻派在日本的代表发出的。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想把此事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被处理。Chanet神父表示，他可以接受此建议，但只能代表正定天主教会，保持一种中立态度，而无法代表顺德府、特拉普主教和涉及此事的国家这几方。
889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横山司令和田口牧师是尽可能把此事不当作一项政治事件进行处理，他们向神父的宽容体谅表达了谢意，并表示日本军方将会严肃处理好善后事宜。
890

 后来横山司令受到了政府的加爵，不知道和他对此事的处理有无关系？
891

 在这件事发生后，一切的一切都表现出日方是害怕它所引发的政治风波的。


日方作出保证：再也不犯类似错误


日方作出承诺后，又是如何履行的呢？1937年11月底，北京的一家报纸就收到消息，说日本军队已采取特别措施来保证中国境内外国传教士的安全。有意思的是，这条消息是从距离正定不远的石家庄传来的！日本人是故意做此姿态么？消息称，日军为了履行这一承诺，不得不牺牲相当一部分利益。
892

 12月底，横山司令飞回日本述职。1938年1月28日，日方所做的正式保证书传到法国大使手中。文件中，日方总结了迄今以来为保护传教士而采取的一系列合理措施。
893

 2月13日，荷兰大使也收到这样一份保证书。
894

 给法国大使的信中提到日方已在1月1日之前处理好了这件事。
895

 这么看来，他们早就已经采取行动了。难道说他们在正定惨案发生后就立即采取处理措施了？日本官方到底是什么时候就知晓了正定惨案一事呢？


日方对于正定惨案的了解


（1）正定的日本军官对于惨案的了解：日军驻正定司令官其实在第一时间就知晓了正定教堂惨案。那队日本兵开始去教会时一个女人都没带回来，后来在惨案发生后就带回了不少女人和女孩，这让人不由得将他们杀害教士的动机与此联系在一起。日本兵遭到教士拒绝，自己又觉得丢了脸面
896

 ，便蓄谋杀害欧洲教士，而不是以暴力强制带走那些女性难民。当时的陆军军官带回女子后，仍然抱怨自己“丢了脸”。
897

 之后，对于他们抢夺女子一事，正定的日本军方收到抗议信不断。
898

 10月23日，Chanet神父到达正定后给日本上将Tani Hisao写了一封信
899

 ，讲道：“每天尽管会有两三位日本官员到教会来，却丝毫没有透露被抓捕的几位欧洲教士的情况，也没说释放或寻找他们。”11月11日左右，消息传来，几位教士的遗骸已经被发现了，Chanet神父本打算问士兵这是在哪发现的，但是那时候日本兵却不再过来了。从当地日军官方的行为来看，官员明显认识到事情发展已经超乎其预料，变得无法掌控。后来的调查委员横山司令和田口牧师把这称之为一场“误会”。
900



毫无疑问的是，日本驻正定头目未能有效控制手下的行为
901

 ，这同后来在上海和南京发生惨案的原因是一样的。但是消息却被严格封锁了，外界对此知之甚少。或许我们从这里可以推断出，当地的日军高层在10月9日惨剧发生时就已经知晓了。

（2）更高一级的日军官员对此事的了解：惨案发生在10月9日，10月25日路透社报道了几位教士的失踪，此时才在世界传开。当日，日本驻北京大使森岛通夫致电日本外长广田弘毅，称法国大使要求详查正定惨案。
902

 10月29日，Lacoste也开始向日本驻天津官员施压，要求查清此案。
903

 横山当时随口敷衍道：“这件事情不用急，毕竟我们日本的声誉正处于要紧时期。”
904

 他既然这么说，难道是之前对正定惨案就有所了解？还是猜测到己方确实做了什么错事？11月2日，惨案发生三周后，日方才首次派人去教区附近调查。谁派人去的呢？是当地陆军司令官还是其他人？不得而知。这算是对于法国大使所提要求的一种正式回应吗？据身在正定的Poulieu修女所讲，调查当日，先是有一架飞机从城中低空飞过，过了不久才有日本官员带人乘车来调查。“毫无疑问，那架飞机给城中的日本当局送来了指示。”
905

 11月12日，也就是Lacoste先生向日方提出调查要求后的第15天，日方才回应道：“即将派一位上校领导当地的调查工作，但是并不允许修士跟随。”
906

 到11月15日时，日方收回了这一规定，让横山、田口两人同维耶纳主教一起调查，他们于11月17日到达案发地。11月22日，举办了追悼会，然后宣读了日本最高司令官从华北地区发来的道歉通告。
907

 Naozaburo Okabe是日军驻华北军部总司令的助手，他在12月9日的日记里写到他与日本驻中国大使森岛通夫的会晤：“……再也不会出现类似麻烦了。”
908



上面叙述的是我们了解的“外部”事件。

但在此期间，日本军部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惨案发生后，日军是否感受到要有所收敛呢？华北日军总司令是否考虑到事件的政治影响而没有告知日本总部呢？Lacoste先生在1937年11月16日的谈话中就说过，“日本人必定早都知晓整件事了，只是都没点破而已。”
909

 疑点之一便是，横山在去调查的路上碰到了来自保定的Ramakers神父，向他问及逃过一劫的第十名欧洲传教士。Ramakers神父于是十分怀疑，“横山是怎么知道有第十名未遇难的欧洲教士？”
910

 这很可能反映日本军部高层已经完全了解了整件事情。当然，日本在之后的军事行动中也可能会有所收敛，防止再出现类似的麻烦。或许想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的内部资料，只能去位于美国弗吉利亚的国家档案局中找了，那里放着许多美国从日本东京高官那里搜集到的秘密情报。
911



李晓晨教授在文章中写道：“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都不敢再杀害中国境内的外国人。一些外国传教士借此建立了难民区为他们提供庇护，拯救了大量中国人。”
912




中国境内的巨人和矮子


正定教堂惨案风波期间，饶家驹神父正与日军在上海的当局商讨建立安全区委员会，为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提供庇护（“巨人”类型的安全区）。正定惨案发生的一个月后，上海完全被日本占领。而正定惨案发生两个月后，日军攻占南京，南京安全区的外国牧师在保护难民方面遇到了极大的风险，可以说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但与正定安全区相比，南京安全区绝对称得上是“巨人”。守护安全区的教士们团结一心，英勇站出来抗击日本兵，保护女性难民。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拳头、刀、剑等等。
913

 日本兵从未杀过哪怕一个外国教士，却在几周后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一位美国官员猜测，当时仅仅几天之内，遇难的中国军民就有5万人。
914

 尽管哀鸿遍野，所有的外国教士却都完好无损。出现这种情况的唯一可能就是，日本高层官员向所有军队都下达了严格的命令。就在12月3日，南京沦陷十天前，日本田口神父记录：“相关命令已传达给‘甚至最后一个士兵’
915

 ，不允许杀害外国人。”田口自己曾说：“其实我多少还是站在我们皇军这边的立场上的。”
916

 他这句话是表明心有不甘吗？很明显，日军都履行了命令，即便在最混乱的地区，也没出现外国人伤亡的情况。安全区委员之一的Magee写下了这样一句令人吃惊的话：“我们太吃惊了……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被日本人杀掉……”
917

 正定教堂惨案成了南京教士们的保护伞吗？这表明日本人痛下决心，不让类似正定教堂惨案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吗？正定教堂惨案也蒙上了一层迷雾。就连日本史学家也没法完全揣透正定惨案与之后上海、南京所建立安全区的状况的联系。

不过从这一事件中，我们能有所启发，了解到“巨人”和“矮子”之间的关系。或许真相就是，正定教堂惨案的发生让日军有所收敛，从而不敢再加害南京的外国传教士了，最终也成就了饶家驹神父的“神圣”（日本军部总司令如此称呼
918

 ）。


四　总结


1946年，日本将军谷寿夫在南京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因其领导日军在南京犯下屠戮三十万居民的滔天罪行而被处以枪决。谷寿夫同样身为1937年正定教堂惨案的当事人与责任人
919

 ，在南京军事法庭时，他受到起诉的罪名却不是屠戮无辜居民。案件的真相直至今日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John Rabe认为，他有责任让全世界都知道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累累罪行的真相，不过他并不愿意控告那些普通的日本兵。但他坚持认为日方需要给整个侵华战争一个交代。正定惨案也属于日军的罪行之一，但日本有些势力直到今天都还不承认那些罪行。就在去年，国际社会爆料正定惨案的元凶正是日本军人，但日本人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愤慨。总之，当年的军事审判并没有完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受害者——文致和主教和其他几名殉道者已经无法为自己申辩，讲明真相了。“死者永远是错误的”，法国驻天津领事发出了如此唏嘘。
920

 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讲述这一切了，但他们的故事将会长存。所以，追溯历史的本源与真相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对那些受苦受难的中国人和这些殉道者才算有了一个交代。我们也要看到，九名殉道者的逝去，让日军在后来的侵华战争中再也不敢屠戮外国友人，为其他地方安全区的和平创造了条件，他们并没有白白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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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与会代表在城隍庙前的合影，这里面就有本文的作者文森特·赫曼斯博士、马佳·格瑞姆博士以及当年在难民区生活过的老人（陈斌拍摄）




SAFETY ZONES IN CHINA: THE GIANTS AND THE DWARFS


THE ZHENGDING MASSACRE: capita sele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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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s. Vincent Hermans and Drs.Marja G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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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China, no doubt the safety zones of Shanghai, Hankou and Nanjing were the giants in the middle of many dwarfs. In historiography these giants are also called as such and many of the dwarfs are not.Temples, monasteries and churches were in fact "mini safety zones", where Buddhists and Christians offered protection to refugees.They did the same during the Japanese raid in China.Due to their faith western missionaries could not refuse an appeal of refugees for protection and they even risked their own life to protect that of Chinese citizens.Sometimes they had to pay for that with their own life.Such an example is the protection given by the Dutch bishop Francis Schraven October 9 1937 in the city of Zhengding（near Shijiazhuang, Hebei）， where thousands of refugees were taken care of on the mission compound.


1.THE ZHENGDING MASSACRE


Reading the reports on what happened in the residence of bishop Schraven on October 9 and 10，one is impressed by the number of stealing and plundering soldiers. On October 9，various Japanese officers paid a visit to the residence and to bishop Schraven.At about 5 o'clock in the evening a group of 10 soldiers in Japanese uniforms and arm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revolvers and guns showed up at the South gate of the catholic residence of bishop Francis Schraven, requesting access.Someone warned the bishop and he sends the French fathers Bertrand and Charny to the South gate.They were detained immediately.At seven o'clock the horde entered the dining room where the community was about to start a meal.All the seven Europeans were blindfolded and hands bound together behind the back.The prisoners are taken to the South gate and the two Frenchmen had to join them.Then they all disappeared into the night.

On November 10
923

 （one month later），it turned out that all had been murdered at the foot of the pagoda, only 300 meters from the residence.
924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of the occupation were successful with regard to keeping the silence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by closing the area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It is forbidden territory.On October 24，the message about the disappearance became 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Japanese military leadership had to act because of the pressure.On November 17（5 weeks after the murder），a Japanese commission of investigation came to Zhengding, consisting of commander Yokoyama, and the Japanese priest Taguchi.They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French bishop Msgr.De Vienne of Tianjin.Within 24 hours, the commander Yokoyama acknowledged "honestly the guilt of the Japanese army" 
925

 and words were spoken about compensation.The provisional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negotiations were formulated as follows: the guilty must be punished；a monument for the dead would be built by the Japanese army；excuses were made to the French embassy and other people involved；official excused to the Pope；compensation for the damage incurred by the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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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Japanese insisted emphatically that the Japanese army should not be discre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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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ander Yokoyama spoke of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Japanese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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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gr.de Vienne and fr.Chanet,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mission in Zhengding,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this demand and with it imposed on themselves a ban on public speaking.At the local level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Japanese army for the murder was acknowledged.At the official level the Japanese army denied in the strongest terms any guilt: Chinese soldiers who stayed behind were the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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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official acknowledgement would damage the Japanese army.Mr.Morishima of the Japanese embassy informed Mr.Lacoste, secretary of the French legation, that "military circles officially could not admit that the Japanese army was responsible." 
930

 Some newspapers did not report who the perpetrators were；others copied the Japanese news that Chinese were the perpetrators.

With that the great confusion around this tragedy got a life of its own in the following history.


What is the motive of the murder?


It is striking that in the various reports about the tragedy of Zhengding there is never mention of a motive. It seems as if the knowledge about it has gone to the pyre together with the missionaries.The first talk about the motives came in the declaration which the Swedish Parson Hill of Zhengding made to the Dutch legation in Beijing on December 1,1937.Mister Li Chai, the business agent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would have told him about the refusal of women.The foreign missionary answered: “You can take whatever you want, but we will never surrender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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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ustrian brother Franz Friedrich of Zhengding wrote in 1938 that the Japanese soldiers said: “If they had given us the 200 girls for our pleasure, they would not have been bu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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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ame motive is given by a Chinese interpreter who was present at the tragedy, to Fr.Felix Olivers during his internment in Weishien in 1943.“The Japanese commander then went to the residence together with some soldiers to take away the girls and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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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the refusal, they left in great anger.According to Li Yuan, the Japanese looked for women under the pretence of weapons and did not succeed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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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ppist Denys van Leeuw: [……]“one could hear the sound of fists hammering on the writing table. The bishop did not give in.The soldiers retreated and banged the door sh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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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er on soldiers come to ask about the time of the evening meal and the number of Europeans.
936

 From these sources it appears that the demand for women and the refusal led to a heated confrontation.


Is murder because of refusal of women possible?


From documents about the deaths of other missionaries, it appears that refusal of women elsewhere did indeed also lead to murder. On April 29，1938，in Changlo（Shantun），the French Franciscan Frédéric Fourréwas killed by Japanese troupes, together with 3 religious and 5 Christians.Mr.Lacoste told us what happened.The Japanese soldiers thought that missionaries had a weapons depot.According to Mr.Lacoste, these acts of violence always had the same aim.Anti-Japanese activities were pretended, but the Japanese soldier looked everywhere for women.He knew that they could always be found as refugees in churches.Then followed the significant sentence: “most incidents have had this common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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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case of the murder of Fr.Fourréthere was clearly a refusal of women.Msgr.Haouisée of Shanghai mentioned the death of 2 Chinese priests, murdered as he protected the Christians against the impudent acts of the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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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ame happened to the Dutch Franciscan Aemilianus from Heel one year after the murder of Zhengding on October 8，1938.The confrontation with the Japanese about female refugees in his church led there also to his violent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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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ame happened in July 1942 to the Italian Vincentian priest Humbert Verdini, who together with 30 Chinese Catholics was decapitated, because he protected some girls and women of his parish against their filthy brutalities.
940

 During his internment in 1943，Felix Olivers heard from the Dutch Franciscans in Luanfu how the Japanese soldiers demanded girls for their amusement.They said: “Remember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Catholic mission of Zhengding.Or else the refusal of women can come to an end as it did in Zhengding, namely with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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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urder of Zhengding became a threat, a means of pressure used to get women.These examples showed that murder of foreigners because of refusal to hand over women was really no exception.These are only a few examples which have been discovered during the study of the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This list can undoubtedly be increased with other incidents.


Anger because of the loss of face


Several declarations about the motive for the murder in Zhengding spoke of an enormous anger which accompanies the refusal of women. The same behavior is seen at the murder of father van Heel.Parson Hill also speaks of anger.There were clearly hard goings-on because of the inflexibility of Bishop Schraven.On the day after the murder, Japanese officers billeted at the minor seminary outside the town leave for Zhengding.When they return they say: “In Zhengding we have lost face.”Obviously something dreadful has taken place, which can be seen as a disgrace for the Japanese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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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can only refer to the massacre of nine Europeans.This remark, originally not understood, i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three Europeans who stayed at the seminary, but one of them does speak about it to the Trappists who record it.Li Yuan too speaks about the loss of face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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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atement points to a public let-down which is detrimental to one's own social position.Public anger against someone else, can cause loss of face for the one who is angry as well as the one at whom the anger is directed.According to Ruth Benedict, loss of face has in the culture of Japan still another connotation, namely the moral duty which the inferior person has with respect to his sup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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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is case, the leader of the gang would also have lost face with respect to his principal.Return to the remark of Parson Hill: “Anger at the refusal of women could not have been the only motive.”Because they refused women and were still a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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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r because of the refusal combined with the loss of face made it very reasonable that on that evening there was reason for revenge by the soldiers of the Japanese army.


2.THE DWARFS BETWEEN THE REFUGEE ZONES IN CHINA


A research about all the "dwarfs" in China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was not the main aim of this study. During the study of the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 there is regularly talk of "dwarfs" in various documents.In what follows reports will be made about that.


The dwarf of Zhengding


It appeared that two weeks before the attack on Zhengding already 2 000 refugees had come to the mission property. The Daughters of Charity of Baoding had come to Zhengding with all their orphans.In his report, Gérardin wrote that the courtyards within the mission property, as large as a park, were overcrowded with refugees.The buildings of the Sisters of St.Vincent were also packed with women[……]there were thousands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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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isters themselves give differing numbers.Sr.Groeneweghe writes'more than 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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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r.Levallois mentions a number of 5 6 000 refug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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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Sr.Poulieu perhaps only mean the property of the sisters, and Sr.Levallois perhaps the total number at the residence? According to Yuan Li, there were more than 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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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rding to this author, there were 2 3 000 young girls with the sisters and later on another 3 4 000 women from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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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its official report about the murder the Japanese army says that there were 2 000 refug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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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is case, the number is minimized, while with others it is possibly maximized.The property of about 20 hectare was in any case brimful with refugees, most of them women and children.Every corner was occupied.


The dwarfs elsewhere


The French Vincentian Felix Aubéwrote that in his compound every place was more than full, residences, courtyards, streets, etc.At the[small]school for girls alone 500 persons.Later on, thousands of refugees are mentioned.Apparently, they occupied also other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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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 Chanet in Dingzhou mentions diverging numbers: at the invasion of the army more than 4 000 girls and women slept on the ground. Official persons, notables and businessmen of the city sent their wives and daughters.About 2 000 refugees arrived from nearby places.All buildings were occupied and people lived under mats in the courty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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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ppist fathers of the monastery of Liesse have also received refugees. They were Christians from almost everywhere, who came looking for shel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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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priests and catechists also received refugees, as appears from the narrative of Father Chanet to the Japanese commander, how five Japanese soldiers demanded women from the Chinese catechist who has refugees in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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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imes the Chinese priests flee together with their faithful to safer and larger residences, like Mr.Tchao Jean from Toung Tien, who flees to father Morelli.Fr.Morelli wrote to bishop Schraven: “Residence, orphanage and village are all filled with refug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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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utch Franciscan fathers in Luanfu have received 10 12 000 refug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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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hurch was packed with refugees.“Terrible murders occur.”About the murder, of father van Heel said that from all surrounding villages refugees have streamed to his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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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Jesuits in Shanghai beside the safety zone of Jacquinot mention the number of tens of thousands at the compound of Zhika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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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adition of safety zones


Reception of refugees by missionaries has for a long time been a habit in China, and not without reason. Father Chanet wrote that it was the sixth[big flow of refugees]in 1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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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shop Schraven had a long record of service.In 1927.contending armies and gangs of robbers made the region around Zhengding unsafe, and the residence of the mission always served as a place of ref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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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otection of refugees reflected their moral charactered: The principle of sacrifice of your own welfare for the sake of that of other people characterized a miss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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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titude of the missionaries towards the Japanese army: the case of father Chanet


When the Japanese army occupied the town of Dingzhou, the Chinese authority took flight. Father Chanet immediately started a temporary urban committee, with even a new mail service, when everybody ran away.The Japanese commander praised him for it.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he saw something lik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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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et was apparently a great exception.He invited officers for a meal, questioned them and got the latest news.His reaction about it to others was: “The Japanese leaders are very good, and when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ll you need to do is war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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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fantry was different.He often felt duty bound to mention the misconduct of the soldiers to their superiors, when they misbehaved towards refug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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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ike Fr.Jacquinot on Shanghai）tried to gain an advantage for the refugees from his good contacts with the Japanese officers.The example of Chanet was one of the few exceptions.In his report to Rom Fr.Taguchi wrote that missionaries rather stayed away from the Japanese army.“They feared to approach them on any occasion, if required.They were doing everything possible to comfor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y showed a kindly feeling towards the Japanese sold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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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 behaviour of missionaries


Professor Li Xiaochen reported that the foreign consulate in Peking would have asked Bishop Schraven to take flight together with his inferiors. Schraven did not do that.He preferred to stay with the refug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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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fact had never been found to be confirmed in the documents that were researched.It was indeed usual for embassies to advise their subjects to take flight in war threatening situations.Embassies were also aware that missionaries do not leave their posts.Fr.Taguchi reflected what the Japanese army ascertained as they march through China: “Missioners remained at their posts to comfort their people, while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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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onaries stayed faithfully at their posts.They had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hinese.Fr.Taguchi strikingly expresseed that when he said that they had been in China for years, had learned to love the Chinese, and considered China their second fath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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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DWARFS AND THE GIANTS: IS THE MEANING OF THE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 GREATER THAN ONLY THE EVENT ITSELF?



Prevention of recurrence of this incident


On November 17，a commission of investigation arrived in Zhengding on behalf of the Japanese headquarters in Tianjin, a commission of the Japanese commander Yokoyama, the Japanese priest Fr. Taguchi and the French Bishop of Tianjin Msgr.de Vienne.On November 12（5 weeks after the massacre），the bodily remains of the murdered Europeans were found at the foot of the Pagoda, at a distance of about 300 meters from the residence.To the provisional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negotiations as formulated on November 18 by commandant Yokoyama added the French embassy a demand, viz.the guarantee that similar incidents would be prevent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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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panese protection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China


During their visit on that fateful day, Japanese officers told Msgr. Schraven that all Catholic missions enjoyed protection.There wa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971

 In saying that they repeated what the Japanese army had repeated time and again in all kinds of ways.Nevertheless there were regularly incidents and each time France let its protests be heard in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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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Japanese minister said that those incidents were deplorable and he blamed an accident, and said that Tokyo made constant efforts to prevent this.All heads of the army of occupation received instructions as well as lists of religious and cultural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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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rench embassy sent long lists of places where the Catholic mission has buildings, each time that the war front moves else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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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October 9，this concerned only material damaged by the Japanese army, but the massacre of Zhengding was a "smashing blow" to all propaganda of the Japanese army which claimed that foreigners in China were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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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case of the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 it concerned the brutal murder of 9 Europeans from 5 different countries.

After the memorial service in the Cathedral of Zhengding November 22，commander Yokoyama addressed the Japanese officers in Zhengding. Msgr.de Vienne writes that Cmdr.Yokoyama in front of them undoubtedly would have called the death of the missionaries "a disgrace for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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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sibly commander Yokoyama used these words in speaking to Msgr.de Vienne.Both the French and Dutch embassies sharply lashed out against Japan after the murder.Mr.Lacoste called the acknowledgement of guilt by the Japanese army "a humiliation for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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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must have been badly bothered about it.The incident turned critical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ose five countries and Japan.What was the situation ther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western countries during the massacre



of Zhengding


During their journey to Zhengding, Fr. Taguchi and Yokoyama came upon a bomb mission in the town of Baoding.According to Fr.Taguchi, the cause lied with Chinese soldiers who in that way wanted to raise international questions with Japan.According to him, also the murder of Schraven was committed by Chinese and Koreans in the Japanese army, in order to sow discord between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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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Taguchi said that Fr.Chanet and Msgr.de Vienne proposed to solve the question as a private[local]internal affair, without involving nations because there was only a question of missionaries.He probably spoke about his own wish.Cmdr.Yokoyama begged not to widen the affair, particularly in these times that the relations among countries were difficult to handle and to arrange the affair among themselves, “for the wellbeing of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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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oposal of a telegram of condolence to the Pope which would be sent not via the French embassy but via the apostolic delegate in Japan.In that way, Fr.Taguchi and Cmdr.Yokoyama tried not to make of it a political question.Fr.Chanet said that he might agree with it, but he wanted to sit on the fence by saying that he could only speak on behalf of the mission of Zhengding, and not on behalf of the mission of Shuntefu, the Trappists of the family of Biscopitch and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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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is, it appeared that Fr.Taguchi and commander Yokoyama wanted to keep the ques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away from political affairs.Commander Yokoyama thanked Fr.Chanet and Msgr.de Vienne for their sympathetic attitude.The Japanese army would take care of the matter neatly as a case of 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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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at way, Yokoyama later on received a feather in the cap from the government maj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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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thing utters the fear of political consequences.


Guarantee for prevention of repetition


How did one handle the demand that such an incident would not be repeated? At the end of November 1937，the newspaper in Beijing brought the message that the Japanese army took special care and attention to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It was striking that the message was passed on in Shijiazhuang close to Zhengding! Chosen on purpose? The Japanese army did it by sacrificing a lot of strategic advantages and at the cost of quite a few supplementary strategic difficulties, so it was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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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the end of December, Yokoyama flied to Tokyo for deliberation.On January 28，1938，the formal guarantee reached the French embassy and Japan summed up what had concretely been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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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ame happened on February 13 at the Dutch emba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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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was the formal side of the case.In letters to the French embassy it mentioned what Japan had already done up to Janua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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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easures would therefore had been taken earlier.Or did Japan especially get going immediately after the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 When did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really ge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the massacre?


Knowledge by Japan about the massacre of Zhengding


a）knowledge at the local level: The Japanese army commanded in Zhengding must have been aware of the drama immediately. That was not even one women was taken after the kidnapping points in that direction.After the murder of the Europeans, the Japanese soldiers still taking women and girls, everybody then automatically made a connection with the motive for the murder.The indignation would have been great worldwide.The hatred against the Europeans because of their refusal and combined with their loss of face
987

 must have been so great that they chose murder of Europeans rather than taking women with violence and sparing the Europeans.The statement of the Japanese colonel, who the day afterthe kidnap blurted out that in Zhengding people had "lost face", also said a great 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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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the kidnap there were as many protests as possible at the local Japanese authority in Zheng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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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October 23，after arrival in Zhengding Fr.Chanet wrote a letter to the Japanese General Tani Hi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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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wrote that each day at least 2 or 3 officers have been on the property.Nothing official happened to free the prisoners or looked for them.On November 10/12，the remains were found, Chanet asked for guards of the place where they were found, but they did not come.From the behavior of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one can see that there was definitely awareness that something has gone wrong, that it has gone out of hand.The committee of investigation of colonel Yokoyama and Fr.Taguchi spoke about "mistake" and mis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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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certain that the leadership of the Japanese army did not control their subordinates
992

 ，as also happened later on in Shanghai and Nanjing.The world outside is carefully closed off and the wall of silence is erected.We may infer from the above that the local Japanese authorities had been aware from the beginning of what happened on October 9.

b）Knowledge at the higher than local level: The massacre happened on October 9. On October 25，a message appeared via Reuter about the disappearance in the world press.On October 25，Morishima at the Japanese embassy in Beijing passed on to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Mr.Koki Hirota in Japan that the French embassy has asked for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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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October 29，Mr.Lacoste in turn mentioned that he had made the request at the Japanese States Major in Tianjin.
994

 By word of mouth Yokoyama told Mr.Lacoste on that same day that "the honor of the Japanese army is at stake". 
995

 Would Yokoyama have previous knowledge in saying that, or was it an anxious suspicion that something has gone wrong? On November 2，a week later and 3，5 weeks after the murder a first investigation took place at the mission residence.Sent by whom? Local colonels or others? Was it a kind of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as a reaction to the request of the French embassy? According to Sr.Poulieu DoC of Zhengding that day a plane flew past at a low height, after which Japanese officers arrived by car.“Undoubtedly the plane brought an order from the authorities for this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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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November 12（14 days after the request for an investigation by Mr.Lacoste），the Japanese embassy made known that the States Major is on the point of sending a colonel to lead the local investigation.The States Major did not allow a missionary to go with him.
997

 That refusal was withdrawn and on November 15，Msgr.de Vienne joins the committee of investigation of the Japanese Yokoyama and Fr.Taguchi, and they arrive in Zhengding on November 17.At the memorial service in the cathedral of Zhengding on November 22，a telegram of condolence from the top general of the Japanese army in North China was rea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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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his diary on December 19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the Lieutenant General of the Japanese Army in North China, Naozaburo Okabe wrote about his meeting with Counseler Morishima of the Japanese embassy in Beijing concerning the massacre of Zhengding as follows: "……there will be no repetition of（this kind of）problem any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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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hat externally is noticed.

But what happened internally at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Will the military leadership in Zhengding not have felt duty bound to immediately after the tragedy of October 9 inform the States Major in Tianjin? And will the Sates Major on his part not have informed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in Tokyo, especially because the murder may hav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That was why Mr. Lacoste rightly wrote already in his correspondence of November 16 1937 that "The Japanese must have known long ago about it, but nothing has been said ab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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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ignal in that direction was the slip of the tongue of Yokoyama when on his way to Zhengding with his investigation team he met father Ramakers in Baoding and spoke about the tenth European who escaped the murder.Ramakers then wondered "how Yokoyama knew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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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might indicate that the military headquarters were already completely informed about the whole case.That might indicate that after the murder it would matter a great deal to Japan to prevent new incidents in the further course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Mayb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ternal Japanese correspondence can be found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S.A in College Park（Virginia）where the American Intelligence keeps its archives of secret messages to and from the Japanese leadership in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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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Li Xiao Chen wrote in her article that until the Pacific war the Japanese would not dare anymore to murder foreigners in China. By their identity and background some foreigners could establish refugee area to keep and save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refug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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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iants and dwarfs in China


During the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 of October 9, Father Jacquinot de Besange SJ was in discussions with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on the installation of a safety zone in Shanghai. There he would be able in a safety zone（a giant）to offer protection to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Chinese refugees.The conquest of Shanghai began a month after the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Two months after the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 the members of the safety committee in Nanking took the greatest risks in protecting refugees in the safety zone at the danger of themselves being murdered.Their safety zone too was a giant, compared with the one in Zhengding.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threw themselves with great heroism into the line of fire and beat raping Japanese away from the women.They incurred slaps, blows with fists and cuts from a bayonet or 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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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did any Japanese soldier in Nanjing proceed to kill a foreigner, while for weeks an enormous slaughter took place.An American officer guessed the number of victims to be about 50 000 in a few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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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dst these gruesome scenes not even a（so called）little accident with those foreigners took place.Only superior officers could have given a strict order to all the troupes.The Japanese Fr.Taguchi wrote on December 3，10 days before the conquest of the city of Nanjing that orders were given "to even the last sold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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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spare foreigners.With regard to this statement, it is important not to forget the relationship of Fr.Taguchi with the Japanese army.He said of himself: "I stand more or less within the army". 
1007

 Was this here a little more than just propaganda? Why should he? Apparently that Japanese order to each soldier was strictly adhered to even amidst the most violent scenes.In the diary of the committee member Magee was written the surprising sentence: "We are all surprised that none of us have been kill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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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the massacre of Zhengding their bulletproof vest? Did it give them some protection? Was there a proof that Japan wanted to prevent at all costs that a murder of foreigners like in Zhengding would repeat itself in Nanjing? A large fogbank hung above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the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It is a challenge for especially Japanese historians to take a new look at the placing of safety zones in Shanghai and most of all Nanjing in the light of the Zhengding massacre.

A response to this question may possibly shed new ligh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iants and the dwarfs. Maybe it turns out that the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westerners in Nanjing and to the "holiness"（as the Japanese General Matsui called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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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Fr.Jacquinot.


4.IN CONCLUSION


During the War Tribunal of Nanking in 1946，the Japanese general Tani Hisao stood trial and was condemned to death and later on shot because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slaughter of about 300 000 people in that city. General Tani Hisao wa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 in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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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was not charged for this crime by the military tribunal of Nanking.The true fact always remained wrapped in mists till today.John Rabe thought it his duty to publicize worldwide the truth about the gruesome deeds of the Japanese army in China, but he refused to accuse the Japanese people of the crimes of their soldiers.But he did pose that excuses were necessary.The massacre of Zhengding also belongs to those gruesome deeds of the Japanese army, the guilt of which in certain circles in Japan is still placed on the Chinese, even up to today. Even last year there was a reaction in Japan with indignation at the message that the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 was committed by Japanese soldiers.Accusations were uttered of falsific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of a contrived narrative.

The victims/Bishop Schraven and his companion martyrs cannot defend themselves and tell the truth.“The dead are always wrong.”the French consul in Tientsin formulated so tou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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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are no longer able to tell the truth.But their history still remains actually.That is why historical finding of the truth is important in order that the victim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are given their rights.To this must be added that the significance is brought to light which the 9 Europeans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war in China have had.


ANNEX


ABBREVIATIONS ARCHIVES:

AA. EE.SS: Segretaria di Stato Vaticano, Sezione per i rapporti con gli stati, Archivio Storico, Congregazione degli Affari Ecclesiastici Straordinari, Rom

ACGR: Archives Casa Generalizia of the Trappists, Rom

AFCP: Archives Daughters of Charity, Paris

ACMCG: Archives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Curia Generalizia, Rom ACMP: Archives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Paris

ACMPA: Archives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ovince of Austria, Graz

ACMPH: Archives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of the Dutch Province, Panningen

APF NS: Archives of the Propaganda Fide, Rom

ASFN: Archives Msgr. Schraven Foundation the Netherlands

ASV: Secret Archives of the Vatican, Rom

BZNL: Copies out of Archives Dut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ACMPH, Panningen

MAE: Archives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aris

MOF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kyo


饶家驹神父与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难民收容工作——兼论饶家驹安全区的重要历史意义

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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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法籍天主教神父、震旦大学教授饶家驹（Father 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在抗战初期的上海难民收容救助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国际友人的历史贡献。家父潘大成（潘达）是越南归侨，精通法语，30年代初进震旦大学学习，与饶家驹神父有师生之谊，协助饶神父做了许多难民工作，并按他的要求和中共地下党的安排，担任了国际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以下简称“国际一所”）的所长。因此，我为能受邀参加这个研讨会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根据手中的资料，我的论文拟就饶家驹神父创建国际救济会、饶家驹神父积极支持国际一所的工作以及饶家驹安全区的重要历史意义谈一些看法。


一　饶家驹神父是国际救济会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


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日军对上海持续狂轰滥炸并由海陆各方向对上海大举进攻，随即导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日军尚不敢侵犯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据记载，仅8月13日一天，就有“6万难民涌入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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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8月底，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国难民“达到70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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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骤然出现的汹涌难民潮，收容和救助难民工作成为大上海的当务之急，需要动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在这种形势下，上海原有的慈善、救济团体立即开展了各种救援活动。同时，许多新的收容、救济难民的组织和机构也纷纷成立，或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进行重组或改组，形成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和上海国际救济会三大难民救济体系。

上海国际救济会（International Refugee Committee）由饶家驹神父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兼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宋汉章于1937年8月13日共同发起建立，总部设在今西藏南路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各慈善机构代表人士与各国驻沪领事馆均参与其中。该会设有外方代表和中方代表，外方代表为挪威总领事、驻沪领事团团长奥尔，中方代表为屈映光。会中设有救济组、经济组和总务组，饶家驹亲自负责救济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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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会成立后，即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震旦大学校园内建立了三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6 000余人。1937年9月7日，又设立第四难民收容所和第五难民收容所，前者收容杨树浦一带的难民，后者收容大场、江湾、南翔、真如等处难民。后来，又在钱庄会馆设了第六难民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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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秋，眼看中国军队即将撤离上海，饶家驹神父预见到难民问题将更趋严峻，遂提出在租界外的南市设立保护难民的安全区和难民收容所的设想，并为此四处奔走。饶家驹神父作为互相视为敌人的中日双方的调停人，以多重临时身份分别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商定了一些非正式的“协议”，同意在南市设立一个供非战斗人员居住的区域，在战争时期保持该区域的非军事化。由于各方在该区域性质和主权等问题上争执不下，饶家驹便以高超的斡旋技巧提出了一个使用自己名字的特定名称“饶家驹区”（La Zone Jacquinot，也称“饶家驹安全区”），获得了各方的认可。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安全区的建议，日军当局也表示同意。
1017

 于是，由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市政府和日军当局三方于1937年11月5日达成协议，确定成立由饶家驹神父为主席的机构，负责主持此事，并宣布从1937年11月9日中午12时开始实行。就这样，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饶家驹区在中国上海诞生了，其历史意义后面再做详细的阐述。

此后，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市救济会和上海国际救济会各自在南市“饶家驹区”内设立了难民收容所，各同乡会也设立了众多难民收容所。国际救济会的难民收容所最初设在侯家路某宅院内。1937年11月8日，就有五千难民进入南市各难民收容所。南市难民区的设立，解决了租界内地域狭小，无法容纳大量难民这一问题，使上海的难民收容工作向前迈了一大步。至11月中旬，南市“已安置难民十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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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专家估计，南市安全区即“饶家驹区”总共收容了约三十万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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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生前曾讲过许多关于饶家驹神父积极组织救助难民的事，可惜我并没有做详细记录。根据家父留下的一些零碎材料和此次为写论文而翻阅的资料，我觉得饶家驹神父做难民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事必躬亲，总是到第一线去亲自落实各项工作，不放过每一个细节，而且反复检查。二是善于周旋，在极端对立的各方之间耐心细致地劝说和解释，往往能导致“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结局，在最后一分钟使各方达成妥协。三是富有远见，在“八·一三”之前就已考虑难民问题并开始筹组国际救济会，在1937秋中国军队离沪前便商讨建立南市安全区，总能在事态恶化前先行一步。

综上所述，可以做出这样的评价：饶家驹神父是上海国际救济会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并以国际救济会作为基点，组织和推动了大上海的难民收容救助工作，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饶家驹神父与国际一所的难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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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饶家驹神父与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国际一所于1937年8月15日在震旦大学操场设立，由法租界公董局华洋义赈会拨款，国际救济会设办和管理，是“八·一三”以后上海租界内建立的第一个难民收容所，从此迈出了上海难民收容救助工作的第一步。万事开头难，饶家驹神父对国际一所格外重视，亲自担任该所主任，上海著名大律师陈志皋任副主任，中共地下党党员黄定慧女士出任总干事，同是中共地下党党员的家父潘达为副总干事，后又担任过所长。此后，国际二所和三所也在震旦大学操场建立。

从8月15日开始，由饶家驹神父亲自指挥，国际一所及其他所的领导人和员工人人动手，已经到达的难民也踊跃参加，在震旦大学操场陆续搭起八个大竹棚，每棚宽约9米、长约40米，可住400人左右。同时，大家还搭建了总部办公室、所办公室、储藏室、医务室和病房。据家父回忆，饶家驹神父虽是独臂，却也在现场来回巡视，不时动手相助。此后几天，从闸北、虹口等处过来的难民陆续抵达。进入10月，难民潮达到高峰，仅10月18日这一天，国际救济会就从闸北援救难民1.2万余人，其中一半以上安置于震旦大学内的国际一所、二所和三所。

家父回忆，国际一所内设如下机构：教导组，负责宣传、教育和扫盲；收容组，负责收容、遣送和统计人数，每天向国际救济会送报表，由该会按人数发给口粮和生活用煤，组织生产自救等；卫生组，负责保健，保管和发放棉衣等生活用品，还设有10多张病床的小医院，由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的修女管理，每天由广慈医院派医生、护士四五人来所义诊发药，病情严重者送广慈医院治疗；给养组，负责粮煤等给养领取、使用和保管；警卫组，负责安全保卫、调解纠纷。工作人员共五六十人，多为进步青年和救国会成员。家父提到，建所之初，饶家驹神父几乎天天来所与大家商讨收容救助工作，及时帮助并解决困难，还去看望难民，向难民问寒问暖。由于一所员工和难民懂法语的人很少，家父总是陪他巡视，担任翻译。进入10月后，因为饶家驹神父忙于商谈建立南市安全区事务，来一所的次数少了，但不来所时仍通过电话了解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家父向他汇报情况，因为直接用法语谈话节约时间。

国际一所和其他难民所十分重视难民教育工作。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担任国际救济会教育组负责人，教育界、文化界、慈善界名流刘湛恩、陈选善、赵朴初、姚惠泉、何清儒、韦捧丹（韦悫）、陈望道、陆高谊等也积极支持、参与难民教育工作。据家父等亲历者回忆，难民教育分三个层次进行：儿童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在儿童教育方面，由于各难民收容所没有教室和桌椅，也缺少经费，陈鹤琴便以自己的声望募集经费，借附近小学教室上课，使儿童得以在较好的环境里学习。在成人教育方面，陈鹤琴组织难民积极参加职业训练，方式包括课堂指导、讲课、体育锻炼、看电影和讲故事，尤其注重自身能力和卫生习惯的培养；很多难民所还成立了男、女班，免费放映与教育和卫生相关的电影。在职业教育方面，不少收容所组织妇女刺绣，生产工艺品，并组织青壮年参与制造和推销工作，还有难民所办起了玩具工厂和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技工和专业人员。饶家驹神父对国际一所和其他所的难民教育工作大力支持、积极参与，陈鹤琴则一直亲自主持和指导上述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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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地下党的难民工作委员会在上海难民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国际一所特别突出。“八·一三”前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刘少文便通过黄定慧和陈志皋律师与饶家驹神父建立了联系，直接协助饶建立国际一所。中共难民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周克、黄浩等也高度重视这第一个难民所的建立，直接给予指导和支持。因此，中共党员在国际一所中的力量最为强大。除黄定慧和家父潘达两位所领导外，教导组组长蔡磊，收容组组长沈涛，骨干魏瑞英、吴永清、沈昭明等均为中共党员。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交涉保释政治犯的同时，就考虑到有些同志出狱后会无家可归，可将他们暂时安置在难民收容所内，国际一所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八·一三”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将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漕河泾监狱、提篮桥监狱中保释出来的中共老党员30余人秘密安排到国际一所和慈联会下属的难民收容所内医治疾病，等待分配工作。这批同志中有陈烈源（陈东华）、陈一诚、曹荻秋、芩闻、潘明、沈涛、徐克强、陈阿毛等人，后来不少人从难民所去了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共和新四军的领导骨干，有的还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据家父回忆，经他直接组织，国际一所安排50多名青壮年到浦东参加抗日游击队，先后输送三批约200人参加新四军，还推荐若干进步青年去了延安。家父认为，饶家驹神父是察觉到中共在国际一所内的活动的，但只要有利于难民工作，他都不反对，有时还给予支持。如家父用“遣送回乡”名义安排难民去苏南加入新四军，就获得了饶家驹的支持，还向每人发给路费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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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1985年，曾参加1937—1939年上海难民救助工作的部分同志合影。右二为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克，左一为曾任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所长的潘大成（潘达）（潘光先生提供）




三　饶家驹安全区的重要历史意义


饶家驹安全区的重要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使30余万中国平民免遭战火的杀戮和伤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上海曾为3万犹太难民提供了避难所，仅虹口就接纳了2万犹太难民，他们的后代现居住在世界各地，始终不忘中国人民的救助之恩。相比这一事例，饶家驹安全区则使30余万中国平民免遭战火的杀戮和伤害，是来沪避难犹太人的十倍以上。这30多万人的后代大概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他们生活在上海和世界各地，也会永远铭记“饶家驹安全区”的救命之恩。可见，饶家驹安全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意义是怎样高度评价也不过分的。本次会议的许多论文均已谈及这一点，这里就不重复了。


（二）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输送了大批有生力量


从1937年秋冬之交开始，上海各收容所，特别是饶家驹安全区中的青壮年难民便开始走出上海，奔向全国各地，参加由国民党或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由于中共地下党在难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上海周围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主要在共产党和新四军领导之下，因此大批难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

据青年学者翟彦统计，1938年至1941年，中共地下党在难民收容所中发展中共党员390余人，三次向皖南新四军军部输送青年干部1 200余名，其中党员80人，向上海郊区、苏南、苏北、苏中等地输送2 000多人，其中党员骨干50多人，有力地支持了这些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上海工厂陆续复工以后，中共地下党又从收容所中选出50名党员干部，派到各厂开展工人运动。对此，党中央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1021

 后来，在全国各条战线上有几千同志都和当年难民收容所血肉相连。许多亲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同志回顾自己的成长时，都深有感触地说：“当年开办的难童学校及难民收容所，为新四军送去了很多人，可称得上是新四军的摇篮。”他们认为，经过难民收容所的艰苦生活、紧张工作、政治学习和组织锻炼，他们能够完全适应以后的艰苦革命斗争，难民收容所是自己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打基础”阶段。从难民收容所走出来的青少年，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共和新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曹荻秋，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陈国栋，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刘述周和杨堤，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的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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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国际上为战时保护平民创立了具有典范意义的模式


饶家驹安全区开创了这样一种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而且也要保护战区的平民。德国人约翰·拉贝所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在成立之初，正是通过饶家驹神父与日方进行联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此后，在抗战期间的武汉、杭州、广州、福州等地，饶家驹安全区的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复制，特别是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饶家驹神父亲自领导了汉口难民区的创建，再次救助了4万中国难民。

1937年11月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卡拉姆（L.P.Calame）多次参观南市难民区。经他提议，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主要动因就是上海饶家驹安全区的成功实践。1948年，第17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草案》。1949年，63国代表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公约及附件，包括四个公约，第四公约就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其中第15条规定：“任何冲突之一方，得直接或通过一中立国或人道主义组织，向其敌方建议在作战区域内设立中立化地带，保护……平民。”“附件一”是《关于医院及安全地带与处所协定草案》，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南市难民区的影子，其评注作了更具体的介绍：“第15条是一定数量的实际经验积累的结果……1937年中日战争期间，一个中立区也在上海建立起来……它被称为饶家驹区，是为了纪念成立这个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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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签订，以补充和澄清1949年的文件。在第一附加议定书的第四部“平民居民”第一编“防止敌对行动影响的一般保护”第五章“受特殊保护的地方和地带”评注的注释中，再次提及饶家驹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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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公约中提到人名是非常罕见的，但饶家驹区却出现了两次，可见其确实在国际社会为战时保护平民所做的不懈努力中具有开拓性作用。


四　结论


饶家驹神父是上海国际救济会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并亲自参与建立了国际一所，迈出了上海难民收容救助工作的第一步。他以国际救济会作为基点，组织和推动了大上海的难民收容救助工作。他首创的饶家驹区保护了30余万中国平民，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输送了大批有生力量，在国际上为战时保护平民创立了具有典范效应的模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上海、南京到同归柏林——饶家驹的若干历史及其与拉贝的比较

姜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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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饶家驹是南京安全区的先行者，没有上海的饶家驹就没有南京的安全区


当故事片电影《南京！南京！》于2009年上映时，很多人质疑，中国导演陆川刻意贬低了拉贝的作用。对此，导演陆川的公开回应之一是，据一些专家的介绍，南京安全区的创立并不是拉贝的主意，也不是马吉或魏特琳等外国人的主意，而是当时担任金陵大学董事长的中国人杭立武的建议。这是我们中国人“自救”的结果，这份功劳不能算在外国人的身上。

这一说法在当时也曾拥有一定的影响。

然而，当饶家驹的历史经历了与拉贝一样的长达六十多年的埋没，被重新揭示并带入人们视野之后，今天看来真相已经十分清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曾经保护了25万中国难民的南京安全区及其国际委员会，并不是哪个身处南京的中国人或外国人的首创，而是仿照一位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所创立的安全区模式建立的。

这一点倒并非《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难民》一书的作者、美国学者阮玛霞女士（Marcia.R.Ritaino），为了抬高饶家驹的历史地位而新近创造发明的说法。其实当年约翰·拉贝在自己的日记中也并未自吹自擂，而是如实地记述了南京安全区与上海饶家驹神父的关系。

引述拉贝日记的原文（文中将饶家驹音译为“雅坎诺”）：

（1937年）12月2日，法国神父雅坎诺（上海南市难民区）给我们转来了日本当局的电报。下面是译文：

1937年12月1日电致南京大使馆（南京美国大使馆）：

根据您11月30日来电，给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答复如下：

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

若中国军队对平民及（或）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签名：雅坎诺（上海）

高斯（美国大使馆官员）

同日，我随即通过美国大使馆发去了下面的回电：

我们恳请您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下列意见转发给雅坎诺神父：

衷心感谢您的帮助。日本政府承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它将尊重安全区区域，对此，委员会表示认可和感谢。中国当局完全同意严格执行我们原来的建议。因此，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安全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并通知您，难民已经开始迁入安全区。委员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在进行适当的检查之后，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安全区业已开放。

委员会恳请您，以最友善的方式再次与日本当局取得联系，促使对方注意：如果对方直接给委员会一个带有保证性的通知，将会大大减少陷于困境中的居民的忧虑。我们诚恳地希望不久便能收到日本政府相应的通知。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同日，晚上6时，在英国俱乐部举行的例会上，新闻界得到了下面的简报：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特此公布，今天早上收到了雅坎诺神父从上海发来的电报。据该电报称，日本当局已声明：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当局将努力尊重安全区区域。

……

实际上，上海的饶家驹区（既南市难民区）是1937年10月8日成立的，而南京安全区成立的日子则要晚了十几天。

因此，当最先发现马吉电影且与张纯如共同寻找并公布拉贝日记的邵子平先生，第一次听说已经有人出书揭示了饶家驹历史的时候，曾激动地在电邮中写道：“上海的饶家驹神父很重要，他是南京安全区的先行者！”

并不只是邵子平先生，其实几乎所有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专家学者，都知道有饶家驹这个人，都知道上海的饶家驹在建立南京安全区初期所发挥的作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老副馆长、八十多岁的段月萍老师在得知饶家驹的最新消息后，曾铿锵有力地对笔者说：“上海的饶神父我当然知道，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南京的安全区！”

然而，尽管南京的很多学者都知道有饶家驹这个人，但对此人更多的情况却一无所知，人们对饶家驹的了解，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依靠1996年发现的《拉贝日记》中的少量记载。

至少在短短一年半以前，多数的上海学者还对饶家驹一无所知，而且还一再有人问过我，说这个人保护了多少犹太难民？然而今天，能够有官方与学界的近百人相聚在上海师范大学，共同研讨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的历史，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二　饶家驹安全区的名称


需要指出的是，饶家驹安全区的正式名称，也是需要进行一番推敲的。

就1937年中国首都南京而言，成立的“国际安全区”其实只是英文中的叫法，它在中文文献中的正式称呼是“南京难民区”，其中并不含有“安全”的字样，这一点可以在许多中文史料中找到证据。

而目前之所以南京安全区及由拉贝所领导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名称更为流行，知名度更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90年代，这批史料从西方回流到中国，因此南京安全区的说法也就渐渐约定俗成。

拉贝离开南京之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受日本方面迫使，于1938年2月18日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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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拉贝把主席的职位让给了美国牧师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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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此后逐渐失去了其原有功能，特别是在保护难民生命安全方面，而其成为单纯的救济机构，在理论上一直存在到1940年才宣布解散。

上海饶家驹安全区则是另一种情况。

实际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版本的正式文件将其称为“饶家驹安全区”。

它的标准称呼，在英文文件中是“饶家驹区”（Jacquinot Zone），而在中文文件中则是“南市难民区”。偶尔在中文材料中也能看到称为“饶神父地带”的习惯叫法，但多数时候还是“南市难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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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个地带作为一种首创的模式，还没有先例，难以界定其具体性质，因此就以饶家驹个人的名字命名，这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

当时中日双方都不愿与对方直接谈判，而宁愿选择饶家驹这样一个中间人作为沟通的媒介。此外，中方也一直担心此举可能导致法租界趁势进一步扩张，导致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后果，为此还曾特地在媒体上公开宣布，此举绝不能意味着损害中国之领土主权。饶家驹这样一个人物的出现，巧妙地解决了中日双方以及法租界三方的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方案。

英文的“饶家驹区”（中文名“南市难民区”）的存在，一直持续到1940年，饶家驹离开上海返回法国方才解散，这期间并没有变更过名字。

后来“饶家驹区”成为1949年修订后《日内瓦第四公约》的样板，成为为保护战时平民而设立的“中立区”的第一个成功范例，注意这里的正式称呼也并非叫作“安全区”或“难民区”，而是叫作“中立区”。“中立区”才是旨在“战时平民保护”的国际人道法，既《日内瓦第四公约》中的标准称呼。

个人认为，无论是1937年的上海还是南京，中文“难民区”的称呼更多的是强调其人道救助方面的意义，而与英文中的称呼“安全区”并不完全一致。这是与当年复杂的时代背景有关的。在今天看来，“安全区”的叫法除了人道援助之外，尚含有提供一定人身安全保障的含义，表达反而更加贴切一些。

因此，在美国学者阮玛霞女士所著的《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难民》一书的标题中，尽管将其称为“饶家驹安全区（The Jacquinot Safe Zone）”并不准确，但倘若流传开来倒也无妨。只是在正式的学术文章中，才有必要强调其“饶家驹区”这样一个正式名称，尽管用中文读起来并不很顺口。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人生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任何历史事件都一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至于当今世界冲突热点地区中那些同时带有安全保障及人道救助含义的“难民区”、“难民营”等，是否与《日内瓦第四公约》中的“中立区”完全符合、百分之百的一致，则应由国际法专家来对此做一梳理。


三　上海的饶家驹区与南京安全区的比较


1937年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期间，由德国人约翰·拉贝所领导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25万中国难民，为他们提供了暂时可供容身的栖息之所，这使得那个黑暗的时期仿佛也有了一点烛光，从而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漆黑一片，同时今天的人们再研究那段历史的时候也拥有一些看得见的依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年初在访问德国时，曾在演讲中公开说道：“中国人民纪念拉贝，是因为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

尽管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也曾闯入南京安全区，累计抓走了一万余名男女难民，但与受到保护的25万难民相比，国际人道救助的成效是明显的，不能因此就贬低甚至故意摸黑其成就。就此而言，拉贝以及马吉、魏特琳、贝德士等20多位西方战友，功不可没，足以载入史册。尽管人道救助的光辉远不足以抹平那场人道灾难造成的创伤，但刻意贬低这些已经尽力施救的国际友人，无论如何，于情于理都是不公正的。

实际上，上海的饶家驹区内虽未发生日军闯入杀人的情况，但也并非完全的平安。日军也常常闯进去抓人，有时是抓青壮年劳动力，有时也会进去找一些妇女，说是去帮助日军“洗衣服”。“洗衣服”的说法在当时和现在的人们大多可以心领神会，只是饶家驹本人对日军的举止不予置评罢了，对此他曾表示自己与日军有过口头协议。这或许与饶家驹性格圆滑的一面有关，但在客观上也的确有利于维持他和日本人之间的互信，并继续进行救济。

相比而言，南京的拉贝显然与日军谈不上什么交情，他不像饶家驹那样在日租界工作了将近20年，与各界日本人保持着良好的私交；同时，拉贝及其20几个留守南京的西方朋友对中国军民的明显偏袒，也使得他们难以取得日本方面的信任。德国大使馆留守南京的人员、犹太外交官罗森博士，因对日方态度强硬而受到日方的不满，后来还曾险些遭到日本方面的毒杀，只是由于他的同事沙尔芬贝格误食了原本递给罗森的食品并中毒身亡，罗森才躲过一劫。

难民的数字也是一个可以在上海与南京之间进行对比的问题。

有日本人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白发三千丈”的民族，意即中国人的数字大多是不准确的，甚至靠想象夸张。而关于南京安全区内的难民人数问题，25万这个数字是有依据的。约翰·拉贝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委员会的西方人说，现在我们安全区的难民数量已经有25万了。”这个数字后来由日本方面大体得到证实：在实行“安民”政策之后，日方及其傀儡政权曾对南京安全区内的难民逐一登记并颁发“良民证”，在老人和小孩儿不算在内的情况下，日方得出的数字是16万。考虑到老人和小孩在战后存留的庞大数量，以及难民人数在峰值时间段的差异，因此最高峰时难民人口超过20万、达到25万是完全合理的。要知道，这是在一个面积仅3.8平房公里的范围内实现的，而且是在一座被铁桶般包围起来的“死城”当中，缺衣少食、寒冷的冬天又缺少燃料的情况下得以实现的，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而在上海则有另外一种情况。

拉贝本人也曾对此作过一个对比，详见《拉贝日记》1937年12月6日：

我和现在位在我旁边的“军官道德修养协会”的黄上校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黄坚决不赞成设立安全区。他认为这样一个区会瓦解南京部队的士气。

我们还谈到了军事人员和军事指挥所何时离开安全区的问题，他认为要到最后一刻，也就是南京街道爆发巷战时，再撤出来，一分钟也不能提前，在南市就是这样的。尽管如此，雅坎诺神父仍然设立了安全区，并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黄先生忘了一点，南市随时都可以从毗邻的外国租界得到食品和其他必需品。而我们在南京，要想准备得充分，就必须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在安全区内备好米面、盐、燃料、药品、炊具和其他我也说不清楚的东西，等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就什么也筹集不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和外界断了联系。……在一个半小时的交谈中我力图改变黄先生的想法，但是没有结果，他是中国人，对他来讲，几十万同胞算得了什么，他们贫穷，没有任何用处，只有去死！

关于饶家驹区保护难民的数量有多种说法，大多在20万以上，也有说30万的，但后一数字显然并非指的是上海沦陷前后的数字，而是指直到1940年6月饶家驹离开上海后解散，这两年半时间累积所收容的难民数字，其中有一部分应该是在淞沪会战结束后，从南京、苏北等地方陆续流离失所、流落到上海的难民。

单就淞沪会战后饶家驹区收容难民的数字而言，1938年3月9日，蒋介石给饶家驹写过一封感谢信，其中提到的数字是“20余万”。这个数字相对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与南京安全区大的难民数量也大体相当。

然而，饶家驹区的界限范围是国民路（今人民路）与方浜路之间，从地图来看，这块地界的面积应不超过1平方公里。从南京安全区不足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收容25万难民的艰难情况来看，在上海不足1平方公里的南市难民区范围内，真的能容得下20多万难民？难道是南市难民区当时的人口密度要相当于南京安全区的四倍甚至更多吗？不是的。

对此，无论是阮玛霞的《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一书，还是当年的老报纸都给出了一个答案：与被围困起来的南京不同，上海的难民区人口是流动的。为此，上海的同乡会，特别是宁波同乡会和苏北的一些同乡会发挥了巨大作用。

他们充分利用黄浦江在夜里仍能通航的条件，组织同乡难民陆续乘船返回家乡，疏散了难民区内的人口。据《南市区志》记载，南市难民区的难民数量为10万人，这或许是在其设计之初媒体所报道的预计容量，也可能是其难民峰值数量，其具体来源不得而知。不过倘若这样估算南市难民区在同一时期难民数量的最大峰值大约是10万，那么前后总计收容过的难民数量则在20万以上，直到1940年解散时为止，累积收容过的难民总数可能有30万左右。笔者认为，这样的估算是比较符合常理的。

当然，具体的数字情况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尽管不可能、也没必要得出一个十分准确的数字，但估算饶家驹区难民的大致峰值人口，至少精确到以5万为单位，还是有必要的。而且，这个峰值的数字，是否也包括了（如王晓梅等）原住老居民，其比例大约有多高，和南京的情况一样，也是一个需要留意的问题。为此仍需继续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可以说，激烈战争情况下的上海，黄浦江在夜里仍可自由通航，上海这种情况是非常特殊的。这既与租界的影响有关，也与弱小的中国海军无力对日军军舰发起有效的反击有关。就此而言，被围困的南京就如同一座死城，即使像罗森这样的德国外交官，仍然困守在长江江面的轮船上，若得不到日军的允许就不能进入南京城。应该说，南京的这种情况和许多其他战场的情况类似，南京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战争情况下仍能保持一定人流物流的上海，反倒是个极其特殊的例子，而这一点，也正是饶家驹区得以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

当然，在上海之外的地界则并没有这种幸运。饶家驹曾去过一趟上海之外的松江（疑为佘山天主教堂），回来之后对朋友说：“一路上我几乎没有见到过活着的中国人。”也曾有西方人到过战后的沪宁一带，并感慨说：“看过这里的景象后，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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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与南京最重要的不同还是在于租界。

与南京当时仅仅留下了20多位西方人不同，1937年的上海两租界（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内生活着大约20万西方人。这中间既有各列强的代表和国际资本家，也有发达的国际媒体，以及万国商团这样的军事武装，而饶家驹本人就曾担任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与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留在租界内的20万西方人及发达的国际媒体乃至外国军事武装，就可以形成一股平衡日本军队的力量，使得在中国军队战败并退出战场之后，仍有一股力量可以对日军实行一定程度内有效的监督。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南京则是完全不存在的。

此外，饶家驹区（南市难民区）紧靠法租界，区内的任何一点距离法租界的直线距离都不超过500米，日军的任何暴行都可能被法租界内的国际媒体观察到，这也是日军有所收敛，南市难民区并未发生大规模人道灾难的制约因素之一。

除了有效监督外，租界还对饶家驹区内的食品保障和水源供应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使得即使在上海华界被战火摧毁成一片焦土的情况下，租界仍能有条件向租界内外数十万难民提供最基本的维持生存的食品供应。而这些有利的条件在南京却都是不存在的。

另外需要一提的是，同一时期在租界内的难民数量，据当时的报纸估计，两租界内最多时应有70万左右。这样，赵朴初先生在租界内主持救济过的难民人数达50万以上的说法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当然，在租界内实施的人道救助，并不涉及安全区所能提供的“人身安全”方面的保障，与今日研讨会的主题“平民保护”尚有一定区别。实际上，租界内的人道救助是建立在租界这个更大的“中立区”所能提供的安全保障的基础上的。尽管租界在近代历史上是帝国主义于殖民主义入侵的产物，这一点无论东西方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但租界的存在在客观上有时也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现代科技的引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在战乱情况下租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恐怕是租界当局自身也不曾预料到的。

关于饶家驹在上海与拉贝在南京的情况对比，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既两人所打出的旗帜不同。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尽管饶家驹本人的职业身份是神职人员，但饶家驹1937年在上海时的人道救助，主要是打着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的名义进行的，饶家驹区到处可见红十字会的标志。这一点与拉贝在1937年的南京不同，尽管他有时也与美国牧师马吉一起带上红十字的袖标，但实际上他却主要打着纳粹“万字旗”来阻止日军施暴，实施救助。毕竟当时的纳粹德国，还能够让日本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尊重。


四　同归柏林，饶家驹与拉贝的人生交集及其历史地位的相似性


拉贝是在1938年2月23日乘坐英国炮艇“蜜蜂号”离开南京的，并且还秘密带走了一名中国飞行员——机长汪先生。在离开南京之前，拉贝得到了人们的欢送，主要那些是曾经共同战斗的西方朋友们。至于中国难民欢呼般的热烈欢送，那只是2009年版的电影《拉贝日记》中所虚构的，年轻的德国导演试图以这种方式对拉贝进行一些精神补偿，虽属好意，但在历史上并未真实发生过。

2月25日下午2点，“蜜蜂号”抵达上海的码头，身心疲惫的拉贝在此与妻子汇合，并像“树与树皮之间的一条蠕虫”一般，“舒适而温暖地”休息了三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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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6日，拉贝与妻子乘船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回国。在香港期间，他得到了机长汪先生一家的盛情感谢和款待，此后于4月15日回到西门子公司总部所在地，德国首都柏林。

在拉贝逗留上海的三个星期内，饶家驹于3月8日前往香港，拜访香港总督，并为饶家驹区内的中国难民募捐。随后饶家驹又被蒋介石派专机请到汉口，除专门宴请并对他表示感谢外，蒋介石还亲笔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此后饶家驹携带此信远赴美国募捐并收获颇丰。

在2月25日拉贝抵达上海直至3月8日饶家驹去香港之前，总共有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拉贝与饶家驹是同时在上海的。但是目前为止却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实他们两人曾在上海见过面。

对拉贝来说，或许身心疲惫的他总算可以“舒适而温暖地”休息一下了，以至于他连日记都停止了书写；而对饶家驹来说，虽然战争的危险已经过去，但他还要为海外募捐而筹划忙碌。

另一方面，对于上海发达的媒体而言，饶家驹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而拉贝的知名度，至少在当时上海媒体的知名度还远不如饶家驹。因此无论是英文的《字林西报》还是法文的《上海每日新闻》，甚至中文的《申报》，对拉贝在上海都没进行过什么报道，只是上海出版的德文报纸对拉贝有一些报道，却也并未提及他是否与饶家驹见过面。

或许是他们两人鉴于共同工作的经历和战斗友谊，的确曾在上海见过面，但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或许是拉贝与饶家驹这两个人自己也从未想过，他们在后世的历史地位将是如何相似，所以也并未意识到，他们在上海见上一面究竟有何必要。

回到德国之后的拉贝四处作报告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直接向希特勒写报告，希望元首能出面制止日军的暴行，不料他却遭到盖世太保的拘捕和审查，并被勒令保持沉默。此后的拉贝一直作为西门子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默默无闻地继续工作，直到1950年1月5日病逝。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二战欧洲战场正式爆发。1940年5月，德国经过西部战线的沉默之后，开始进攻法国，一路势如破竹。6月13日，巴黎沦陷。6月22日，法国维希政府签署投降协议，戴高乐将军连夜出逃至英国，组织流亡政府继续抵抗。

就在这期间，饶家驹于6月16日离开生活了二十八年的上海，启程返回法国。尽管有档案材料显示，教会内部对他的不信任是他被召回欧洲的主因，但饶家驹却对媒体表示，他的祖国正在遭受着战争，他希望回去帮助自己的同胞。当他上船的时候，巴黎已经沦陷；而当他再次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法国早已经投降。饶家驹关于成立“巴黎安全区”的设想，压根没有机会实践。

然而世事无常，短短五年之后，纳粹德国战败投降，饶家驹被罗马教廷派往德国，去救济过去的敌国——德国的难民。

目前为止，关于饶家驹在柏林从事人道救济的记录不见于任何德国媒体，但在耶稣会士的记录及教会的材料中确有少量记载。可以明确的一点是，饶家驹1937年在上海时的人道救助，是打着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的名义进行的，饶家驹区到处可见红十字会的标志（这一点与拉贝在1937年的南京主要以打着纳粹“卐字旗”的形式实施救助不同）。但在战后柏林的人道救助中，饶家驹是作为梵蒂冈的特派代表前去的，主要是以神职人员的形象出现。在战后德国，除了一片焦土上的人们之外，尚有1 600万德意志人，被从东欧的土地上驱赶向德国西部。他们的惨状固然是对于发动战争的惩罚，但同样也是人道主义灾难。（相对而言，因广岛、长崎两次原子弹而很快投降的日本，所遭受的战争破坏，远不能与千疮百孔的德国本土相比。）

尽管饶家驹在德国从事救济时的主要身份是教会人士，但其法国身份仍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而饶家驹前往德国救济难民及“被驱赶者”，是在1964年德法签署爱丽舍条约、实现民族和解的十八年之前。1946年9月10日，身患白血病的饶家驹病逝于西柏林Reinickendorf区的法国占领军医院，享年六十八岁。

而拉贝本人则是两年多之后的1950年1月5日，病逝于西柏林英国占领区的，还差好几个月才到六十八岁。在此之前的几年，拉贝自身早已沦为与难民相差无几、一贫如洗的穷人，全家饿死似乎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现实威胁。南京市民给他捐款的2 000美元使得拉贝一家人度过了战后最艰难的岁月。对此，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夫人总是很激动。

尽管国民政府曾经找到了柏林的拉贝一家人，希望他出席东京审判作证，并对拉贝一家提供了食品救济；尽管饶家驹在战后柏林的日子，与中国官方颇有来往，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相当于战时的大使）还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饶家驹的葬礼并敬献花篮，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拉贝在柏林是否曾见到过当时身为梵蒂冈代表团团长的饶家驹，或身处窘境的拉贝向这位昔日的战友求助的情况。这或许与战后第一年柏林窘迫的状况和闭塞的新闻媒体有关。

总之，饶家驹在战后柏林实行救济的情况，以及饶家驹与拉贝这俩人在柏林是否存在过历史交集，是一个有趣的历史话题。或许这为文学家或电影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而对历史学家来说，则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故事。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从1946年9月饶家驹去世到1947年2月南京市市长沈怡获悉拉贝的窘状，这期间有半年左右的时差，但拉贝在1946年6月获得非纳粹证书时是否就已经与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有过接触？这方面的史料尚有待进一步探索。

2013年9月10日，是饶家驹逝世67周年的日子，以“饶家驹—拉贝友好协会”的名义从上海捐献的玉片，镶嵌在柏林新近发现的饶家驹墓地旁边、由德国柏林Reinickendorf区政府捐献的花岗岩纪念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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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更换了新标牌的饶家驹墓碑（姜玉春先生提供）



三个月后的12月12日，在南京大屠杀76周年纪念日前夕，由南京市政府出资、重新修葺一新的拉贝墓地，也在德国柏林西区修缮落成。

人们可以这样说，在德国首都柏林，长眠着两位中国人民患难之交的国际友人，一位南京好人约翰·拉贝，另一位是来自上海的法兰西神父——“仁者爱人”的饶家驹。

去柏林旅游的国人，倘若有时间的话，不妨去这两个地方看看。


饶家驹战时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与日内瓦第四公约

李玉铭
1031




一　由概念到现实：饶家驹安全区的形成


在战争中保护平民的理念，产生于二战前。1929年，法国外科医生乔治·圣保罗（Georges Saint-Paul，1870—1937）提议在战时为平民和生病、受伤的士兵设立安全区，并于1931年在巴黎创建了“日内瓦地方协会”。该组织受到法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并将其设立安全区的理念提交到国际联盟来表决。国联协商的结果是，大多数国家认为这不切实际，必定不会被战时任何一方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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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后，战时安全区理念一直未能见诸实施
1033

 ，直到1937年11月上海南市地区饶家驹安全区的成立，才最终将其变为现实。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大举向上海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进攻，致使上海及其附近地区成千上万人沦为难民。据统计，到8月31日，上海难民已达7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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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后已不下1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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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躲避战火，难民纷纷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导致“两租界的人口增加了一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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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租界当局亦无法安置越来越多的难民，“为维护界内安全起见，将交界各铁门一律紧闭”，于是“大批民众，被摒门外，万头耸动，号泣救援，秩序混乱已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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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时，据统计，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逾百人，儿童死亡约二百人。
1038

 基于此，在沪各方不得不考虑愈来愈严重的难民问题。

1937年8月13日，在中国从事慈善事业已20余年的法国天主教神父、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饶家驹联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世界红碯字会等团体组成上海国际救济会
1039

 ，以期更系统、更有效地处理上海难民工作，该组织旋一成立，即在两租界内建立了6个难民收容所，但随着难民的骤增，租界内“房屋求过于供，难民居住发生问题”，此时饶家驹积极寻求与中日军事当局相商，“拟在南市至徐家汇一带划出一安全区域，俾资设所，收容难民。……如能成功，则难民获益匪浅，且在沪地能试办顺利，将来或可向内地推行”。
1040

 1937年11月初，上海只剩南市地区尚未大面积遭受日军炮火毁坏，所剩公共区域可安置大批难民
1041

 ，因此为避免日军不久攻入该地区，伤及已有难民和尚存区域，饶家驹加紧了对中日双方的游说。11月2日，经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社会局局长潘公展商议，获得了他们对难民区的认可并确定了该区的具体地理位置和地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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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5日，在饶家驹的推动下，国际红十字救济难民委员会与中日双方分别签订协议，南市安全区卒告成功，并决定于9日中午12时起正式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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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难民们将其所有能带走的东西装上车，逃往安全地带（上海档案馆提供）



饶家驹安全区不同于以往的战时难民救助形式，其最先将国际社会安全区的理念进行了发展并付诸实施。1936年，瑞士公民亨利·乔治曾在西班牙内战中亦提出为妇女和儿童建立安全区以及安全区不得被侵犯及用作军事目的
1044

 的倡议，但是这一提议最终没能实现，而饶家驹在谋求建立南市安全区的过程中，一步步促成了各项原则的最终达成和确立。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接受饶家驹意见后不久，曾就设立该安全区的原则提出几点要求：主张所建安全区非租界，因此不允许任何外邦干涉中国领土主权；外邦不得派兵驻扎该区，该区治安由中方警察负责；此外，还要确保没有签署其他有关损害中国主权的协议
1045

 。此后又规定，一旦战争结束，安全区亦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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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饶家驹都予以同意。对于日本的担心，饶亦向日本当局保证，该区域只供市民居住，中方不会将其用作军事用途
1047

 ，南市一旦被日军占领，日军将接管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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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饶家驹的积极斡旋下，中日双方最终就安全区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这一点从11月7日饶家驹于《申报》发表的声明中亦可窥见一斑，其声明中称：

该区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并非中立区域。盖既非中立，亦非一区域也，且不能称为非军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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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筹商此举，确非为法人利益起见，亦非为保全南市中教会之产业，鄙人不知其地是否有教会之产业焉。此纯粹为非战斗员之安全区，因日本与中国双方为人道起见，皆愿保护非战斗员，此举始克告成。鄙人深知此种办法，乃属创见，且望如欧洲等处，亦能仿行，为益匪浅，谅不河汉余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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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南市难民区的理念和原则已被公开确定下来，各方必须遵守，尤其其性质“系由于中日双方对于保护非战斗员之人道主义立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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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系友邦人士热心人道之举动”
1052

 ，而绝非存有政治或宗教目的，说明了南市安全区的人道主义宗旨。更难能可贵的是，饶家驹与中日双方所签署的协议，被各方有效地执行下来，如安全区内的两个中方军事设施自始未予使用
1053

 ，日方亦未对此区域进行轰炸，即使1937年11月其占领南市南半部后，亦未对该安全区进行有目的的、直接的破坏。饶家驹安全区的理念因此得到了有效实施，亦为此后国际社会战时安全区的设立提供了重要范例。


二　饶家驹安全区的管理模式


饶家驹安全区收容的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的人口，尽管人口不断变动，到1937年11月底，它已为25万难民提供了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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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成立到1938年11月的一年间，为不下30万难民提供了救济和安全。
1055

 因此，安全区的管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它需要一个完善的内部组织系统，大量的骨干对其进行系统且有效的管理。而安全区内管理的完善与否则直接关系到安全区的成败。饶家驹凭借其在救济和营救工作方面出色的经验
1056

 ，为安全区内各个负责部门培养了大批骨干。再加上来自外国、官方机构、慈善组织以及难民自身的通力合作，从而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管理组织系统。它就像一个自立区，拥有属于自己的行政机构，有自己的警察，并设立了能够实施刑罚的刑事法庭。
1057

 它拥有医院、学校、手工工场
1058

 等基础服务机构。饶家驹安全区之所以能称为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并最终作为范例写入《日内瓦公约》，与其内部高效完善的战时难民救助的管理模式密不可分。


（一）管理机构的设置


1.南市监察委员会。饶家驹安全区在筹建之时便已商定，区内难民事宜交由英法各国以及教会方面共同推举人员所组成的委员会处理
1059

 ，此委员会便是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作为战时安全区理念的执行机构，其成员全部由外籍人士组成，其中包括三名法国人、两名英国人、一名挪威人和一名美国人。
1060

 其主席为饶家驹，副主席是来自上海工部局和英商公会的麦那登，安德烈是名誉司库，其他委员为美商公会会长、上海工部局董事派兰德，中国工程学会前会长柏韵士少校，法租界公董局董事白蒲，法租界公益慈善会会长耶斯派。
1061

 可见，他们不仅是当时在沪外国精英的代表，更是两租界的代表。其独特的身份也为处理安全区所遇到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提供了些许便利。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该委员会并不等同于传统性质的行政机构。从本质上来说，它仍属于慈善团体性质，并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下从事各项救济工作。

2.安全区总办事处。饶家驹安全区的具体办事机构是监察委员会下设的南市难民区总办事处。起初办事处设主任一人，办事员四人，并建立起粮食分发、难童管理、运输、监察并清洁、病院及医药等相关机构，并分配有专人负责。
1062

 到1937年11月28日，为了进一步推进工作，在饶家驹神父领导规划之下，将安全区划分为九个区，各区设区长一名，总体负责本区事务并对总办事处负责。在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查、医务等组，分别处理各项工作。同时，为了更好适应工作的展开，总办事处重要职员以及组织形式亦重新进行了调整：正副主任各设一人，下设难民组、居民组、警卫组、卫生组、给养组等相关组别。
1063

 至此，在饶家驹的领导规划之下，安全区内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管理模式，从而确保了安全区的正常运行。


（二）基础服务的完善


安全区成立之初以及收容阶段，区内的各种基础服务是在其他慈善机关通力合作下完成的。例如，“区内难民卫生由中国济生会、红碯字会等各善团，分区担任清洁事宜。食品给养由西人柏韵士负责主持，并由贾、步、傅、管等四神甫，会同各善团襄助施放。区内治安由各神甫会同救火员维持，并由法当局每晚派中西侦察员若干人，在区内巡逻，以防小窃。”
1064

 随着区内运行机制的日趋完善，相应的基础服务设施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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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用芦席搭建起来的简易的难民医院（上海档案馆提供）



1.难民医院。安全区刚成立一周，难民就已达二十余万人。
1065

 由于安全区人数众多，再加上届时冬季，因而患疾病者甚多，医疗救助便成了区内亟待解决之事项。鉴于此，1937年11月16日，在城隍庙内设立了第一个临时医院，并由中国红十字会派员担任诊治。
1066

 第二天，鉴于区内产妇颇多，又在南市流通图书馆内成立了由天主教堂主办的临时产妇医院。
1067

 到1937年12月初，安全区内已有产科医院三所，重病医院二所，轻病医院一所，门诊十二所，为贫困住户及难民免费医治。
1068

 随着安全区内医疗卫生设施的不断完善，区内无数难民解除了病痛的侵扰，挽救了其生命。

2.难民教育。饶家驹神父鉴于难民教育的重要性，在安全区内许多地方都设置了难民学校，如寺庙、教堂、公会会所、学校和公共建筑等。“最简陋的难民学校，学生可能会坐在地上、粗糙的长凳上或是由委员会提供的铁皮饼干筒上。”
1069

 难民学校所招收学生为难民儿童以及成年人，所教授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关于智育事项，除了教授难民普通的学科外，为了铲除文盲，尤其注重新文字的推行；（2）关于德育事项，为了加强难民思想道德教育，派专员定期举行演讲，演讲题目多为自助、品格、责任、节俭、互助、勇敢、公益、诚实等相关内容；（3）关于体育事项，为了加强难民的身体素质，特请体育视导员多人，负责推进安全区各项体育运动，如健身操、球类游戏、跳绳等项目；（4）关于通俗教育事项，主要以说书形式进行，内容多以难民都能了解的通俗常识性知识为主。以期增进常识，唤起精神。
1070



为了让难民的生活紧张而充实，饶家驹神父认为必须让难民学习一些实用的技能。这样的话，当形势稳定下来以后，他们也可以凭此技能很好的找到工作。为此，在安全区内开设了诸如编筐、结草绳、做纸花、编草鞋、做鞋、裁缝、刺绣等手工艺课。
1071

 缘于此，在安全区内又相应开设了一些手工工厂，如绣花工厂、毛巾工厂等。
1072

 如此一来，不仅使难民们学到了一定的手艺、技能，丰富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为安全区创造了一定的额外收入。

安全区的财政预算主要分为：医院与药品供给，棉衣，粮食和杂类四大类。
1073

 在基础服务方面，除了难民医院、难民教育之外，难民给养以1937年底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除了作为主要供体的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调拨其所募集的经费外，其他相关慈善团体亦都提供了相关给养；后期主要由南市难民监察委员会负责一切难民事宜，其他各慈善团体便不再直接提供。
1074

 安全区内治安方面，起初是由中国派出警察两百名，携手枪、木棍维持。
1075

 南市沦陷后，关于警卫事宜，白天由各教会神父担任巡逻之责，夜间则商请法租界派中外警探会同区内殷实住户商号所组织的临时商团，共同担任警卫之责。
1076



完善的管理模式，稳定了安全区内的秩序，也为安全区的正常运转提供了基础保障。饶家驹对参观安全区的人们说道：“南市之难民区，大可供欧洲将来发生战事时效法，凡贫苦之非战斗员，可划出一地以安插之，中立国受特殊训练之团体，届时当出拯交战国之平民。”
1077




三　饶家驹安全区与日内瓦公约


饶家驹安全区的成功建立，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的关注。安全区成立不久，国际红十字会驻中国代表卡拉姆（L.P.Calame）在11月便参观了安全区。在多次访问安全区之后，卡拉姆深深地被这种战时平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所折服。于是，他在与国际红十字会的通信中，“请求筹备一次以饶家驹安全区为研究案例，集中探讨保护战时平民的新外交会议。他把‘饶家驹安全区’作为一个术语，详尽提供了饶家驹安全区的形成过程，其中包括谈判在内的细节。他还劝国际红十字会率先发起一个运动，为保护遭遇现代战争恐怖的平民‘敲响警钟’”。
1078



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饶家驹安全区被视为战时平民保护的成功范例。1948年，第17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草案”
1079

 ，该草案的文本最终成为日内瓦外交会议唯一的工作草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由63个国家的代表制定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其中第四公约为《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至此，国际人道主义法中正式有了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安全的条款。
1080



饶家驹关于安全区的理念以及饶家驹安全区的成功实践直接促成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实现，其许多条款都是基于饶家驹安全区的实际运用，是饶家驹安全区实践的产物。日内瓦第四公约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中第14条规定：“各缔约国在平时，冲突各方在战事开始后，得在其领土内，并于必要时在占领地内，设立医院及安全地带与处所，加以适当的组织，使能保护伤者、病者、老者、十五岁以下儿童、孕妇及七岁以下儿童之母亲，俾免受战争影响。在战事开始时及其进行中，有关各方得缔结协定互相承认所设立之地带与处所……”第15条规定：“任何冲突之一方，得直接或通过一中立国或人道主义组织，向其敌方建议在作战区域内设立中立化地带，保护下列人等免受战争之影响，不加歧视：（甲）伤、病战斗员或非战斗员；（乙）不参加战事及虽居住在该地带内而不从事军事性工作之平民。如有关各国对于拟议之中立化地带之地理位置、管理、食物供给及监督均予同意，应由冲突各方之代表签订一书面协定，该协定应规定该地带之中立化之开始及期限。”
1081

 饶家驹安全区成立的宗旨是要保护中日战争中的非战斗平民，使其免受战争的影响。其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及下辖的总办事处来组织和处理安全区的有关事宜。其成立是饶家驹神父代表英、法、美各国驻沪外交当局以及慈善团体分别游说中日双方的结果，因此饶家驹安全区的成立得到了有关各方的互相承认。关于饶家驹安全区的地理位置、管理、监督以及其性质与地位，饶家驹分别就此与中日双方签订了相关协议。因此，从中不难看出，日内瓦第四公约中第14、15条内容与饶家驹安全区的相关内容不谋而合。

日内瓦第四公约的附件一为《关于医院及安全地带与处所协定草案》
1082

 ，从中同样可以看到许多饶家驹安全区的影子。附件一内容的第2条规定：“在医院或安全地带内居住之人，无论以任何资格，不得在该地带内外从事任何与军事行动或战争物资生产有关之工作。”当年在饶家驹安全区内寻求避难的平民也要遵守这条规定：“他们在进入安全区时便会被告知饶家驹安全区特有的规章和程序，并被告诫，这些规章和程序是必须遵守的。”
1083

 同时这也是日本承认安全区的条件之一：“中方需做出书面保证，这一区域只供市民居住，不做军事用途。”
1084

 第3条规定：“设立医院及安全地带之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于无权居住或进入该医院与安全地带之人禁止入内。”在饶家驹安全区中只有凭借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才可以出入，“将南市已不适用之沙袋铁丝网等物，移塞于难民区四周，并设法出入人口除难民由收容所、商户由商联会给证明书外，其余人等则施行检查或拒绝入内”。
1085

 第6条规定：“医院及安全地带应在其建筑物上及其外围放置白底红斜带之标志，以资识别。”饶家驹安全区筹建阶段，上海国际救济会就已制作旗帜十余面，旗帜上标有中英文国际救济会会名，中间是大红十字。成立当天下午，便在议定的安全区四周路口树立旗帜，以资识别，避免日机前往轰炸。
1086

 第8条规定：“凡承认其敌国所设立之一个或数个医院及安全地带之国家，应有权要求由一个或几个特别委员会管制之，俾资确定此等地带是否履行本协定所规定之条件与义务。为此目的，特别委员会委员应随时得自由进入并长期居住于该地带。对于彼等之视察任务应给予各种便利。”饶家驹安全区的特别委员会为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之下从事区内各项救济事宜。其下设具体办事机构为南市难民区总办事处，地点便设在区内的安仁街南市北区救火会。当日军占领了整个南市地区的时候，它仍旧允许饶家驹的监察委员会继续工作。第9条规定：“如特别委员会发现其所认为违反本协定之条款之事实，应立即促起管理该地带之国家注意该项事实，并限定于五日内予以纠正，该委员会应及时通知承认该地带之国家。如限期已过，而管理该地带之国家并未遵照警告办理，敌方得宣布对于该地带不复受本协定之拘束。”饶家驹在与中日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中便已作出规定，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在饶家驹安全区内享有行使其视察权之完全便利。倘若发生使该委员会不能继续其担保之形势，则该委员会将通知中日当局，解除诺言，所有安全担保也将随之撤销。
1087

 第10条规定：“凡设立一个或数个医院及安全地带之国家，及接获其存在之通知之敌方，应指派，或由保护国或使其他中立国代派合格人员充任第8条及第9条所述之特别委员会委员。”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成员全系外籍人士组成，其中包括三名法国人，两名英国人，一名挪威人和一名美国人。其全是当时驻沪外籍精英代表，亦为两租界代表，因此有能力处理安全的相关事宜。第11条规定：“医院及安全地带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为攻击之目标。冲突各方应随时予以保护并尊重。”这条曾是饶家驹成立安全的最终目的与主旨。最后，中日双方也都履行了各自的诺言，从而使饶家驹安全区避免了战火的侵扰，并最终成为战时平民救助的一个典范。

由此看来，这些明显的相似点毋庸置疑地表明，饶家驹安全区为1949年《日内瓦公约》中的重要概念和依据提供了原始的范例和启发，是饶家驹关于战时平民救助的这种“上海模式”直接促成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实现。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评注对“上海模式”作了具体说明和介绍：“（1）只能这样说，第15条是一定数量的实际经验积累的结果……1937年中日战争期间，一个中立区也在上海建立起来。（2）它被称为饶家驹安全区，是为了纪念成立这个安全区的人。”
1088

 1977年，两个日内瓦第四公约的附加议定书生效，旨在补充和澄清1949年的公约。它删除和修订了第四公约第15条评注中所举的四个成功案例中的两个，从而更凸显了上海难民区案例的珍贵。另外，在第一附件议定书第四部第一编第五章“受特殊保护的地方和地带”的评注的注释中，再次提及饶家驹安全区的案例。
1089



饶家驹被称为“难民之父”、“中国之友”，他以他的独创、坚韧、才华和责任心，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上海模式”——饶家驹安全区，成为光辉的典范。这个“上海模式”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吴江、福州，甚至法国、德国，并直接推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倡议书

2014年11月8日至9日，来自法国、德国、荷兰、美国和中国北京、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学者90余人齐聚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中法友好年项目“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

法国神父饶家驹（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1946）是中国人民患难之交的国际友人。1937年11月，饶家驹以他的博爱、坚韧、独创、才华、责任心，在上海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饶家驹区，延续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此后又在汉口等地设立安全区，救援中国难民数十万人，贡献卓著。二战后他又赴德国救济难民，堪称一位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者、中法友好的象征及法德和解的先行者。由他所首创的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修订《日内瓦公约》并加入战时平民保护的相关条款，其影响深远而知者寥寥。

为了缅怀饶家驹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纪念他创立南市难民区的壮举，颂扬他热爱和平、憎恨战争的博大胸怀，我们建议：

一、在原南市难民区旧址建立纪念碑，记述这段历史；

二、在原南市难民区区域内，竖立饶家驹先生的纪念像；

三、尽可能地保护难民区原来的建筑，保存城市的文脉；

四、加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将这一事例写入教科书和其他书籍；争取在原南市难民区区域内，建立纪念馆，长期固定展览，广为宣传。

今天的世界，仍存在着战争、暴力、杀戮。我们应学习饶家驹先生的博爱、坚韧与责任心，为战时的平民保护，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法友好年项目“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与会人员

2014年11月8日


异域谱大爱，历世而长存——“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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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中法建交50周年暨中法友好年之际，2014年11月8日至9日，中国史学界关于二战时期人道主义光辉典范的法国神父饶家驹的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师范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德国（海德堡）约翰·拉贝交流中心等单位协办，来自中、法、德、美、荷等国的外交人员、专家学者、饶家驹同事的后人、难民代表以及新闻媒体记者等共90余人与会。会议收到论文20余篇，着重对饶家驹早期在沪经历、“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其在上海的平民救助事迹进行了梳理，对南市难民区（又称“饶家驹区”）创立的缘起、过程及运作等细节展开了详细阐述，以及该区模式对《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制定产生的影响亦作了深入探讨。会议基本还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饶家驹在上海开展慈善事业的全貌，彰显了饶家驹伟大的人性光辉及其所建南市难民区深远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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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陈斌摄）



饶家驹（1878—1946），原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94年加入耶稣会，1913年到上海从事传教及外侨儿童教育活动，先后在徐汇公学、震旦大学任教。1920年至1937年间，广泛参与中国义捐慈善事业，曾先后援助安徽、豫陕甘以及1930年代长江、黄河地区的赈灾运动；北伐战争及“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多次疏散保护战区妇孺向非战区撤离，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表彰。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其发起成立上海国际第一救济会，第一时间挽救了大批中国难民。11月设立南市难民区，于此后的三年间保护了近三十万中国百姓，成为南京大屠杀期间由德国人拉贝领导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及此后汉口、广州乃至法国、德国等地区和国家设置安全区的效仿样板。南市难民区的成功范例也推动了二战后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使战时保护平民成为各国共识。

会议由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陆建非教授，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地区法律顾问Richard Desgagne，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亚部主任宋敬武，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马言斌（Thomas ROLLET），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文木森（Marcel Vi?tor）以及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教授分别致开幕词，其一致认为饶家驹救助平民的行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保护平民的国际典范，饶家驹是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者、中法友谊的代表以及法德和解的先行者。此次会议的召开对推进关于饶家驹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增进中、法、德五十年来的友谊和协作是一个良好的推动。今天的世界还不太平，战争与暴力仍然存在，本次研讨会对如何在战争时期保护平民，尤其是保护女性、儿童、老人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相关史料的利用和扩展。此前关于饶家驹的著作、论文中，已部分利用了中、法、美等地的档案和《北华捷报》、《申报》、《教务杂志》等报刊资料。此次会议涌现出一部分新的史料，如《上海国际救济会年报1937—1938》、《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以及天主教中文刊物《圣教杂志》、《天主公教白话报》、《公教月刊》等都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副主任庄志龄详细介绍了上海市档案馆中与饶家驹相关的各组织或团体（如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抗敌后援会、上海两租界）档案的分布情况，为我们深入研究饶家驹其人提供了重要线索。上海黄浦区方志办副主任汪志星则从地方文献的角度，详细梳理了饶家驹相关文字、图片以及视频资料的贮备分布状况，指出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等处的文献有待进一步发掘。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江文君则指出，亟需开放和充分利用震旦大学、上海天主教档案，进一步挖掘饶家驹对日方交涉的相关文献，以深入对饶家驹的研究。

饶家驹相关事迹的考证、梳理和阐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饶家驹并不为多数人所熟知，只有美国学者阮玛霞（Marcia R.Ristaino）《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一书，以及罗义俊《上海南市难民区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社]1990年第2期）、《中国天主教》期刊编辑部《“独臂神父”救助20万上海难民》（《中国天主教》2005年第4期）、张化《饶家驹神父与上海南市难民区》（《文汇报》，2012年7月9日）等几篇论文对其生平事迹和南市难民区的基本状况和历史影响作了初步研究。此次会议中，苏智良及其研究团队通过长期的史料发掘、实地走访，对当时南市难民区的范围，难民收容所及难民区管理机构的地点分布、建筑现状进行了详细考查。该团队据此制作的《上海南市难民区分布图》，将当时难民区的整体布局直观的呈现在与会者面前，受到一致认可。苏智良的《饶家驹：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一文通过大量的珍贵历史图片再现了当年饶家驹开展战时平民救助的场景，通过对饶家驹中外同事的详细考证，指出这些人士同样值得中国人民纪念。此外，上海师范大学邵雍教授的《饶家驹与上海国际救济会和南市难民区》深入探讨了饶家驹区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牟振宇则指出租界当局前期的难民救济工作为饶家驹创建南市难民区奠定了重要基础；上海大学王伟《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等文也对饶家驹其人及难民区的概况进行了详细论述。

与饶家驹有关的团体、人物或事迹的研究。饶家驹难民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上海其他慈善团体和各界慈善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潘光《饶家驹神父与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难民收容工作——兼论“饶家驹安全区”的重要历史意义》、上海东华大学白华山《上海国际救济会与战时上海的难民救济》以及上海市档案馆张姚俊《试析饶家驹与抗战时期上海难民救济的若干问题》等文章对国际救济会在难民救济活动中的具体工作进行了探究，肯定了饶家驹在国际救济会和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协作救助难民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崔龙健博士《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给养述略》论述了1938年1月至10月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针对难民给养问题采取的各项举措。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陈一心以及安徽大学钱耕、沈素珍等分别论述了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以及佛教界领袖赵朴初在战时推行难民教育、收容难民的事迹。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处长吴海勇《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沪开展难民工作述略》一文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和饶家驹的难民救助事业是互利共存的关系。

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拓展。比较研究更能凸显所研究对象的特点，姜玉春《从上海南京到同归柏林——饶家驹的若干历史及其与拉贝的比较》一文根据饶家驹、拉贝与日本当局的不同关系以及租界对上海的保护比较了南市难民区和南京安全区的不同；阮玛霞着重从二人不同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个人经历以及自身性格方面阐述了二者难民救助成效的异同。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饶家驹难民救助行为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国际红十字会专家理查德·德加涅（Richard Desgagne）《饶家驹区及其对〈日内瓦公约〉的影响》梳理了国际社会安全区理念的形成演变，指出国际红十字会推动了饶家驹战时平民救助理念的国际法化。法国外交部分析预测与战略中心（CAPS）顾问、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与国际人道法专家Jean-Baptiste Jeangène Vilmer论述了饶家驹建立难民区人道主义精神对国际人道法产生的重要影响。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罗森则认为饶家驹作为教会人士其当时的救助行为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外交和宗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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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南市难民区的亲历者王晓梅阿婆在会上讲述自己当年的经历（陈斌拍摄）



与会人员还就诸多细节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如关于南市难民区的确切名称问题，姜玉春指出“安全区”一词只是二战后从西方引进的新概念，在当时来说，文献中多称“饶家驹区”或“南市难民区”。上海市黄浦区方志办研究员施海根提出“邑庙难民区”（城隍庙地区）的概念，强调这一范围应更加确切。会议期间还放映了由上海市音像资料馆保存、张景岳研究员解说的历史纪录片《饶家驹与战时难民保护》。另外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李玉铭、王海鸥、王亮等亦提交相关饶家驹研究文章。

苏智良教授主持会议闭幕式，并指出研讨会的最大意义在于“铭记历史，拒绝遗忘。”他还指出，应在以下几方面加深对饶家驹及其事迹的进一步研究：首先要拓展资料来源，进一步发掘英、法、美、日等方面的文字、图片及影像资料；其次要加深对于诸多细节问题的探讨，如饶家驹在徐汇公学、震旦大学的工作情况等。另外，还应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在方法论上进一步开展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为咏念饶家驹神父的光辉事迹，传递其博爱、无私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中法友好的传统，同时也为保护上海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苏智良教授发起“在豫园—城隍庙一带建立饶家驹及难民区纪念设施的倡议”，号召在原南市难民区旧址建立纪念碑、树立饶家驹纪念像、建立纪念馆；保护难民区尚存的建筑以及加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并将其写入教科书以广为宣传。该倡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和支持，并表示将为之尽一份力量。

本次会议能够顺利召开离不开苏智良教授及其领衔团队长时间的精心筹备，会议从筹备到召开即受到了中央电视台、《文汇报》（2014年11月7日）、《新民晚报》（2014年11月9日）以及中国新闻网、中国社会科学网、国际在线等媒体的广泛关注。通过本次会议，与会人员深化了对饶家驹生平及其事迹的了解和认识，感受其人道主义事业产生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巨大国际影响，推动了饶家驹事迹在中国和世界的广泛传播，对今后维护东亚乃至世界和平提供了重要启示。


附录

上海饶家驹区的故事

李君益译　白华山校

“战争总是让非战斗人员蒙受苦难。平民百姓，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都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害。在这一毁灭性的过程中，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这在亚洲尤其如此。在那里，没有一块地方不被占领，战俘几乎难以幸存，伤者则会被杀死，尽管他们不应当承受如此悲惨的命运。

“我们的宣传册子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我们出版这一文本，是一群人努力的结果，他们没有忘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在亚洲，我们又一次见证了战争的残忍与恐怖。

“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消除战争，它们总会重复出现，因为各国看起来有可能被迫动用他们的军队，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及击退侵略者。有杰出人士已经公开宣布，战争是遵照并践行着人类最高贵的理想的。德国陆军元帅冯·毛奇在给著名法学家布伦奇利（J.C.Bluntschli）的信中曾写道：‘战争是一种神圣的机制，离开它，世界将陷入可耻的物质主义之中。’

“但是，我们对此存有异议。我们认为，即便战争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一种令人憎恨的罪恶，但它总是一场灾难，我们应当把它带来的可怕后果尽量降到最低点。

“我们想出了一个能将危险降至最低点并能减轻平民痛苦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将竭尽全力，直到这个方法被这两个交战的国家所认可。因此，这个方法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

“我们合情合理地希望，经受了实践考验并挽救了大量中国平民的这一方法（尽管缺乏经验与实地困难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障碍），也能够运用到其他情形之中。

“难民区委员会充分认识到，只有通过中日当局的愉快合作才有可能实现这一计划。委员会对蒋介石委员长、宋子文先生、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先生、日本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先生和总领事冈本季正先生所作的努力深表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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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委员会深感荣幸的是，在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先生、蒋介石委员长、孔祥熙博士、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颜尔露（Harry E.Yarnell）上将、法国驻华大使那齐亚致饶家驹神父的信中，均对这一计划大加赞赏，这些信件印在本手册的其他地方。对于法国政府颁发给饶家驹神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委员会也深感荣幸。

即便有可能向所有帮助我们实现计划的那些人致谢，这也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最后，委员会要感谢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的市民，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更为遥远的城市和国家，他们通过慷慨无私地献出时间和金钱来表现其同情心与关注。

世界上成千上万人亲眼目睹了大众恐慌的一幕。那是在1914年，在德国军队到来前，比利时人和法国人长途跋涉迁徙避难的场景仍然活跃在大多数欧洲人的记忆中。但是，过去14年一直居住在上海的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却见证了下层民众因卷入与自身无关的战争所带来的所有恐惧与苦难。

同样在1927年，当中国军队在我们的港口周围发生战争时，大量中国人涌进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避难，租界的边界地区则由大批的外国军队来保卫。

再一次，在1932年，当这座城市的北部卷入中国军队和日本登陆部队所引发的战火之中时，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到租界地区。在中日之间新的一轮战争即将爆发时，任何事件都无法与降临在上百万中国人民头上的这次灾难相提并论。在1937年8月14日这个不幸的日子到来的前几天，横贯上海南北的街道上，尤其是跨越苏州河的那些桥梁上，挤满了向南逃难的难民，他们有可能进入租界，并有可能穿过租界，进入南市——这座上海的本地县城，接着进入更南面的农村。这些人携带着不多的行李，利用他们所能够获得的各种各样的车辆，维持长达数天的逃难生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即将发生战争的区域人口幸运地全部撤离为止。剩下的人之后则按照日本人的命令被迫撤离。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上海的北部逃离到像杭州和宁波这样更远的地方。据估计，租界一度接纳了至少100万难民；难民让南市的人口猛涨，但他们留在这些地方还是比较安全的，直到10月初，日军最终迫使上海北部的中国军队越过苏州河，进入上海西部的农村。

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中国军队驻守的上海东部和南部的人口疏散问题。看来闸北以及整个上海北部所遭受的巨大破坏，势必最终会降临到同样也拥有大量人口的南市和外国租界以南的其他区域。租界收纳了它能够负担的为数众多的难民。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地区达到了极为糟糕的状态。显然，它们无法收容更多的难民了。

饶家驹神父负责发起了一个行动，即把南市的一部分划出来，充作中立区，大约有25万中国人被允许逃离爆发在他们周围的战火来到这里避难。

把所有的安排付诸实践并非易事，因为它需要在中日当局之间进行调停。然而，即使遇到各种障碍，饶家驹依然继续他的使命并最终获得成功。11月5日，据宣布，计划的发起者希望在一两天内建立一个中立区。中国方面对建立这个避难所欣然同意；据悉，11月6日，日方也同意了这个提议。

自战争开始到现在，这个计划很有可能是着手实施的救助难民的一个最大计划。因为，尽管租界额外收留了大约100万中国人，但是仅有10万人在难民营中受到救助。新计划准备在比南市三分之一的面积略大一点的地方为这100万难民中的四分之一（即25万）提供安全保障。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各种各样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治安与维持秩序，为难民提供衣食，通常还要为惊慌失措的难民提供他们无法自备的各种必需品。为此，上海居民委员会在饶家驹神父的主持下成立了。委员会成员来自4个不同的国家，其成员包括工部局顾问普兰德（W.H.Plant）先生，麦克诺登（E.B.Macnaghten）准将，芬德利·安德鲁（J.Findlay Andrew）先生，查尔斯·巴尔敦（Charles Baboud）先生，贾斯帕（A.S.Jaspar）先生，一起的还有柏韵士（Hans Berents）先生。在一个相当于小城镇的窄小的时空格局中做出各种各样的安排的工作就全部压在了这个小小的居民委员会身上。他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上海仍然受到粮食短缺的威胁；众多难民一贫如洗，他们迫切需要衣物来抵御即将到来的冬季的严寒，但棉花很缺乏，连续上涨的棉花价格使人们担心不能够获得足够的衣服或毛毯来躲避寒冬。

自11月6日安全区开始成立到其正式对外开放的这几天时间里，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在将法租界与南市阻隔开来的铁门外团团转，他们抱着一线希望，即法租界当局能够开放铁门，让他们进入他们所知道的唯一安全区域。这些天里，人们所见到的情景是令人心碎的，这让人们意识到了由饶家驹主持的国际救济会工作的重要性。

11月9日中午，整个计划终于付诸实施。安全区南面以方浜路为界，方浜路贯穿了上海老城厢；北部以法华民国路为界，民国路是一条宽阔的交通要道，过去是旧城墙所在，而旧城墙在二三十年前就被拆毁了。方浜路上被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不过其他地方没有路障。

警戒由南市警察局负责，警察佩戴手枪和警棍，而非额外的步枪。根据商定的安排，这个区域将由华界市政当局管辖，在所做出的各种安排中尽可能地突出对民众的承诺。

到11月13日，安全区的几十万难民什么都没有了，过去的数天既没有水也没有电。安全区一直处在监察委员会的控制下；但是，几个日本士兵闯入安全区还是带来一些惊慌，不过在解释情况之后，这些日本兵又悄悄地离开了。难民们对未来的事情还是有些不确定，他们担心日本军队很快就会控制安全区。但是，他们担心的事情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生。

描绘难民区的状况和监察委员会面对的困难是有趣的：通常这一区域是由南市的自来水厂和电厂提供水和电；然而当战争蔓延到周遭时，这些供应就停止了。此外，一个最重要的进展是饶家驹神父和法租界成功进行地进行了协商，让法租界的水电供应延伸到了这个小小的难民区。

关于食宿有几个迫切的问题。过去几天，从法租界进入南市难民区受到限制，因此，只有少量食物进入难民区。数个中国慈善组织开始筹款给难民区内的人们购买食物；其中一些人每天提供多达4万份的面包和大饼作为难民的食物。不过这并没有彻底解决困难，在法租界朝向民国路的铁门外，在数以千计仍希望铁门打开放他们进入租界的穷困的难民中，一些稍有钱财的难民恳求铁门那边法租界的人能拿着他们的钱给他们买点食物。

周遭的战火以及夜晚出现的毗邻地区着火的可怕景象让安全区的治安形势变得格外严峻。监察委员会工作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成员每天都会出现在安全区，他们的出现会鼓舞难民们的信心。

11月13日，日本大使馆发言人热烈赞扬了饶家驹神父为人道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他所开展的工作受到日本人的赞赏。这位发言人还赞扬了监委会成员所做的努力。他指出：“监委会出色的工作，加上日本军队提供的全面合作，将这个特殊区域中的平民从战争的恐怖中拯救了出来。”

同发生在上海周边的战争相关且难得令人愉快的事实之一是，日本十分谨慎地对待安全区，他们做得如此全面以致据称在难民区周围发生战争期间没有一颗炮弹或炸弹掉落到这个特殊区域。

11月15日，安全区的控制权交到了日本军队手中；不过监察委员会继续负责有关难民的内部事务。他们在难民中间挑选人员充作警察，警察仅佩戴手枪和警棍，继续在这个区域维持秩序，日本军事巡逻队尽管偶尔会来巡视，但他们并不是正式在那里执勤，内部纪律还是委托给由在中立区居民中挑选出来的人所组成的机构来执行。日方并不能妥善照顾区内25万名难民，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希望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与日方合作，而饶神父领导的监察委员会也准备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日方感到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他们照样有能力处理安全区的事务为止。

食物供应问题仍旧让委员会大为担心。每个难民能够一天两次领到一份足量的面包或大饼，但是米饭还不能够提供，茶叶也仅仅是有限供应。不过，上海的居民，不管中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都给予委员会的事业以充分支持，征募衣物、床上用品以及食物在居民中得到令人鼓舞的响应。不过这些必需品并不是委员会要面对的唯一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即要尽可能地维持良好的卫生状况，提供住院设备，密切注意任何传染病的迹象，因为一旦安全区爆发传染病，那将是最严重的灾难之一。这一工作确实太繁重了，以至于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单独处理，责任逐渐就转给与监察委员会分工合作的各个慈善组织。比如，世界红碯字会接管了医疗服务，国家儿童福利协会负责照料被遗弃的孩子，非常急需的产科服务也开始建立起来。

身处南市，我们很难想象，它与摩天大楼和玻璃幕墙的“现代化上海”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南市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在内地它可以被大量地复制；它里面是一个由狭窄的街道组成的迷宫，街道的直线距离很少会超过100码，其中很多街道当两辆黄包车彼此驶过时都要小心翼翼，所有的街道因铺有尖利的石头而变得崎岖不平。房屋彼此相通，把街道间的空间完全填满；一般来说，每座房子的房间位于一个小的正方形院子的中央，房间的顶灯有二层楼那么高，灯光能够照进低些的房间里。

目前仍有14万难民住在南市。一段时间后，跨越黄浦江从南市到浦东的轮渡恢复了；只要有可能，难民将安全地从南市回到自己的村庄。

商人们从浦东那里带回蔬菜、水果、肉类、大米；他们更喜欢将商货运到南市去卖，因为他们能够在南市把商品卖得更快更直接；道路两边摆了许多食品摊位，有猪肉片、成堆的橙子和蔬菜。商品价格则受到中国商会的控制。

大部分难民都携带一些钱财，直到最近，南市几乎与周围隔离开来，于是这些钱只能在城内流通；它类似于一个孤岛社区。监委会做出种种努力来鼓励店主重新开店，事实上直到现在，几乎所有可买卖的商品都陈列在最宽敞的马路上；这些“店铺”不单单只卖食物，还令人惊讶地卖由陶瓷制成的饰品、铜制品、廉价的刺绣以及卷轴字画，这些物品都是安全区第一次开放时发生的大肆抢劫的结果。

当华界受到威胁，大多数曾住在后来成为安全区的地方的中国人搬进了法租界或者公共租界内，他们的房子变得空荡荡的。难民挤进这些房子，填满了每一个角落，一个9平方英尺的房间里住有8到10个人，同时也接收下了以前的房主仓促撤离时所留下的一切可移动的物品。

从公共租界难民营来的任何人，对南市难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们看起来更健康更快乐。阳光灿烂的日子，马路上满是面色红润充满活力的人，他们争论着，争吵着，开着玩笑。在南市，难民的幸福水平与在租界的难民相比更不均衡。这里的很多难民有时间随身带着他们的众多财物，这些难民就是在街上兜售的那些人。像这样的家庭会占有一个房间，他们所有的财物堆在一个角落里，全家围坐着，吃着从中国式炉子上刚刚做好的晚餐，父亲、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以及照顾着婴儿的女眷，晚饭自始至终他们都开着玩笑。他们能买到食物，尽管食物粗劣，但却包含了健康所需的大多数基本成分，他们不用为一顿午餐挤破头，他们都有自己的小炉子和燃料，并有足够的衣服穿。南市的难民现在不缺温暖的衣服或床上用品，这要归功于牛惠生夫人的杰出工作。牛惠生夫人是去年春天去世的一位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医生的遗孀，她筹集了几乎上海所有难民的衣服。

这些人享有自由，可以在南市自在地生活着；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就不可能这样了，在那里，他们在难民营的出入都受到控制；在一些难民营，自由出入是被禁止的。

在租界难民营的大多数人事实上是一贫如洗，靠着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提供的米饭、豆类和干咸菜等伙食生活，他们比南市的难民更缺少活力，后者运气要好得多，他们在战争的破坏中救出了一些东西。不过在南市也有成千上万的人是一无所有的，有20多个被允许进入南市的工人负责照料这些人。这样就很难确保所有的穷人都能得到照料。在一片杂乱拥挤而黑暗的房屋里，一家人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除了地上的被褥几乎别无长物。同一个房间里，通常会有一个病人，有时候是两个；房间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换过空气了。

南市有几个大的难民营所，设在学校、饭店和寺庙中，值得注意的是，设在城隍庙的难民营。在安全区开放后的最初几天，那里挤满了成千上万从紧随其后的战争恐慌中逃离出来的难民；那么，就像饶家驹神父所说的那样，这个地方在具体实践中成为真正的城隍庙。它现在成为监察委员会组织的发放免费大米的一个中心。难民区总共有9个发放中心，每天为6万名难民发放大米，每人每天能领到大约一磅的大米口粮。票证系统也建立起来了，每一个贫困的难民都有权利获得一份口粮。票券被难民营的头头或家庭成员每天带来，这些人站在寺庙院子里蜿蜒达一百码的队伍里。分发者坐在桌子边；票券被一一盖章和打孔。大米从一堆麻袋中被舀出倒入难民者的袋子里。

为了检查数量的同时也能确保大米质量，一旁站着的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将手伸入到难民的袋子里，因为那些米商的用意有时候是不那么靠谱的。

一开始，委员会除了大米之外无法发放其他东西，这是贫穷者唯一的食物。当饶家驹神父在美国传道的时候，他认识到为了防止价格下跌，小麦的生产商会大量处理这种宝贵的作物。他马上前往会见罗斯福总统，结果罗斯福总统将本该被处理倾倒的小麦运到中国，全部投入到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中，慷慨地交给饶家驹来支配。

一开始，由于习惯于大米，难民们不喜欢小麦；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开始习惯了小麦，还饶有兴致地围观着小麦发放中心。迄今为止，饶家驹神父已经投入了很大数量的小麦到难民区。从美国到中国的免费运输是由美国红十字会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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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水供给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战争中，输水管线被关闭或切断了。自来水全部来自位于界路法租界一侧的一排消防栓。难民不断地穿过马路到达他们唯一的水源供应地，从而造成纠纷，这一纠纷最终因南市方面的传输终端恢复而得以解决。同样地，水被苦力装到油桶中带到城市，但是你必须出钱购买，这对于贫困难民来说又是一个实际困难。所幸自来水厂最终被修理好了，很快就能够恢复对南市供水了。

城市中的卫生是以简单的方式组织的：每家的生活垃圾被倒入街道外的排水沟里；由苦力组成的清扫队用手推车进行清理，但这并没有对小的街道的卫生状况起作用，那里大量分布着成堆的垃圾。

在南市的医疗工作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支持，圣方济各会的耶稣圣心修女会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修女会的修女们每天有10张进入安全区的通行证，但是载着她们的救护车是不允许进入的。南市最初有三家综合性医院，自从当局限制他们的医疗活动后，医院数量减少到一家（除了一些小型的专科医院）。这所医院是一个大型的崭新的中国式房子，房屋主人在房子装饰刚完成就被迫放弃了它。因此，它绝对是干净的，房间里配有雕刻精美的黑木桌，现在则配有亚麻布衣服与各种设备。这座房子有自己的水井。医院得到监察委员会的资助，它为少年和妇女提供了大约40个床位。修女们在天黑之前离开；3名中国医院的小伙子会在那里待上整夜。总医院有一个装备极好的门诊部，每天要处理300多例病例。医院还经常向儿童和成年人分发鱼肝油。

伤口及眼部感染与手脚中毒是很常见的，因为人们的健康状况太差以致身体难以正常痊愈；由于与警方冲突，骨折也是很常见的。这里有一个简易手术室，但它不能够做高难度的内科手术。医院中的病例是那些在难民中常见的疾病：营养不良、脚气病、肠道和肺部疾病。

在成立初期，医院缺乏电力供应。修女们还在医院的一个房间里建立了一所拥有百来个年轻女孩的缝纫工厂。新近这家医院的分部在附近一个建筑物中开始营业了，它大约有40张床位，收治的是男性病人。医生定期探访，2名中国男护士在白天负责照料，2名医院的小伙子负责看夜。这所医院进行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但是80张床位与14万名难民显然是不成比例的。当我们去难民住的房子参观时，大多数病人还是待在房子里，因为医院容纳不下他们。

另一方面，很多人不敢来医院，尤其是妇女，因为她们不愿抛下自己的孩子，或是不习惯接受一名陌生医生的诊治。

安全区还有一所非常好的妇产科医院，是在中比庚款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杨树浦医院难以为继的时候，把该所医院的设备转移过来成立的。这家拥有45张床位的医院，过去是私人的房子，拥有康复室或是为感染的母亲以及婴儿建立的病房。在街上见到婴儿，如果还活着，首先会送到附近的难民营看看是否有人认领，如果没有则被送到医院。性病在婴儿中很常见，多数是被感染上的。医院还拥有一流的产房，配有现代的设备和消毒室，却没有配备人员来进行产前照料。

方济各会的修女和耶稣会士们建立起了医院和难民营难民们之间的联系。门诊部提供给他们一些简单的药物，如阿司匹林、小苏打、碘酒以及消毒胶布。人们逐渐认识并依赖于他们；当他们身着护士服，在总体上污秽的街道经过时，病人们从门口冲过来，伸长歪曲的脖子或是伸出褪色的胳膊，请求他们再给一些药，因为这些药上周对他们的病很见效。在房子里，当修女们进来时，健康的家庭成员会跳起来，他们围坐在病人的床前，伴着大量的手势和礼貌的笑声来解释病人生病的过程。再一次给人留下印象的是中国人天生的极佳的礼节，他们以这种方式在最贫穷最肮脏的房间里接待了修女们，在她们离开时，他们异口同声地道谢，有时病人病得太重以致当时说不出话来，但他还是尽力要加入道谢的行列。

正是这些修女发现了严重的病人，并试图把他们送到医院，或是劝他们来门诊部看病，但是由于她们手头没有现金，无法为最贫穷的病人支付黄包车的车费，或者是医院没有床位，或者是病人拒绝去医院。

除了发药外，修女们每天还会分发一千份全麦面包。这种面包，让小孩子们成群结对地盼着等着。一位法国修女，从篮底拿出最后一部分面包，用蹩脚的英语说：“这篮子应当有，怎么说呢？没有结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们与难民家庭的个人交往，令其工作变得更加令人心碎：她们看到，在她们连续访问的过程中，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中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到最后连母亲也死了。

由于日本当局的限制，被允许进入南市的工人的数量与需要紧急开展的工作的数量是不成比例的。但是，如果这些工人能够得到充分的经济资助，他们能够为更多的难民提供更大的帮助。对于生活在数千里之外的那些人而言，不容易把正做着慈善工作的面对着这一巨大需求的这些人的紧迫感传递给他们；但是，正是与这种需求的持续不断的联系，以及感到与中国难民结下了真正的友谊，让这些监察委员会的人以及来自6个西方国家的医生与参与护理的修女们走到一起，投入精力来帮助中国的穷人们。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人士。激励他们的最好途径是要确保他们的“篮子”里“没有结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是一个付出了很大努力却微不足道的故事，因为故事是伟大的。因为一些人遵循上帝的最高箴言真诚专一地工作而被救下来的25万中国人，他们要么幸免于突然的死亡，要么幸免于因饥饿而慢慢到来的死亡；这25万惊慌失措的中国人，他们害怕侵略军的前进，他们的死亡来自空中轰炸，家园被毁，颠沛流离。对于最近9个月一直居住在上海的那些人来说，仅仅对战争表示深深的厌恶是不可能的。战争带来的不幸与痛苦施加在那些卑微而实际上又无法言说的人身上，他们节俭到极点，对让他们陷入可怕境地的高层政治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在他们的国土上死亡无处不在，很少有人会来帮助他们。充斥于这本小册子中的图片可能要比书面文字更好地传达出穷苦人生活在何等恐怖的境地中。它们有助于生动逼真地告诉读者降临在上海周围人们身上的这一骇人听闻的事情。

还有很多的痛苦需要减轻，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在这些人能够安全返回他们在乡下的简陋的家之前，他们肯定要得到饭食和照料。一旦到了他们恢复正常职业的时候，就需要资金让他们再次恢复农田耕作。对于每个人而言，这所费无几，但对整个一群人而言，这需要大量资金。五六元钱就能提供给一个返乡农民充足的种子和农具，让他的小块土地再次获得丰收。然而这笔钱也必须筹集，这个直接的问题也是将来要遇到的问题，它表明，所需要的资金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它必须需要筹集。

上海这座慈善捐助极佳的城市，已经捐了又捐，以致不可能期待这个面临企业亏损甚至工商业凋零的城市未来还有更多的捐献。资金必须要到其他地方募集，即那些慷慨大方地捐献资金用于中国一般救济的国家。

我们可以这样对我们的海外读者说：在我们所负责的南市安全区里的中国人，他们生活得是如此之节俭，所赚是如此微薄，以致一天几枚中国硬币就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对于西方人来说完全微不足道的一笔钱能够提供一个中国人一天的食粮；一个月不到一美元能够解决一个中国人的食宿和医疗服务问题。不要求很多，但它却意味着很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贫穷的人自己却无法去要求什么。因此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很少有人伸出援手，但是如果他们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一伟大的慈善工作就会最终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负责慈善工作的工人们已经着手做了：他们现在不会放弃他们的任务，因为他们如果放弃，不幸、痛苦与死亡最终肯定会降临到他们服务对象的头上，挽救生命的辉煌一页将会荡然无存。

这样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希望读到本文的读者能够确保他们不会因没有那些容易请求却不易得到的东西而失败。

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


La zone Jacquinot de Changhai 1937—1939


"AD MAJOREM DEI GLORIAM"


[image: ]
 La guerre inflige toujours des souffrances cruelles aux non-combattants.Les populations civiles, tout particulièrement les femmes et les enfants, sont irrémédiablement forcées de s'y soumettre.Leur sort, parmi les destructions de toutes sortes, est lamentable, tandis que leur sécuritépersonnelle n'a plus aucune garantie.[image: ]
 C'est plus spécialement en Asie qu'il en est ainsi, car on n'y accorde pas de quartier, on n'y garde persque pas de prisonniers en vie, tandis que les blessés, s'ils ne sont abandonnésàleur lamentable destin, sont misàmort.[image: ]
 Notre brochure n'a aucun but politique quel qu'il soit.Nous publions des documents relatant les efforts d'un groupe d'hommes qui, se souvenant du passé，furent de nouveau témoins des horreurs impitoyables d'une guerre asiatique ayant lieu, pour ainsi dire, au seuil même de leurs portes.[image: ]
 Il est probable que nous ne serons jamais capables de supprimer les guerres；elles recommenceront toujours.Il semble en effet que les nations peuvent se voir contraintesàemployer leurs forces armées, soit pour défendre leurs droits les plus légitimes, soit pour repousser un agresseur.Des personnes fort distinguées ont publiquement déclaréque la guerre est conformeàla poursuite de l'idéal le plus noble de la racehumaine: dans une lettreàBruntschli, le maréchal von Moltke aécrit ceci: [image: ]
 La guerre est une institution divine: sans elle, le monde tomberait dans un abject matérialisme.[image: ]


Nous pensons cependant différemment, estimant que si la guerre n'est pas toujours un crime abominable, elle est immanquablement une calamité，un désastre dont les tristes conséquences devraient toujours être aussi réduites, limitées et circonscrites que faire se peut.

Nous avons trouvéune formule réduisant les dangers au minimum et allégeant les souffrances de la population civile.Ceci fait, nous n'avons négligéaucun effort jusqu'àce que notre formule e?tétéapprouvée par les deux nations en guerre.Elle a, par suite, subi l'épreuve d'une expérience pratique.

Nous avons l'espoir légitime que cette formuleéprouvée, qui a sauvéen Chine de nombreux non-combattants（grandement handicapés que nous fussions par notre inexpérience et les difficultés locales），pourrait aussi être employée dans d'autres circonstances et dans un autre milieu.

Notre Comitése rend parfaitement compte que notre plan n'a pu être réaliséque graceàla coopération des autorités, tant chinoises que japonaises.Il tientàfaire conna?tre son appréciation profonde des efforts faits par le généralissime Tchang Kai chek, Mr T.V.Soong, Mr O.K.Yui, ex-maire du Plus Grand Changhai, Mr S.Hitaka, conseiller de l'ambassade du Japon et Mr S.Okomoto, son consul général；une mention spéciale revientàMr E.Lambalot, inspecteur principal de la Police fran?aise, pour les services qu'il a ren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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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lettres adressées au Père Jacquinot, approuvant de tout coeur nos projets, ont causéla plus grande satisfaction au Comité.Ces lettres, émanant de Mr Koki Hiroka, ministre japonais des Affairesétrangères, du généralissime Tchiang Kai chek, du Dr H.H.Kung, de l'amiral Harry E.Yarnell, commandant les forces britanniquesàChanghai, et de S.Excellence Mr Paul Emile Naggiar, 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sont en partie reproduitesàla fin de cette brochure.

Le Comitése sentégalement très flattépar l'approbation du gouvernement fran?ais qu'il a manifestée en nommant le Père Jacquinot de Besange 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Il serait difficile, sinon impossible, de mentionner individuellement tous ceux qui ont contribuéau succès de nos projets；cependant, en terminant, le Comitétientàremercier les citoyens de toutes races et toutes croyances qui, tantàChanghai que dans des villes et des pays lointains, ont prouvéleur sympathie et leur intérêt par des dons généreux de temps et d'argent, et permis de poursuivre notreoeuvre jusqu'àce jour.

Des milliers de personnes au monde ontététémoins du spectacle de la peur des masses.La migration des Belges et des Fran?ais devant les armées allemandes, en 1914，est encore présenteàla mémoire de la plupart des Européens.Plusieurs milliers d'étrangers, àChanghai depuis quelque 14 ans, ontététémoins de toute la peur et toute la misère des humbles, impliqués dans des luttes qui ne les concernaient guère, personnellement.Ainsi, lorsque les armées chinoises combattaient entre elles autour de notre port, en 1927，il se produisit un fort afflux de fugitifs recherchant l'asile de sécuritéoffert par la Concession Internationale et la Concession Fran?aise de Changhai, dont les limitesétaient alors protégées par de forts détachements de troupesétrangères.

De nouveau, en 1932，lorsque la partie Nord de cette ville fut englobée dans les combats livrée entre l'Armée Chinoise et le Corps de Débarquement Japonais, des certaines de milliers d'individus vinrent se réfugier et chercher abri dans les Concessionétrangères.Mais rien ne se produisit alors qui p?t se comparer, en aucune fa?on, avec le désastre qui s'abattit sur un bon million de Chinois lorsque de nouvelles hostilités sino-japonaises devinrent imminentes.Pendant les jours précédant immédiatement la date fatale du 14 ao?t 1937，les rues traversant Changhai du Nord au Sud et, particulièrement, les ponts permettant de franchir la Crique de Soutchéou furent encombrés de masses denses de fuyards provenant des districts qui, vraisemblablement, allaient être englobés dans la bataille；les malheureux envahissaient d'abord les Concessionsétrangères, puis, les traversant, se rendaientàNantao, la citéchinoise de Changhai；de là，ils se répandaient encore plus au Sud, dans les campagnes.Ces infortunés employaient au transport de leurs pauvres biens tous les véhicules possibles et imaginables qu'ils avaient pu se procurer；leur fuite se poursuivit pendant bien des jours, jusqu'au moment où la partie de la ville où la bataille allait avoir lieu fut vidée de la majoritéde sa population.Les habitants restants furent obligés d'évacuer plus tard, sur l'ordre des Japonais.

Il ne fut pas donnéàtout Chinois fuyant les districts Nord de Changhai de se rendre dans des endroits aussiéloignés que Hangtchéou et Ningpo.Aussi fut-il un temps où on estimait que les Concessions n'avaient pas moins d'un million de réfugiésàleur charge；d'autres vinrent grossir la populations de Nantao.Ils y restèrent, en sécuritérelative, jusqu'àce début d'octobre où les Japonais réussirentàforcer les troupes chinoises de la région Nord de Changhaiàfranchir la Crique de Soutchéou, etàse répandre dans les campagnes, àl'Ouest de notre port.

Un problème restaitàrésoudre: celui de l'évacuation des parties Est et Sud de Changhai, tenues par les troupes chinoises；il semblait inévitable que les ravages considérables souffert par Tchapei et toute la région située au Nord vinssentégalement affliger Nantao et les quartiers situés au Sud des concessionsétrangères, dans lesquelles il y avaitégalement pléthore de population.Les concessions européennes renfermaient le maximum de réfugiés dont ellespouvaient s'occuper；pendant un temps considérable, l'état de ces districts eux-mêmes fut lamentable.Ilétait clair qu'ils ne pouvaient hospitaliser encore davantage de fugitifs.

C'est au Père Jacquinot de Besange, S.J.，que revient l'initiative d'un mouvement aux termes duquel on transformerait en zone neutre de sécuritéune partie de la Citéoù environ 250 000 Chinois purent se mettreàl'abri des combats quiéclatèrent autour d'eux.

Ce ne fut pas chose facile d'effectuer tous les arrangements nécessaires；en effet, ils nécessitaient une médiation entre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et japonaises；cependant, malgrétous les obstacles rencontrés, le R.P.Jacquinot arrivaàpoursuivre sa mission etàla mener au succès.Le 5 novembre, les promoteurs du plan firent conna?tre leur espoir: l'établissement, au bout d'un ou deux jours, d'une zone neutre de sécurité.Très rapidement, l'accord du c?téchinois fut obtenu, et dès le 6 novembre, on pouvait être assuréde l'assentiment des Japonais aux propositions qui leur avaientétésoumises.

Très probablement, le projet adoptépour la protection des réfugiésétait le plus ambitieux de ceux mis sur pied depuis le début des hostilités.En effet, si les districts des Concessionsétrangères assuraient la sécuritéàun million supplémentaire de Chinois, il n'y en avait cependant qu'environ cent mille dans les camps de réfugiés.Or, le nouveau plan mettaitàl'abri environ 250 000 indigènes entassés dans un espace un peu plus grand qu'un tiers de toute la Citéchinoise: ce fait posait quantitéde problèmesàrésoudre.

Il fallait par exemple assurer la police et maintenir l'ordre dans la zone de sécurité，nourir les réfugiés, les habiller et, généralement parlant, prévoir tout ceàquoi ces êtres humains, frappés de panique, étaient incapables de pourvoir eux-mêmes.A cette fin, un comitéde résidants de Changhai, présidépar le Père Jacquinot, fut formé.Ses membres représentaient quatre nationalités différentes et comprenaient M.W.H.Plant, conseiller municipal de la Concession Internationale de Changhai, Mr J.Findlay Andrew, le général de brigade E.B.Macnaghten, Mr Charles Baboud, Mr A.S.Jaspar, ainsi que Mr Hans Berents.C'est sur ce petit comitéqu'allait reposer la tacheécrasante de prendre toutes dispositions utiles pour créer en un temps relativement très court ce quiéquivalaitàune petite Municipalité.Il fallut surmonter toutes sortes de difficultés: Changhai restait menacée d'une disette de denrées alimentaires；des millier de réfugiésétaient dans le plus complet dén?ment.Une nécessitéimpérieuse s'imposait；il fallait les vêtir afin de les protéger contre les rigueurs de la saison hivernale approchante；or, il y avait pénurie de coton pour ouatinage des habits；une hausse continue des prix faisait craindre qu'il n'y aurait ni assez de vêtements ni de couvertures pour se tirer d'affaire avant les grands froids.Durant les quelques jours qui s'écoulèrent entre le 6 novembre, -dateàlaquelle la zone commen?aàs'écrasaient aux alentours des barrières isolant la Concession Fran?aise de la zone de Nantao；en dépit de tout, ils espéraient que les autorités fran?aises ouvriraient les barrières et les laisseraient pénétrer dans la seule zone de sécuritéqui leur f?t connue.Les scènes vécues durant cette périodeétaient déchirantes et ceux qui en furent témoins réalisèrent l'importance de l'oeuvre entreprise par le ComitéInternational de la Zone Jacquinot.

Le 9 novembre, àmidi, l'essentielétait accompli: la zoneétait bornée au Sud par la rue Fang Pang, traversant ainsi complètement la vieille citéchinoise.Au Nord, la limiteétait constituée par le Boulevard des Deux Républiques, large artère construiteàla place de l'ancienne muraille de la cité，démolie il y a vingt ou trente ans.La rue Fang Pangétait protégée par des réseaux de fil de fer barbelé；quant au reste, il n'existait pas autre chose qu'une simple délimitation topographique.

La policeétait assurée par le bureau de police de Nantao dont les hommesétaient armés de pistolets et de batons, leurs fusils leur ayantétéretirés.Les arrangements conclus prévoyaient que la zone serait régie par l'administration civile chinoise: autant que faire se peut, les organisateurs avaient fait ressortir avec force le c?tépurement civil de tous les arrangements entrepris.

Le 13 novembre, quelque cent mille réfugiés de la zone de sécuritéétaient absolument dénués de tout et, depuis quelques jours se trouvaient sans eau ni lumière.La zoneétait toujours sous le contr?le du Comité；cependant elle avaitétéalarmée par la venue de plusieurs soldat japonais qui y avaient pénétré；d'ailleurs une fois que la situation leur avaitétéexpliquée, ils s'étaient retirés avec calme.Il régnait toujours de l'incertitude au sujet de l'avenir: on craignait que l'armée japonaise ne réclamat bient?t le contr?le de la zone.Cetteéventualiténe se réalisa toutefois que quelque temps après.

Il est intéressant de dépeindre les conditions régnant dans la zone de sécuritéet les difficultés auxquelles le comitéeutàfaire face: en temps normal, la Compagnie des Eaux et la Compagnie d'électricitéde Nantao auraient fourni eau et courant；mais lorsque la guerre s'étendit aux districts les environnant, ces usines cessèrent de fonctionner.Aussi l'un des premiers résultats importants fut le succès des négociations conduites entre le Père Jacquinot et la Concession Fran?aise, négociationsàla suite desquelles la fourniture de l'eau et de la lumière se vitétendueàcette petite ville de réfugiés.

Divers autres problèmes pressants concernaient la question de l'alimentation et de l'abri de la population.L'accès de la zone de Nantao au trafic provenant de la Concession Fran?aise avaitétélimitédurant quelques jours；par suite, elle n'avait re?u qu'une petite quantitéde vivres.Plusieurs organisations chinoises charitables commencèrentàréunir des fonds pour nourrir la population de la zone neutre；certaines d'entre elles donnèrent jusqu'àquarante mille rations journalières de pain et de biscuits.Mais cela ne résolvait pas complètement le problème, car aux barrières de la Concession fran?aise s'ouvrant sur le Boulevard des Deux Républiques, parmi les milliers de gens dépourvus de tout, espérant toujours que les portes s'ouvriraient et qu'on leur permettrait d'entrer dans la Concession, on en voyait un petit nombre, possédant encore quelques sous, implorer les spectateurs du c?téfran?ais de la barrière de prendre leur argent et d'aller leur acheter de quoi manger.

Le maintien d'un contr?le adéquatàl'intérieur de la zoneétait rendu des plus difficiles par la bataille qui l'entourait de toutes parts；des scènes terribles se déroulaient la nuit, lorsqu'àl'extérieur, des quartiers limitrophes entiersétaient la proie des flammes.Il est vraisemblable que l'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es plus importantes de l'ouvres du Comitéétait la présence journalière de ses membres dans la zone, et la confiance que leur présence y inspirait aux réfugiés.

Le 13 novembre, le porte-parole de l'Ambassade du Japon rendait au Père Jacquinot un hommage chaleureux pour son dévouementàla cause de l'humanité：ainsi l'oeuvre qui débutait avait déjàméritél'appréciation des Japonais；le même fonctionnaire loua les efforts fournis par les membres du Comitéde Surveillance.Il fit remarquer que leuroeuvre excellent, jointeàla coopération entière accordée par les force nipponnes, sauvaient des horreurs de la guerre la population de non-combattants de ce district spécial.

Un des très rares faits agréables concernant les hostilités se déroulant autour de Changhai est que les Japonais se montrèrent des plus minutieux en ce qui concerne le respect de la zone; ils le furent même si complètement qu'on affirme que pas un seul obus ou une seule bombe ne tombèrent dans ce district spécial durant les combats faisant rage tout autour.

Le 15 novembre, le contr?le de la zone de sécuritépassait aux mains de l'armée japonaise；néanmoins, le ComitéInternational continuaàs'occuper de toutes les questions intérieurs relativesàce secteur réservéaux réfugiés.

Des police armés de revolvers et de batons, choisis par les réfugiés, parmi les réfugiés, continuaientàmaintenir l'ordre dans la zone, tandis que les patrouilles militaires japonaises, bien qu'elles fissent de tempsàautre une tournée d'inspection, n'étaient pas officiellement de service, puisque la discipline intérieureétait confiée au corps de policiers recrutéparmi les habitants de la zone neutre.Les Japonais n'ayant aucune facilitépour s'occuper des 250 000 réfugiés du district, la Croix-Rouge Internationale de Changhai pensait leur continuer sa coopération pendant quelque temps, tandis que le comitéinternational présidéparle Père Jacquinot, se proposait de poursuivre sa tache jusqu'au moment où les Nippons se sentiraient capable d'administrer sans aide la zone de sécurité.

La question du ravitaillement tourmentait tout particulièrement le Comité; chaque réfugiérecevait deux fois par jour une quantitésuffisante de pain et de biscuits, mais on ne pouvait encore se procurer du riz, et le stock de théétait fort limité.Néanmoins, les habitants de Changhai, tant Chinois qu'Européens, aidaient largement les entreprises du Comitéet répondaient de fa?on très encourageante aux sollicitationsfaites en faveur de dons de vêtements, de literie et d'aliments；mais ces besoins immédiats n'étaient pas les seuls problèmes auxquels le Comitéavaitàfaire face.Il fallait maintenir unétat sanitaire aussi bon que possible, trouver le moyen d'hospialiser les malades, êtreàl'aff?t de tout signe de contagion pour la dépister, car c'e?tétéla plus terrible calamitépouvant se décha?ner sur la zone, qu'uneépidémie s'y déclarant pouvant se décha?ner sur la zone, qu'uneépidémie s'y déclarant.Pareille tacheétait beaucoup trop importante, avec l'extension qu'elle prenait, pour qu'une seule organisation p?t s'en occuper；aussi un transfert graduel des responsabilités fit-il intervenir la collaboration de diverses associations charitables coordonnant leurs efforts avec ceux du Comitéde Nantao.Par exemple la Red Swastika Society, assuma la responsabilitédes soins médicaux, la National Child Welfare Association se chargea des enfants abandonnés, tandis qu'un Service d'obstétrique indispensable dut être crééde toute urgence.

Lorsqu'on se trouveàNantao, il est très diffcile de se rendre compte que les gratte-ciel et le "Changhai Moderne" sontàmoins de deux kilomètres de distance.Nantao est une citéchinoise typique comme on en trouve des douzaines dans l'intérieur；elle est parcourue par un dédale de rues et ruellesétroites pavées de pierres inégales；peu continuent pendant cent mètres sans tourneràangle droit.Dans maintes d'entre elles, les tireurs de pousses doivent être des plus prudents lorsqu'ils se dépassent ou se croisent.Les maisons, enchevêtrées les unes dans les autres, remplissent tout l'espace situéentre les rues；en général leschambres de chaque immeuble donnent sur une minuscule courette carrée ressemblantàun puits, dans laquelle la lumière s'infiltre du deuxièmeétage et constitue tout l'éclairage des pièces du bas.

Il y a encore 140 000 réfugiésàNantao；depuis quelque temps, le passage de NantaoàPoutong en traversant la rivière de Changhai, aétérétabli；chaque fois que c'est possible et sans danger, les réfugiés sont rapatriés de Nantao dans leurs campagnes.

Les marchands transportent des légumes, des fruits, de la viande, du riz, provenant de Poutong: ils préfèrent les apporter et les vendreàNantao, où ils vendent plus rapidement et plus directement leurs denrées；les rues sont bordées d'étalschargés d'aliments, de tranches de porc, de piles d'oranges et de légumes.Les prix de vente sont sous le contr?le de la Chambre de Commerce Chinoise.

Une grande partie des réfugiés avaient un peu d'argent et comme, jusqu'àces derniers temps, Nantaoétait virtuellement isolé，cet argent a circuléàl'intérieur même de la zone, qui constitue une sorte de communautéinsulaire.D'immenses efforts ontétéfaits pour encourager les boutiquiersàrouvrir.Cependant, jusqu'àprésent, àpeu près tout ce qui est vendable estétalésur le pavédes rues les plus larges；ces[image: ]
 boutiques[image: ]
 ne vendent pas seulement de quoi manger, mais exhibent un bric-à-brac extraordinaire d'ornements en porcelaine, d'objets en cuivre, de broderies bon marchéet de kakemonos, provenant tous de pillages très importants commis au moment où la zone de sécurités'ouvrait.

La plupart des Chinois vivant dans ce qui devint plus tard la zone, abandonnant leurs demeures, s'étaient réfugiés dans les Concessions Fran?aise ou Internationale lorsque la citéde Changhai fut menacée.Dans les maisons, les réfugiés se tassaient, en remplissant chaque coin, vivantàhuit ou dix dans des chambres de 9 pieds carrés, et s'emparant de tout objet meuble que les propriétaires précédents avaient laisséderrière eux, lors de leurévacuation hative.

Quiconque vientàNantao des camps de réfugiés de la Concession Internationale, al'impression que les zoniers ont une apparence plus saine et sont plus gais.Par un jour ensoleillé，les rues sont pleines de gens actifs, aux joues roses, argumentant, se querellant et[image: ]
 blaguant[image: ]
 ……A Nantao, le niveau du bien-être des réfugiés est bien plus inégal que dans les Concession；en effet beaucoup d'entre eux ont eu le temps d'apporter une grande partie de leurs biens et ce sont ces gens-làqui s'en vont par les rues, faire leurs emplettes.Une famille de ce genre occupera, par exemple, une seule chambre, tous ses biens meublesétant empilés dans un coin；assis autour de leur d?ner, cuit sur un petit poêle chinois, le père, trois ou quatre enfants d'age variable et les femmes s'occupant de leurs bébés, plaisanteront tout au long du repas.Bien que pauvres, ils peuvent acheter des aliments, ce qui implique l'essence d'une bonne santé；ils ne sont pas trop entassés les uns sur les autres, （du moins quant au go?t chinois），ils ont tous leurs petits poêles et leurs combustibles et ils sont suffisamment habillés；grace aux efforts remarquables de Madame New Way-sung, veuve d'un médecin chinois chrétien fort connu, mort au printemps dernier, l'habillement de presque tous les réfugiés de Changhai aétéorganiséet assuré.

Ces gens jouissent de leur libertéet peuvent mener une existence normale dans la citéchinoise; tel n'est pas le cas dans les camps des Concession Internationale et Fran?aise où les sorties sont réglées, voire même, dans certains cas, interdites.

La plupart des gens des camps de la Concession Internationale sont réellement dénués de tout; vivant sur leur ration basique de riz, de haricots et légumes salés secs fournis par le Comitéde la Croix-Rouge Internationale, ils ont beaucoup moins de vitalitéque les réfugiés de Nantao；plus chanceux, ces derniers ont sauvéquelque chose de la destruction générale.Cependant, làaussi, il existe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individus dépourvus de tout, et l'oeuvre charitable entière repose sur la vingtaine de personnes auxquelles on permet d'entrer dans la cité.Il est difficile de s'assurer qu'on s'occupe de tous les gens très pauvres；ils vivent dans des chambres minuscules, cachés dans l'amas de maisons sombres；toute unefamille vit ensemble, sa literieétalée sur le sol, n'ayant virtuellement rien d'autre.Dans la même chambre il y a généralement unmalade, parfois deux；l'air n'y a souvent pasétérenouvelédepuis quelques mois.

Il existe quelques camps importants de réfugiésàNantao, établis dans desécoles, des restaurants et des temples, notablement dans le Temple de la Miséricorde.Durant les premiers jours qui suivirent l'ouverture de la zone de sécurité，ilétait rempli de milliers d'individus, frappés de panique, fuyant la guerre qui les traquait.C'est alors, ainsi que le R.P.Jacquinot l'a dit, que ce lieu de culte est réellement devenu, en pratique, un vrai Temple de la Miséricorde.C'est maintenant un des centres de distributions gratuites de riz organisées par le comité.Il en existe neuf qui fournissent quotidiennement une ration journalière d'environ une livreà60 000 réfugiés.Un système de cartes aétéorganisé，suivant lequel tout indigent a droitàune ration.Les tickets sont apportés chaque jour au centre par le chef du camp ou le chef de famille；les uns derrière les autres, ces gens forment une ligne de près de cent mètres de long qui suit les méandres de la cour du Temple.A des tables sont assis les distributeurs；les tickets sont timbrés et poin?onnés.Le riz est puisédans une pile de sacs béants, pour être déversédans celui que porte le réfugié.

Pour vérifier non seulement la quantité，mais encore la bonne qualité，un membre du comité，debout, plonge de temps en temps sa main dans un des sacs des réfugiés, car les voies des marchands de riz sont parfois ténébreuses.

A ses débuts, le comiténe pouvait distribuer autre chose que du riz, ce qui constituait le seul aliment des plus pauvres.Pendant sa tournée de propagande aux Etats-Unis, le R.P.Jacquinot apprend que pouréviter l'avilissement des prix, les producteurs de bléallaient détruire des quantités considérables de cette précieuse céréale.Il obtient rapidement une audience du Président Roosevelt, avec le résultat que le bléqui allait être détruit, est envoyéen Chine, grossièrement concassé，àla Croix-Rouge Internationale, et mis généreusementàla disposition du R.P.Jacquinot.Aussi, dorénavant, des distributions de cettecéréale sont-elles faites régulièrement aux habitants de la zone de Nantao.

Au début, habitués qu'ils sontàleur riz, ce bléne leur plaisait guère；cependant, ils n'ont pasétélongsày prendre go?t；on s'en rend compte en constatant avec quel entrain ils assiègent les centres de distribution.A ce jour, il aétémis de fortes quantités de bléàla disposition du R.P.Jacquinot；le transport gratuit des Etats-Unis en Chineétait assurépar la Croix Rouge Améric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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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roblème de l'alimentation en eau aétéfort difficileàrésoudre.Les conduitesétaient fermées ou coupées durant les hostilités；le seul approvisionnement provenait d'une rangée de bornes-fontaines située sur le[image: ]
 c?téfran?ais[image: ]
 de la route formant frontière.Comme les réfugiés avaient tout le tempsàtraverser la rue pour atteindre une des sources de ravitaillement en eau, il en résultait des difficultés.Elles furent finalement résolues par le transfert des bornes du[image: ]
 c?téNantao[image: ]
 de la route.L'eau ainsi obtenueétait colportée par des coolies, àtravers la ville, dans des touquesàpétrole, mais il fallait l'acheter, ce qui constituait encore des difficultés des plus sérieuses pour les gens dans la misère.L'usine des eaux a finalementétéréparée et alimente désormais Nantao.

L'application des lois sanitaires dans la Citéest organisée d'une fa?on très rudimentaire: les ordures ménagères de chaque maison sont versées dans le ruisseauqui les bordeàl'extérieur.Des escouades de coolies nettoyeurs fonctionnent；elles sont munies de charrettesàbras, mais tout ceci n'a pas grand effet sur l'état des ruelles où les monceaux d'ordures sont fréquents.

L'oeuvre médicaleàNantao a re?u une aide importante du Comitéde la Croix-Rouge Internationale et des Franciscaines du Couvent du Sacré-Coeur.Le Couvent a des permis d'entrée pour dix Soeurs.Au débuts, il existait trois h?pitaux générauxàNantao；ils ontétéréduitsàun seul, àl'exception des petits h?pitaux spécialisés, depuis que les autorités ont restreint leur activitémédicale.L'H?pital Général est installédans une très grande maison chinoise absolument neuve, ayant son propre puits, maison que le propriétaire s'est vu obligéd'abandonner au moment où il venait de finir de l'installer.Par suite, les locaux sont parfaitement propres；ils sont meublés de magnifiques tables en bois noir sculpté，maintenant couvertes de blouses en toile et de tous les accessoires d'une clinique.L'H?pital, entretenu par le Comitéde Nantao comprend environ quarante lits pour les femmes et les gar?onnets.Les Soeurs le quittent avant la nuit.Trois gar?ons d'h?pital chinois y restent toute la nuit.L'H?pital Général possède une clinique, parfaitement bienéquipée, pour malades externes.On y donne environ trois cents consultations par jour；ajoutons qu'on y distribue gratuitement et systématiquement de l'huile de foie de morue, tant aux enfant qu'aux adultes.

Les infections de plaies, d'yeux, ainsi que des membres sont nombreuses, car l'état de santédes réfugiés est trop précaire pour leur permettre de guérir normalement；les fractures sont très fréquentes, en raison de conflits avec la police.L'H?pital comprend une salle d'opération très simplement installée；il est impossible d'y faire de sérieuses interventions chirurgicales internes.Les cas de maladies les plus habituels sont ceux courants chez les réfugiés: sous-alimentation, béribériàpeu près général, maladies des intestins et des poumons.A ses débuts, l'h?pital a beaucoup souffert du manque de courantélectricité：les Soeurs ont installéun ouvroir qui occupe une centaine de jeunes filles, dans une salle de l'h?pital.Une annexe pour les hommes a récemmentétéouverte dans un batiment voisin；elle comprend quarante lits.Les médecins la visitent régulièrement, deux infirmiers chinois y sont pendant le jour et deux gar?ons d'h?pital y passent toute la nuit.Ces h?pitaux fournissent d'excellent travail, mais la disproportion du chiffre de 80 lits par rapportàune population de 140 000ames devientévidente quand on parcourt les maisons où se trouventétendus maints malades ne pouvant être hospitalisés faute de place.

D'autre part, nombreux sont ceux qui ont peur de veniràl'h?pital, particulièrement les femmes, qui ne veulent pas abandonner leurs enfants, ou ne sont pas accoutuméesàrecevoir les soins d'un médecinétranger.

La zone de sécuritépossède aussi une très bonne Maternité, installée avec le matériel provenant de l'h?pital de Yangtsepou de la Commission Sino-Belge des Indemnités Boxeurs；il fut transféréàNantao vu l'impossibilitémanifeste de continuer de travailleràYangtsepou.Cet h?pital a 45 lits；il a des salles communes pour les mères en bonne santéou infectées et leurs enfants.Des bébés trouvés dans la rue, lorsqu'ils sont encore en vie, y sont apportés après avoirétéprésentés dans les camps voisins pour voir si quelqu'un les réclame.Les maladies vénériennes sont très fréquentes parmi les bébés, la majoritéprovenant d'infections.L'h?pital a une excellente salle d'accouchements avec installation et stérilisation modernes, mais il ne dispose pas d'un personnel suffisant pour pouvoir s'occuper de périnatalité.

Les Soeurs Franciscaines et les Pères Jésuitesétablissent la liaison entre l'h?pital et les maladesàdomicile.Ce sont cesames charitables que le peuple apprendàconna?tre et dont il dépend.Lorsqu'elles se fraient un chemin；vêtues de leurs blouses d'h?pital, au milieu de la malpropretégénérale des rues, les Chinois sortent en courant de leurs maisons et, montrant des corps[image: ]
 qui leur a fait du bien la semaine passée[image: ]
 .La clinique fournit aux missionnaires visiteurs des médicaments usuels, tels qu'aspirine, bicarbonate de soude, iode et emplatres antiseptiques.Dans les maisons, les personnes en bonne santésautent sur leurs pieds dès que les Soeurs entrent；elles s'assemblent autour du grabat des malades et avec maints gestes et de timides sourires, expliquent le cours suivi par la maladie.On est toujours impressionnépar la courtoisie innée et naturelle des manières chinoises；on les apprécie par la fa?on dont les Soeurs sont re?ues dans les chambres les plus pauvres et les plus sales et par le choeur, le ou la malade, parfois trop faible pour avoir dit un mot jusque là，essaie toujours de se joindre.

Ce sont les Bonnes Soeurs qui dépistent les malades sérieux, essaient de lesfaire transféreràl'h?pital ou les persuadent de veniràla Clinique.N'ayant pas d'argentàleur disposition, elles ne peuvent payer le transport des patients les pluspauvres；parfois l'h?pital n'a pas de place vacante, ou enfin le patient refuse de s'y rendre.

Outre les médicaments, les Soeurs distribuent chaque jour un millier de pains de forment.Ce pain, des cohortes d'enfants l'attendent impatiemment.Une Soeur fran?aise, prenant les derniers, dans le fond du panier, disait en son mauvais anglais: [image: ]
 Ce panier devrait être-comment exprimez-vous cela-no finish[image: ]
 —（inépuisable）.Leur contact personnel avec les familles des réfugiés rend leur travail d'autant plus navrant: elles voient, par exemple, lors de leurs visites successives, des enfants orphelins de père mourir l'un après l'autre, et la mère les suivre de près.

En raison des restrictions imposées par les autorités japonaises de contr?le, le nombre de travailleurs admisàNantao est hors de proportion avec les travaux urgents, indispensables.Ces travailleurs bénévoles pourraient aider un nombre bien plus grand de réfugiés s'ils disposaient de moyens financiers adéquats.Il n'est pas aiséde faire comprendreàceux qui viventàdes milliers de kilomètres de distance l'urgence impérative que présente cetteoeuvre de secoursàceux qui s'en chargent et ontàfaire faceàdes besoins formidables, pratiquement illimitée.C'est le contact permanent avec des besoins semblables et le sentiment de confraternitépartagée avec les réfugiés chinois qui poussent des gens tels que les membres du Comitéde Nantao, les médecins, les Soeurs infirmières, véritables travailleurs charitables et bénévoles internationaux, appartenantàune demi-douzaine de nations occidentales, àconsacrer leurénergieàsecourir de malheureux Chinois.La meilleure manière de les encourager est de les aideràce que leurs paniers soient[image: ]
 non finish[image: ]
 —inépuisables.

Telle est l'humble histoire d'un grand effort, car c'est bien d'un immense effort qu'il s'agit: sauver 250 000 êtres humains, frappés de panique, redoutant l'avance des envahisseurs, la mort pleuvant du ciel, la destruction de leurs foyers, la ruine de leurs moyens d'existence.Pour sauver ce quart de million de malheureux, soit d'une fin immédiate, soit de la mort par inanition, encore plus horrible, il a suffi de quelques individus mettant en pratique de la fa?on la plus sincère, la plus dévouée, les sublimes préceptes du Seigneur.A ceux qui ont vécuàChanghai durant les derniers mois, il est impossible de regarder la guerre avec un autre sentiment que celui de la plus profonde abhorration.On ne peut que ha?r la misère et les souffrances infligées par ce fléau aux très humbles, qui vivent leurs existences frugales tout près du sol.Ils ne comprennentrienàla haute politique qui les a placés dans une si terrible situation；ils savent seulement que la mort court les rues dans leur pays, et que seule, une minuscule minoritéleur vient en aide.Mieux que toutécrit, les illustrations dont cette brochure est remplie serviront peut-êtreàtémoigner de l'horreur dans la quelle ont vécu ces pauvres victimes.Ces photographies illustrent de la manière la plus frappante l'Horreur qui s'est abattue sur la population des environs de Changhai.

Il reste encore bien des souffrancesàsoulager, il y a encoreénormémentàfaire；jusqu'àce que les malheureux réfugiés puissent rejoindre en sécuritéleurs humbles foyers campagnards, il faudra les nourrir et s'en occuper.Une fois le moment venu pour eux de reprendre leurs occupations normales, des fonds seront indispensables pour les mettreàmême de travailler leurs champs.Cela co?te très peu, lorsqu'il s'agit d'un seul individu, mais pour la masse, il est besoin de sommesénormes.Cinq ou six dollars chinois suffiraientàfournir aux cultivateurs semences et instruments aratoires leur permettant de faire fructifierànouveau leurs lopins de terre.Mais, cet argent, il faudra aussi le trouver.

Changhai, ville admirable en matière de contributions charitables, a donnésans compter.Si grande aétésa générositéqu'il semble impossible d'en attendre davantage.Sa communautése voit, en effet, obligée de faire faceàdes pertes qui ontàpeu près anéanti son commerce, son industrie.Il faudra donc trouver des fonds ailleurs, dans des pays ayant eux-mêmes déjàbeaucoup donnépour les secours en Chine.

Nous pouvons dire ceciànos lecteurs d'outre-mer: les Chinois dont nous nous occupons dans la zone de sécuritéde Nantao vivent si frugalement et gagnent si peu que quelques cents, -centimes chinois-par jour, couvriront leurs besoins.Une somme d'argent toutàfait négligeable pour un Occidental nourrira un Chinois pendant un jour；une somme un peu inférieureàun dollar américain fournira nourriture, abri, et soins médicauxàun Chinois durant un mois.Ce n'est pas beaucoup demander；et pourtant c'est de telle importante, car les malheureux réfugiés ne peuvent pas demander pour eux-mêmes.Il reste encoreénormémentàaccomplir avec l'aide de quelques personnes! si ces quelques personnes ont derrière elles des fonds suffisants, cette grandeoeuvre sera menée jusqu'àla conclusion ultime qui lui convient.

Lesames charitables responsables ont mis la mainàla pate: elles ne sauraient maintenant abandonner leur tache: si elles le faisaient, misère, souffrance et mort s'abattraient sur ceux pour qui elles travaillent；une magnifiqueoeuvre de salut serait anéantie.

A cela on ne saurait penser；nous espérons que les lecteurs de ces lignes feront le nécessaire pour que ces travailleurs bénévoles ne manquent pas de ce qu'il est si facile de demander mais si difficile d'obtenir.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E DE LA ZONE DE NANTAO


后记

2013年夏，德国拉贝交流中心驻华办事处的姜玉春先生来上海见面，介绍将借“德法和解50周年暨德法友好年”之机，在柏林举行饶家驹墓地树立纪念碑的活动；他希望上海方面能代表中国有所表示。饶家驹曾在上海生活了二十七年，他说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并且在这里冒着战火保护了数十万难民。我思考良久，就本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以比较官方的名义来表达的，便只有上海市历史学会，遂与会长熊月之教授商定，发送了签名盖章的信函。是年9月，在德国西柏林的法国公墓区内举行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饶家驹先生的墓地揭幕仪式，中国、法国、德国的外交官、历史学者、教会代表、媒体代表等出席，姜玉春先生在仪式上宣读了上海历史学会的贺信。饶家驹的墓碑上覆盖着一面硕大的用中、法、德三国国旗拼接而成的旗帜，中国学者余秋雨还特意为饶家驹的墓碑题写了“仁者爱人”四个字。

姜玉春先生又提出，能否在上海主办一个饶家驹的国际研讨会，以颂扬饶家驹的人道主义精神。我立即同意，而且我们商定，力争将这个会议申报列入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的纪念活动。

事实上，申请“中法友好年”项目的过程颇费周折。按照规定，各省市申报的项目由各省市政府的主管部门统一申报，当我们这个项目送到上海市相关部门后竟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不予申报。这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伸出了援手，他们主动表示可以推荐给中国文化部，这样送到文化部时已超过申请时效了，正当我们沮丧之时，却传来了好消息，文化部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且有价值的项目，可以列入“中法友好年”项目；一位处长给我打电话时说：“这是最后批准的一个项目。”

2014年7月，我与姜玉春先生一起拜访了全国对外友协。在商议筹办事宜时，对方官员主动提出友协可以作为该国际会议的后援单位，我真有些喜出望外。然后我们又拜访了国际红十字会东亚地区办事处，饶家驹是他们的先贤和楷模，尽管该办事处正在处理棘手的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但仍表示会全力支持。

在会议筹办与举行过程中，有几件事情值得一书。

第一件，是我提出的，如果当年饶家驹先生救助过的难民在70多年后能亲临现场讲述往事，那将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事情。执著的研究生王海鸥在陈斌、胡皓磊的配合下，找到了几位老人，尤其是八十六岁的王晓梅老人，当年她就住在难民区里，还在难民所睡过几个月。但害怕大场面的王晓梅老人不愿意来会场讲述。于是，我准备自己去说服她。当我和王海鸥、陈斌到豫园广福居委会与王阿婆见面时，回顾难民区的往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经过居委会主任龚梅英的细致说服，王阿婆最后提出，主任陪她她就去。开幕式上，王阿婆成了一个亮点。她用上海话生动地回忆往事，“神父是老好的，一直在救济我们。当时在人民路铁门那一边扔馒头进来。当时人小，捡不到馒头，就带一柄雨伞，倒过来接馒头，可以多接几个。”“当时得意楼还有人给难民施粥，每人带一个碗，每人会分到一勺子粥。”王阿婆对自己在难民区生活的生动讲述，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效果非常好。

第二件，在筹备会议开幕式时，法国副总领事马言斌先生和德国领事文木森先生提出，将他们两人的致辞作为一个程序，于是“法国副总领事和德国领事致辞”便成为开幕式的第四项议程。他们在致辞中讲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两年前，饶家驹教父与约翰·拉贝先生，一位法国人和一位德国人，在中国实行了人道主义的协作，此举令人震撼。战争结束后，饶家驹教父依然尽他所能保护着德国市民，此举更令人佩服。”“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饶家驹神父和约翰·拉贝先生的人道主义行为给人类带来了希望。更重要的是，当今动乱不断地颠覆世界，往往给民众造成诸多伤害。此时他们曾经的举措更提醒了我们肩负着重任。如中国、法国和德国等强国，也有意承担保护公民的责任。”从法德领事的发言这桩事例可以看到法德之间的真正和解。而在东亚，拒绝认罪的日本与中国、韩国还在为历史问题而苦斗；两相比较，法德和解这的确是人类超越历史、面向未来的典范。

第三件，会议因请到陈一心先生和潘光先生而增光添彩。八十二岁高龄的陈一心先生是上海市对外友协的副会长，他的父亲陈鹤琴先生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也是饶家驹的合作者。陈鹤琴当时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在难民区，陈鹤琴非常专业地区分儿童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方面来展开教育活动。而潘光先生的父亲是越南归侨、震旦高材生潘大成（潘达）先生，潘大成不仅是饶家驹的学生，还是饶家驹难民救助中的得力助手，后来还担任了第一难民收容所所长。陈、潘两位先生的讲述，使得饶家驹先生和他同事们的形象，更加生动而具体。

第四件，会中有老上海知情者来会场作证。《新民晚报》这份上海最具市民性的报纸，在会议开幕的11月8日头版上，刊登了会议的消息。第二天一早，闻讯而来的刘复田先生，已是八旬老人，他讲述了他们家族与难民区的关系，他的父亲刘一曾协助饶家驹参与管理难民区的工作。

会议闭幕后，与会中外代表一起瞻仰了饶家驹曾经的工作地——圣伯多禄天主堂，以及他在震旦大学的住宿大楼，然后走入难民区遗址，寻觅当年的踪迹。这一天是11月9日，也就是七十七年前饶家驹难民区开始运营的日子。

我要感谢会议的主办单位上海历史学会和上海师范大学。感谢大力支持本次会议的各个机构，它们是：中国文化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际红十字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和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还要感谢在华法侨历史协会上海委员会，上海市档案馆，德国拉贝交流中心驻华办事处等。

感谢美国的阮玛霞教授，高龄莅临上海与会，并同大家共享了一段饶家驹先生的珍贵影像；感谢张景岳先生，他和上海音像资料馆放映的纪录片《饶家驹在上海》，同样极其珍贵，这两段资料使得我们今天还能清晰地一睹饶家驹先生的音容笑貌。感谢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地区法律顾问理查德·德加涅先生，法国外交部分析、预测与战略中心顾问让巴蒂斯特·让热纳·维尔莫，荷兰学者文森特·赫尔曼及德国犹太外交官乔治·罗森之孙弗里德里希·罗森出席会议并作重要演讲。感谢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教授特地从北京赶来致辞，感谢画家桑麟康先生特地为会议创作了新作《大爱无疆——饶家驹救助平民》。感谢会议所有的参与者，特别是递交了论文的中外学者；我非常希望有学者在饶家驹与南京安全区和汉口难民区两项研究上填补空白，最后汉口难民区的研究者未能落实，而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张连红教授在百忙中撰写了论文《饶家驹与南京国际安全区的设立》，大大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正是各位学者的积极参与，才有了这本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集的面世。我还要感谢众多媒体的热心报道，如《新民晚报》、《文汇报》、《解放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报》、中国新闻社、人民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

还要感谢研究生群体，他们是李云波、李君益、彭代琨、李园园、王海鸥、陈斌、胡皓磊、李玉铭和其他从事会务工作的研究生们，尤其是王海鸥同学做了很多工作；还要感谢毕业于敝院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熊慧编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上海曾为三万犹太难民提供了避难所，这件事今天已家喻户晓了。而“饶家驹安全区”使三十万中国平民免遭战火的杀戮和伤害，是来沪避难犹太人的十倍。这三十万人的后代大概有数百万人，他们生活在上海以及中国、世界其他地方也应铭记“饶家驹安全区”的救命之恩。一批难民成长为社会精英，如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上海市副市长刘述周和杨堤、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全国人大常委的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等。不仅如此，饶家驹的善举还推动了国际社会对战时平民保护的重视，最终形成日内瓦第四公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可见，“饶家驹安全区”这个被人们忘却了的“上海模式”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意义，是怎样高度评价也不过分的。

为纪念饶家驹创立南市难民区的壮举，颂扬他热爱和平、憎恨战争的博大胸怀，本次会议倡议：一、在原南市难民区旧址建立纪念碑，记述这段历史；二、在原南市难民区区域内，竖立饶家驹先生的纪念像；三、尽可能地保护难民区原来的建筑，保存城市的文脉；四、加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将这一事例写入教科书和其他书籍；争取在原南市难民区区域内，建立纪念馆，长期固定展览，广为宣传。

如今，岁月如流，逝者已逝。南市难民区的老建筑已日渐凋零，犹太人隔离区的境况也差不多。保护这些人类文明史中的重要见证，正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使命。

如果哪一天，饶家驹的南市难民区和上海犹太难民隔离区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那实在是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苏智良

2015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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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武装冲突的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附加议定书）》，https: //www.icrc.org/applic/ihl/ihl.nsf/Comment.xsp？viewComments=LookUpCOMAR T＆documentId=9FE450A0516B8F17C12563CD0043520A＆action=openDocument，访问时间2014年10月10日。阮玛霞：《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第182—183页。


[1090]
 李云波，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生。


[1091]
 双引号内的段落文字出自饶家驹亲笔撰写，其余部分由委员会补充。


[1092]
 1939年底由于欧战的原因，这些运送的货物不幸被中断。一旦现有库存消耗完，委员会将再也不能分发除了大米之外的其他食物了。


[1093]
 Les paragraphes entre guillemets sont de la plume du R.P.Jacquinot de Besange, S.J.；le reste de la brochure est l'oeuvre commune du Comité.


[1094]
 Comme conséquence de la guerre européenne, ces expéditions viennent malheureusement d'être interrompues, àla fin de 1939.Une fois les stocks actuelsépuisés, le Comiténe pourra plus se permettre de distribuer autre chose que du r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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